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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1 Hallahan, K., Holtzhausen, D., Van Ruler, B., Verčič, D., & Sriramesh, K. (2007). Defin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1(1), 3-35.
https://doi.org/10.1080/15531180701285244

2 以繁體中文期刊而言，香港的《傳播與社會學刊》陸續刊登過相關論文（2021, 2022）；臺灣的
《新聞學研究》以「政治傳播」（2021）之名處理過相關議題，《中華傳播學刊》則於 2022 年也
有過「策略傳播」的專題企劃。

3 黄懿慧、黃煜、敖頌（2021）。〈公共關係／策略傳播範式轉變和語境本土化―機遇、挑戰與思
考：對話黃懿慧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56：1-24。

2023夏至溽暑，又屆出刊時節；臺、港幾本傳播核心刊物在六、七月
陸續發行，各有關注。本期專題「全球新秩序的策略傳播：地緣政治與認
知作戰」（Strategic Communication of the New Global Order: Geopolitics and 
Cognitive Warfare），試圖回應的便是 2017年中、美貿易戰爭、2019年新冠
肺炎、2022年俄烏戰爭，以及 2023年人工智能更加普及之後全球秩序的未
來新面貌，尤其側重在軍事戰爭與武裝衝突上面的實質影響與具體脈絡。
在最近國內、外的傳播社群中，重視「為達成任務有目的地運用各種溝

通方式」1的「策略傳播」一詞不斷被提及，2指涉範圍不斷擴大，這種自古
便從佈局、謀略、經營角度出發的工具性想法始終是這類概念的核心基礎，
爾後也在公共行政、廣告公關、整合行銷、危機與議題管理、談判說服等範
疇內不斷延伸、擴展與重構。3然而置於今日世局，本專題有著更為在地且與
個體相關的現實關懷，以爭取全球輿論支持為目標，並與國際對抗、軍事戰
爭關聯密切；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今）以經濟力量崛起於美利堅合眾
國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擘劃的全球架構中，而在上世紀末（1991）解體的俄
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又在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對抗中，變成了今日俄羅斯聯邦與烏克蘭之間戰爭的
主要背景。在雷同的局勢發展中，自從 2010年力求重返亞洲／再平衡（Pivot 
to Asia）政策的美國，以及在 1949年內戰中被迫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1911
年至今）便成了目前世局動盪緊張的關鍵變數：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秩序的
形成過程中，中華民國和臺灣扮演的角色應該為何？兩者的關係又是怎樣？
感謝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胡光夏擔任本期客座主編，負責專題籌畫與

審閱工作，同時撰寫了從現實到理論的系統性描述，以介紹各篇論文，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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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導言〈21世紀地緣政治的軍事策略傳播〉。專題共有投稿論文 13篇，多是
由任教於大學的研究者跨越學科 (包含有新聞專業、傳播研究、認知心理、
政治傳播與日本研究等 )、跨越國際 (包含兩岸與瑞士背景 )、男女各一半的
不同性別、師、生與校系 (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國防大學、交通大學、世
新大學 )，更包括有現任軍事統御與新聞報導的實務工作者，符合本刊對於
實踐的期待，更吻合這領域對於「參與式傳播」的重視。論文均經雙匿名審
查，最後錄取五篇。

首篇論文關注的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學者小牧實繁的地緣主張，並
探討大眾傳媒在地緣風險中倡議與噤聲特定觀點的「宣教者」角色；其餘四
篇論文，同樣關心地緣政治下的認知作戰，但兩兩成為一組，分別檢視今日
此時的臺海危機與俄烏戰爭，他們各自關注臺灣社會中的報紙傳媒、社群媒
體、中國大陸的網路媒體，以及烏克蘭總統社群使用中的報導與論述框架等，
藉以參與式地討論這些發展中事件框架的可能影響，以召喚更多反思，去面
對臺灣社會中，諸如行政院長陳建仁與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針對美國國務院
公布「臺灣學人計畫」引發的「疑美論」爭議，或是引起學界討論的「臺灣
反戰聲明工作小組」，關於「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的公開呼籲等。
專題之外，「一般研究論文」收錄三篇文章，同樣採取文獻探討、口述

訪談、文本分析等質化方法，也關注著新技術與新觀念出現後社會的未來秩
序，放在本期專題主標題「全球新秩序的策略傳播」下頗為適合，只是與副
標題「地緣政治與認知作戰」就有些距離。
第一篇〈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LED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探討

的是 2019年在美國電視劇集《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中出現的技術
變革，即以 LED幕取代藍、綠幕拍攝的方式，使得過去仰賴動畫模擬、合
成後製，被稱為虛擬攝影棚的運作流程，轉化為立即成像、隨即修正調整、
沉浸式演出的 LED幕虛擬製作室產製相關內容，兩者在時間與空間等文化
面向上差別甚大。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黃文龍與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兼任副教授周成虎等兩位作者指出，目前在臺灣，這樣的技術還以廣告、
MV類型較多，對於戲劇演出的影響有限，相關影像的虛實擬真性亟待開發，
以強化臺灣影視製作內容與國際競爭力。
第二篇論文是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賴玉釵的〈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

事中迷因再製之研究〉，指出過往普遍為人們熟悉的「美食書寫」文學創作，
在今日網際網路與智慧手機發展的背景下，已轉化為凸顯身體感知經驗與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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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設計能力的「跨媒介料理」；這類跨越媒介素材的文化現象貼近日常生活，
也讓菁英專屬的稀有創作，變化成常民百姓經常操演的生活技藝。作者以《冰
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的案例，與 220則網路圖文的多
模組分析，描繪出一個互動豐富、不斷再製、虛擬混合真實的迷因（meme）
世界，也在學科建制上，為臺灣傳播社群與研究者鋪陳出名稱變化的未來趨
勢：在傳統名稱上添加社群媒體的關注。
最後一篇論文則是由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李佩雯撰寫，

〈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揭示出今日家庭
的多元樣貌，尤其是在 2019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
通過、公布實施後；新世界並沒有直接到來，新的互動磨合仍在各個角落浮
現。研究以同志家庭為主，發現臺灣社會的相關溝通議題多半發生在職場、
鄰里、學校，甚且是醫院的公共場合，而在智慧手機的技術基礎下，線上社
團、社群媒體也會出現很多價值衝撞的互動場合。作者指出現代多元家庭強
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家庭成員構成個體的物質生存組合，其間仰賴
的是一種「厚交織」與「交織階序隱形」的身份認同實踐；換句話說，在女
同志家庭的弱勢群體中，歧視往往可能來自群體內自己人，這是種包含複雜
階序、流動交織身份的「厚弱勢」處遇，而男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則常被「小
孩不能沒有媽媽」的論述質疑，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仍藉由結構性的存在滲
透到每個地方。
本期出版之後，《傳播研究與實踐》的編輯團隊再次換屆，節氣則進入

炎秋白露；只是，這次是主編交接。個人接手於 2019年 2月教授休假期間，
由當時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溫偉群手中傳承。自此以後，個人及編務團隊籌劃
了各類專題，「五四百年：溝通行動、媒介生態與歷史事件」（9卷 2期）、「再
思科學傳播：在公眾參與之後」(10卷1期 )、「傳播、科技與文化」（10卷2期） 
、「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11卷 1期，客座主編：蘇鑰機與羅文輝）、「傳
播來時路：兩岸三地的新聞教育」（11卷 2期，客座主編：蘇鑰機與羅文輝）、
「文化技藝與數位影像實踐」（12卷 1期）、「新冠疫情與運動傳播」（12卷 2
期，客座主編：陳子軒），以及「群落、媒介與政治溝通」（13卷 1期）等；
感謝各位客座主編、歷任副主編、執編、校內外編輯委員，以及助理們的協
助。當然，所有論文的撰寫與研究者，無論是刊出還是不適合刊登者，都是
這一切繁華、熱絡的基礎，謝謝諸位的參與，大家反覆的修改、討論與堅持，
都為社群的互動文化留下相互理解的具體內涵，而期刊這些日子以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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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便是希望留下這一切有意義的細節。回首來時，百感交集，點滴在心。
在這趟將近五年的旅程中，我們主要完成了幾項工作。首先是期刊封面、

底，及刊物品牌的徹底翻新，用色與設計則採取最新配搭，以使年輕世代願
意接觸與閱讀；第二則是將期刊建立起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舍我紀念
館獨立出版的運作體制，以斷絕在出版市場中難以全盤掌控、容易喪失主體
價值的特殊文化，同時我們也與專業英文編譯工作室建立聯繫，使期刊的英
文寫作品質可以掌握；第三項是替期刊的運作制定了有規範依循的運作交接，
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將每個角色的服務期限體制化；同時第四點，我們全部
動員，修正了期刊的體例規範，讓投稿人不再困惑，並著重與友刊的規則趨
向一致，以便作者們在臺灣社會中書寫投稿更為便利，同時也與最新版本
APA的國際規定保持同步，並清晰標示出每篇期刊論文的DOI連結；最後，
在下任主編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蔡珮的協助下，我們也替《傳播
研究與實踐》的數位傳播工作做了開端，強化既有臉書等社群媒體、數位網
頁等平臺運作，尤其是期刊論文科學傳播專欄的設立，以及在熊其娟小姐信
念一致、全力相挺的幫忙下，制度化〈傳播學任意門〉Podcast的製作等。
在此，謹對所有辛勤付出的朋友致上深刻感謝！我們成功延續前輩們十

餘年來的追求，在連續三次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
錄」中，都在最新TSSCI名單之上；而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
的歷次名單中，《傳播研究與實踐》也多次榮獲「期刊即時傳播獎」及「期
刊長期傳播獎」等的肯定。而在資料庫部分，本刊除了原先的華藝數位之外，
同時與聯合百科、凌網科技等簽訂合作關係，以求更多讀者可以接觸到作者
們辛勤耕耘的研究成果。點點滴滴，望成巨流，目的無他，為在實踐中體現
我們對傳播概念的深層追求與整體理解。

夏春祥
2023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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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21 世紀地緣政治的軍事策略傳播

1 張鐵華主譯（2004）。《第六代戰爭》，佛．伊．斯里普琴科（2002）。新華出版社。

胡光夏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雖然和平是世人共同的願望，但武裝衝突與戰爭卻沒有因為人類文明、
民主政治、與全球化而消失。領土紛爭、天然資源爭奪、種族、宗教或意識
形態等因素都可能引發戰爭。檢視人類歷史的發展可以獲知，戰爭是「新」
科技的催生者與孕育者。俄羅斯軍事學者斯里普琴科（В. И. Слипченко 
／英譯為 V. I. Slipchenko）依照戰爭起始年代、武器系統、能源與戰術，將
戰爭型態歸類為六代：冷兵器、火氣（滑膛槍）、近代火器（線膛武器）、
現代化武器（如自動武器、坦克車、戰鬥機和艦艇以及雷達和無線電通訊器
材）、核戰爭、精確武器和資訊／電子戰。1現代化武器戰出現於 19世紀末
和 20世紀初期。第六代戰爭在 21世紀才出現，主要是建立在高新科技的發
展上，以「非核和非接觸」為特點，不再置重點於打擊敵人的有生力量，而
是以摧毀敵方經濟設施、推翻敵方政治制度為目的。高精準武器、電子資訊
武器和其他新武器（如無人機）是第六代戰爭的戰場主角。
就戰爭本質與地緣範圍而言，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屬於總體戰爭

（total war），而在冷戰（1947年至 1991年）與後冷戰（1991年以後）時期
所爆發的戰爭則屬於局部戰爭。1991年蘇聯共產集團解體後，全球進入後
冷戰時期，自由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似乎成為全球的主流，然世界和平
穩定的目標仍遙不可及。地緣的局部戰爭依舊不斷發生，包括阿富汗戰爭
（2001–2021）、第二次波斯灣戰爭（2003–2011）、「全球反恐戰爭」（美國在

* E-mail:  hu@mail.shu.edu.tw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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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911襲擊事件後發起）、敘利亞與葉門的內戰等。
時序進入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人類文明與日常生活面臨著更為艱困

的挑戰。2020年爆發的 COVID-19疫情直到今年才獲得有效控制，而 2022
年 2月 24日爆發迄今的俄烏戰爭則未有止戰跡象。百年一見的 COVID-19
疫情，雖由世界衛生組織促成全球合作共同抗疫，但卻曾引發國際間對於疫
情起源的政治角力，各種陰謀論與假訊息層出不窮，並使得一些無辜的海外
「華人」被汙名化與受到歧視。

2022年俄烏戰爭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戰略與科技等方面，
都帶來了重大的衝擊。《經濟學人》在 2023年 3月 19日刊登〈俄烏戰爭將
決定中國如何看待世界〉一文指出，俄烏戰爭使得國際秩序洗牌， 影響著
美、歐、中、俄間的勢力消長。全球新秩序的重構再度成為國際政治、全球
戰略的熱門話題。早在今年 3月 14日，日本《日經新聞》便已發表題為〈三
邊委員會稱 2023年為世界新秩序的「元年」〉的文章。2該文指出，1991年
冷戰結束後的三個十年是由美國所主導，基於一體化與自由市場的全球化模
式，將被一個「分裂多極」的全球化所取代。這種轉變的核心是美國政府不
再致力於基於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擴張，而是推動其經濟和關鍵行業
（如晶片與人工智能科技）轉向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一系列目標，特別是與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競爭。隨著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等金磚
國家經濟不斷增長與政治影響力的日益擴展，這些屬於區域強權國家將會權
衡其經濟、戰略和國防利益，開拓屬於自己國家的發展路徑。
事實上，在俄烏戰爭爆發前一年，由於國際地緣政治與美中兩強的競爭

加劇，國際媒體曾列舉出 5個可能會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區，第一名
是烏克蘭，臺灣則排名第二。2021年 4月 29日《經濟學人》在其臉書官網
上公布 5月份第一期的封面故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這期封面是以「雷
達」影像呈現在臺灣海峽上中國軍艦和軍機與臺灣東部外海的美軍對峙，藉
以凸顯臺灣是美中兩國戰略角力的關鍵區域。由於美中對抗急遽升溫，一些
大陸攻打臺灣的時程預測陸續浮現檯面。例如，2021年 3月美國印太司令戴
維森（ Phil Davidson）在美國國會中陳述，他擔心中國最快 2027年犯臺。

2 三邊委員會是由美洲、歐洲和日本等國所組成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是一個研究和商討世界經
濟、政治問題的國際組織。三邊委員會 3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了第一次全球會議，
參會者們主要討論了中國，中等強國和 ChatGPT 等問題。香港新聞網（2023 年 3 月 15 日）。〈日
媒：2023 年是世界新秩序「元年」 〉，《香港新聞網》。上網日期 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
www.hkcna.hk/docDetail.jsp?id=100308007&channel=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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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各種憂心臺海危機的論點相繼出爐，包括「今日烏
克蘭、明日臺灣」、「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等。
臺海危機急遽升高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崛起」，美國意識到其全球的主

導權受到威脅，因此，從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任內開始，在
經貿、先進科技、外交、軍事等領域採取抑制中國發展的策略、戰術與行動。
基本上，「抗中」或「圍堵中國」已成為美國與其國際盟友的主要政治意識
形態與戰略目標，不僅從高科技的「四方晶片聯盟」（Chip 4，臺、美、日、
韓），到非正式安全組織的「四方聯盟」（the Quad，美、日、澳、印度），
並且積極打造「印太北約」，以及研議未來在日本成立北約聯絡處，籌組所
謂的「亞太小北約」，全力圍堵中國在南海與印太地區的軍力擴張與威脅。
由美國所主導的「抗中」聯盟，彷若重現冷戰時期的抗蘇聯集團。
長久以來，美國堅守「一中原則」，對於臺海則採取「戰略模糊」策略，

然在「抗中」政策形成後，其對於臺海的戰略逐漸開始有所轉變。例如，美
國高層政治人物陸續訪臺、大幅增加對臺軍售等，使得兩岸關係逐漸劍拔弩
張。2022年 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的到訪，正式引
爆了「第四次臺海危機」。3中共派遣大量軍機、軍艦在臺海周圍演習，不僅
試射 11 枚彈道導彈且頻繁跨越臺海中線，演練鎖臺。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
更於 2022年 8月 26日正式宣佈，根據臺海形勢變化組織「常態化」的軍事
繞臺行動。而為了因應兩岸間的軍事緊張情勢，臺灣除了積極盤點後備戰力，
實施「新式教召」，並決定將役男從原先的 4個月役期延長為 1年。此外，
為了防止敵人搶灘登陸，甚至採購了「火山布雷系統」。
美中的博弈使得臺海危機急遽升高，臺灣已連續 10年蟬聯接收境外認

知作戰──假訊息情況最嚴重國家的榜首。然而從臺灣的民調中可以發現，
民眾對於臺海軍事衝突危機的反應相對「冷靜」、「無感」。在裴洛西訪臺後，
2022年 8月 16日「臺灣民意基金會」公布的調查顯示，多達 7成 8的臺灣
民眾不害怕中共軍演。《聯合報》在同年 9月 22日刊登的「年度兩岸關係
大調查」，雖然調查結果偏向敵對或緊張狀態都超過 6成，但認為兩岸開戰
的可能性仍偏低（僅佔10評分中4.4分）。英國BBC曾綜合國際學者的看法，4

3 四次臺海危機分別是：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砲戰、1996 年飛彈危機、2022 年鎖臺
危機。前兩次是直接的軍事衝突，造成人民傷亡及財產損失。

4 BBC NEWS 中文（ 2021 年 11 月 9 日）。〈臺灣民眾「冷靜」應對軍事衝突風險的三個原因〉，
《BBC NEWS 中文》。上網日期 202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chinese-news-5915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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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臺灣民眾無感的原因包括：「不認為戰爭會發生」、「司空見慣」、「恐
懼疲乏」、「回報遞減法則」等。
雖然戰爭是歷史的常數，然而中外有關軍事傳播的系統性研究一直到 20 

世紀中期後才開始大量出現。「媒體與戰爭」是屬於跨學門的研究領域，除
了傳播學外，還包括軍事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管理學、
歷史學、資訊科學等。

20世紀末期，軍事傳播研究出現了「新」名詞──「策略傳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策略傳播」一詞是由傳播學者 Jarol B. Manheim在第一
次波灣戰爭背景下所提出，主要用以了解軍事公關及民眾感知的日趨複雜問
題。5 2007年國際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JSC）創刊發行，為策略傳播領域的誕生與發展奠定基礎。基本上，軍事
策略傳播仍延續著越戰後， 美國國防軍事領域向學術、實務界取經的歷程。

傳播媒體是武裝衝突與戰爭中的基本要件之一。從傳播媒體的發展歷程
中可獲知，在國際危機與武裝衝突的階段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包括：6（一）
衝突前，和平談判的催化劑、和平的破壞者與戰爭的煽動者、戰爭爆發預警
訊息的提供者、作為發動戰爭的輿論塑造工具；（二）衝突爆發後，戰爭的
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動他國加入戰爭、情報蒐集與決策的參考來源、
戰爭工具、戰爭平臺。
戰爭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是促成軍事傳播研究變遷的兩個最重要因素。

Paul Virilio曾指出，7「戰爭的歷史是一種視野快速改變的歷史。」麥克魯
漢（Marshall McLuhan） 在 1960 年代就曾預言，未來的戰爭不再是傳統武
器的地面戰，而是透過媒體所進行的影像戰。8隨著「新」傳播科技的出現，
人們透過「媒介」（medium）觀看與「參與」戰爭的方式也跟著改變。依照
媒體的演進，可將媒體再現戰爭與民眾接收訊息的方式區分為：平面媒體戰
爭（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廣播戰爭（1939–1945第二次世界大
戰）、電視戰爭（1964–1975的越戰）、衛星與有線電視戰爭（1991年第一次

5 Manheim 的專研領域是媒體與公共事務和政治學。顏瑞宏、胡光夏（2022）。〈在跨際中演
化：策略溝通領域的發展脈絡與現況〉，《傳播與社會學刊》，62 ：105–146。Manheim, Jarol B. 
(1994).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胡光夏（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7 Virilio 的專研領域是美學、科技、戰爭哲學。Virilio, Paul.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p. 7. Verso.

8 轉引自同註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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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灣戰爭）、電視直播與網際網路的戰爭（2003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社
群媒體與無人機戰爭（2022年俄烏戰爭）。9基本上，俄烏戰爭在人類戰爭史
上創下許多的紀錄，包括「社群媒體的抖音戰爭」、「無人機戰爭」、「人工
智能與大數據運算戰爭」、「金融核武戰」、「假訊息認知作戰」等。
本專題收錄的 5篇文章都屬於軍事策略傳播的研究範圍，分別檢視傳統

大眾媒體或網路社群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與框架等議題。5篇論文的研究方
法頗為多元，包括量化的內容分析法、大數據分析法，以及質化的文本分析
法與深度訪談法等。研究的主題與對象則涵蓋：媒體與地緣風險 （1篇）、
臺海危機 （2篇）、俄烏戰爭（2篇）。
李世暉教授的論文以 1930年代中期至 1940年代中期，提倡日本地緣政

治的小牧實繁為分析對象，探討其地緣思維與其所帶來的後續影響等。文章
指出，國家的主政者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
爭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考慮下的媒體報導內容、
戰略思維，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一種包括宗教、意識型態等對峙的「想像上的
戰爭」。扮演著宣教者的媒體，其宣揚地緣風險的本意可能不是在鼓動戰爭，
但卻可能成為合理化戰爭的思維依據，推進與擴大想像對抗走向實體的戰
爭，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媒體。
李教授在文末特別提醒，國際與臺灣媒體無時差的宣傳報導「臺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臺灣海峽危機是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以及「臺灣
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等地緣風險，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無異推
升了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臺大新聞所那滈碩士、王泰俐教授與劉好迪副教授的文章，探討臺灣四

家媒體在 2020年 8月 14日至 9月 1日中共軍演期間的相關報導，以戰爭／
和平新聞學、愛國主義框架等理論為分析架構，兼採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
量化內容分析法聚焦分析媒體報導的關鍵字（如受害者語言、情緒化語言）、
消息來源（菁英或平民導向）、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如站在衝突一方立場、
視戰爭為零和博弈）、形象描繪（好壞二分法、妖魔化語言）等差異；質化
的深度訪談法則用於佐證與討論統計分析的結果。
該研究發現，臺灣媒體在報導解放軍軍演時，對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呈

9 胡光夏（2007）同前註；胡光夏、陳竹梅（2022）。〈第四章 Web 3.0 時代俄烏戰爭的社群媒體
平臺大戰〉，《軍事新聞論壇第十集 認知作戰的傳播理論與實踐》，頁 61-93。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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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以及媒體的美中好惡立場、對國際衝突結果評判，
均呈現顯著性差異。《中國時報》傾向使用和平新聞學框架；《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傾向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等框架、表達對中共的負面情緒，
並認定中共無法成功犯臺；《聯合報》則在各種框架呈現上則較持平。透過
記者的訪談發現，兩岸軍事新聞的最主要元素就是「衝突」。
第三篇文章由陳靜君助理教授與沈宏杰輔導長所撰寫，主要是分析臉書

社群編輯如何框架第四次臺海危機、以及臉書使用者對新聞框架的情緒反
應，並藉由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題模型分析來判定新聞的
框架。
此一研究計有四個發現：（1）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民眾負面情緒反

應普遍高於正面情緒；（2）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臺海危機中建構了七個新
聞框架（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裴洛西訪臺、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
濟影響與各界反應）；（3）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
而緊張局勢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怒反應；（4）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具
有高度競爭效應，且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
第四篇關注中國媒體如何再現俄烏戰爭，以中國大陸網路媒體的《人民

網》與《澎湃新聞》為研究對象，作者是鄒瞻舒碩士與洪貞玲教授。文章採
用 van Gorp的框架包裹取徑，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取徑，藉以檢視影響中
國媒體的角色和報導方式的因素、媒體所建構的他者戰爭、以及黨營的人民
網與市場導向澎湃新聞的媒體報導框架與立場。
該研究發現，《人民網》與《澎湃新聞》的報導立場均維持中性、不偏

袒任何一方，符合中國官方對俄烏戰爭的立場。《人民網》傾向以官方消息
來源為主，大幅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合理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淡化俄羅
斯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作為商業媒體的《澎湃新聞》，為了迎合資本市場
的需求，在道德框架中展現更多人情趣味的深度報導。兩家媒體最常使用的
主題框架是「衝突框架」。文章發現，中國網路媒體藉由戰爭新聞的再現，
強化反美、反西方論述，並且積極扮演民族主義啦啦隊的角色。
最後一篇作者為江知萱政戰官與孫復威助理教授，兩位作者也採取

LDA主題模型分析法，利用 Python程式語言撰寫的 Twint，對俄烏戰爭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於官方推特（Twitter）公開推
文的主題及其言說策略進行研究。
此研究發現，澤倫斯基的推文有三個主題框架：人道主義迫害、 援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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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經兩位研究者深入探討其敘事架構後發現，澤倫
斯基在善惡歸納、道德評價和行動方案等面向，彰顯戰爭歸因與烏克蘭國家
／人民價值，並且表達烏克蘭訴求和利益，更藉由「口號」連結其目的與主
題框架，進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基本上，策略傳播領域在傳播研究中的定位仍有待釐清與發展，現有的

文獻以國外居多，華文學術社群的研究相對缺乏，期待透過本專題的 5篇文
章能夠充實軍事傳播與策略傳播的研究，使這些領域逐漸邁向成熟。

客座主編　胡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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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論媒體的宣教者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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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日國際社會中，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知，決定了國家之
間的競爭關係，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而在此類地緣風險的認知作戰下，
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分為資訊控制
下的「唱和者」、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以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
本研究以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中期，提倡日本地緣政治的小牧實繁
為分析物件，探討其地緣思維形成、轉變、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後續帶
來的影響等。結論指出，在論及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不可忽略傳播媒體在
地緣風險中倡議與噤聲特定觀點的「宣教者」角色，即以地緣政治來闡述並
宣揚國家利益，進而影響國民的世界觀，以及國家、社會對於戰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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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戰爭（war）一詞的語源，「可追溯到古德意志語（old high German）的
werra，原意是指紛爭」（上野貴史，2016，頁 25）。在近代語詞的使用習慣
上，戰爭可分為國際法上的意涵，以及軍事上的意涵。前者是指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武力衝突狀態（喜多悅子，2005），在形式上又可區分為「正式宣戰
至講和」的狀態，以及並未宣戰而逕入至「實質武力衝突」的狀態；後者則
是指以軍事力量（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的狀態，其目的是屈服敵人、貫徹我
方意志的武力行使（Clausewitz, 1976）。此一軍事上的意涵，並非限定國家
為戰爭行為主體，軍事武裝集團、組織所遂行的武力紛爭，例如內戰（civil 
war）、獨立戰爭（wars of independence）等，也被歸類為戰爭的一種型態。

進入到 20世紀之後，戰爭一詞指涉的內容逐漸複雜化；許多非軍事領
域的嚴重衝突，也使用戰爭一詞。例如，涉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衝突的「文
化戰爭」、涉及國家間經貿利益競爭的「貿易戰爭」、涉及科學技術研發與應
用對抗的「科技戰爭」等。即便戰爭一詞不再專門指涉國家之間的武力衝突
狀態，但在一般使用上，無論是文化戰爭、貿易戰爭或是科技戰爭，經常會
被視為國家間武力衝突的前兆。而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因文化、貿易衝
突（戰爭）而引發全面武力衝突的歷史事件，所在多有。如十字軍東征（1096
年至 1303年）、三十年戰爭（1618年至 16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至 1918年）等。
另一方面，國家遂行戰爭的動機，國際政治學領域主要是透過「國家利

益」（national interest）的概念來理解。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國家利益
的概念經常被化約為「君王意志」或「王朝存續」。當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
中彼此頻繁互動之後，國家利益開始被視為與國家生存發展密切相關的國家
價值（李世暉，2017）。因此，「國家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即是以增進國家
利益為目的」（高阪正堯，1991年，頁 2）。換言之，主導國家行為的關鍵因
素，即是國家利益。
然而，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國家利益概念，是一個重要但內容相對模糊的

概念。所謂的「與生存發展密切有關的價值」，其指涉的主體究竟是國家、
政府還是國民？國際政治對此一價值主體的見解差異，形成強調國家利益的
現實主義（realism），以及追求國民利益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現實主義
主張，包括戰爭在內之任何增強國家權力的政策都符合國家利益。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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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透過合作來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才同時符合國民與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由人民所組成；而由此延伸出的民族、民族屬性與

國族主義等概念，是在民族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
（Anderson, 2006, p. 40）。這些人造物在 18世紀末出現，是各種獨立的歷史
力量複雜交會下，自發地淬煉出來的結果。在形態呈現上，此一人造物可以
被移植到多元的社會領域，吸納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如果說民族 /國
族（nation）是一個政治性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這些想
像社群的共同利益，也只能是一種「想像利益」（imagined interest）（李世暉，
2017）。無論是民族還是國族，其在邊界（boundaries）所呈現的認知與認同
現象，是觀察民族／國族內部互動與外部互動過程的指標。其中，主觀的心
理邊界涉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根基情感聯
繫（the primordial attachment）（王明珂，1997）。而客觀的物理邊界則是涉
及國家主權獨立、國家領土完整等與地理息息相關的概念。
上述的地理區隔、「我族」（we-group）與「他族」（they-group）區別、

想像利益的認知／認同，在 19世紀時逐漸匯流成「地緣政治」（geo-politics）
的概念。最初的地緣政治，是將國家視為地理有機體或一空間現象，著重探
討地理與應用政治學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藤沢親雄，1925）。透過媒體的
出版、傳播，強調國家尋求權力的地理因素，以及分析國家生存與地理環境
關係的論點，包括美國海軍將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
「海權論」，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的「陸權論」、
德國學者豪斯霍夫（Karl E. Haushofer，1869-1946）的「生存圈」，快速地
成為當時主要國家制訂戰略時的重要基礎。由此，對於國家所處地理位置的
思考，也轉變為國家的地緣戰略思維。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即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明治維新時期建立國家概

念最重要的措施，是確定新國家的領土疆域。經過數年的交涉，日本以庫頁
島向俄羅斯換取對千島群島的支配權，同時將原本英美控制的小笠原群島，
以及屬於中國勢力範圍的琉球，劃歸明治國家的領土（李世暉，2016）。之
後，日本在海權論、生存圈的影響下，一方面確立其建軍制海的國策方針，
另一方面則發展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的思維，進而走向太平洋戰爭。
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屬於研究論述的地緣政治，戰後一度被視為

國家發動戰爭的理論基礎而受到批判。即便如此，戰後的國際政治依然無法
擺脫地緣政治的影響，只是將武力衝突的戰爭概念轉變成國家安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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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國家思考其利益對象，確認其威脅來源，實
行其對應策略的主要依據 1。然而，屬於理論層面的地緣政治，並非推動戰爭
的主要因素；統治階層如何認知國家所處的地緣風險，以及如何思考因應策
略，才是決定戰爭與否的關鍵。
透過上述的脈絡可以得知，國家／政府對於地緣政治下安全風險的認

知，決定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是走向和平還是戰爭。舉例來說，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國尋求地理上的生存圈而走向擴張主義。
在接續併吞奧地利與捷克之後，德國為了在未來可能的戰爭中取得優勢，乃
於 1939年 9月 1日進攻波蘭，進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總動員式的戰爭，參戰各國
除了武裝其軍事力量之外，也透過各種媒體「批判侵略戰爭」或「合理化戰
爭」，以取得總力戰格局下的國民支持，進而贏得戰爭的勝利。
從這個角度來說，媒體所傳遞的地緣政治思維，既是發動戰爭時的理論

背景，亦是合理化戰爭的思想依據。然而，地緣政治思維透過何種管道傳遞
至國家的統治階層？國家的統治階層又是如何據此認知國家的地緣風險？而
此一地緣政治的認知又是如何推動國家走向戰爭？這些問題，過去的研究鮮
少著墨。有鑑於此，本論文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日本作為對象，探討日
本的地緣認知，如何逐步把日本推向戰爭邊緣。同時，藉由分析代表性學者
小牧實繁（1898-1990）的地緣思維形成、轉變，其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
所帶來的影響，重新思考地緣政治、媒體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貳、	文獻探討

一般在論述媒體與戰爭的關係時，經常會從「魔彈理論」（hypodermic 
needle model）切入。魔彈理論緣起於 1920年代，結合行為心理學、大眾心
理學的論點，主張特定資訊可透過媒介，如同將魔彈打入大腦般地直接改變
受眾的認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及大日本帝國透過報紙、廣
播媒體對國民進行戰爭宣傳，被認為是最明顯的例子（佐藤卓己，2022）。

1 針對安全保障，日本國際政治學者田中明彥認為，可將其意涵聚焦在保障的物件、針對的威脅與
實行的政策工具等三項議題上。首先是安全保障的物件，如何從重視國家、國土與主權，轉變強
調國民、經濟與文化。其次是對威脅的認定，如何從傳統的軍事、外交等威脅，轉變成非傳統的
貿易、金融、能源、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全球環境變遷等威脅。最後是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
如何從過去強調軍事武力的硬實力（hard power），轉變成兼顧以經濟、文化影響為主的軟實力

（soft power）（田中明彥，1997）。



13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而由此衍生出關於「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理論，廣泛被用來分
析現代國家，特別是共產極權國家中政治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另一種關於媒體與戰爭的研究途徑，主要是透過文學的角度進行理解。

古代文學對於戰爭的描述，主要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論述戰爭英雄。拿破崙戰
爭之後，文學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文學與文學家被開始捲入國家之間的
武力衝突，也就是戰爭（西川長夫，2002）。近代的戰爭文學，受到作者所
處的國家社會情境與個人經歷的影響，既有反對戰爭的文學作品，也存在讚
揚戰爭的作品 2。

此外，媒體傳達戰爭訊息的方式，也是觀察媒體與戰爭關係的重要視角。
一般而言，當媒體報導戰爭訊息時有三種態度，分別是站在監督立場的批判
觀察者（critica1 observer）、協助政府的宣傳公關者（publicist），以及捲入意
識形態與話語權的「戰場」（battleground）（Thussu & Freedman, 2003）。如
果將文學視為媒體內容的一部分，結合前述媒體與戰爭關係的論述脈絡，通
常可以從三個觀點來厘清現代媒體與戰爭的關係。
第一，媒體是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sympathizer）。19世紀之後，戰

爭型態逐漸從原本的限定的、部分動員的武裝衝突，轉為全面的、總動員的
國家衝突。影響所及，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活動，以及與國家、國
民相關的資訊，都因為戰爭的需要而受到國家／政府的控制。在資訊控制下，
國家／政府一方面透過法律限制媒體的報導內容，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媒體傳
遞有利戰爭進行的特定訊息。在此情境下，媒體無法違逆限制與操控資訊的
國家／政府（Wyatt, 1995）。只能被動獲得政府給的資訊，且查證能力受到
法律限制的媒體，在戰爭時期容易成為戰爭的「唱和者」，宣傳特定觀點。
第二，媒體是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rooter）。當國家處於戰爭的情

境時，一定期間內會出現社會輿論對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支持現象，也稱之為
「聚旗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Mueller, 1973, p. 208）。此時，媒
體通常會最先感受到國內高漲的愛國氛圍，一邊扮演政府的呼應者與唱和者
角色，一邊則是引導輿論朝向支持戰爭的論述發展（藤田博司，2004）。值
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下的媒體在扮演啦啦隊的角色時，並非完全受到愛國

2 例如，針對 1904 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櫻井忠溫（1879–1965）的《肉弾－旅順実戦記》（出版
於 1906 年）與水野廣德（1875-1945）的《此一戰》（出版於 1911 年），屬於強調武勇與美化戰
爭的文學作品；而与謝野晶子（1878-1942）的「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出版於 1904 年，
詩歌）與大塚楠緒子（1875-1910）的「お百度詣」（出版於 1905 年，詩歌），則是屬於描寫戰爭
悲慘面的反戰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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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趨勢，有時也是市場考慮下的選擇。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
報紙透過版面與標題的安排，擴大渲染戰況的理由，主要便是市場考慮。《朝
日新聞》在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稱之為「滿州事變」）時，透
過社論呼籲各方須避免全面衝突。而採取此一立場的《朝日新聞》，1931年
的發行量為 143.5萬份，較上一年度減少約 15萬份。但隨著九一八事變的
擴大，《朝日新聞》的報導態度從克制轉為支持。不僅購置 5架飛機進行事
變現場的即時報導，也增加報紙新聞的篇幅。而《朝日新聞》的發行份數在
1932年增加至 182.4萬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 1941年，更是大幅成長至
349.9萬份（安田將三、石橋孝太郎，1999年）。
第三，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resister）。在一般的情況下，媒體對

於決定國家命運的戰爭衝突，會傾向與政府站在同樣立場。但在各個時期，
均存在著具理想色彩，反對所有戰爭型態的獨立媒體，會對戰爭進行全面的
批判。另一方面，是戰爭無法在短期結束，國內民眾容易出現厭戰情緒；而
媒體的戰爭報導也將因為政治上的分裂而出現重大分歧。而此一反映在媒體
報導態度的重大分歧，有時會對戰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美國在越
南戰爭後期逐漸失去持續戰鬥意圖（意志），是因為國內政治出現嚴重的分
裂，而當時的媒體角色則是政治分裂的一部分（Hallin, 1989）。
上述媒體在戰爭時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圍繞著戰爭時期媒體的報導立場

與態度。對於國家發動戰爭之前的媒體角色，較少有專注對此進行討論的研
究。然而，如前所述，驅動國家發動戰爭的原因，是國家／政府對國家利益，
以及國家所處的地緣安全風險的認知。而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認知則是一種
變動的思維；會因為國家因應國際體系而隨之變動，也會受到國家內部情勢
而出現改變，更會受到媒體報導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國家利益與地緣風險考慮下的報導內容、戰略思維，

在戰爭爆發之前是一種「想像上的戰爭」。「想像上的戰爭」原本是指武裝
衝突之外的思想對峙，包括宗教的、意識型態的對峙。舉例來說，冷戰（cold 
war）同時涉及地緣政治與意識型態領域的競爭，而由此衍生出的公民社會、
政治忠誠、（與大國的）共同體意識，大大左右了冷戰時期亞洲地區的政治、
社會、文化語文學的發展樣貌，可視為一種想像上的戰爭（Sherif, 2013）。
另一方面，在地緣政治論點蔚為潮流的 1930年代，透過報紙、書籍、

廣播等媒體的傳遞，在國家、政府與社會形成「戰爭想像」。換言之，對地
緣政治的想像，可視為一種「認知上的戰爭」。從 1930年代的歷史來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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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影響與政府決策下，認知上的戰爭最終走向現實上的戰爭。為了進一步
釐清媒體在戰爭前與戰爭期間的角色，本研究選擇了 1930年代的日本歷史
進行分析。

參、	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

一、	明治時期日本的地緣構想

明治政府的國家發展，包括對內的國土規劃，以及對外的國家戰略，一
開始就受到戰爭與地緣政治的影響。在國內的國土規劃部分，日本最早的鐵
路（新橋至橫濱）開業後的第五年（1877年）發生了西南戰爭。在軍隊、物
資運送的需求下，明治政府認識到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在政府的宣導下開啟
了日本鐵道建設的黃金時期，而此一綿密的鐵道網路，在甲午戰爭、日俄戰
爭期間協助運送大量戰略物資至戰場前線（山本弘文編，1986）。

在對外的國家戰略部分，則是重新定位日本在世界的地理位置。對明治
初期的日本來說，面對來自亞洲大陸的威脅，朝鮮半島是日本必須掌控的「境
外」決戰之地。明治初期由西鄉隆盛（1828-1877）、板垣退助（1837-1919）、
江藤新平（1834-1874）、後藤象二郎（1838-1897）、副島種臣（1828-1905）
等人主張的「征韓論」，其導火線雖然是朝鮮拒收明治政府的國書，但在明
治政府內部的討論過程中，以「大久保意見書」為代表的「經略」概念，逐
漸淩駕於原始的「睦鄰」思維之上（吉野誠，2000）。
另一方面，四面環海的日本，也必須以海洋國家的角度思考日本的安全

處境。早在明治維新之前，林子平（1738-1793）在其撰寫的《海國兵談》（出
版於 1791年）一書中，就以地理概念描述日本的安全處境如下：從江戶的
日本橋到中國乃至於荷蘭，是沒有明確界線的水路。主張必須造船與鑄炮，
強化海防來抵禦外敵的侵略（釈悟庵，1908）。明治中期的稻垣滿次郎則是
主張，領有臺灣島，以精銳的軍艦在太平洋立足，可掌控南北中國的大權，
以及香港、澳洲、巴拿馬、三藩市、溫哥華、日本乃至於上海的太平洋海域
的主控權（稲垣満次郎，1891）。
此外，明治政府也同時受到馬漢的海權論影響，重視海洋軍力的建置與

南洋地區的經略。馬漢於 1890年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
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透過海軍省周邊團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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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社」的翻譯，在明治政府內部形成一股「建軍制海」（李世暉，2016，頁
49）的風潮。在上述地緣認知下，甲午戰爭中獲勝的日本，向戰敗的清朝索
取了遼東半島與臺灣。前者是穩定與支配朝鮮半島的重要佈局，發展出日本
對大東亞經略的「北進論」；後者則是制海揚威的戰略方針，發展出日本對
大東亞經略的「南進論」。

1925年，盛行于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研究，在藤澤親雄（1893-1962）、
飯本信之（1895-1989）等學者的介紹下正式進入日本。至 1945年太平洋戰
爭結束為止，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前期 1920年代，中期的 1930
年代以及後期的 1940年代（李世暉，2022）。前期的主要活動為西方地緣政
治理論的介紹，代表學者為藤澤親雄與飯本信之；中期的主要活動是以亞洲
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代表學者為小牧實繁。後期的日本地緣政治，
則是在海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的「日本地政學協會」3，以及京都地政學
派主導下，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參照表
1）。

表 1：戰前與戰時日本地緣政治學的發展

階段 時間 學術活動／學術觀點 代表人物／組織

前期 1920 年代 介紹西方地緣政治理論 藤澤親雄
飯本信之

中期 1930 年代 以亞洲主義分析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 小牧實繁

後期 1940 年代 發展出「新東亞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基礎 日本地政學協會
京都地政學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事實上，無論是「北進論」還是「南進論」，當時日本的安全保障思維，
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自明治維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其地緣政治認
知下不可分割的歷史連續性。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勝利，在日本國內形成一
股「大日本主義」的社會氛圍。對抱持「大日本主義」的日本領導菁英階層
而言，臺灣的獲取決非大日本帝國主義的終點，而是日本國力向西方（中
國華南地區）與南方（南洋地區）延伸的墊腳石（李世暉，2016）。與此同
時，包括竹越與三郎（1865-1950）的《台灣統治志》（1905年）、《南國記》

3 上田良武（1878-1957）為鹿兒島縣（薩摩藩）出身的海軍將領，歷任海軍技術研究所航空研究
部長、海軍航空本部技術部長，對當時日本航空戰略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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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以及島津久賢（1881-1926）的《南洋記》（1915年）、山崎直方
（1870-1929）的《我が南洋》（1916年）等與政治書寫、地理調查有關的南
進觀點，在媒體出版與報紙報導的推助下，逐漸在日本形成「海國日本」的
地緣政治論述主軸。而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包括殖民地銀行的臺灣銀行、
國策會社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內，也是當時日本南進政策的重要推手（梁
華璜，2003）。在《朝日新聞》的報導內容中，臺灣不僅是日本向大東亞擴
張的起點，更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參見圖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面臨到國際情勢急遽變化的 1900年代初期，尚

未發展出「日本地政學」思維，而是依循地理調查來制定國家戰略。如 1901
年成立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以及 1907年成立的「滿鐵調查部」，乃
是透過文獻、實地訪查的方式，調查殖民地（佔領地）的法律制度、交易習
慣與風土民情，以利日本在臺灣（進而擴大至華南與南洋）或滿州國（進而
擴大至亞洲大陸）的經營。在調查的基礎上宣揚其建構治理典範（如滿州國
的「人間樂土」），也在當時扮演相當之宣教角色。

圖 1：臺灣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編（194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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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緣論述、媒體與戰爭

1941年 11月 10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包括飯田信之（1895-
1989）、江澤讓爾（1907-1975）在內的日本國內知名地理學者、政治學者
與經濟學者組成了「日本地政學協會」，並出版了《地政學》（地政学）雜誌。
在印刷用紙嚴格管制，絕大多數地理學雜誌被迫休刊的時期，何以日本地政
協會得以發行了《地政學》雜誌？從其創刊號明記的「對高度國防國家建設
做出貢獻」使命，以及「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地理學」（福嶋依子，1991，
頁 2）任務，可以一窺其為地緣風險「宣教者」的媒體性質。
透過《地政學》雜誌的出版，以及地政學講習會的舉辦，「日本地政學

協會」對於推動日本國內的地緣政治理解與研究，具有相當之影響力，也在
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日本國內戰爭氛圍。雖然「日本地政學協會」是由海
軍中將上田良武擔任會長，陸軍大將阿部信行（1875-1953）參與的半官半
民組織，但「在實際戰爭、戰略決策上卻不具明顯的影響力」（佐藤由子，
1989，頁 106）。
除了官方支援色彩明顯的學術組織之外，當時的地緣政治學者也透過媒

體的影響力，宣揚日本的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戰爭的正當性。其中，最具影響
力與代表性的學者為小牧實繁。小牧實繁以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教授的身
分，專注地緣政治的研究與發表，一開始就受到日本學界與媒體的關注。小
牧實繁在 1920年代後期高度評價英國的地理學，讚揚其兼有法國與德國的
優點，以及獨自的國家目的，並將英式地理學視為值得效法的物件。當時其
主要的思想觀點，是從景觀地理學（Landschaft）的角度，強調應維持固有
土地景觀的秩序與調和（柴田陽一，2006年）。

然而，進入 1930年代之後，隨著重大國際事件的發生，包括 1931年的
九一八事變、1933年日本退出國際聯盟、1937年的中日戰爭，導致日本面
臨到歐美國家的激烈批判。這讓小牧實繁意識到西洋文明的限制，並萌生強
烈的東洋意識。在文明認同與愛國主義的結合下，他將固有土地景觀秩序與
調和概念，逐漸轉化成堅持「本然之姿」（小牧実繁，1942a，頁 108）的地
理論述，進而發展出日本地政學的思維。而其所強調的本然之姿，指的是白
人侵略之前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擁有自然的住民、風土、文化，也是依循地
理與歷史特殊性的神聖世界。

1930年代後期，小牧實繁因學術調查研究的需要，曆訪當時中國的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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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以及日本所屬殖民地臺灣等地。並於 1938年 11月在《京都帝国大学
新聞》發表〈給有志於地理學的人〉（地理学に志す人へ）一文後，開始嶄
露頭角。之後，小牧實繁陸續透過座談會、演講以及全國規模的廣播訪問，
宣導其主張的「日本地政學」（日本地緣政治），以及以東亞為地理場域的「新
秩序建設方法論」與「興亞地政學大意」4（小牧実繁，1938年 11月 5日）。

1940年 10月，小牧實繁將其整理其演講與廣播訪問的主張，出版《日
本地政學宣言》一書。本書內容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地緣政治，強調應
建立「符合（日本）國家政策的地理學」、「真實的、清新的實踐學說」（小
牧実繁，1940，頁 143）。由於小牧實繁精通歐美的地緣政治理論，瞭解其理
論的矛盾與限制；在此基礎上提出以「皇道精神」來打破地理環境限制的日
本地緣政治概念，為當時處於國際孤立情勢的日本提供了政策理論上的力量
（竹內啟一，1974）5。因此，本書出版後立即在日本學術社群與媒體社群引
起一陣「日本地緣政治」的討論風潮 6。1941年進行了再版、三版與增補訂
正版，至 1942年共發行 5冊不同的版本。
小牧實繁所主張的日本地緣政治，結合歷史、地理與實踐策略，認為東

亞地區與日本具有地緣（多樣化氣候、廣大的稻米生產地等）的優越性，以
及區域統合的基礎（如民族與文化的親近），以此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必然的
發展趨勢（竹內啟一，1974）。除了在哲學面上要建立符合「皇道精神」的
地緣政治理論，作為政策的指導原理之外，也在實際戰略行動上指出，日本
最終勢必與「英美舊秩序的勢力」發生戰爭（小牧実繁，1940）；而實踐南
方政策（南進論），對美國開戰，是解決日本地緣政治困境的唯一戰略（小
牧実繁，1941a）。在 1941年 12月 8日爆發太平洋戰爭之後，小牧實繁的論
點受到日本媒體的一致讚揚，被視為「結論正確、判斷準確」（柴田陽一，

4 小牧實繁於 1939 年 3 月 15 日，在「興亞座談會」以「新秩序建設方法論」為題進行演講；並於
1939 年 11 月 4 日的「史學研究大會」中，以「興亞地政學大意」為題進行演講。

5 從小牧實繁的思想來看，歐美地緣政治學的矛盾之處在於「捨本逐末」，只求資源物質而捨卻精
神文化。他曾指出，東洋的地政學原意，源自于《管子》的「地者，政之本也」，具有經世濟民
之義，才是地政學的本質（小牧実繁，1940，頁 185-186）。而追求力量、謀略的西洋地政學，
則是必然面臨到發展的限制。

6 例如，山口貞雄（1906-1992，產業地理學史專家）、米倉二郎（1909-2002，東亞地理學者）、
淺井得一（1919-2003，人口地理學者）、島之夫（1907-1988，滿州國地理專家）、國松久彌

（1903-1986，經濟地理學者）等人，紛紛以專書、媒體書評的方式，稱讚此書的論點。而在此一
風潮下，京都大學的日本地政學受到關注，也出現了以研究地緣政治為志向的中國留學生（小牧
実繁，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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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頁 82）的實踐性觀點 7。
小牧實繁論點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兩個部分。第一，透過「吉田會」

與當時的軍部建立合作關係。吉田會成立於 1939年，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地
理學教室的小牧實繁教授、室賀信夫（1907-1982）副教授為核心的研究會，
也被視為京都地政學派的根據地。吉田會成員包括別枝篤彥（1908-1997，
東南亞）、淺井得一（1919-2003，南亞）、米倉二郎（中國）、野間三郎
（1912-1991，歐洲）、三上正利（西伯利亞）、朝永陽二郎（非洲）等地緣與
地理專家。在軍部周邊團體「皇戰會」的支持下，吉田會每週開會一次，進
行各國地理重要性的分析。而這些發表結果，則是透過「皇戰會」對日本的
軍事戰略產生直接影響 8。
當時，包括綜合地理研究會（吉田會）、世界歷史研究會、戰爭研究會

等學術組織，都受到皇戰會的資金支持。其中，世界歷史研究會進一步籌辦
名為「蘇美學塾」的思想教育團體，大規模舉辦講習會（共計 7,500人參加）
並出版相關書籍，在當時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蘇美學
塾」講習者多為大學生、官僚、新聞記者、醫生、社團領導人等社會精英；
而其使用的教材中與地理有關之論述，多來自吉田會的主張（柴田陽一，
2006）。換言之，在皇戰會資金支持與組織網絡下，吉田會的研究成果獲得
當時日本社會精英的理解與關注。
舉例來說，吉田會於 1940年 12月完成「新加坡論」，主張不應過度誇

大新加坡的軍港價值，但也不應貶抑其政治價值。這是因為，新加坡缺乏重
工業的基礎，並不具備一個重要軍港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可視為牽
制英國在東亞勢力的軍事進攻選項。由此，「新加坡論」主張透過下列三項
陸軍方略來佔領新加坡。分別是陸軍進駐中南半島，與泰國簽訂軍事協定，
以及以雲南作戰牽制英國軍隊（室賀信夫，2001）。在此一地緣思維的指導
下，日本陸軍山下奉文大將制定「馬來戰略」，於 1942年 2月成功取得新加
坡與馬來西亞的控制權（村上次男，1999）。

第二，透過當時主流媒體的宣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小牧實繁獲得日
本各媒體的邀請撰寫文章，其日本地緣政治論點快速地傳播至日本的政治、

7 依據小牧實繁的論點，歐美以強權主義在亞洲建立的舊秩序，隨著文化的多元展開，必然受到追
求本然姿態的東亞新秩序挑戰。由此，由日本地政學宣導的「世界維新、亞洲復古」（小牧実繁，
1941b，頁 4）新秩序，勢必與西方地緣政治建立以壓榨亞洲為目的舊秩序產生衝突，進而發生
戰爭。而此一論點，也被《週刊朝日》、《朝日新聞》、《京都新聞》等全國與地方媒體轉載。

8 皇戰會是由日本陸軍將領高嶋辰彦（1897-1978）於 1939 年成立的組織，與參謀本部有著密切的
關聯。其工作項目之一，即是以資金支持小牧實繁等人的地緣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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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各領域。如表 2所示，小牧實繁在戰前的出版活動（1938年至
1945年），不到 8年的時間，共有 165篇的雜誌、報紙評論與專書篇章。此
一期間小牧實繁的著作活動有三大特點：第一，有 96%的文章是在 1941年
至 1945年間撰寫；第二，接近四成的文章是透過報紙進行傳播；第三，論
點發表的媒體相對多元。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 12月，小牧實繁參與「大
日本言論報國會」9的成立，並擔任理事，進一步強化其對當時日本地緣戰略
論述的影響力。

表 2：小牧實繁的著作刊載媒體（1938年至 1945年）
雜誌／報紙 篇數

大阪新聞
古事記研究（革新國策綜合雜誌）

週刊朝日
京都新聞

現代
政界往來
朝日新聞
國民評論
東京新聞
新天地

大阪每日新聞
地理論叢

公論
改造
大洋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
日本讀書新聞

文藝世紀
讀賣新聞

中外商業新報
農大新聞
中外日報

15
8
8
8
6
6
6
5
5
4
4
3
3
3
3
3
3
2
2
2
2
2

其他雜誌
其他報紙

37
13

單行本收錄論文 12

合計 165

資料來源：參酌柴田陽一（2014，頁 83-84），作者自行整理。 
註：底線黑字的媒體為報紙。

在政府的支持與媒體的配合下，小牧實繁將其對國際形勢、日本地緣風
險的認知，轉化成日本社會認識國家現況的哲學基礎，以及日本政府制定與
推動國家戰略的指導原則，包括回歸共同體的本然之姿、建立天皇信仰的地

9 大日本言論報國會是由情報局第五部第三課（文化部文藝課）主導設立，網羅了主要的學者、專
家與媒體評論家，是戰爭時期唯一的政治社會評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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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學等。此外，當時的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簡稱 NHK；
英文則為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也特別將小牧實繁的演講內容與
其日本地緣政治主張，透過海外廣播頻道制播「地政學上的大東亞」節目向
美國、中國重慶放送。美國的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雜誌（1942年 12
月）以及 Asia and the Americas雜誌（1943年 6月），翻譯並刊載了小牧實
繁演講的 6次廣播內容，並將其視為太平洋戰爭中最能反映日本戰略的文件
（Stephan, 1984）。由此可以看出，小牧實繁的日本地緣政治論點，不僅在日
本國內形成風潮，也受到美國的關注（Fifield & Pearcy, 1944）。

1930年代後期至 1940年代中期，是日本發動與推展太平洋戰爭的時期。
京都地政學派的代表人物小牧實繁，在媒體的支持下成功地宣揚其「日本地
緣政治」思想。而此一日本地緣政治，包括了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大
東亞建設的戰略，以及日本的精神。除了大東亞戰略涉及建立南方農業經濟、
推行地理教育等政策措施之外，日本國家與國民的世界觀以及日本的精神，
均與思想、宣教有關。例如，在國家的世界觀上，小牧實繁強調，必須揚棄
歐美國家宣揚的「自然之姿」（景觀自然地理），重新還原亞洲的「本然之姿」
（文化歷史地理）。而在國民的世界觀上則認為，歐美國家的地緣政治是扭曲
的、侵略的世界觀，有必要回歸亞洲農業社會基礎的命運共同體，以正確的
地緣政治世界觀啟蒙國民（小牧実繁，1942b）。而在日本的精神上，小牧實
繁主張，透過淨明正直的大和心，以必勝的信念祈禱，必能帶來戰爭的勝利
（小牧実繁，1944年 7月 21日）。換句話說，此一時期傳達小牧實繁地緣思
想的日本媒體，可視為是地緣風險的「宣教者」（missionary）。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於 10月進駐京都大學地理學教室，要求小牧實
繁重新寫出（reproduce）其為日本政府進行的軍事地理研究成果。但小牧實
繁以「無相關資料」為由加以拒絕（正井泰夫、竹內啟一，1999）。同年 12
月 27日，小牧實繁在清算戰爭責任的社會氛圍下被迫離開京都大學。直到
冷戰地緣政治成形後的 1952年，才重新以滋賀大學教授身分重返學界。重
返學界的小牧實繁不再進行地緣政治的研究，而是專注滋賀縣周邊的地理與
人文風土調查。然而，由其開創的「日本地政學」研究方向並未完全消失，
而是由京都大學地理學的同事、學生所發起的「人文地理學會」所承繼。即
便是對小牧實繁進行過嚴厲批判的美國，也於 1970年代開始正視小牧實繁



23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的地緣政治思想 10。而小牧實繁也在 1980年著文表示，今後更將「努力於確
立日本地政學」（小牧実繁，1980，頁 17）。

肆、	結論

總的來說，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可以從戰前、戰時與戰後等不同階段進行
觀察。而媒體在戰爭上扮演的角色，也可細分為資訊控制下的「唱和者」、
愛國主義下的「啦啦隊」、反對衝突戰爭的「對抗者」以及地緣風險的「宣
教者」等四類。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本論文所研究的媒體宣教者角色，在複
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已逐漸成為思考媒體與戰爭關係最重要的切入點。這
是因為，國家／政府對於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的世界觀思考，比起認知他者
的國家利益，傾向認知自我的地緣風險。事實上，小牧實繁在 1930年代後
期至 1940年代中期，透過日本媒體所宣揚的日本地緣政治，就是一種確認
自我認同的世界觀，而非理解他者的世界觀（柴田陽一，2014）。
在此一思維模式下，當媒體面臨到戰爭的情境時所宣教的內容，不外乎

國際政治經濟現勢（世界觀）、國家處境（地緣風險）與國家目標（國家利
益）。值得注意的是，扮演宣教者的媒體，特別是影響力較大的大眾媒體，
其宣揚地緣風險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引起讀者關注者，有的是自詡為新知識
的仲介者。有的時候，媒體的本意雖非鼓動戰爭，但卻會成為戰爭推進、擴
大的工具（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因為媒體的批
判與反抗，戰爭才得以避免或提早結束（如越南戰爭時的美國）。
地緣政治的思維，從 1930年代至今，實質內容已出現許多改變。例如，

從強調軍事安全的地緣政治，發展出重視經貿與科技安全的地緣經濟。另一
方面，媒體的類型與運作方式，也從 1930年代的報紙、雜誌、廣播為主，
發展出目前的網路、電視為主。有一點不變的是，即便在戰爭頻率較低的現
代國際社會，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依舊扮演著地緣風險「宣教者」
的角色。過去幾年經常被國際媒體提及的「地緣風險」之一，就是臺灣。
例如，日本在 2020年 4月的美日首腦會談中，強調臺灣海峽和平與穩

定的重要性，並將其載入《防衛白書》之中。之後透過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

10 例如，1975 年，一名日裔美籍的博士生 Russell Nozomi Horiuchi，於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提出題為“Chiseigaku”: Japanese Geopolitics 的博士論文，內文大量引用小牧實
繁的觀點，經審查通過後取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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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三的媒體談話，進而發展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點。而美國智
庫 ｢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 CFR）於 2021年 1
月，發佈了「預防優先次序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將臺灣海峽
危機列為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險。中國則是在 2022年 9月之後，透過
政府談話與官媒報導，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臺灣海峽危機是影響美國利益的第一級風

險」以及「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等地緣風險，經過各種媒體
無時差的宣傳報導，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無異推升了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的
可能性。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多
次以封面報導的方式，將臺灣視為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以及國際社會如何
「為臺灣而戰」。之後，隨著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態勢加劇，全球的主要媒體都
將臺灣海峽視為可能發生戰爭的區域。
透過媒體的報導，臺灣海峽的地緣風險正如上升氣旋般地席捲了國際社

會。圍繞著臺灣問題的主要行為者，在接受了各種地緣風險訊息後，已然形
成了「認知上的戰爭」。在可預見的未來，此一認知上的戰爭是否會走向真
正的戰爭，除了繫於周邊重要國家領導者的決策思維之外，媒體的唱和者、
啦啦隊、對抗者、宣教者角色，其影響力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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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或戰爭？	
臺灣媒體對中國大陸軍事新聞報導框架分析 *

那滈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

王泰俐 **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劉好迪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 2020 年 8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臺軍事演習為案例，借徑國際
衝突常見的戰爭／和平新聞學及愛國主義框架等理論，從四家主流媒體的消
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面向，探究報導內容分歧，及對臺海衝突議題
的態度與立場傾向。量化研究發現，臺灣四家媒體對國際衝突中母國與敵國
的好惡表達，及認定臺、美能否阻止中共武力犯臺，報導立場與使用框架皆
有顯著差異，而消息來源使用和報導數量則相反。《中國時報》使用和平新
聞學，《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傾向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等框架、表達
對中共政府的負面情緒，認定中共無法成功犯臺；《聯合報》在各種框架呈
現上則較持平。本文也以質性分析闡釋、討論，並在末尾提出探討限制及對
未來研究的建議。

關鍵字：和平新聞學、軍事新聞、新聞框架、臺海衝突、戰爭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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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識：中國軍演是現在進行式

2022年 8月 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成為
近 25年美方來訪最高層級（FitzGerald, 2022, August 14）。此事引發中國當
局不滿，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解放軍）於 8月 4日至 7日在臺海展
開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訪臺期間，她發表演說，宣稱要「清楚表達」（un-
equivocally clear）美國絕不會背棄承諾；同時間中共強硬回覆，稱「美國必
將為裴洛西訪臺付出代價」，使臺灣成為中、美兩國衝突加劇的導火線（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臺海衝突再度成為影響印、太和平的重要議題，
並引發全球關注（Blanchette et al., 2022, August 15）。

事實上，臺灣身處亞太地區交通與戰略位置，加上複雜的政治與歷史背
景，使其成為阻擋中國發展為亞太軍事強權的重要力量（林海清，2005），
中共因此始終重視對臺統一問題。當今中共經濟、軍事實力皆為世界強權，
軍事預算 2020年已達 2520億美元（世界第二），佔全球軍事支出的 13%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0），1形成對臺灣國土的
最大威脅。
中共為加強對臺恫嚇，近幾年共機繞臺飛行已漸常態化（薛中鼎，2018

年 6月 1日）。美國國防部（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
USDOD）（2021）、中國大陸國臺辦旗下媒體《中國臺灣網》（2020年，12
月 5日）明確指出，中國大陸武力統一臺灣的可能性持續提高，只要臺灣社
會秩序稍有變動，就可能引發臺海戰爭。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 EIU）（2021）就將兩

岸衝突列在全球十大風險事件之一，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簡稱 AP）
（Rising, 2021, October 14）也指出，臺灣當前局勢如同中、美兩國間的「火
藥庫」（powder keg）；若中、美兩國持續無法取得共識，隨時可能觸動戰爭。
中共官方背景的軍事雜誌《艦船知識》（美國之音，2021年 7月 6日）也發
布文章和影片，描述武力攻臺的具體步驟。
在此情勢下，臺灣民眾對於兩岸可能的軍事衝突以及全球戰略或國際局

勢的認知，卻顯得起伏不定，擺盪於「樂觀」和「悲觀」之間。臺灣民意基
金會曾進行調查，發現有 74.1%的受試民眾不同意中共「遲早會出兵攻打臺
灣」，僅 15%民眾同意；但同一基金會於 2021年 10月進行調查時，卻剩下

1 本刊編輯註：此機構名稱，中文譯為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簡稱 SI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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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民眾不同意，同意比例則升至 28.1%，幾乎翻倍（陳煜，2021年 11
月 2日）。
由於臺灣在政治上國際處境孤立，經濟和軍事實力又與中國大陸懸殊，

因此在兩岸衝突中，臺灣能否得到國際援助與支持也是國安的重要議題，但
國人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也隨著國際局勢不時擺盪。臺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曾詢問民眾「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有 65%民眾同意、
28.5%不同意（陳煜，2021年11月2日）；2022年3月民意則呈現34.5%同意、
55.9%不同意，一來一往差距約 30%。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指出，相關結果
前後迥異，很可能是因 2022年 2月俄烏戰爭爆發，烏克蘭方孤軍處境對臺
灣民意產生重大影響（陳煜，2022年 4月 26日）。

可見臺灣民眾對於身處環境的安全意識，深受國際局勢影響。學者指出，
媒體對於國際局勢的描繪很可能加劇衝突本身 (Arno & Dissanayake, 2019)。
隨著兩岸關係越加緊張，研究臺灣新聞媒體以何種方式報導國際局勢與兩岸
衝突，也成為重要議題。這也是本文選擇 2020年 8月解放軍對臺軍演做為
案例，探究臺灣媒體以何種框架呈現兩岸軍事新聞的契機。

貳、	文獻探索

一、	臺海危機

臺灣自 2016年政黨輪替以來，中國和民進黨政府在國家主權、國際關
係上缺乏共識，加上中、美貿易戰，臺海兩岸關係益發緊張，臺、美國防關
係則越加親近。2016至 2023年，的美國對臺軍售總額超過 400億美元，約
是陳水扁、馬英九兩任前總統 16年總和（程嘉文，2023年 7月 1日）。

2020年臺灣總統與立委大選，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和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
國瑜背棄市民承諾、參選總統的背景下，民進黨再度勝選，蔡英文總統甚至
拿下史上最高的 817萬多票。
兩岸關係自此更加緊張，中共外交部、國臺辦等政府單位頻繁公開批評

臺灣政府，內容多與主權、意識形態和接受美國軍售有關，而具體的軍演和
共機擾臺情形也大增。媒體彙整中華民國國防部資料顯示：2019年 3月共機
首次進入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有 10架次，2020年則增加到 380架次，2021
年 961架次、2022年 1727架次（中央社，2023年 1月 2日），呈直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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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5日，美國在臺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
AIT）突然宣布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艾薩（Alex Azar）將訪臺（陳韻聿，
2020年 8月 5日），成為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41年來少見中央層級的訪臺官
員。8月 9日艾薩抵臺，中國大陸強勢回應。先是在 8月 11日出動殲 11、
殲 10戰機飛越海峽中線，（近 20年內僅有 3次飛越），緊接著解放軍 8月
13日發表聲明，宣布隔天（8月 14日）開始至 9月 1日約 3週時間內，將
在臺灣海峽南、北段執行海、陸、空及火箭軍的綜合軍事演習。聲明中也批
評艾薩訪臺事件損及中國主權和國安：

近來個別大國在涉臺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向臺獨勢力發出嚴

重錯誤訊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游凱翔，2020年 8
月 13日）。

這在當時被視為自 1996臺灣海峽飛彈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兩岸衝突（陳
言喬等人，2020年 8月 13日）。面對緊張的國際情勢，臺灣各家媒體對軍演
事件均有大量新聞，但不同媒體之間報導的歧異相當大。以平面報紙四家主
流媒體為例，在政治傾向上不同的媒體，相同的新聞事件似乎有截然不同的
報導框架與態度。
普遍被認為親民進黨（綠營）的《自由時報》，當時有許多戰爭傾向、

持愛國主義立場、對中國大陸持負面態度，並相信美國軍事上會協防臺灣，
以同樣報導中國大陸軍方對臺的動作而言，《自由時報》報導曾稱：「喊攻
臺是假象，根本打不了」、「龐皮歐（美國時任國務卿）指美國不會坐視中國

犯臺，鄭運鵬：國內親中人士可以閉嘴了！」（自由時報，2020年 10月 7日）。
而立場親國民黨（藍營）且向來支持兩岸統一的《中國時報》則在同時有許
多和平傾向、不持愛國主義立場、對政府作法持負面態度，不相信美國軍事
上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如「臺海兩年內必開戰？美國學者爆驚人預測」、「臺
海開戰美軍不會幫？專家爆：在國會親耳聽到」（李俊毅，2020年 10月 6日）。
媒體引述消息來源並按照自身立場撰寫新聞，會形成特定的報導框架，

進而影響民眾對國際與國安局勢的了解。而媒體間對兩岸衝突歧異的報導框
架與態度，不但影響民眾感知，也會造成不同媒體閱聽人之間的民意分化。
為了驗證不同媒體對臺海衝突報導的歧異，本研究以 2020年 8月這場

臺海周遭最重要的中共軍事演習為例，擬分從「消息來源」、「戰爭新聞學框
架」、「和平新聞學框架」與「媒體態度」等角度切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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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特殊政治環境且臺灣已長年未經戰事，對於臺灣媒體如何報導與
自身切身相關的軍事衝突的相關研究，相對匱乏。本研究因此從傳播者（新
聞媒體）的報導形式出發，除了分析媒體透過哪些消息來源獲取軍事報導資
訊外，也援引國外相關研究經常使用的「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以及「愛
國主義框架」等新聞框架概念，嘗試分析臺灣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以特定新
聞框架，引導閱聽人對臺海局勢形成不同的感知與了解。
挪威社會學家 Johan Vincent Galtung2首先提出「和平新聞學」概念，主

張媒體使用提倡和平的形式，對戰爭和國際衝突進行報導。他也在之後的研
究中陸續發展出「和平新聞學」以及「戰爭新聞學」的相關研究指標（Gal-
tung, 2002）。後續研究者受 Galtung的啟發，也發展出另一個框架概念，稱
為「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patriotic journalism），意指媒體在國際衝突中
堅定支持其母國的報導方式（Ginosar, 2015; 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
本研究因此以「戰爭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新聞學框架」為理

論基礎，針對臺灣媒體對兩岸軍事衝突的報導，分別從媒體消息來源、報導
框架及對衝突結果的態度等研究角度，進行探究。

二、	框架理論

框架（framing）理論最初被英國人類學家Gregory Bateson（1904-1980）
用以解釋詞彙的多義性；他從心理學研究的角度指出，同一個詞彙含有很多
不同的定義與解釋角度，即為不同的框架（Bateson, 1955）。美國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1922-1982）則借用 Bateson的心理學觀點解釋人類對社會
真實的主觀認識。Goffman指出，社會事件本身是獨立的，相互事件之間並
無歸依，人們透過符號轉換，使之成為具有關聯意義的主觀認知。而轉換符
號的過程，即是框架（Goffman, 1974）。可見框架是人們把「社會真實」轉
換為「主觀思想」的關鍵。而在爬梳、整理並吸收訊息的過程中，框架的存
在無可避免（臧國仁、鍾蔚文，1997）。
讀者在閱讀與理解新聞報導時，會有屬於自己的框架，而傳播者（媒體）

在生產新聞報導時，卻同時受到兩種框架的影響：第一種是了解新聞議題、

2 新左翼的代表性學者，出生於挪威奧斯陸，在挪威與美國任教；1959 年奧斯陸和平研究所（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簡稱 PRIO）的主要創始人，也於 1964 年創辦了《和平研究期刊》，
今日通稱的「和平學」（peace research）由此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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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消息來源的過程中，傳播者把「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框架；
第二種則是媒體在產製新聞時，將「主觀思想」轉化成新聞文本的框架。這
層框架被稱為「新聞內容  的中心組織」，意指媒體通過選擇、強調和排除來
凸顯某些特殊議題（Tankard et al., 1991）。

美國電視媒體與政治學者 Robert Entman（1949-）稱這個動態過程為框
架化（framing），Entman（1993）指出，框架化即選擇和強調現實中的某些
特徵，進而從中定義問題（define problems）、解釋原因（diagnose cause）、
道德評估（make moral judgment）並建議處理方式（treatment recommenda-
tion）。這些訊息會體現在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形象、消息來源，和文中
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
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先以特定詞彙和概念讓文本指涉的問題

限定在一特定範圍內，以利解決；「診斷原因」會分析和解釋問題出現的根
本原因；「道德評估」以價值觀評判問題所涉及的人們是否符合社會期望；
「提出解決方案」則是呈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Entman, 1993），以便閱
聽人能理解和記憶（Entman, 2004）。
新聞媒體作為提供社會大眾時事資訊的主要力量，其文本的框架化過程

影響著社會主流意見，框架更可能構建閱聽人腦中的圖像（map），讓他們對
新聞議題產生特定認知和態度（Gamson, 1992）。例如 Gamson指出，冷戰 3

期間美國外交新聞對「冷戰」的框架，就凸顯了整個時代背景下的新聞事件 ;
西方主流新聞報導先是定義冷戰作為特定問題，並將全球各國的共產主義叛
亂解釋為其原因。在道德上，媒體將共產主義評估為無神論對於西方文明的
侵略，並讚揚特定的解決方案，即 1956年美國通過國會法案將「我們信仰
上帝」確立為美國官方格言。
而檢視兩岸關係新聞議題，以前述《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在 2020

年 8月中共軍演期間的報導為例，兩岸衝突升溫已顯然被主流媒體視為特定
問題。透過 Entman（1993）的「框架化」，本文希望進一步剖析這些問題如
何被主流媒體討論。在原因解釋上，媒體如何定義問題主因？是中共對臺的
武力威懾，還是臺灣政府「抗中親美」的立場？在道德上，媒體傾向認定中

3 冷戰（Cold War, 1946-1991），指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蘇聯這兩個世上綜合國力最強國家之
間的國際競爭。從國家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延伸到軍備和經濟、科技實
力競賽。由於美蘇雙方都握有大規模殺傷核武，因此從未有過直接軍事衝突。但雙方的盟國間發
生過許多規模較小的常規戰爭「熱戰」，如：韓戰、越戰、臺海危機。冷戰在 1980 年代蘇聯陷入
經濟和產業結構危機後逐漸式微，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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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武統野心不符道德，還是將臺灣政府的臺獨立場視為應被譴責的「分離主
義」？而解決方案的面向上，是臺灣政府應透過政治上親美、增加美國對臺
軍售，還是應主動向中共展示友善姿態？
本研究將探討「框架化」過程在兩岸關係議題中，如何引導社會大眾對

議題形成的腦中圖像，並分析軍事新聞議題的媒體分歧。

三、	消息來源與框架

前述 Entman（1993）提到，新聞的消息來源與文本中的關鍵詞、描繪
形象等元素影響著新聞的框架化過程。而消息來源是新聞素材的主要提供
者，媒體對消息來源的選擇對新聞立場與意見具有重大的影響。記者在取捨
（報導）材料時，就已經展現出了主觀意志（闕志儒，2011）。

以政治與國際新聞而言，常出現媒體大量引用少數特定消息來源的情
況，其中又以官方消息來源（政府官員、國家軍事單位首長）最為關鍵。原
因在於官方消息來源掌握了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的資訊，而媒體很難從其他
管道獲得這些資訊。Gans（1979）就指出，新聞媒體不能單獨決定新聞價
值，重要的是特定消息來源所提供資訊是否有用，需依賴雙方固定而良好的
關係。Weaver & Wilhoit（1986）更直言：在新聞產製過程中，記者與消息
來源是伙伴關係，導致記者過度依賴消息來源。Perloff（2014）也發現，即
便社會上同時存在著政府、社會菁英與一般民眾的言論，但主流媒體在最後
報導時只會留下並呈現政府和社會菁英的聲音。
此外，新聞工作的性質也導致了媒體過度依賴來源。由於新聞工作屬於

「非常規性工作」（non-routine work），新聞工作者每天需面對大量預期之外
的狀況（Tunstall, 1971）。為了解決此情況，新聞工作者必須將新聞產製流程
常規化（routinized）才能更有效率且穩定的產出新聞（Shoemaker & Reese, 
1996）。其中最重要的新聞常規就包括「守線」，意指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保
持（通常是每日）與報導議題相關的官方機構、民間組織等消息來源聯繫。
這也導致新聞經常被批評偏重官方及權威的消息來源（臧國仁，1998）。

Peake（2001）研究指出，美國政府官員一直以來都會利用身為新聞來
源的角色，藉由媒體報導來宣傳自身外交政策。而 Gans（1979）更直接將
新聞從業人員與固定消息來源間的關係形容為共舞，意指雙方只是在舞臺上
一起向閱聽人演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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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消息來源「共舞」的關係，新聞工作者很難獲取並揭露對這些官方
消息來源不利的新聞資訊，Entman（2004）就批評媒體在與官方消息來源
的互動中「過於屈從於政府」。他也指出，從記者在報導中所選擇的消息來
源、所描述的社會秩序和情境，就可反映出新聞中的社會權力。
消息來源對新聞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政治與國際新聞中的官方消

息來源更佔據主導地位，因此消息來源的數量及消息來源屬性也是本研究分
析的重點之一。

四、		戰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與框架

戰爭／和平新聞學報導方式是學者 Galtung提出一套分類媒體如何報導
國際衝突的報導框架，媒體可能傾向用鼓吹國際衝突的方式報導（戰爭新聞
學）或傾向訴求和平（和平新聞學）。而觀察媒體是否有這些報導傾向，可
以透過分析媒體強調國際衝突的哪些面向、對戰爭的反應、是否以菁英消息
來源為主（Galtung, 1986）。本文作者認為以上概念可呼應 Entman（1993）
在框架化過程提到的「消息來源、關鍵詞、描繪形象」等元素，也認為戰爭
新聞學的這些框架分析面向，足以推動新聞框架化的過程。
在新聞報導中，衝突元素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也是新聞框架的重要元

素。Shoemaker et al.（1991）就指出，用以辨識一事件是否值得報導的「新
聞價值」（news value）本身最重要的元素，就包含衝突、聳動、異常和重要。

de Vreese et al.（2001）也很重視衝突元素在新聞框架中扮演的角色。他
們指出，幾乎所有新聞都無法脫離一些新聞常見基本元素，如：「衝突框架」
（conflict frames）、「人情趣味框架」（human interest frames）、「道德框架」
（morality frames），以衝突框架最常見。

「衝突框架」能用以反映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各類型衝突和分歧（Neuman 
et al., 1992），而 de Vreese et al.（2001）更指出，衝突框架本身就在強調「個
人、團體、機構或國家之間的衝突」，且被普遍使用。而越是嚴肅的媒體，
衝突框架在報導中出現越頻繁。

Putnam & Shoemaker（2007）則說明，衝突框架會引起人們關注對立、
緊張、分歧和不相容的情緒。Schwalbe et al.（2008）研究 2003年美伊戰爭
的美國新聞報導，發現媒體先後分別使用過衝突框架、支持美軍的愛國主義
框架（Patriot Frame），到戰爭後期才慢慢轉向人情趣味框架，以展現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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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和當地平民的友好互動。而 Evans（2010）分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對以色列軍隊在 2002、2007年兩次中東軍事行動的報導，發現
多數報導都使用衝突框架，軍事衝突事件不但最有新聞價值，也最吸引政治
決策者和媒體的關注。Fawcett（2002）研究愛爾蘭媒體對於國際衝突的報導
也發現，媒體認為衝突框架遠比提倡和平解決國際衝突的調解框架（Concil-
iation Frames）更具吸引力。
對於上述衝突與調解兩種戰爭或軍事新聞框架，挪威社會學者 Galtung

於 1970年代首先提出了「戰爭新聞學」（War Journalism）與「和平新聞學」
（Peace Journalism）兩種新聞報導方式，分別鼓吹加劇國際衝突與倡議和平
解決國際緊張（Galtung, 2002; Lynch, 2006）。
正如衝突框架受到新聞媒體廣泛使用，戰爭新聞學也是媒體報導衝突新

聞時，傳統上採用的主要方式（Aslam, 2011）。Galtung（1998）指出，傳統
的新聞媒體普遍存在一種價值觀：戰爭發生當下是國家、民族的存亡之際，
公平與對錯並不重要。因此面對涉及母國的國際衝突，媒體在報導角度上，
會追求對「己方」政府的支持，並且較關注屬於「我們」陣營這一方的事務。

Lynch & Mcgoldrick（2005）認為，戰爭新聞學的報導方式隱含著暴力
取向，不但讓國際間「暴力循環」形成的結構性因素失焦，更會阻止衝突中
各國政府為了避免暴力發生而做出努力。Galtung（1998）為此十分重視和
平新聞學，並主張和平新聞學是這時代更重要的報導方式，媒體應如實報導
戰爭與和平情況，並促成戰爭過程公開透明。
按照 Galtung最初的分類，分辨一則新聞報導的主要敘事方式更偏向戰

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涉及到十三個指標。其中包括十個報導方法指標
和三個報導語言指標。透過內容分析法，研究者能以上述指標在一新聞報導
文本中含有的數量分佈，判斷報導較傾向戰爭新聞學，還是和平新聞學。
這十個報導方法的指標包括有：（1）對戰爭的反應（reactivity）；（2）

戰爭影響能見度高（visible effects of war）／戰爭影響能見度低（invisible 
effects of war）；（3）菁英導向（elite orientation）／人民導向（people ori-
entation）；（4）強調（敵我）差異（differences）／強調解決爭端（solution）；
（5）關注衝突當下現場（focus on here and now）／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
（causes and consequences）；（6）好壞二分法（good, bad dichotomy）／避
免好壞標籤化（avoid labeling of good, bad）；（7）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
（party involvement）／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non-party involvemen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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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戰爭中）一方（partisanship）／無偏袒傾向（non-partisan）；（9）
視戰爭為零和博弈（zero-sum）／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win-win）；（10）
報導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reports）。而三個與報導語言相關的指標則包括
（1）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的語言（demonizing）、（2）是否使用受害的語言
（victimizing）；（3）是否使用情緒化的語言（emotive）（Galtung, 1986）。

自 1990年代至 21世紀以來，和平新聞在概念和專業性上不斷成長、變
化（Becker, 1982; Hackett et al, 2000）。許多後來的學者都對原先的架構進行
了批評，例如：指標太過於二分法 （Hanitzsch, 2007）、缺乏經驗基礎研究
支持模型有效性（Peleg, 2007）。Lee & Maslog（2005）改良上述指標，讓許
多項目都有了更具體的描述，例如將「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特定一
方立場」，改為「偏好衝突中的一、二方（framing preferences for one or two 
parties）／多方框架偏好（multi-party framing preference）」。Kempf（2002）
也發展了一套分析衝突事件報導的框架，共包含七個面向，例如報導將衝突
概念化與否、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報導是否在衝突中加入情
感元素等。
本文認為，以上學者陸續提出的戰爭／和平新聞學更迭的框架內容分析

指標，如能與 Entman的「框架化」理論結合，將能更完整地建構研究軍事
新聞報導的新聞框架。

Entman在框架化過程中的「定義問題」涉及到媒體對戰爭的反應、認
定戰爭影響能見度高低，也涉及媒體是否將衝突概念化。而媒體定義問題的
嚴重程度、如何定義問題，又分別與媒體的新聞報導數量、如何使用消息來
源（菁英或人民導向）高度相關。其中菁英消息來源包含了一國政府官員、
軍事組織、專家學者等官方或明顯具權威的機構與個人（Galtung, 1986）。
「原因解釋」與報導是否較關注衝突當下現場（或較關注衝突原因和結

果）有關，也關乎報導對戰爭各方權利和意圖的評估。而「道德評估」與報
導是否好壞二分法、偏袒或站在戰爭中任一方立場有關。「提供解決方案」
與報導強調（敵我）差異或強調解決爭端有關，也決定媒體是否會視戰爭為
零和博弈（或存在雙贏可能）。而透過框架化中的要素如關鍵詞、描繪形象
和消息來源，除了能判斷報導中是否使用妖魔化、受害、情緒化的語言（或
是在衝突報導中加入情感元素），也進一步確認報導中的「道德評估」。
許多國際衝突與戰爭的相關研究都採用上述幾種軍事報導常用的框架與

報導取向；眾多研究則普遍指出，戰爭新聞學框架更常被主流媒體用於報導



39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國際新聞，也對大眾更具吸引力（Forgette & Morris, 2006; Garrison, 1991）。
例如 Hussain & Siraji（2018）就發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的媒

體都傾向於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報導當地內戰衝突；Lee & Maslog（2005）
比較八家亞洲媒體對世界各地衝突的報導，發現它們多數對亞洲地區的衝突
事件（例如中印克什米爾領土爭議、斯里蘭卡獨立運動、印尼亞齊省內戰）
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Chungs et al.（2014）則觀察北韓核彈試驗造成國際
關係緊張的新聞報導，發現美國媒體更傾向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馬來西亞
學者 Fong & Koon（2019）則研究馬國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星報》（The 
Star）對南海爭端的報導，發現報導以戰爭新聞框架為主，但報導對中國的
喜好則持中性態度。
總結而言，以衝突元素為核心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是主流新聞媒體報導國

際衝突時的主要框架。而當新聞媒體母國參與國際衝突時，媒體勢必也難置
身事外，由戰爭、和平新聞學相關理論衍伸出所謂的「愛國主義框架」。

五、	愛國主義框架

愛國主義（patriotism）源於拉丁語中「祖國」（patria）一詞（Flowerdew 
& Leong, 2007）。愛國主義屬於人類的基本情感之一，因它講述了一個將不
同人們聯繫在一起的故事（Sennett, 2003）。而人們也傾向於認為培育自己且
感到熟悉的人、地方與制度是對的（Schaar, 1981）。

基於以上理由，許多學者認為主流媒體使用愛國主義也相當司空見慣。
（Kellner, 1992; Rojecki, 1999）指出，媒體在報導國際衝突時容易持有國內主
流觀點並配合政府的說法，採取愛國主義立場。Ginosar（2015）直言愛國
主義新聞是現代民主國家菁英、主流媒體在本國面臨軍事衝突、恐怖主義或
國家安全受威脅時，廣泛採取的報導手法。
國家與民族間的衝突，往往會導致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上揚（Moshe, 

2004）。而國家面臨危機時，媒體也常因害怕自己看起來不愛國（Graber, 
2003）而不敢表達異議，甚至不敢報導非主流意見（Brody, 1991）。
愛國主義常體現在強調媒體母國強大與正當性中。例如 Schwalbe et 

al.（2008）指出，美國新聞媒體在構建伊拉克戰爭時，會優先考慮美國觀點
（而非伊拉克觀點），並強調勝利、自由等主題和美國的英雄主義，而不是討
論戰爭帶來的損失、失敗和破壞；Reynolds & Barnett（2003）也指出，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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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國 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社會菁英等消息來源為了替美國受襲擊後的軍
事反擊和國家團結提供正當性理由，於是發布各種類似於「美國受到攻擊」
的頭條新聞，建立了一套對國內形成愛國共識的框架。

上述情況也都是媒體過度引用官方消息來源的結果。衛報記者 Katharine 
Viner（2016, July 12）就曾表示，多數的媒體報導，經常會表現出對現狀的
偏見和對權威的尊重。Decillia（2018）也指出，媒體就是過於倚賴菁英消息
來源，導致記者想要挑戰國家官方對於軍事行動正當性的種種說法時，顯得
非常無力。他研究新聞媒體報導加拿大軍隊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發現媒體
封面、標題上都優先呈獻政府、軍方消息。即便有些記者會對軍方的說法進
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但因官方訊息太過碎片化，導致報導無法對官
方說法提出有力的質疑。
這些觀點與前述官方消息來源對國際政治新聞擁有極高影響力的說法一

致。Nossek（2004）指出，愛國主義和新聞專業價值觀並不相容，原因是和
官方接觸的新聞工作者，在報導國家利益方面，常使用官方給定的消息內容。
這種含有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有可能導致危險的後果。例如 Baker & 

Oneal（2001）認為，只要夠高比例的媒體和政治團體有共同的愛國主義言
論，不論正確與否，仍會直接導致大多數的民眾支持相關政治議題。而 911
事件後，哈佛大學學者 Alex Jones也曾警告媒體與社會，國內出現大量情緒
化、社論式且支持美國方的報導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若不對新聞內容保持警
惕和批判，將喪失媒體對新聞工作標準的忠誠（Rutenberg & Carter, 2001）。
媒體的愛國主義，也體現在對外（或敵國）的排斥。Schudson（2003）

研究發現，持愛國觀點的記者，會將愛國主義的新聞框架強加於事實之上，
並公開將「自己」描繪成全國公民的「我們」以增加民族歸屬感；Thetela
（2001）也發現，國家或民族間的衝突，媒體常作為重要推手，使議題被社
會價值與準則「個人化」，進而引發政治極化。民眾會對不同意己方國家利
益者出現「我者」與「他者」的認同或排斥。
愛國主義框架中另一個常見的元素是排斥敵對國家。例如將特定國家的

政府或軍隊「妖魔化」（demonizing）。Dutta-Bergman（2006）指出美國主
流媒體在 2003年美伊戰爭中，充當「美國政府的公關代理人」，透過對伊拉
克政府的醜化與負面評論，達到為美國入侵辯護的目的。Anderson（2015, 
October 7）也分析，2011年爆發敘利亞內戰時，美國主流媒體使用大量的
修辭排斥並醜化敘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Brewer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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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經常順應美國政府的論述框架，將與美國外交政策不一致的外國領
導人，例如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 1941-2006）、
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 1937-2006），在報導中描繪成邪惡的
存在（Brewer, 2006; Nelson et al., 1997）。
透過本節內容可以發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程度，與消息來源是否為

政府與菁英關係匪淺。而愛國主義框架體現的方式包括媒體展示母國「己方」
的強大、媒體闡述母國對軍事行動擁有的正當性、在報導中試圖分化出「我
者」與「他者」間的差距，以及展現出對「敵國」的排斥態度。本研究將參
考以上文獻的愛國主義元素，並將之納入本研究，與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框
架的情形一併進行分析與判斷。
而綜合愛國主義框架的上述觀點，本文作者也將其體現在兩岸衝突的報

導面向並歸納成以下幾個面向，而這些面向也能呼應Entman的框架化過程。
在「定義問題」方面，媒體在愛國主義的框架下，會試圖指出兩岸衝突

來自某國政府，而受到愛國主義框架影響，媒體試圖定義問題根源來自何者
（某人、某國政府），也就如同 Schudson（2003）所提到的「我者」與「他者」、
Thetela（2001）的「認同或排斥」。
同時，在「原因解釋」方面，受愛國主義影響，媒體會將某國在政治上

姿態的不友好作為造成兩岸危機的主要原因，並傾向援引接近特定國家政府
官方說法的。這與 Kellner（1992）、Rojecki（1999）等學者提到是否以「我
國為中心」的報導方向有關。
在「道德評估」方面，不同媒體會分別傾向於指責中共當局、臺灣政府

在面對兩岸軍事衝突時解決方式不恰當，這對應到 Dutta-Bergman（2006）
等學者所言：是否在在衝突中強調己方政府的正當性。
而媒體對於「解決方案」出現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是否應該以對立（或

友善）的姿態面對中共軍事演習。Brewer（2006）所提到醜化、排斥與我國
對立的軍事政治實體相關。
綜合本節文獻，本研究提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一）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年 8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

體報導類型、消息來源使用上是否出現差異，以及各媒體依賴官方
消息來源的狀況。

（二）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年 8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媒
體使用戰爭或和平新聞學框架的傾向，並探究各媒體在框架使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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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以及其意義。
（三）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年 8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是

否出現愛國主義框架，並探究各媒體在此框架的使用上的差異以及
其意義。

（四）了解臺灣四家主流媒體在 2020年 8月中共大規模軍演報導中的態
度，包括是否展露對國際衝突中各方政府、軍事力量好惡，以及是
否推斷衝突可能導致的戰爭結果。

參、	研究方法

為了能具體且明確分析報導內容，本研究選擇使用內容分析法，以量化
類目分析出新聞報導中的關鍵字、消息來源、形象描繪等差異。研究樣本為
臺灣平面媒體中具代表性的四個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
時報》、《蘋果日報》）在 2020年 8月至 9月中共軍演期間，對於兩岸軍事
議題的相關報導。新聞文本來自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的「臺灣
新聞智慧網」，以及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中的紙本報紙。
本研究蒐集了 2020年 8月 14日至 9月 1日中共軍演期間，臺灣四大平

面新聞媒體對兩岸所有軍事新聞的相關報導。除了搜集中共軍事演習的報
導，只要報導中涉及軍事，例如美國對臺軍售、兩岸衝突兵推、各國智庫或
政界軍界人物分析或評論兩岸軍事情況的報導，都涵蓋其中。
而為了深入了解各家媒體的框架使用與立場，研究樣本也包括了報紙中

的新聞分析稿件、社論與專欄部分，分析單位則使用新聞稿則數。所有註明
獨立標題與作者的新聞文本，計為「一則」新聞。
研究資料類目包括三部份：（一）報導基本資料類目；（二）消息來源

類目；（三）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
這三個類目分別對應框架化理論的不同部分。如前述 Entman（1993）

所指，消息來源引用、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相關的事實評判顯示出
媒體不同的框架化過程。本研究報導的基本資料類目先呈現出媒體用了多少
篇幅以及何種報導形式對兩岸衝突報導；消息來源類目呈現媒體在報導兩岸
衝突時，使用了哪些類別、哪些國家別的消息來源；而媒體框架與態度類目，
則是包含了報導中關鍵詞、描繪形象和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所形成的新聞框
架和媒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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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導基本資料的類目包括報導媒體、報導數量與報導形式。本研
究將報導形式分為四類：純淨報導、新聞分析、專欄以及社論。純淨報導指
直接報導客觀事實的新聞文本，屬於最傳統的新聞文體；新聞分析是媒體對
於特定新聞事件的分析，結合了媒體與作者的新聞調查、解釋能力；專欄指
媒體分配給特定專家或作者的報導欄位；社論是媒體讓各方讀者對報紙投稿
進行評論與觀點陳述的欄位。專欄與社論的內容都會比新聞分析更具有主觀
性，也能觀察出報社的立場。
而（二）消息來源類目則包括消息來源類別和消息來源國籍。本研究將

消息來源類別分為五大類，分別是官方消息來源、領域專家消息來源、媒體
與網路媒體機構、民間消息來源和其他消息來源。消息來源國家別則按照消
息來源國籍或其代表組織單位的國籍進行分類。「無法歸類的消息來源」則
是完全匿名、也沒有標示出國家別的消息來源。
至於（三）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則包括報導中出現的戰爭新聞學或和平

新聞學框架傾向、愛國主義框架傾向，和媒體態度。以下是筆者根據文獻檢
閱內容，所整理出的媒體框架和態度類目指標：
本研究參考 Galtung（1986）、Lee & Maslog（2005）戰爭新聞學／和平

新聞學框架的內容分析指標，提出以下十個指標，用以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媒
體 2020年 8月中國大陸軍事演習的相關報導：
（一）消息來源菁英導向／消息來源人民導向。
（二）強調（敵我）差異／強調解決爭端。
（三）關注衝突當下現場／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
（四）好壞二分法／避免好壞標籤化。
（五）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不站在特定一方立場。
（六）偏袒（戰爭中）一方／無偏袒傾向。
（七）視戰爭為零和博弈／視戰爭存在雙贏可能。
（八）報導是否使用妖魔化語言。
（九）報導是否使用受害者語言。
（十）報導是否使用情緒化語言。

本研究另參考 Reynolds & Barnett （2003）和 Schudson（2003）等人的
研究，提出四個研究指標，用以判斷報導中愛國主義框架是否顯著：
（一）較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較強調共軍的強盛。
（二）強調國軍正當性／並未強調國軍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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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報導中使用「我」們／未在報導中使用「我」們。
（四）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並未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

最後，本研究參考前述對於新聞報導態度的相關文獻，提出下列兩個究
指標，以判斷報導中涉及衝突各方的主觀好惡程度：
（一）認定共軍對臺構成威脅／認定共軍對臺不構成威脅。
（二）對中共持負面、質疑態度／對臺、美持負面、質疑態度。

除以上述指標進行量化的內容分析外，本文也在樣本中挑選出具代表性
的案例數則，進行框架的質性分析，以深入探討軍事報導框架在新聞文本脈
絡中如何運作。
同時，本研究訪問兩位臺灣新聞媒體中負責報導國際政治、軍事新聞的

記者（記者 A、記者 B），以驗證研究中對框架的假設和推論是否符合實務
現況。兩位記者的背景資料（表 1）和訪問問題（表 2）如下：

表 1：受訪者背景資料
媒體產業 負責新聞業務 從業經驗

記者 A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播報口譯 約 3 年

記者 B 電視新聞媒體 國際政治、軍事外交 約 4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的訪問問題如表 2，問題內容主要立基於兩個基礎。一是 Entman
（1993）對框架的詮釋「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
足以解釋新聞媒體處理新聞議題的工作流程；二是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幾個
研究問題與相關結果進行提問，包括：報導方式、消息來源、戰爭／和平新
聞學、愛國主義和媒體在報導中顯現出的立場。

表 2：訪問問題列表

訪問問題一
你認為平面媒體對國際新聞的報導形式（純淨報導、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等）差異，
會如何影響媒體對兩岸衝突議題的新聞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二
你認為框架化理論中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是否可以解
釋媒體兩岸衝突報導中的框架和立場差異？

訪問問題三 你認為媒體對消息來源的使用，如何影響兩岸衝突新聞報導中出現的框架和立場差
異？

訪問問題四 你在新聞工作中，是否感受到戰爭（衝突）、愛國主義等元素，和媒體立場有強烈關
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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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	四報報導數量、消息來源、框架數量的統計

研究信度檢驗方面，本研究邀請新聞業界的外電編譯一位，作為編碼員。
研究者與編碼員對隨機抽樣的 20則研究文本（占總樣本數 404則約 5%）進
行內容分析前測。根據 Krippendorff Alpha檢定結果的 Kalpha值，若研究類
目 Kalpha值高於 0.67則認為可信性適當，得以作為初步研究結果（Beckler, 
et al., 2018; Carletta, 1996），研究者會將該類目予以保留；未達此值的類目
則代表其代表性不足，予以修改或刪除。
前測結果顯示，包括戰爭／和平新聞學框架（五個指標，包括菁英或人

民消息來源、強調敵我差異或解決爭端、關顧衝突現場或衝突原因、好壞二
分法或避免標籤化、以及零和博弈或雙贏）、愛國主義框架（四個指標）、媒
體對中共是否持負面態度（一個指標）以及媒體是否認定美軍會協防臺灣（一
個指標），上述十一個指標的 Kalpha值均高於 .67，其中八項 Kalpha 高於 
.80。而所有項目的相互同意度都在 0.85以上，信度也都在 0.93以上。整體
相互同意度達到 0.89，信度達 0.95，研究者認為符合研究信度要求，因此採
用以上分析類目進行內容分析。
作者得出所有統計結果後，除以文獻檢視各表格的結果之外，為了加強

此研究與新聞實務界的連結，也訪問業界國際、軍事新聞記者，解讀部分表
格數字的意義。
第一個研究問題探究中國軍演報導的類型和消息來源的差異。首先概

述報導篇數。軍演新聞報導共計 404篇。其中《中國時報》以 145篇（佔
35.9%）最多，數量最少是《聯合報》，僅有 75篇報導（佔 18.6%）（表 3）。

表 3：各報報導篇數統計
報別 報導則數 所佔百分比（%）

聯合報 75 18.6

中國時報 145 35.9

蘋果日報 86 21.3

自由時報 98 24.2

總數 40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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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報導則數可以直觀地反應出新聞媒體對中國軍演新聞事件的重視報
導，也直接反映出新聞媒體試圖「定義問題」。報導數量和篇幅都可以定義
並呈現出媒體所關注的問題，並預示閱聽人「哪些問題重要」，因此從報導
數量可看出媒體定義問題的輕重。本研究新聞文本收集的時間僅兩周，各報
的報導總數突破 400則，這顯示出兩岸衝突新聞被主流媒體定義為非常重要
的新聞。
在報導類型方面，各報的報導形式與分佈比例顯示，中共軍演多數為純

淨新聞報導，共有 245篇，佔總數的 60.6%；其次是社論 88篇，佔 21.8%；
專欄共 43篇佔 10.6%；而數量最少的是新聞分析，共有 29篇，佔 7.1%。《聯
合報》的社論總數最少（75篇），而純淨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73.3%（55篇）；
純淨報導比例最低的是《自由時報》，共佔 53%（52篇）。新聞分析是各報都
較少見的報導形式，佔比 6.9%（28篇）。《聯合報》的新聞分析比例最高，
佔 10.7%（8篇），其次為《中國時報》7.6%（11篇）、《自由時報》7.2%（7
篇），《蘋果日報》則佔比最少 2.3%（2篇）。專欄比例最高的是《蘋果日報》，
佔 16.3%（14篇），最低為《自由時報》2%（2篇）。社論最多的是《自由時
報》佔 37.8%（37篇），《聯合報》5篇最少，僅 6.7%（表 4）。
即便多數媒體報導都以純淨新聞為主，但各家媒體的報導數量仍有差異：

《聯合報》高比例的純淨新聞報導比例，加上其較低的報導則數，顯示其在
問題定義上未將兩岸衝突定義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反觀報導數量最多的《中
國時報》使用了大量的新聞分析、專欄、社論（共 43.5%）報導新聞議題，
可見其不但將兩岸衝突看作重要的議題，其定義問題的主觀性也強，報導數
量第二多的《自由時報》也有明顯相似的傾向。

表 4：各報報導類型統計
報別 純淨報導 新聞分析 專欄 社論 各家媒體加總

聯合報 55（73.3%） 8（10.7%） 7（9.3%） 5（6.7%） 75（100.0%）

中國時報 82（56.5%） 11（7.6%） 20（13.9%） 32（22.0%） 145（100.0%）

蘋果日報 56（65.1%） 2（2.3%） 14（16.3%） 14（16.3%） 86（100.0%）

自由時報 52（53.0%） 7（7.2%） 2（2.0%） 37（37.8%） 98（100.0%）

總數 245（60.6%） 28（6.9%） 43（10.6%） 88（21.8%） 404（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4

4 本刊編輯註：依本刊體例，小數點數字採四捨五入；本篇各表（包括從� 4 起至表 10）數值為
研究者提供，總數略有出入，不一定完全吻合 100%，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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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的各報報導類型，訪談主跑軍事的記者 A。A表示，不同報導類型
關乎媒體如何討論其所報導的議題，而越是想要「帶風向」或影響意見輿論
市場的報導就會使用越多的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

換成是電視或多媒體新聞也一樣！只是新聞分析、社論和專欄

會被改成新聞在螢幕上的敘事邏輯，和一些新聞評論、政論節目

（記者 A）。

而另一家媒體的軍事記者 B則指出，專欄和社論都是媒體採納較符合報
社立場、較激進的特定人士言論所形成的版面，因此使用這些報導比例越高
代表媒體的主觀性越強。他還指出，即便媒體使用純淨報導，仍可發揮上述
定義問題等作用，只是力道較輕微，但仍可透過報導中只呈現「部分真實」
的內容達到相同的目的。
在消息來源類型方面（表 5），各家媒體的消息來源都以官方消息來源為

主，經卡方檢定，不同媒體與消息來源類別的使用沒有顯著的相關性（χ2 = 
20, df  = 16, p  > .05），顯示四個媒體均高度仰賴官方消息來源，佔消息來源總
數的 53.5%。其中以《聯合報》最重視官方消息來源，佔其消息來源總數的
62%（145位）；《蘋果日報》最少，49.1%（130位）。

表 5：各報消息來源類型統計

報別 官方消息
來源

領域專家
消息來源

媒體與網路 
媒體機構

民間消息
來源

不可辨識
或其他

聯合報 145（62.0%） 43（18.4%） 33（14.1%） 7（3.0%） 6（2.6%）

中國時報 229（51.7%） 106（23.9%） 70（15.8%） 27（6.1%） 11（2.5%）

蘋果日報 130（49.1%） 73（27.5%） 48（18.1%） 10（3.8%） 4（1.5%）

自由時報 140（53.4%） 89（34.0%） 23（8.8%） 6（2.3%） 4（1.5%）

總數 644（53.5%） 311（25.9%） 174（14.5%） 50（4.2%） 25（2.1%）

X 2 = 20, df  = 1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領域專家消息來源佔所有消息來源 25.9%（311位），是第二多的消息來
源。《自由時報》34%（89位）佔比最多，《聯合報》18.4%佔比最少（43位）。
媒體與網路媒體機構佔全部消息來源的 14.5%（174位）。《蘋果日報》

18.1%（48位）比例最高，《自由時報》8.8%（23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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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消息來源佔全部消息來源 4.2%（25位），是可辨識消息來源中最少
的。《中國時報》6.1%（27位）最多，《自由時報》2.3%（6位）最少。
不可辨識或其他消息來源佔 2.1%（25位），在各家媒體的佔比都最少，

最多的是《聯合報》2.6%（6位）。對消息來源使用的分析，將會在下方（表
6）一併討論。
以消息來源國家別而言（表 6），來自臺灣的消息來源佔最多，約達所有

消息來源的一半，經卡方檢定，媒體別與消息來源國家別之間的關聯性並不
顯著（χ2 = 12, df  = 9, p  > .05）。臺灣消息來源佔 50.5%（608個）；其次中國
和美國的消息來源數量，都佔總數的 22.6%（272個）；其他消息來源國家
則佔 3.5%（42個），主要來自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無法歸類消息
來源僅佔 0.8%（10個）。

臺灣消息來源的使用中，以《自由時報》57.3%（150個）佔比最高，《中
國時報》最少 48.1%（213個）；中國消息來源中，以中國時報 26.2%（116個）
最高，《自由時報》16%（42個）最少；而美國消息來源在《蘋果日報》和《自
由時報》都佔 22.9%（64個）最多，《聯合報》21.4%（50個）最少。
媒體使用的消息來源是媒體在框架化過程中定義問題、原因解釋的重要

依據。不同身份別、國家別的消息來源，會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定義問題，
尤其是在原因解釋上，將形成問題的根源指向消息來源母國的敵對國家。

表 6：各報消息來源國家別統計
報別 臺灣 中國大陸 美國 其他或無法歸類

聯合報 116（49.6%） 55（23.5%） 50（21.3%） 13（5.6%）

中國時報 213（48.1%） 116（26.2%） 98（22.1%） 16（3.6%）

蘋果日報 129（48.7%） 59（22.3%） 64（22.9%） 13（5.0%）

自由時報 150（57.3%） 42（16.0%） 60（22.9%） 10(3.8%）

總數 608（50.5%） 272（22.6%） 272（22.6%） 52（4.3%）

X 2  = 12, df  = 9,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針對表 5、6（消息來源類型與消息來源國及別），記者 A進一步解讀，
媒體報導時展現出對議題的定義問題、原因解釋、道德評估、解決方案，都
會與消息來源觀點高度一致。因此，媒體站在「哪一類人」（消息來源類型）
和「衝突中哪一國」（消息來源國及別）角度看問題，與報導會呈現出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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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立場偏差至關重要。

有時候國際衝突可引用的消息來源寥寥無幾，通常本就都是官

方機構才可能有第一手資料，因此消息來源在類型和國家別上，各

媒體確實可能差異不至於太大（記者 A）。

這可呼應本研究中各媒體間的消息來源差異，也確實都呈現不顯著的差異。
至於記者 B則指出，自己經驗中記者撰寫的內容八成以上都來自消息來

源，尤其是純淨報導更幾乎通篇都是消息來源陳述的內容。因此使用哪些類
型、國家別消息來源對於媒體報導的角度有決定性的影響。

消息來源本身就能用自己的傳播技巧，向記者定義問題、原因

解釋、道德評估、以及解決方案。即便記者試圖僅部分採納其言論，

但手上握有的報導材料也有限，在截稿時間等外界壓力下，必然還

是會妥協（記者 B）。

第二個研究問題則分析四個媒體的戰爭或和平報導框架差異。經卡方
檢定，媒體別與戰爭新聞學 /和平新聞學的使用關聯性達顯著水準（χ2 = 
99.877, df  = 3, p  < .05），各媒體使用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有顯著
差異。在 404則有效樣本中，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報導佔 66.3%（268篇），
和平新聞學則佔33.7%（136篇）。《聯合報》使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達65.3%（49
篇），和平新聞學則有 34.7%（26篇）。而《中國時報》的戰爭新聞學框架有
37.2%（54篇），和平新聞學框架則高達 62.8%（91篇），是四報中唯一使用
和平新聞學框架多於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媒體。《蘋果日報》採用戰爭新聞學
框架 89.5%（77篇）、和平新聞學 10.2%（9篇）；《自由時報》戰爭新聞學
框架 89.8%（88篇）、和平新聞學框架 10.2%（10篇），戰爭新聞學框架的傾
向在各報中最為明顯（表 7）。
表 7中呈現的戰爭新聞學 /和平新聞學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指標與

Entman（1993）的框架化理論元素高度符合。兩相對照下：這些指標包含
了新聞中的關鍵詞（是否強調敵我差異、受害者語言、情緒化語言）、消息
來源（消息來源菁英或平民導向）、描繪形象（是否好壞二分法、妖魔化語
言）、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是否選擇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和博
弈）等，也可見戰爭新聞學的指標足以判定框架化過程如何在國際衝突中運
作，而兩岸軍事新聞最主要的元素確實就是『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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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報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框架
報別 戰爭新聞學 和平新聞學

聯合報 49（65.3%） 26（34.7%）

中國時報 54（37.2%） 91（62.8%）

蘋果日報 77（89.5%） 9（10.5%）

自由時報 88（89.8%） 10（10.2%）

總數 268（66.3%） 136（33.7%）

χ 2  = 99.877,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我們常要搜尋衝突兩方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的立場上鮮明對

立的說法，這樣的火藥味會讓新聞變得簡單明瞭，也才會吸睛（記

者 B）。

戰爭新聞學的指標確實足以對應到框架化過程中涉及的元素，而很多框
架指標正可以從報導中的關鍵字尋找並定義。例如《自由時報》報導〈共軍
才嗆臺海軍演　美艦現東沙〉（涂鉅旻、呂伊萱，2020年 8月 17日）中，強
調中國與臺灣間的敵我差異、好壞二分法、站在衝突一方立場、視戰爭為零
和博弈等元素，都體現在其對中方的描述和用字如「共軍『嗆』臺海軍演」、
「利用民主體制打擊民主」等。而文中試圖展現臺灣和美國友好的文字「臺
美關係升溫之際」、「白宮推文『挺臺』」、「臺灣在美國與冠狀病毒對抗之

際，給予『慷慨支持與合作』」等關鍵字與描繪形象，也同樣在加深這些衝
突與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國內外調查報告（黃紀，2021；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2022）均顯示與臺灣其他媒體相較，《中國時報》
和《聯合報》是傾藍的政治立場。而表 7呈現出《中國時報》有超過六成
（62.8%）的報導傾向以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軍事衝突，顯現出中時在
臺海衝突報導中強調菁英消息來源、解決兩岸爭端、避免報導衝突現場、避
免好壞的標籤化、以及強調雙贏等。而《聯合報》在臺海衝突報導中則超過
六成（65.3%）傾向以戰爭新聞學的框架報導臺海戰爭，與過去的調查顯示
出的既定印象有所不同。
第三個研究問題分析各媒體的愛國主義框架。404個有效樣本中，愛國

主義框架明顯的報導佔 56.7%（229篇），而不明顯則佔 43.3%（175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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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檢定結果顯示，各媒體採用愛國主義框架報導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顯示
各報在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上差異很大（χ2 = 138.935, df  = 3, p  < .05）（表8）。
《聯合報》有 44%（33篇）的報導明顯使用愛國主義框架，56%（42篇）

則不明顯，是兩種框架傾向較為接近的媒體。《中國時報》愛國主義框架明
顯者佔 23.4%（34篇）、不明顯則高達 76.6%（111篇），整體而言可謂高度
傾向不採用愛國主義框架進行報導。而《蘋果日報》明顯者佔 87.2%（75篇）、
不明顯 12.8%（11篇）；《自由時報》明顯者則達 88.8%（87篇）顯著、不
顯著 11.2%（11篇），這顯示出《自由時報》是中共軍演新聞報導中，戰爭
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都是最顯著的媒體。關鍵詞、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
事實評判，構成了研究中對戰爭新聞學、愛國主義框架的類目。

表 8：各報愛國主義框架差異
報別 愛國主義框架明顯 不明顯

�合報 33（44.0%） 42（56.0%）

中國�報 34（23.4%） 111（76.6%）

�果日報 75（87.2%） 11（12.8%）

自由�報 87（88.8%） 11（11.2%）

�� 229（56.7%） 175（43.3%）

χ 2  = 138.935, df  = 3,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8所呈現的愛國主義框架，可謂與戰爭新聞學的指標高度相關，例如
對媒體母國敵對勢力的「不正當」觀點可對應到戰爭新聞學中的「妖魔化」。
這些指標在框架化過程中對於「敵我」間的描繪形象、文中主題的事實評判
有明顯的著墨，藉以深化媒體各自的主觀立場。
記者 B進一步指出，以軍事報導而言，愛國主義的新聞報導方式本來理

應存在於所有新聞媒體中。即便愛國主義框架使用比例最低的《中國時報》
也依然如此。

這與此媒體認定的「國」為何高度相關。可能《中國時報》認

定自己才是「愛國」，只是愛的國並非「臺灣」而是中華民國、中國。

但在框架指標中，他們「愛國」的報導形式無法被辨識出，或至少

他們是質疑民進黨政府的。但反面而言，他們會認為質疑民進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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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在指出錯誤的政策，這也是愛國主義（記者 B）。

以《中國時報》（76.6%）與《聯合報》（56.0%）的報導而言，此結果也
顯示出在臺海衝突的報導中這兩個媒體並不排斥與國軍對立的事物、也未在
報導中經常使用「我們」的主體召喚、並較為強調共軍的正當性等框架。
第四個研究問題探討媒體在報導軍演新聞時，是否會對涉及到臺海衝突

的各方國家、政權、政要人物與其軍隊展現出主觀好惡或負面態度？以臺海
軍事衝突為例，本研究發現，各媒體對「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的報導出現
明顯差異（χ2 = 93.505, df  = 6, p  < .05）。44.3%（179篇）的報導認為臺灣能
在臺海戰爭中有效防衛，而 35.4%（143篇）認為臺灣無法有效防衛。約有
2成（20.3%，82篇）報導沒有針對這個問題表態。
對此問題態度最明顯的是《中國時報》，有 61.4%（89篇）認為臺灣不

能在軍事上有效防衛，僅 21.4%的報導（31篇）認為臺灣可以。態度較持
平的是《聯合報》，其中 34.7%（26篇）認為可以有效防衛、37.3%（28篇）
認為不能，不能有效防禦的比例略高有能力防禦（表 9）。

表 9：各報對「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

報別 認定國軍、美軍能在兩
岸衝突中有效防衛臺灣 認定不能有效防衛臺灣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6（34.7%） 28（37.3%） 21（28.0%）

中國時報 31（21.4%） 89（61.4%） 25（17.2%）

蘋果日報 58（67.4%） 10（11.6%） 18（21.0%）

自由時報 64（65.3%） 16（16.3%） 18（18.4%）

總數 179（44.3%） 143（35.4%） 82（20.3%）

χ 2  = 93.505,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至於媒體是否對中共或臺灣或美國政府展現負面態度？研究結果顯示
（表 10），絕大多數（92.3%，佔 373篇）的報導均顯露出對特定國家的態
度，經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不同媒體顯露的態度差異達到顯著水準（χ2 = 
174.343, df  = 6, p  < .05）。其中對中共表達負面態度報導佔多數（達 54.4%，
220篇），37.9%（153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表達負面態度，7.7%的報導（31
篇）則無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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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有高達 90.8%（89篇）展現對中共的負面態度，僅 6.1%
報導（6篇）對臺灣或美國政府呈現負面態度。《中國時報》對臺、美政府
負面態度則高達 69.7%（101篇），居全部媒體之冠，而對中共負面或質疑態
度則僅有 19.3%（28篇），是全部媒體最低者。

表 9（媒體認定若中共武力犯臺，美軍是否會協防臺灣？）與表 10（媒
體對中共 /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是針對臺灣獨有的國際情
境和軍事新聞報導環境所設計。本文認為因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統獨問
題，且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衝突潛在處，因此美國對於臺灣的軍售、戰爭援
助，甚至是對於發生戰爭後中、美的動作，都成為判斷媒體立場分歧的重要
指標。其中「媒體對中共、臺、美政府與軍隊是否持負面或質疑態度」，攸
關框架化過程的定義問題、道德評估，「媒體是否認為美軍會協防臺灣？」
則較傾向框架化的原因解釋、解決方案。

表 10：各報是否對中共／對臺、美政府與軍隊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報別 對中共政府與軍隊
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對臺、美政府與軍隊
持負面或質疑態度 無法判定

聯合報 28（37.3%） 40（53.3%） 7（9.3%）

中國時報 28（19.3%） 101（69.7%） 16（11.0%）

蘋果日報 75（87.2%） 6（7.0%） 5（5.8%）

自由時報 89（90.8%） 6（6.1%） 3（3.1%）

總數 220（54.4%） 153（37.9%） 31（7.7%）

χ 2  = 174.343, df  = 6, p  <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記者 B補充指出，兩岸衝突議題存在太多複雜的歷史因素，加上中美在
經濟和軍事政治上爭霸的背景，導致表 9、10中的兩個問題成為不同立場媒
體間必然出現分歧的議題：

舉例而言，在兩岸衝突問題上「原因解釋」不同，造成偏統派、

藍營媒體通常認定美國是兩岸關係的源頭，也就是混亂製造者，因

此對美國採負面和質疑態度，也認定美國不可能在兩岸出現大型衝

突時介入導致國家利益受損；相對的，偏臺灣主體性的媒體則會對

中國持負面態度，並認定美國會協防臺灣。即便這些媒體本身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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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信美國會協防臺灣，但在媒體報導上仍會試圖灌輸其讀者類似

觀念（記者 B）。

另外，表 10研究的雖是 2020年 8月的中國解放軍軍演，但本文作者以
及受訪記者觀察 2022年裴洛西訪臺之後中國頻繁對臺軍演，國內主流媒體
對臺海未來萬一發生戰爭，美軍是否會援臺的報導立場，與本文的研究結果
相去不遠。親藍媒體仍呈現出明顯的所謂「疑美論」，而親本土立場的媒體
則仍持續相信美國。

二、	軍事報導框架的質性分析

除了以統計結果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之外，本研究也試圖根據戰爭新
聞學或和平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的框架特徵，選取實例進行質性分析，以進
一步佐證統計分析的結果。
以《聯合報》8月 13日的報導〈1995、96年臺海危機以來，緊張再現，

共軍挑明對臺軍演〉為例（陳言喬等人，2020年 8月 13日），可以觀察到明
顯的戰爭新聞學框架。
以消息來源而言，本篇報導非常側重菁英消息來源，包括大陸環球網、

前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蘇貞昌、北京大學海洋研究所、解放軍東部戰區發
言人張春暉、美國太平洋艦隊等。上述六個消息來源包含特定國家政府、國
防軍事單位、研究機構、專家學者與媒體，沒有一般人民。
而此報導的消息來源引用非常強調兩岸衝突，例如引用中國人民解放軍

東部戰區發言人，指出：

近來『個別大國』（暗指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消極動向不斷，

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

（轉引自陳言喬等人，2020年 8月 13日，1版）。

一方面也同時嚴厲批評臺灣大陸事務委員會的說法：

共軍近期對臺針對性的軍演，是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的挑釁行徑，我方絕不妥協。（轉引自陳言喬等人，

2020年 8月 13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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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內文明顯強調軍演事件的衝突性。
報導中也重視零和博弈的概念，例如明確引用中共和臺灣官方在國防上

不退讓的堅定說法，也引用解放軍說法指出：「臺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演習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同時
引用臺灣國防部指出「我方絕不妥協」、「有效確保臺灣國家安全、捍衛臺灣
主權」，皆顯示零和博弈特質的報導方式大於存在雙贏可能的報導方式。
不過另一方面，此報導也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文中指出美國衛生

部長「阿查爾來臺，中共不滿」，是造成此次中共軍事演習的原因。文章開
頭也把觀察國際衝突的時間軸拉長，指出「這是自一九九五、九六年臺海危
機以來，共軍少見直接宣布的對臺軍事演習」。可見本篇報導仍有嘗試從和
平新聞學的角度進行報導。
在貼「好壞標籤」的面向上，Galtung（2002）的研究曾指出，媒體是

否對國際衝突中特定一方貼上「好壞標籤」是判斷戰爭或和平新聞學的重要
指標，標籤能用以指出一方為邪惡製造者或問題核心（胡光夏，2008）。本
篇報導（陳言喬等人，2020年 8月 13日）並沒有明確使用好壞二分法對中、
美臺任何一方政府進行評價，但報導中「（美國）向臺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
信號，嚴重威脅臺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引用了中共的官方說法指責臺灣和美
國政府，也引用了臺灣國防部說法指責中共「破壞臺海和平」、「危害臺灣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挑釁」等話語，可見報導者試圖平衡地指出雙方皆是問
題製造者，以避免直接進行好壞的標籤化。
本研究經過內容分析發現《中國時報》是四個媒體中使用和平新聞學

框架最多者，以 8月 14日的報導為例〈陸美對抗升級　旺旺中時民調顯示　
年輕人高達 7成 2贊同　加強兩岸交流　躍主流民意〉（朱真楷、趙婉淳，
2020年 8月 14日），和平新聞學的傾向就非常明顯。
首先，本篇報導消息來源也偏向菁英消息來源，來源包括旺旺中時民調、

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
而報導中呈現顯著的和平戰爭框架，強調解決爭端。例如報導中指出：

「高達 5成 8的民眾認為當前兩岸應『加強交流』」、「在 20∼ 29歲的年輕人，
有高達 72.4％認為應『加強交流』」。
此報導中也同樣關注衝突原因和結果，例如提到此次軍演的國際情勢背

景：「陸美關係風雲激盪，兩岸政治僵局持續對立」、「面對當前詭譎多變的
陸美軍事較量與敏感的臺海變局」，但文章通篇沒有關注衝突當下現場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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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現。
不過此報導並未對共軍進行好壞二分法，也沒有顯露出對共軍的負面情

緒，反而較偏向指責媒體母國政府，例如指出「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兩岸
政治關係持續降溫」。
此外，報導中明確顯示出兩岸存在雙贏的可能性，例如「海峽兩岸以和

為貴」、「應該『交往對話』才能化解對立」、「使用武力只會加深裂痕，製
造仇恨」、「臺灣主流民意仍是期待兩岸加強交流與對話」，都一再試圖凸顯
兩岸還有談判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空間，並非一定要持續走向軍事衝突。
但《蘋果日報》同日的報導〈又武嚇！共軍宣布臺海南北兩端實戰演練〉

（王烱華、陳培煌，2020年 8月 14日）則呈現不同的樣貌，戰爭新聞學的傾
向明顯。例如報導關注衝突當下現場，著重軍演事件當下的兩岸敵對態度。
在好壞標籤的面向上，報導則具有明顯的好壞二分傾向，明確以「武嚇」形
容共軍軍事演習。
而在零和博弈的面向上，報導對兩岸的態度描述也顯現出零和博弈的氛

圍，例如稱臺灣國軍「有能力也有決心捍衛國家安全」，而解放軍機越過海
峽中線則是對「對阿薩爾訪臺的『清晰回應』」。
而類似《蘋果日報》的報導，《自由時報》的報導也顯現出明顯的戰爭

新聞學框架。例如〈共軍叫囂臺海軍演，我軍方：恐嚇大於實質〉（吳書緯、
鍾麗華，2020年 8月 14日），報導強調兩岸衝突，先後分別引用解放軍發言
人說法，稱要「在臺灣海峽及南北兩端連續組織實戰化演練」；接著又引用
臺灣國防部稱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以及海、空域動態，均有嚴密掌握」，
皆強調兩岸的衝突面向。
此報導也關注衝突當下現場，報導中提及臺灣國軍「對於臺海周邊情勢

均有嚴密掌握」，較為關注衝突當下現場，但未提及造成衝突的地緣政治與
長遠的國際關係。
另外，此報導中的好壞標籤二分法相當明顯，例如稱中共的軍演行為是

「恐嚇」，同時也引用國防資深官員稱中共「宣傳做很大」，意指中共意圖虛
張聲勢，是衝突中邪惡的一方，也是製造問題的一方。
除了戰爭新聞學或和平新聞學的框架分析，本研究在內容分析時也發現

上述框架經常伴隨軍事報導中的愛國主義框架同時出現。試舉以下幾個例子
做進一步的分析。
以各報對於同一事件的報導而言，例如 8月 24日各報對「AIT處長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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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門 823公祭」的報導為例，各報報導中，《聯合報》的愛國主義框架使
用狀況較為持平，而《中國時報》的愛國主義框架則非常不顯著，但《蘋果
日報》與《自由時報》則是十分顯著。
以《聯合報》8月 24日報導〈蔡赴金門追思 823　AIT處長陪祭〉為例

（程嘉文，2020年 8月 24日），此報導強調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引用總統府
發言人說法：「感謝美國友人參與，共同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指出「國
軍有信心也有能力迫使敵人犯臺失敗」，一方面也展示臺美關係緊密以致軍
事能力強盛。此外更直言國軍本身已做好軍事防禦的準備。在強調國軍或美
軍正當性的面向上，報導中「感謝美國友人共同為區域和平穩定貢獻努力」、
「國軍迫使敵人『犯臺』失敗」、「當年浴血奮戰，今天的『民主自由』」，都
在在強調國軍和美軍在歷史上（823砲戰）和當下的正當性。報導也意指國
軍的軍事行動、與美方的軍事合作都是基於維護區域和平、臺灣民主的作為。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報導中未使用「我們」，而是使用「我」一詞，是

引述蔡英文總統說法中所使用。「我」指的是蔡總統本人，而非「我國」或
「我軍」，顯示出《聯合報》對此事件的報導，並未強調軍事新聞中的我者（我
軍）與他者（敵軍），也未試圖召喚國家人民的歸屬感。
《蘋果日報》同日報導〈囂張！共機趁蔡返臺挑釁 3小時〉（蘋果日報，

2020年 8月 24日），則呈現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強調國軍或美軍的
強盛，稱美國「告誡北京別盲動」，甚至稱共軍演習「之前就傳出讓美方很
火大」。文章還引用兩位臺灣學者，分別稱「美國支持臺灣，雙方的關係十
分緊密」、「美方正極力提升臺灣防堵中共擴張的戰力」，明顯強調美軍的強
盛。另外也強調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例如報導標題首先就使用共軍「囂
張」、「挑釁」等字眼。內文也強調美國（AIT）是臺灣的「真朋友」，並指
責共機繞臺和軍演，更直言臺灣國軍派出戰機飛至外島，其正當性在於「確
保（臺灣總統）專機安全」。
報導中有使用「我」以及「我們」，包括引用 AIT說法「美臺安全合作

讓『我們』引以為傲」、「中國人民解放軍昨中午疑似派偵察機在『我』防空
識別區」繞行，並直接引用空軍司令部稱蔡總統專機為「我總統專機」，皆
可顯見報導中對己方國家人民歸屬感的召喚。
在《自由時報》報導〈金門紀念 823　AIT處長首出席 酈英傑悼『聯臺

抗中』殉職美軍〉（呂伊萱、吳正庭，2020年 8月 24日）一文中，也可觀察
到明顯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報導臺灣國軍或美軍的強盛，回顧了 823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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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臺灣在美援下成功守衛金門、連江地區，試圖強調國軍和美軍之間的長
期合作關係與綜合軍事實力強盛，有能力聯手抗中。同時也引述臺灣國安幕
僚，稱中共軍演後：

傳出美方很火大，甚至在中國宣傳加大對臺威脅時刻，美軍就

輪番在南海與東海進行大規模軍演（轉引自呂伊萱、吳正庭，2020
年 8月 24日，1版）。

同時，報導則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的事物，如報導標題就稱美國要「聯
臺抗中」，並在內文使用「抵禦」和「防守」等詞，排斥共軍。
此則報導也凸顯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將美國與臺灣的關係形容為

「真朋友，真進展」，並指出當年有美軍士兵曾「與臺灣同袍一同抵禦中華人
民共和國」、「接下來的臺美軍演、聯合防守和分工合作等發展將值得期待」。
這些報導語彙都顯示出臺美的軍事動作是為了「抵禦」侵略、「防守」國土
與主權。
然而《中國時報》的報導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愛國主義框架。例如在〈陸

學者稱 AIT姿態性演出 非官方〉（許依晨，2020年 8月 24日）此篇報導中，
強調共軍的強盛。報導引用大陸學者的說法，強調美軍對臺灣的友好動作只
是「黑幫老大罩著小弟」、讓臺灣「增加安全感」。即便其對美軍的強盛並未
否定，但明顯不看好臺灣國軍的強盛、以及美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臺灣的援
助。
此外，報導中並未承認臺灣國軍或美軍的正當性，卻大量引用中方立場

指責美國與臺灣外交關係，如稱「AIT處長酈英傑『姿態性』參加活動」、
「民進黨現在又回到 62年前，做出重新走向對抗的舉措」等。報導中也幾乎
沒有引用國軍或美軍的說法，明顯並未排斥與臺灣國軍對立面的人事物。報
導中未使用「我」一詞，引述的消息來源也多數是大陸學者。

伍、	研究結論與限制

本研究發現，臺灣的主流平面媒體在報導軍事新聞時，對於戰爭新聞學
框架的呈現、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以及媒體對中美的好惡立場、對國際衝
突結果評判，均出現顯著的差異。唯有在消息來源的使用上，各媒體不論是
消息來源類型還是消息來源國家別均未呈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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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量化以及質性研究印證，戰爭新聞學以及愛國主義框架盛行
於多數主流媒體的軍事報導，與過去 Chungs et al.（2014）、Fong & Koon
（2019）、Hussain & Siraji（2018）、Lee & Maslog（2005）等學者的研究結
果一致。多數主流媒體經常採用戰爭新聞學框架進行軍事報導，並對假想敵
國持負面態度，且站在愛國主義、與其母國政府相近立場。同時，臺灣主流
媒體的軍事新聞報導中戰爭新聞學和愛國主義框架的使用，兩者經常伴隨出
現。主要的例外出現在《中國時報》的新聞報導，在兩岸軍事衝突中經常強
調和平新聞框架，且在報導中很少凸顯愛國主義框架。
臺灣身處於全球最重要的軍事衝突潛在地區，卻因複雜的政治因素和媒

體立場，讓國內主流媒體的報導出現歧異的報導框架、報導方式以及報導的
態度。這樣的結果也令人關切，臺灣不同族群的閱聽人所接收到的軍事資訊
是否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感知和理解。

2022年 2月，俄羅斯入侵同為前蘇聯加盟國的烏克蘭。這不但深刻影響
中美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壁壘分明的全球國際關係格局，也讓與中共之間有複
雜歷史、國家主權關係的臺灣，再度成為國際焦點。2022年 8月 2日美國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更超越前述的美國衛生部長艾薩和國務助卿 Keith 
Krach，成為近六十二年訪臺最高層級的美國官員。
面對此情況，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但立刻於 8月 4日至 7日舉行完全包圍

臺灣島的實彈軍事演習活動，規模遠超過本研究中 2020年軍演的案例，更
被許多媒體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林新輝，2022年 8月 3日；湯名暉，
2022年 8月 6日）。中共東部戰區更直言此後會「常態組織臺海方向戰備」
相關軍演。此演習讓兩岸議題再度成為全球焦點，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在 9月
的專訪重申「美軍將出兵協防臺灣」（Tan & Molloy, 2022, August 3）。
越來越詭譎的世界新地緣政治，使臺灣的經濟、國安和國際話語權，都

更受到美中等大國左右。而媒體是人民感知戰爭和國安的重要管道。過去臺
灣傳播研究對臺灣涉入其中的國際軍事衝突研究極為有限，本研究希冀以實
證研究具體呈現出主流媒體軍事報導框架存在的差異。希望本文的研究成
果，能提供媒體從業人員未來對臺灣國際衝突相關報導的參考，並提供社會
大眾一起思考如何面對臺海軍事衝突的媒體報導差異以及此差異可能造成民
眾之間的資訊落差與分歧。
本研究最大的研究限制之一來自文獻收集的困難。因為兩岸分治七十

年，所幸尚未發生重大軍事衝突，但也導致相關研究文獻極為有限，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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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對峙、武裝衝突或戰爭新聞相關文獻作為發展分析類目的參考。本文的
研究概念多參照自國外文獻，這與臺海的軍事衝突脈絡有所差異，也使得本
研究的量化編碼以及分析架構可能未臻完善。例如有關戰爭與和平框架的論
述，本文作者並無將其二分法的意圖。然而受限過去臺灣相關實證研究文獻
的缺乏，本研究擬先就臺灣媒體的軍事報導進行一系統性的鳥瞰分析，各類
目的建構修正自國外文獻以及以臺海軍事衝突現況，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初探
性質。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採用語意分析量表進行分析，設法將國外文獻
中戰爭新聞學與和平新聞學框架整合成成為一連續性的語意量表，或可更適
切地呈現和平新聞學的概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研究主流平面媒體（或其網路電子報），長期

以來均研究《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以及《中國時報》。然而
《蘋果日報》在 2022年 8月 1日已經停刊，如今易主改為「臺蘋」。相較於
其它三個媒體，過去研究或輿論普遍認為《蘋果日報》的政治傾向較為中立。
如今「臺蘋」與過去《蘋果日報》的報導立場有何差異？特別是攸關臺灣安
全的軍事新聞報導的報導，相信也是未來研究關切的焦點之一。
在質性分析方面，受限於研究人力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研究未能深

入語意層面，對各報的語句結構或用字遣詞層面進行更進一步的文本分析，
也建議未來研究能往此方向進行。
最後，框架研究除了媒體的框架研究外，也存在閱聽眾的接收框架。臺

海衝突是未來幾年內重大的國際新聞焦點之一，也攸關臺灣國土的安全。閱
聽人在接收媒體報導框架之後，對相關新聞議題所產生的觀點與態度也是傳
播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探索。
而在 2022年 8月中共環臺軍演時，各媒體對臺灣民眾反應的觀察也出

現兩極：臺灣民意基金會指出約 78%民眾表示不害怕中國軍演，其中更有
45%「一點也不害怕」（吳紹瑜，2022年 8月 16日）；但《遠見雜誌》稍晚
公佈的民調卻表示「63.6％民眾憂兩岸開戰、65.4％減少對政府信任度」（林
讓均，2022年 9月 1日），調查結果依然有截然相反、兩極的情況出現。知
名國際媒體如CNN或路透社（Reuters）則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共軍演反應「超
淡定」（臺視新聞網，2022年 8月 8日）。究竟兩岸衝突的報導框架可能以何
種方式影響閱聽人？或因哪些機制引導閱聽人心中的圖像？這個攸關臺灣安
全意識的議題，均亟待未來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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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探討社群編輯如何形塑第
四次臺海危機及其框架效應。收集臉書新聞粉絲專頁社群編輯貼文，共 6,145
筆，透過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題模型分析判定新聞框架。
研究發現：第一，臉書社群編輯建構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裴洛西訪臺、
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七個新聞框架；其次，裴洛西
訪臺和緊張局勢框架分別引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第三，裴洛西
訪臺框架具有高度競爭效應，同時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本研究貢獻
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後設資料，發展
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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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中共對臺軍事威脅不僅是兩岸的臺海議題，更是全球關注的國際議題。
尤其，中共對臺的軍事威脅在 2022年 8月初升高至前所未有的狀況，被國
內外媒體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後文統一稱之）。2022年 8月 2日美國國
會眾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臺，此行是自 1997年至今睽違 25年首
度有美國國會重大領袖來臺，被視為臺美關係的一大進展，認為美國對臺可
能從戰略模糊轉變為戰略清晰，直接衝擊中美臺的三角關係（公視新聞網，
2022年 8月 11日 a）。對中共而言，裴洛西訪臺為美國嚴重違反「一個中國
原則」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是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的挑釁行為，將此
行稱之為「裴洛西竄臺」，同時為表達堅決立場，中共升級軍事手段，以包
圍臺灣的方式舉行長達數日的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形同變相封鎖臺灣（公
視新聞網，2022年 8月 11日 b），許多國內外媒體擔心戰爭一觸即發，將此
次事件稱之為「第四次臺海危機」，認為這是繼 1954年九三砲戰、1958年
八二三炮戰、1996年飛彈危機後臺海緊張局勢最白熱化的時刻，歷次臺海危
機相關資訊請見表 1（曾筠淇，2022年 8月 3日；Suorsa & U-Jin, 2022）。

表 1：歷次臺海危機說明表
臺海危機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時間 1954 年 1958 年 1996 年 2022 年

別稱 九三炮戰 八二三炮戰 飛彈危機 鎖臺危機

起因 共軍執行奪臺作戰 中共逼蔣介石放棄金
門，達收復目的

中共不滿 1995 年李登
輝訪美，並有意阻止
李參選總統大選

中共不滿美國眾議院
議長裴洛西率團訪問
臺灣

內容

中 共 於 1954 年 9 月 3
日向金門發起炮戰，
在 12 小時內發射 6 千
枚炮彈

中共於 1958 年 8 月 23
日對金門發起炮戰，
在 85 分鐘內發射 3 萬
餘發炮彈

中共於 1996 年 3 月對
臺進行導彈試射演習

中 共 於 2022 年 8 月 4
日 至 8 月 7 日 對 臺 周
邊進行軍事演習，形
同鎖臺

資料來源：曾筠淇（2022 年 8 月 3 日）。

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新聞媒體的報導將影響身處於危機情境下臺灣
民眾的態度與看法，尤其，社群媒體對民眾的影響不容小覷。Iannarino et 
al.（2015）指出針對複雜且重大的危機事件，由於民眾難以第一手親身接觸，
將會由新聞媒體來定義事件的意義、價值與原因，並協助閱聽人瞭解新聞
事件與提供道德判斷的觀點。同時，在新聞使用行為方面，《路透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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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2）（Newman et al., 2022）指
出全球 46個國家（含臺灣）的民眾新聞使用行為與趨勢有幾個特徵，如民
眾主動迴避新聞、網路和社群媒體已取代傳統新聞媒體，且臉書為主要的新
聞來源。因應社群媒體的普及與民眾的媒體使用習慣的改變，衍生了一個新
的新聞職位─社群編輯（劉昌德，2020；劉慧雯，2020；Neilson & Gibson, 
2022），負責將新聞放置到社群媒體，兼具守門者與行銷者的角色（Fer-
rer-Conill & Tandoc Jr, 2018; Lischka, 2021），但目前卻很少研究聚焦於新聞
框架者的角色（劉慧雯，同上引；Wasike, 2013）。因此，本研究將關注臉書
的社群編輯如何影響臺灣民眾對於第四次臺海危機的態度與認知。
基於框架理論，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發展「情

緒─認知框架」（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概念，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
用者、使用者間的框架效應。以下針對社群編輯在新聞學、危機情境的角色
定位、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方法的創新應用，以及臉書情緒反應如何拓展框
架理論等三個面向發展研究問題。

貳、	文獻探討

根據 De Vreese（2005）的框架整合過程模型（integrated process model 
of framing），框架包含兩階段的過程，分別為新聞媒體的框架建構（fram-
ing-building），與對個人或社會的框架設定效應（framing-setting）。
前者關注新聞媒體怎麼說，相關文獻常將此類新聞框架定義為新聞媒體

透過強調或排除某些關鍵字、詞彙、刻板印象、圖像、新聞來源、暗喻、舉
例、引用等方式，來詮釋特定新聞事件本身（Valenzuela et al., 2017）。換言
之，新聞框架透過選擇、強調和呈現等方式來建構新聞事件；後者則關注閱
聽人怎麼想，即新聞媒體對閱聽人的框架效應。研究指出新聞框架會影響人
們對議題或事件的了解、評估、詮釋、態度，但框架效應是新聞框架與個人
先前知識、傾向、經驗的互動結果（Carfora et al., 2021; De Vreese, 2005）。
因此，對本研究而言，臉書社群編輯為新聞框架者，而臉書使用者則是

被框架者，臉書使用者對新聞框架的情緒反應為框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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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情緒為發文導向的社群編輯

社群編輯（social media editors），或稱社群經營者（social media manag-
ers），在臺灣的社群編輯則被暱稱為「社群小編」，或簡稱「小編」（後文
統一稱「社群編輯」）（劉昌德，2020；劉慧雯，2020；Neilson & Gibson, 
2022），其主要的工作是挑選新聞，發布至新聞組織所經營的社群媒體帳號，
在發布的過程中，會針對新聞報導添加標題、引言、摘要、眉批或是標籤，
以吸引使用者點閱、互動、留言，並導流至自身的新聞網站，角色類似傳統
新聞中「守門人」、「框架者」的角色，對使用者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理解上
有潛在的影響力（劉昌德，同上引；劉慧雯，同上引）。
然而，許多研究者指出，社群編輯並非傳統的新聞工作者，他深受社群

媒體運作邏輯影響，經常面臨新聞專業與商業行銷的壓力與矛盾（劉昌德，
2020；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因應社群媒體的社交特
性與演算法機制，社群編輯需時時掌握社群媒體的各種互動或參與指標，如
點閱數、分享數、按讚數、留言數等，同時也要了解演算法的變化與趨勢，
這些數據不僅成為經營社群媒體方針，也間接影響新聞產製的方向（Neilson 
& Gibson, 同上引）。此外，社群編輯雖然不是第一線採訪新聞，但卻是第一
線與社群媒體使用者互動的人，其經常透過擬人化、親切、有個性的方式，
來經營社群粉絲，因此社群編輯扮演著以閱聽人為導向（audience-oriented）、
數據導向的「行銷者」、「公關人員」、「社群創建者」的角色。
情緒訴求是社群編輯最常採取的方式。以臺灣媒體環境為例，劉昌德

（2020）探討社群媒體如何轉化新聞專業，發現社群編輯在內容報導與專業
上與傳統的新聞專業價值背離，社群編輯普遍改寫標題，在內容上更重視情
感互動、去政治化、行銷導向，軟性新聞高於硬性新聞，尤其，臉書的新聞
貼文在「情緒或互動型」的標題數量上遠高於新聞網站與通訊軟體。此外，
從心理學的負面偏見觀點而言，許多研究發現負面的新聞內容，更容易驅動
社群媒體的各種指標，如分享、評論、按讚等，尤其政治相關的新聞更是如
此（De León & Trilling, 2021; Heiss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以
觸發使用者情緒作為發文策略的社群編輯，在面對國家危機情境時，其發文
策略對使用者情緒的影響。
在國家危機情境下社群編輯的情緒導向策略，將影響使用者對於危機的

認知解讀與情緒反應，凸顯在新聞專業取向與商業行銷取向的兩難與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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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2007）指出新聞媒體在國家危機情境中，具有事實傳達、現況分析、
提供安撫與情緒支持、指引行動方針等功能，尤其在政治、公眾安全與反恐
議題上，會避免引起不安的報導。換言之，對於新聞專業取向而言，社群編
輯要考量到媒體的社會功能。然而，劉慧雯（2020）的研究卻發現，雖然
社群編輯在處理硬新聞（如公共安全、國際關係）較會遵守新聞既有框架，
採取新聞一致詞彙的程度較高，但同時也傾向在硬事實上加上更情緒化的詞
彙，尤其，社群媒體所使用的詞彙數、總字數遠低於新聞，在使用者注意力
有限的情況下，這些具有提示性、情緒化的詞彙將具有強大的框架效應。雖
然該研究未進一步探討社群編輯框架對使用者的影響，但卻凸顯在國安情境
中，社群編輯的發文策略對使用者情緒、認知上的影響力。
目前多數社群編輯相關研究關注其角色定位的問題（劉昌德，2020；

Ferrer-Conill & Tandoc Jr, 2018；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
Tsuriel et al., 2021），僅少數探討社群媒體的框架效應（劉慧雯，2020；
Wasike, 2013）。如Wasike（同上引）探討社群編輯如何透過 140個字的推文
來與使用者互動，並使用那些新聞框架，而劉慧雯（同上引）則是探討社群
編輯的發文框架和新聞報導框架差異。延續Wasike（同上引）和劉慧雯（同
上引）的研究，本研究將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在危機情境中作為新聞框架
者來形塑第四次臺海危機。

二、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情境下建構的新聞框架

本研究探討臉書社群編輯作為新聞框架者，如何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
建構新聞框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臉書使用者的瀏覽習慣凸顯出臉書社
群編輯具有潛在的框架影響。根據眼動追蹤瀏覽臉書新聞的研究，發現每篇
新聞平均停留約 6秒鐘，其中以標題、臉書社群編輯寫的內容停留時間最高
（Dvir-Gvirsman, 2019），只有當新聞內容與其態度一致及來源可信度較高
時，才會進一步點閱新聞連結（Sülflow et al., 2019），可見標題與社群編輯
貼文比其他資訊更能在短暫的時間對使用者造成影響。其次，過去研究指出
相較於軟性新聞，臉書社群編輯在硬性新聞的處理上，由於較難取得另類新
聞來源，雖然仍會在貼文中加入情緒性用語，但與新聞原文的一致性高，較
遵守新聞既有框架（劉慧雯，2020），而本研究所探討第四次臺海危機屬硬
性新聞，讓社群編輯難有改作或重置重點的空間，因此，透過臉書社群編輯



JCRP, 13(2), July 202378

的做摘要及下註解，前者可以一窺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後者則可
以了解其對使用者情緒的影響。第三，臉書社群編輯作為新聞框架者，其對
於新聞事件擁有較大的話語權，且其框架將影響臉書使用者對新聞事件的認
知與情緒。劉慧雯（同上引）指出臉書社群編輯貼文的位階高於一般使用者
的留言，在新聞臉書粉絲專頁上，只有臉書社群編輯有權限可以發文且被所
有使用者看見，而一般使用者的意見都被集中於留言區，當留言越多，則越
稀釋一般使用者的話語權力量；尤其，臉書社群編輯經常從新聞原文摘要出
較短、較強烈、較情緒性的詞彙來為使用者「劃重點」，在使用者注意力有
限的情形下，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建立使用者對特定新聞事件的認知與態度。
在框架理論研究中，探討框架者所建構的認知框架時，研究者關注新聞

媒體如何描述新聞事件，例如強調和弱化新聞事件中某些議題或面向的重要
性，或是透過不同的語法架構、來源、例子、論述方式等，其認為這些新聞
框架的方式足以影響閱聽人對新聞事件的認知與解讀（Feng et al., 2012; Ian-
narino et al., 2015; Kühne et al., 2015）。由於認知框架取徑關心框架者怎麼說，
因此，研究者從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s）或特定議題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s）的分類來檢視新聞框架（De Vreese, 2005）。De Vreese（同上引）指
出特定議題框架是針對特定主題或事件所建構的新聞框架，如該新聞媒體從
哪些面向報導特定主題，其優點在於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該主題或事件的特殊
性與細節。相對而言，通用框架則是不受主題限制，較能進行跨時間、跨文
化的比較，然而，De Vreese（同上引）彙整過去研究時，卻發現不同學者對
通用框架的內涵定義不同，有的從新聞價值的角度定義通用框架、有的關注
政治議題如何運用策略框架，將策略框架視為通用框架、有的則將通用框架
區分為衝突、經濟影響、人類利益、道德、責任等五類新聞框架。由上可知，
雖然 De Vreese（同上引）認為通用框架較具有複製性、推論性，但卻隨著
不同學者的定義而有所不同，間接降低了其推論範圍，而特定議題框架則更
貼近反映新聞事件的特殊性（De Vreese,同上引 ; Valenzuela et al., 2017）。由
於本研究關注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形塑人們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認知，因此，
將採取特定議題框架的方式，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如何國家危機期間強調或弱
化哪些議題或面向。提出研究問題一：

RQ1: 針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新聞貼文，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
架及各框架的關鍵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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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

臉書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ons），是臉書為了讓使用者得以用新穎、
簡單的方式來與臉書發文者、內容或其他使用者進行情緒互動，在原本按讚
（like）的功能上進行擴充，加入了多種類似表情符號的情緒反應按鈕，於
2016年新增大心（love）、哈（haha）、哇（wow）、嗚（sad）、怒（angry），
並於 COVID-19疫情期間又再新增加油（care）情緒反應，目前共計七種情
緒反應（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值得一提的是，臉書情緒反應不同
於表情符號（emoji），臉書情緒反應是臉書平�預設的功能，讓使用者得以
與內文、其他使用者互動，而表情符號則是可以使用者自由編輯加入文字訊
息中，提供協助表達情感、強調訊息、調節語調的功能（同上引）。
許多學者對臉書情緒反應的不同稱呼，凸顯出臉書情緒反應的特殊性，

如 Carr et al.（2018）將之稱為「一鍵回饋線索」（one-click feedback cues），
Eberl et al.（2020）稱為「帶有情緒標籤的反應」（emotionally labeled re-
sponses），Sturm Wilkerson et al.（2021）則從可供性的觀點，將之稱為「情
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從上述的不同稱呼可知，臉書情緒反應可
提供類似語言的數位功能（paralinguistic digital affordance），使用者可以透
過一個極為簡單的按鈕進行回饋，相較於留言，是認知付出較低、輕度參與
的互動行為；同時，一鍵也反映出情緒間的互斥性，使用者只能擇一種最為
貼切的情緒，讓人們得以表達更為細緻的情緒，而非意義較為鬆散的按讚或
是多元選擇。這些情緒反應不僅讓使用者、平�、社群行銷經營者得以了解
臉書使用者更細緻的情緒變化，對於研究者而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早期研究多關注留言、分享行為，按讚數被視為互動參與度指標的一環

（Mocanu et al., 2015; Rauschnabel et al., 2012）；然而，隨著臉書情緒反應
的擴充，許多研究者回應「新聞學向情緒轉」（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
ism）的呼籲，從情緒的觀點探討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領域上的可能性與潛
力（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本研究將臉書情緒反應的相關研究歸納
為三個取徑：第一種是從文本內容或語法結構探討引起臉書情緒反應的因素，
此類研究多以臉書爬蟲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如 Sturm Wilkerson et al.（同
上引）基於情商理論（the theory of affective intelligence），收集 2016年美國
選舉期間偏左、偏右超政黨臉書新聞粉絲專頁的 4,236則貼文，探討政治主
題、修辭、風格、情緒訴求如何引起不同的情緒反應。第二種研究取徑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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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臉書情緒反應對於使用者態度或行為的影響，如Masullo & Kim（2021）
透過網路實驗法，探討不文明更正訊息上的按讚數和按怒數是否會影響人們
對於更正訊息的可信度與更正效果。第三種研究取徑則從臉書使用者的角
度，探討其使用不同臉書情緒反應的原因，如 Scott et al.（2020）透過問卷
調查法探討五大人格特質理論與自戀人格如何影響人們使用不同的臉書情緒
反應。
然而，臉書情緒反應包含讚、大心、哈、哇、嗚、怒、加油等七個情緒

反應，並非所有情緒反應都是研究者分析的目標。研究者指出在臉書情緒反
應中，大心反應可確切歸類為正面情緒，且怒、嗚反應可明確歸類為負面
情緒（De León & Trilling, 2021; 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2020）；哈、哇
反應則可能被用於正面或負面（如諷刺）的表達，因此，較難以歸類（Jost 
et al., 同上引）；而讚則是使用原因模糊性最高的臉書情緒反應，Gerlitz & 
Helmond（2013）指出按讚可能是表達不同的情緒反應，如興奮、認同、同
情、了解或諷刺，因此，除了早期探討臉書按讚經濟或是互動參與率，在探
討情緒研究中較少將讚反應納入研究。
尤其，近年社群媒體被視為挑起網路論戰、民粹主義、態度極化、同溫

層、假新聞的溫床，因此，許多政治傳播相關研究特別關注「怒」與「大心」
臉書情緒反應在政治情境中的作用，以呼應憤怒與喜悅情緒，或負面與正
面的情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Eberl et 
al.（同上引）研究發現貼文內容的正、負面價性與臉書情緒反應相關，正面
內容會引起較高的大心反應，而負面內容會影響較多的怒反應。也就是說，
當在危機情境中，如果媒體在報導戰爭、恐怖主義或犯罪等負面事件時，事
件本身就容易引發負面情緒，但若能透過報導傳達熱情或是希望的正面訊
息，便能提高民眾的正面情緒。因此，本研究以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
危機期間的新聞貼文作為分析文本，以臉書情緒反應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作
為情緒指標，分析臉書社群編輯在國家危機期間的貼文如何影響臉書使用者
的正、負面情緒趨勢，藉以觀察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情境下在新聞專業倫理
與行銷上的矛盾定位。本研究認為雖然國家危機本身為負面事件，可能會產
生較高的負面情緒，但臉書社群編輯是否也會試圖報導正面訊息，安撫民眾、
引起希望、喜悅的正面情緒。故將透過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針
對臉書社群編輯在國家危機期間的角色，提出研究問題：



81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RQ2: 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引起（a）大心反應；（b）
怒反應的情緒趨勢為何？

四、臉書使用者因應危機的情緒－認知框架效應

將臉書情緒反應應用於框架效應時，本研究整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效
應，提出「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來探討臉書使用者的框架效應，其包含
臉書社群編輯與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關係、以及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關
係。Sturm Wilkerson et al.（2021）指出臉書情緒反應具有情感可供性（af-
fective affordance），代表「可以表達情緒，同時也可以被情緒影響」（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換言之，其認為臉書情緒反應不僅讓臉書使用者得
以透過臉書預設的情緒按鈕來針對內容表達不同的情緒，同時，也是一種影
響他人被情緒影響的線索，進而激發更多的情緒。
首先，在臉書社群編輯與使用者的框架互動關係方面，許多研究者指出

框架效應不僅是認知過程的影響，其更應考量情緒評估的過程（Kühne et al., 
2015; Lee & Chen, 2021）。Kühne et al.（同上引）指出情緒的評估理論很適
合用來解釋新聞框架如何影響情緒，其認為情緒的評估可能藉由有意識的認
知評估或衡量，產生情緒反應，也可能透過無意識的狀態下，因新聞框架自
動活化了個人過去情緒經驗，而產生情緒反應，這兩種途徑凸顯出框架效應
具有認知和情緒的雙重特性。誠如 Nabi（2003）所言，某些特定的詞彙、圖
像經常和某一組情緒相連結時，這個連結就會形成一種穩定的「情緒─認知
結構」（affective-cognitive structure），導致人們直覺的對某些詞彙產生相連
結的情緒反應。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情緒─認知框架」（affective-cognitive 
framing）定義為「臉書使用者對於不同的認知框架會因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
心理途徑產生情感反應，可反映出該情感反應的認知結構」。由於本研究關
注大心反應與怒反應，其在政治傳播中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意涵，大心反應是
針對訊息、議題或發文者表達極度正面的情緒，而怒反應則是表達不滿、對
抗的強烈情緒（Eberl et al., 2020），因此，透過情緒─認知框架效應，本研
究透過分析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所產生怒反應與大心反應，即可
推知正面情緒的使用者在想什麼、負面情緒的使用者在想什麼。因此，提出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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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3: 引發（a）大心反應；（b）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主要情緒
─認知框架為何？

其次，本研究認為情緒─認知框架可用來檢視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
關係。不同於過去研究僅探討框架者與被框架者間的關係，本研究認為社
群媒體的特性提供使用者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讓使用者不再是被動接收的
框架者，也可能成為主動的框架者，如 Siapera et al.（2018）指出社群媒體
的可供性讓使用者們得以透過集體行為來共同架構論述框架，稱為網絡化
框架（networked framing），因此，其研究推特上使用者關於難民議題的推
文，來探討使用者們如何共構網絡化框架。然而，當前研究多關注社群媒體
上的發文、留言、標籤等文字類型的框架效應（Siapera et al., 同上引 ; Zhao 
& Wang, 2022），卻忽略臉書情緒反應亦是意見表達的一種形式（Pang et al., 
2016）。臉書情緒反應可被作為一種策略性的使用與意見表達（Masullo & 
Kim, 2021; 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同時，臉書情緒反應也可以作為
一種捷思性思考的影響線索（Masullo & Kim, 同上引）。因此，本研究認為
臉書情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可作為透過一鍵表達意見，作為一種宣稱，
換言之，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不僅是對媒體認知框架表達意見，同時也是在對
其他臉書使用者表達意見，試圖引起其他使用者的情緒反應，導致怒反應和
大心反應的使用者產生一種框架競爭的效應。故提出研究問題：

RQ4: 針對不同的第四次臺海危機情緒─認知框架，引發大心反應與怒
反應程度是否有差異？

RQ5: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情緒─認知框架的互動關
係為何？

參、	研究方法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使用由�灣意藍公司所開發的 Opiview社群口碑資料庫進行資料
收集，該資料庫收錄 12萬個以上的頻道內容（包含社群網站、討論區、新
聞網站、部落格、問答網站等），透過 24小時不間斷地爬文，獲取較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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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輿情資料，可提供文字探勘研究所需的資料來源（意藍資訊，n.d.）。
因此，本研究透過該資料庫收集臉書新聞頻道與第四次臺海危機的相關貼
文，使用關鍵字檢索與設定媒體頻道的功能，以「裴洛西、佩洛西、波洛西、
共軍、解放軍、軍演、軍事演習、軍事訓練、�海、兩岸」為關鍵字，收集
由 2022年 7月 20日 8月 20日一個月期間臉書粉絲專頁的新聞貼文與互動
指標數據（如臉書情緒反應數、分享數、留言數等），蒐集來自 443個媒體
頻道共 26,781筆臉書貼文。接著，在 443個媒體頻道中篩選有超過 100萬
粉絲數的新聞媒體，以代表我國臉書平�上的主要新聞媒體（見附錄），最
後，獲得來自 18個粉絲專頁共計 6,145筆臉書貼文，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

本研究資料收集時間界定於 2022年 7月 20日至 8月 20日一個月，以
了解第四次臺海危機前、中、後不同時期的變化。近年來，中共持續強化對
臺的軍事威脅，透過解放軍共機擾臺與軍艦繞臺巡航等行動，持續加深兩岸
局勢的緊張，然而，8月 2日至 8月 3日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西訪臺（公視
新聞網，2022年 8月 11日 a），觸發中共發起 8月 4日至 8月 7日的鎖臺軍
事演習與 8月 8日至 8月 10日中共東部戰區演習活動（同上引，2022年 8
月 11日 b），讓兩岸間軍事衝突危機升高到前所未有的景象，戰事一觸即發，
國內、外媒體將此次事件稱之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曾筠淇，2022年 8月
3日；Suorsa & U-Jin, 2022），因此，本研究將 7月 20至 8月 1日、8月 2
日至 8月 10日、8月 11日至 8月 20日區分為危機前、中、後階段，以檢視
危機不同階段框架效應的變化。

二、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定義為「臉書社群編輯針對新聞事件所撰
寫的標題、引言、摘要、眉批或是標籤，以吸引使用者點閱、互動、留言」，
換言之，本研究關注臉書社群編輯如何透過自身的語言在貼文上描述第四次
臺海危機，而非是其所引用或轉貼的相關連結或是新聞正文。由於 Opi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所爬取的臉書貼文內容中會註記「以下為轉貼文章」做為區
隔，因此，本研究將刪除含「以下為轉貼文章」的後方內容。同時，針對未
完整抓取的貼文內容，透過 Python爬蟲的方式進行爬取與整理，以確保資
料分析的完整性。
其次，針對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進行資料前處理，以正規表達式（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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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進行文字前處理，篩選掉網址、停用詞等雜訊，接著使用中央研
究院詞庫小組所開發的 CKIP Tagger開源中文處理工具來進行斷詞（Li, P. H. 
et al., 2020），在斷詞時使用 n-grams，進行多詞的匹配，以確保內容斷詞的
正確度。

三、分析策略

針對研究問題一，為了解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建構的新
聞框架，本研究將採用自動化主題模型分析中的 LDA主題模型分析，來探
討臉書社群編輯的新聞框架。LDA主題模型分析是一種非監督式的機器學
習，電腦會根據文本中詞彙的分布來辨識某一組詞彙經常共同出現（co-oc-
currence）的模式，透過電腦自動運算，可判別整體文本的潛在主題分類、
各主題的共現詞彙與各則文本的主題權重（傅文成等人，2021；Jacobi et al., 
2016）。Jacobi et al.（同上引） 指出相較於傳統由人工編碼的內容分析，
LDA主題模型分析是能快速分析出大量新聞文本新聞內容主題與趨勢的有
效工具。以框架研究而言，框架是透過強調或排除某些的關鍵字、詞彙等方
式，來詮釋特定新聞事件本身（Valenzuela et al., 2017），而 LDA結果可呈
現某個特定主題如何反覆強調特定詞彙的組成與共現，形塑民眾對新聞事件
的認知；同時，根據 Nabi（2003）情緒─認知結構的觀點，特定一組詞彙
的共現也經常與某一種情緒相連結，因此，LDA所產生的主題屬於特定議
題框架，貼近該新聞事件的特殊性，且 LDA所產生的主題結果不僅可用來
檢視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亦可進一步檢視對使用者所產生的情
緒─認知框架效應。本研究在執行 LDA主題模型分析時，使用 Python程式
語言庫中 Gensim套件（Řehůřek, 2022），進行主題模型分析（McCallum, 
2002），以判斷臉書社群編輯貼文所建構的新聞框架，同時，為了解各框架
的關鍵詞，則透過機器分類各主題後，列出權重前 15個關鍵詞，以了解社
群編輯在該框架最常使用的用語。
針對研究問題二，為了解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引

起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趨勢，本研究將採用Muraoka et al.（2021）方式，
計算每則臉書社群編輯貼文的大心反應比例和怒反應比例，並以每日為單位
做平均分析，計算當日的情緒反應值，以此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例如，有一
則貼文獲得 15個讚、2個大心、4個哈、6個哇、8個嗚、10個怒、5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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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則該貼文獲得的大心反應比例為 2／ 50，而怒反應比例為 10／ 50；接
著計算當日的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值，假設當日有 5則貼文，其大心反
應比例分別為 0.2、0.3、0.4、0.5、0.6，而怒反應比例分別為 0.5、0.6、0.7、
0.8、0.9，則當日的大心反應值和怒反應值分別為 0.4和 0.7。此外，將援引
Muraoka et al.（同上引）所發展的情緒極化指標（emotional polarization），
其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中大心反應和怒反應間的對比差異，來凸顯該則貼文所
引起的情緒極化程度。當情緒指標小於 1時，代表大心反應高於怒反應，而
當情緒指標大於 1時，則怒反應高於大心反應。同樣的，在檢視情緒極化趨
勢時，情緒極化值亦以每日為單位做平均分數計算。情緒極化指標計算公式
如下：

情緒極化指標 ＝
怒反應比例＋1

大心反應比例＋1

針對研究問題三，為了解引發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第四次臺海危機之主
要情緒─認知框架，本研究將「情緒─認知框架」操作型定義為「伴隨不同
臉書情緒反應程度的新聞框架」，故透過計算每個主題的怒反應數（或大心
反應數）佔整體怒反應數（或大心反應數）的百分比，即可得知臉書使用者
對於不同新聞框架的怒反應（或大心反應），不僅可以得知哪個新聞框架是
引起最高怒反應和大心反應，同時，也可推知怒反應和大心反應的使用者對
於不同新聞框架的負面情緒與正面情緒情形。
針對研究問題四，為了解不同的第四次臺海危機情緒─認知框架，引發

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程度是否有差異，本研究採用相依樣本 t檢定，比較個別
新聞框架在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針對研究問題五，援以雙歧態度的公式來探討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

─認知框架互動關係。雖然雙歧態度公式多用於分析個人同時擁有高度正面
與高度負面的雙重情緒（張卿卿，2017；Thompson & Zanna, 1995），但本
研究認為亦可適用於探討個別新聞框架中怒反應與大心反應間的互動關係。
首先，計算每個新聞框架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平均值，接著使用雙歧態度公
式計算出每個新聞框架的情緒雙歧值。因此，當新聞框架的情緒雙歧值大於
0且正值越大時，代表該新聞框架同時有許多使用者透過怒反應和大心反應
在表達情緒、競爭意見；若情緒雙歧值等於 0，代表該新聞框架沒有使用者
回饋怒反應和大心反應；若情緒雙歧值低於 0且負值越大時，代表該新聞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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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由單一情緒（怒反應或大心反應）所主導，沒有另一情緒出現。計算公式
如下：

新聞框架情緒雙歧值＝
（新聞框架大心反應數平均值＋怒反應平均值）÷2

｜新聞框架大心反應數－怒反應數｜

肆、	分析結果

一、臉書社群編輯在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建構的新聞框架

針對研究問題一，本研究以 LDA主題分析模型來檢視臉書社群編輯建
構的新聞框架。首先，為決定新聞框架數量，透過 Gensim 套件中 Mallet 
LDA 工具來優化主題模型計算過程，經過迭代計算 2至 9個主題數量的主
題一致性分數，發現模型一致性分數最高者為 7個主題（見圖 1），因此，以
7個主題分類作為新聞框架。

圖 1：主題一致性分數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根據框架理論中強調框架的概念，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如何呈
現不同的新聞面向，並如何強調特定新聞框架，可透過 LDA主題分析的結
果來說明。檢視各主題的前 15個共現關鍵詞與對應的新聞貼文內容來決定
新聞框架命名（見表 2）。依據新聞框架的貼文數量凸顯臉書社群編輯愈強調
的新聞框架的重要性，依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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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主題／新聞框架的關鍵詞

新聞框架 貼文數量
（百分比） 關鍵詞

主題一
解放軍軍演 1160（18.9%）

‘0.097*“軍演” + 0.075*“共軍” + 0.035*“解放軍” + 0.024*“國防
部” + 0.019*“國軍“ + 0.018*“飛彈” + 0.013*“美軍” + 0.013*“演習” 
+ 0.008*“軍艦” + 0.007*“空軍” + 0.007*“戰機” + 0.007*“持續” + 
0.007*“海軍” + 0.006*“共機” + 0.006*“海域”’

主題二
緊張局勢 1115（18.1%）

‘0.027*“中共軍演” + 0.016*“綠豆糕” + 0.014*“民眾” + 0.014*“快訊” 
+ 0.014*“真的” + 0.014*“波洛西” + 0.012*“瑪格麗特” + 0.012*“曝
光” + 0.011*“中國大陸” + 0.008*“抗議” + 0.008*“路摸思編” + 
0.007*“蘋果解煩憂解無聊” + 0.007*“緊張” + 0.007*“夏立言” + 
0.007*“粉紅”’

主題三
裴洛西訪臺 963（15.7%）

‘0.263*“裴洛西” + 0.021*“蔡英文” + 0.013*“美國眾議院議長” 
+ 0.013*“行程” + 0.009*“直播” + 0.009*“小時” + 0.008*“live” + 
0.007*“南韓” + 0.006*“nancy_pelosi” + 0.006*“關注” + 0.006*“總
統府” + 0.006*“胡錫進” + 0.006*“裴洛西 Pelosi nancy” + 0.005*“今
晚” + 0.005*“晚間”’

主題四
美中臺關係 812（13.2%）

‘0.073*“美國” + 0.022*“北京” + 0.014*“回應” + 0.011*“訪問” 
+ 0.010*“拜登” + 0.010*“�北” + 0.010*“白宮” + 0.009*“總統” + 
0.008*“警告” + 0.008*“訪問�灣” + 0.008*“政治” + 0.008*“挑釁” 
+ 0.008*“民主” + 0.008*“報導” + 0.007*“習近平” ’

主題五
臺海問題 730（11.9%）

‘0.081*“中共“ + 0.032*“�海“ + 0.029*“大陸“ + 0.023*“兩岸“ 
+ 0.014*“專家“ + 0.013*“軍事“ + 0.010*“政府“ + 0.010*“威脅“ + 
0.008*“危機“ + 0.007*“�灣“ + 0.007*“�海危機“ + 0.007*“封鎖“ 
+ 0.006*“海峽中線“ + 0.006*“關係“ + 0.006*“和平“ ’

主題六
經濟影響 692（11.3%）

‘0.061*“中國” + 0.044*“�灣” + 0.019*“日本” + 0.012*“影響” + 
0.011*“�積電” + 0.010*“國際” + 0.008*“新聞” + 0.008*“全球” 
+ 0.008*“世界” + 0.007*“�股” + 0.007*“引發” + 0.007*“未來” + 
0.006*“第一” + 0.006*“網友”+ 0.006*“制裁”’

主題七
各界反應 673（11.0%）

‘0.130*“�灣” + 0.037*“中國” + 0.031*“佩洛西” + 0.015*“支持” 
+ 0.015*“外交部” + 0.011*“國家” + 0.008*“掌上明珠” + 0.008*“國
民黨” + 0.008*“擔心” + 0.006*“軍方” + 0.006*“中國大陸” + 
0.005*“民進黨” + 0.005*“代表” + 0.005*“希望” + 0.004*“外界”’

註：‘0.097*“軍演”表示「軍演」在該主題內佔比為 9.7%，依此類推。資料來源：
作者自行整理。

臉書社群編輯最主要強調的新聞框架為主題一，共有 1,160則貼文
（18.9%），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主題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故
本文將主題一的新聞框架命名為「解放軍軍演」。關鍵詞包含軍演、共軍、
解放軍、國防部、國軍、飛彈、美軍、演習、軍艦、空軍、戰機、持續、海軍、
共機、海域，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對於大陸持續的軍演，美軍也是
持續警戒 #軍演 #共軍 #美軍 #雷根號（TVBS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9日）」。 
第二個新聞框架有 1115則貼文（18.1%），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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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題強調裴洛西訪臺造成兩岸情勢緊張且不斷更新現況，故本文將主題二
的新聞框架命名為「緊張局勢」。關鍵詞包含中共軍演、綠豆糕、民眾、快訊、
真的、波洛西、瑪格麗特、曝光、中國大陸、抗議、路摸思編、蘋果解煩憂
解無聊、緊張、夏立言、粉紅，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美眾議長裴洛
西將抵臺 臺海危機再起？該害怕嗎？（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2
日）」。值得一提的是，在「緊張局勢」新聞框架中的關鍵詞出現三個臉書
社群編輯的暱稱，如「綠豆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
果解煩憂解無聊」《蘋果即時新聞》，進一步檢視其發文內容與風格，發現其
善用隱喻、誇張、情緒性用語，且以擬人化的方式與網友互動，如「#綠豆
糕：真的是穿粉紅嗆小粉紅嗎？那小粉紅不就要玻璃心碎滿地了 #裴洛西 #穿
搭（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4日）」、「兩岸緊張、藍營訪中引民
怨　藍青年連署 10多人喊停 #路摸思編：自家青年都挺不起來⋯（三立新
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11日）」。
第三個新聞框架有 963則貼文（15.7%），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

主題強調裴洛西訪臺的現場與相關活動，故本文將主題三的新聞框架命名為
「裴洛西訪臺」。關鍵詞包含裴洛西、蔡英文、美國眾議院議長、行程、直播、
小時、live、南韓、nancy_pelosi、關注、總統府、胡錫進、裴洛西 Pelosi 
nancy、今晚、晚間，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LIVE／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今晚抵臺蘇貞昌最新說明〉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亞洲行深受各界矚目，
據了解，她將於今天（2日）晚上 22時 20分抵達松山機場，並投
宿於君悅酒店，預計明天（3日）下午離開臺灣。 #裴洛西 #蘇貞
昌 #眾議院（中時新聞網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2日）。

第四個新聞框架有 812則貼文（13.2%），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
主題強調美中臺關係如何因裴洛西訪臺產生變化，故本文將主題四的新聞框
架命名為「美中臺關係」。關鍵詞包含美國、北京、回應、訪問、拜登、�北、
白宮、總統、警告、訪問�灣、政治、挑釁、民主、報導、習近平，對主題
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拜習通話：美國總統拜登臺北時間 28日晚間，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進行了 2個多小時通話，兩人 4個月來的首次對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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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臺灣問題再度讓美中對峙升溫。面對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可能造訪臺灣，北京當局不斷升高警告（天下雜誌臉書粉專，

2022年 7月 30日）。

第五個新聞框架有 730則貼文（11.9%），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
主題強調本次軍演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定位，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故本文
將主題五的新聞框架命名為「臺海問題」。關鍵詞包含中共、�海、大陸、
兩岸、專家、軍事、政府、威脅、危機、�灣、�海危機、封鎖、海峽中線、
關係、和平，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

完整收聽專家如何看臺海危機？ --從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經過兩天一夜的旋風式訪臺後，中國『氣到跳腳』，
宣布在臺周圍 6海域啟動大規模的實彈軍事演習，一連串恫嚇動作
不斷，也讓人回想起 1996年臺海危機，甚至有學者專家直言，此
次危機恐怕還超越當年（今周刊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19日）。

第六個新聞框架有 692則貼文（11.3%），從關鍵詞和貼文內容可知，此
主題強調中共軍演對我國與國際的經濟影響，故本文將主題六的新聞框架命
名為「經濟影響」。關鍵詞包含中國、�灣、日本、影響、�積電、國際、
新聞、全球、世界、�股、引發、未來、第一、網友、制裁，對主題貢獻度
較高的貼文如：

〈臺積電劉德音：戰爭下沒有贏家〉

拜習第五次通話，臺灣議題再度成為全球焦點。關鍵時刻，8
月 1日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接受《CNN》專訪，中國是否可能武
力犯臺，以及臺積電領先全球的秘密。《遠見》整理三大重點一次

看。??重點一：若中國侵臺，晶片就不再是重點 ??重點二：中國
和臺灣在供應鏈上緊密，未必是壞事 ??重點三：臺灣和臺積電受
益於和平與人才（遠見雜誌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1日）。

貼文則數最低的新聞框架僅有 673則貼文（11.0%），從關鍵詞和貼文內
容可知，此主題強調各界針對裴洛西來臺的擔憂與反應，故本文將主題七的
新聞框架命名為「各界反應」。關鍵詞包含�灣、中國、佩洛西、支持、外
交部、國家、掌上明珠、國民黨、擔心、軍方、中國大陸、民進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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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外界，對主題貢獻度較高的貼文如：「小英要大家別擔心，但事實就
是別的國家已經開始擔心了 #菲律賓 #撤僑 #兩岸 #民進黨（中時新聞網臉
書粉專，2022年 8月 8日）」。此外，在此新聞框架中的關鍵詞亦發現一個
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為「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此社群編輯的特色在於善
用引用政治人物談話內容來為使用者劃重點，如「#掌上明珠：吳釗燮提到，
現在能做的就是向中國展現臺灣的毫無畏懼！（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8日）」、「#掌上明珠：安倍名言：『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安
倍 #日本（三立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9日）」。
綜上所述，臉書社群編輯所強調的認知框架依序為解放軍軍演、緊張局

勢、裴洛西訪臺、美中臺關係、臺海問題、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共七個新
聞框架，由此可知，在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聚焦於軍演動態、緊張局勢與
裴洛西動態，凸顯出其能在危機期間扮演告知重要訊息的角色，同時，也善
用動態更新發布的功能，持續發布最新情況與動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關鍵詞中出現許多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如緊張局勢框架中的「綠豆
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果解煩憂解無聊」《蘋果即
時新聞》、各界反應框架中的「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檢視這些包含臉書
社群編輯暱稱的發文內容與風格，發現其善用隱喻、引用名人、誇張、情緒
性用語等特色，且以擬人化方式與網友互動，尤其是《三立新聞》特別明顯。
此外，進一步檢視在危機不同階段的新聞框架（見圖 2），研究發現在危

機前階段，以美中臺關係框架（221則）最高，裴洛西訪臺框架次之（148
則），其餘的框架均未達 100則，可見危機前期多聚焦於裴洛西來臺的可能
性與行程安排，並將因此造成美中臺關係的變化；在危機中階段，以解放軍
軍演（973則）、緊張局勢（895則）、裴洛西訪臺（790則）的新聞框架為主，
其他新聞框架均未高於 500則，由此可見，在危機中期聚焦於裴洛西訪臺的
行程，同時，也因裴洛西實際造訪臺灣而引起中共對臺實施軍演，造成緊張
局勢、牽動經濟影響、興起臺海問題歷史上的第四次臺海危機、引發各界擔
心開戰的可能性；在危機後階段，除了裴洛西訪臺框架（25則），其他相關
框架仍持續關注，均高於 100則，其中以緊張局勢框架最高（150則），可見
在危機後期雖然裴洛西已離開臺灣（裴洛西訪臺框架最低），但卻造成國人
反思兩岸軍事層面上的緊張局勢應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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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危機各階段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的情緒反應趨勢

針對研究問題二，本研究探討第四次臺海危機期間，臉書社群編輯貼文
引起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趨勢。首先，以第四次臺海危機前、中、後為
期一個月來檢視大心反應和怒反應的情緒反應趨勢，根據圖 3可知，以情緒
為發文導向的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引起的怒反應比例普遍高於大心反應比
例，換言之，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所引起的負面情緒高於正面情緒。其中，
怒反應比例較高的時間點分別為 7月 24日與 8月 10日，檢視貼文，發現 7
月 24日聚焦於推測裴洛西訪臺可能會升高中共對臺軍事威脅，而 8月 10日
則聚焦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於中共軍演期間訪中。雖然整體情緒趨勢為負
面，但卻發現在 7月 29日、8月 12日、8月 17日三日，大心反應比例高於
怒反應比例，檢視貼文，發現 7月 29日聚焦於討論裴洛西訪臺的可能性、8
月 12日聚焦於國際對中共的制裁、8月 17日聚焦於國防院民調指出半數國
人認為美國未來會出兵助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整體趨勢怒反應比例高於
大心反應，但是，在整體的臉書情緒反應中的比例並不高（大心反應比例介
於 .004至 .014；怒反應比例介於 .008至 .028），因為多數民眾仍以按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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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反應比例介於 .222至 1）。
其次，進一步檢視危機不同階段，臉書社群編輯貼文所引起的情緒極化

程度趨勢。根據圖 4可知，無論是危機前、中、後階段，臉書社群編輯貼文
所引起的情緒極化均大於 1，代表怒反應均高於大心反應；然而，本研究也
發現相對於危機前和危機後階段，危機中的情緒極化程度相對較高，只是在
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臉書社群編輯在危機中引發較高的負面情緒。

三、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聞框架與臉書情緒反應描述性統計

在分析研究問題三至研究問題五之前，表 3為臉書社群編輯建構的新
聞框架與其臉書情緒反應的描述性統計。在所有的新聞框架中，每則貼文
的讚反應平均數介於 469.84至 1139.18個之間，大心反應平均數介於 3.59
至 20.71個之間，怒反應平均數介於 4.82至 15.56個之間，嗚反應平均數介
於 1.47至 2.72個之間，哇反應平均數介於 8.30至 17.79個之間，哈反應平
均數介於 109.75至 235.65個之間。由此可見，在所有的情緒反應數中，以
每則貼文獲得的讚反應平均數最高，其次為哈反應，第三為哇反應，接著才
是本研究關注的大心反應與怒反應。雖然大心和怒反應平均數不如讚、哇、
哈反應，但學者指出讚反應為模糊性最高的臉書情緒反應（Gerlitz & Hel-
mond, 2013），哈、哇反應也難以歸類（Jost et al., 2020），因此，目前情緒反
應的相關研究，尤其是政治傳播，仍關注大心與怒反應，代表正面與負面情
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同上引 ; Muraoka et al., 2021）。
此外，從表 3可知，平均每則貼文獲得 717.72個讚、7.33個大心、9.66

個怒、2.09個嗚、13.07個哇、181.92個哈，換言之，每則貼文約有 931.79
個使用者提供不同的情緒反應，呼應近年研究臉書情緒反應的學者們（De 
León & Trilling, 2021;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強調臉書情緒反
應在研究方法上的優勢，也凸顯臉書情緒反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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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危機期間當月的情緒反應趨勢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危機各階段的情緒極化趨勢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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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新聞框架與其臉書情緒反應的描述性統計

新聞框架 新聞
則數 讚 大心 怒 嗚 哇 哈

解放軍軍演 1160 661.49 4.24 8.29 2.34 17.13 174.65 

緊張局勢 1115 910.96 5.88 15.56 2.72 17.79 235.65 

裴洛西訪臺 963 1139.18 20.71 12.08 2.06 12.83 179.05 

中美臺關係 812 498.22 4.73 8.67 1.47 8.30 175.78 

臺海問題 730 492.96 4.08 4.82 1.93 9.54 109.75 

經濟影響 692 469.84 3.59 5.76 1.83 9.34 186.62 

各界反應 673 654.89 6.40 9.25 1.82 12.02 190.36 

整體平均數 717.72 7.33 9.66 2.09 13.07 181.92

註：各情緒反應數值代表該新聞框架每則貼文的情緒反應平均數，計算方式：新聞框
架中所有新聞貼文數量的該情緒反應數量加總後，再除以新聞則數。粗體字代表整體
的情緒反應平均數。

四、情緒─認知框架效應：臉書社群編輯與臉書使用者的框架互動

針對研究問題三，本研究認為透過分析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
所產生怒反應與大心反應，即可推知怒反應的使用者在想什麼、大心反應的
使用者在想什麼。本研究發現引起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依序為緊張局
勢（29.22%）、裴洛西訪臺（19.59%）、解放軍軍演（16.20%）、美中臺關係
（11.86%）、各界反應（10.48%）、經濟影響（6.71%）與臺海問題（5.93%）。
然而，引起大心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則有所不同，依序為裴洛西訪臺
（44.28%）、緊張局勢（14.55%）、解放軍軍演（10.93%）、各界反應（9.57%）、
美中臺關係（8.53%）、臺海問題（6.62%）與經濟影響（5.51%）（見圖 5）。
因此，回應研究問題三，引發大心反應的主要情緒─認知框架為「裴洛西訪
臺」框架；而引起怒反應的主要情緒─認知框架為「緊張局勢」框架。進一
步檢視所有貼文，發現裴洛西訪臺框架大心反應數較高的貼文為「裴洛西會
晤蔡英文 英籍男於總統府外舉牌大喊：Taiwan is a country（#蘇大俠）（即
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3日）」（大心反應數：2521），可見此框架引
發臉書使用者正面情緒的可能原因在於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與重大進
展。相對而言，在緊張局勢框架中，引起怒反應數較高的貼文為：

#路摸思編：新黨 30多人集結在君悅飯店外抗議　裴洛西將
抵臺！新黨集結抗議高喊：滾出去　遭警舉牌警告（三立新聞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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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專，2022年 8月 2日）。（怒反應數：817）

可見此框架引起臉書使用者負面情緒的可能原因是裴洛西來臺造成社會
秩序的混亂與軍事方面的緊張局勢。由此可見，在危機期間有兩派不同的意
見，抱持正面情緒的使用者認為裴洛西訪臺是個正面事件，能對臺灣帶來正
面影響；然而，抱持負面情緒的使用者則對於觸發的社會與兩岸軍事緊張感
到不滿。

圖 5：臉書社群編輯引起使用者大心反應與怒反應的情緒─認知框架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情緒─認知框架效應：臉書使用者間的框架互動

以下將從兩個面向來檢視正、負情緒使用者間的情緒─認知框架互動效
應。首先，針對研究問題四，本研究試圖了解在不同新聞框架上，使用者
們如何透過臉書情緒反應來表達相左的意見並試圖主導意見，相依樣本 t檢
定分析見表 4。結果發現怒反應數和大心反應數的平均值分別在美中臺關係
（t (811) = -3.35, p  <.01）、裴洛西訪臺（t (962) = 2.45, p  <.05）、經濟影響（t (691) 
= -2.54, p  <.05）、解放軍軍演（t (1159) = -2.54, p  <.001）、緊張局勢（t (1114) 
= -2.47, p  <.01）、各界反應（t (672) = -2.01, p  <.05）等新聞框架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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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裴洛西訪臺的新聞議題大心反應數平均值高於怒反應數平均值，
其餘的新聞框架均是怒反應數平均值高於大反應數平均值。進一步檢視裴洛
西訪臺框架在不同危機階段的情緒反應（見表 3），發現主因是危機中裴洛西
如期訪臺，意味臺美重大外交進展，該階段的大心反應平均數（23.74）遠高
於怒反應平均數（13.04），尤其貼文「裴洛西會晤蔡英文 英籍男於總統府外
舉牌大喊：Taiwan is a country（#蘇大俠）（即新聞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3日）」，獲得裴洛西訪臺框架中獲得最高大心反應數，同時也是所有新聞框
架中獲得最大心反應數的貼文。相較而言，其他新聞框架大多數的貼文則是
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可見在美中臺關係、經濟影響、
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的新聞框架上，則是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
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凸顯對社會、外交、經濟、軍事等面向上的不滿。

表 4：大心反應與怒反應在不同新聞框架的差異 t 檢定
新聞框架 大心反應數 怒反應數 自由度 t 值 p 值

平均數（標準差）

美中臺關係 4.73
（14.22）

8.67
（33.14） 811 -3.35** .001

臺海問題 4.08
（11.08）

4.82
（11.48） 729 -1.36 .174

裴洛西訪臺 20.71
（116.80）

12.08
（27.28） 962 2.45* .015

經濟影響 3.59
（12.73）

5.79
（20.89） 691 -2.54* .011

解放軍軍演 4.24
（7.49）

8.29
（30.19） 1159 -4.76*** .000

緊張局勢 5.88
（29.47）

15.56
（131.06） 1114 -2.47* .014

各界反應 6.40
（27.34）

9.25
（26.66） 672 -2.01* .045

註：*p  < .05, **p  < .01, ***p  < .001.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接著，針對研究問題五，檢視大心反應和怒反應使用者在情緒─認知框
架上是否出現相互競爭的情形（見圖 6）。研究發現新聞框架情緒反應雙歧值
依序為：裴洛西訪臺為 7.77、各界反應為 4.98、臺海問題為 3.71、美中臺關
係為 2.76、經濟影響為 2.50、解放軍軍演為 2.22、緊張局勢為 1.03。這代表
在裴洛西訪臺的新聞框架上同時有較高的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凸顯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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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進一步檢視情緒反應雙歧值較高
的貼文為：

〈LIVE／裴洛西舉行媒體互動會！美日臺 3國記者提問〉

美日臺 3國記者提問媒體們會問裴洛西什麼內容呢？一起來關
心互動會的最新情況！（#瑪姬麻吉）【相關新聞】表彰裴洛西挺
臺、提升臺美交流　蔡英文頒「特種大綬卿雲勳章」⋯⋯（ETtoday
新聞雲臉書粉專，2022年 8月 3日）。（大心反應數：226；怒反應數：
212）

代表在裴洛西訪臺框架的貼文同時有較高的大心反應數與怒反應數，凸
顯出正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裴洛西訪臺對於國人來說
是個爭議性最高的新聞框架；相反的，緊張局勢則是情緒反應雙歧值最低的
新聞框架，怒反應數明顯高於大心反應數，突顯出在緊張局勢的新聞框架上，
多數使用者展現較一致的負面情緒。

圖 6：正、負面臉書使用者對不同新聞框架的情緒反應雙歧值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	結果與討論

為探討社群編輯如何形塑第四次臺海危機，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
架整合過程模型，發展「情緒─認知框架」概念，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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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者間的框架效應。收集國內主要臉書新聞粉絲專頁於 2022年 7月
20至 8月 20日的貼文，共計 6,145筆。
透過 LDA主題模型分析判定新聞框架，主要研究發現有四：第一，危

機期間民眾負面情緒反應普遍高於正面情緒；第二，臉書社群編輯建構七個
新聞框架，依貼文則數高低來凸顯社群編輯對於第四次臺海危機所強調和弱
化的面向，依序為「解放軍軍演」（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緊張局勢」
（強調裴洛西訪臺造成兩岸情勢緊張且不斷更新現況）、「裴洛西訪臺」（強
調裴洛西訪臺的現場與相關活動）、「美中臺關係」（強調美中臺關係如何因
裴洛西訪臺產生變化）、「臺海問題」（強調本次軍演在兩岸關係歷史上的定
位）、「經濟影響」（強調中共軍演對我國與國際的經濟影響）與「各界反應」
（強調各界針對裴洛西來臺的擔憂與反應）；第三，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引
起最高比例的大心反應；而緊張局勢新聞框架引起最高比例的怒反應；第四，
裴洛西訪臺新聞框架具有高度競爭效應，同時有較高的怒反應與大心反應。
本研究貢獻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後設
資料，發展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
首先，本研究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測量指標來檢視第四次臺海危

機前、中、後不同階段使用者的情緒反應，發現整體的怒反應比例高於大心
反應，代表臉書社群編輯在此期間的貼文引起民眾的負面情緒高於正面情
緒。此結果呼應過去研究指出新聞媒體具有負面偏見（De León & Trilling, 
2021; Heiss et al., 2019），新聞媒體偏好報導負面訊息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尤
其是政治相關新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臉書社群編輯的獨特定位，雖然是
新聞組織發布新聞的人，但卻以行銷商業邏輯，採取情緒導向的發文策略（劉
昌德，2020；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
尤其，研究發現在新聞框架的關鍵詞中出現臉書臉書社群編輯的暱稱或標
語，如「綠豆糕」《三立新聞》、「路摸思編」《三立新聞》、「蘋果解煩憂解
無聊」《蘋果即時新聞》、「掌上明珠」《三立新聞》，檢視其貼文內容，發現
其善用隱喻、引用名人、誇張、情緒性用語，呼應過去研究（劉昌德，同上
引；劉慧雯，2020）。進一步檢視貼文內容，雖然臉書社群編輯偏好情緒性
用語來挑動民眾開心或憤怒的情緒，但從研究問題三的結果可知，民眾的正
面情緒（大心反應數高）主要是因為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與重大進展，
而負面情緒（怒反應數高）則主要是因為裴洛西來臺所產生的社會混亂與軍
事緊張，因此，本研究推論民眾正、負面的情緒是因為本次危機期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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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導致，至於臉書社群編輯情緒性用語的影響仍有待未來研究。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臉書社群編輯發揮社會功能，包含即時傳達第一手

資訊（如告知裴洛西抵臺的即時訊息）、現況分析（如分析裴洛西訪臺如何
影響兩岸未來發展）、安撫民心（如釋出美國將協防臺灣的訊息）、及提供指
引方針（如提供軍事緊張局勢的買房策略），綜上所述，雖然劉昌德（同上
引）憂心臉書社群編輯可能對媒體第四權與民主政治造成衝擊，但從本研究
結果可知，臉書社群編輯仍發揮社會公器角色，尤其是當代民眾習慣將社群
媒體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管道（Newman et al., 2022），當人們難以獲得第一
手危機資訊時，社群編輯在商業行銷邏輯與新聞專業邏輯的拉扯下，讓民眾
有便利、即時的管道獲得最新的危機資訊，實屬不易。
其次，本研究結合情感可供性與框架整合過程模型，分別探討臉書社群

編輯所建構的新聞框架與不同情緒使用者的情緒─認知框架。本研究發現臉
書社群編輯建構七個新聞框架，並以「解放軍軍演」為主要的強調框架，在
所有貼文中佔將近兩成的報導比例，相對而言，報導比例最低的是「各界反
應」框架，凸顯出雖然臉書社群編輯最強調中共軍演的活動動態，但也試圖
弱化各界擔心可能開戰的論述，以降低國人的恐慌；然而，「裴洛西訪臺」
為正面情緒的使用者的主要框架，在所有大心反應中佔約四成五比例，檢視
貼文，推論引發臉書使用者正面情緒的原因在於裴洛西帶來的臺美友好關係
與重大進展；「緊張局勢」則為負面情緒的使用者的主要框架，在所有怒反
應中佔約三成比例，檢視貼文，推論引發臉書使用者負面情緒的原因在於裴
洛西來臺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與軍事方面的緊張局勢。
由此可知，框架建構者的臉書社群編輯和被框架的使用者並沒有一致的

框架認知，這個結果呼應 Kühne et al.（2015）將情緒的評估理論應用於框架
理論的觀點，其認為新聞框架會透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心理途徑與個人過去
的情緒經驗產生互動，進而對新聞框架表達出不同的情緒評估，也就是說，
臉書社群編輯雖然可以建構臉書使用者對第四次臺海危機的認知結構，但使
用者卻會因為不同的情緒評估而產生不同的情緒─認知框架，並且因情緒來
決定特定新聞框架的重要性。此外，也呼應 Nabi（2003）情緒─認知結構的
論述，凸顯出框架者試圖建構的情緒─認知結構會因人而異，因此，未來研
究在探討情緒─認知框架的形成時，應考量個人先前態度與情緒經驗。
第三，本研究運用情感可供性概念，延伸出使用者間將透過情緒─認知

框架來表達意見與相互爭取話語權的現象。發現使用者對於裴洛西訪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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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框架，雖然正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顯著高於負面情緒使用者，是正面情緒
使用者的主要框架，但此框架同時也具有高度競爭效應，正面與負面情緒皆
高的情形，進一步檢視此框架的貼文，發現民眾開心裴洛西如期訪臺，尤其，
當貼文中強調臺美重大外交進展、臺灣主權受國際重視時，會激起較高的正
面情緒，但是，當貼文僅強調裴洛西訪臺行程，未同時強調此行程帶來的正
面效益時，正、負面情緒的聲量便會較相近，凸顯出正面和負面兩派情緒使
用者在相互競爭聲量，裴洛西如期訪臺對於國人來說是個爭議性最高的新聞
事件；然而，在美中臺關係、經濟影響、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
的新聞框架上，則是負面情緒使用者的聲量高於正面情緒使用者。由此可知，
裴洛西訪臺對國人而言，具有極高的爭議，雖然凸顯普遍支持裴洛西來臺的
氛圍，但仍出現支持和反對者相互對峙的景象，而反對者則是在美中臺關係、
經濟影響、解放軍軍演、緊張局勢、各界反應的新聞框架上佔上風，凸顯出
反對者不滿裴洛西來臺引起社會、外交、經濟、軍事等問題。
本研究貢獻在於拓展框架者、框架效應的意涵，並運用真實世界的臉書

後設資料，發展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填補框架理論的研究缺口。首先，
在框架者的部分，本研究因應媒體環境的變化，關注臉書社群編輯所建構的
新聞框架。過去研究多關注傳統新聞媒體，然而，對於因應社群媒體發展所
新設的社群編輯框架研究仍相當有限（劉慧雯，2020；Wasike, 2013），尤其
是當前研究指出社群編輯在本質上兼具新聞守門與商業導向的雙重特性，與
堅守新聞價值的傳統新聞記者不同（劉昌德，2020；Lischka, 2021；Neilson 
& Gibson, 2022；Tsuriel et al., 2021），且其經常以畫重點、做摘要與情緒渲
染的方式發布新聞（劉昌德，同上引；劉慧雯，同上引），產生的框架效應
必然與傳統新聞報導全文有所不同，因此，關注社群編輯所建構的框架，能
拓展框架者的意涵。
其次，從臉書情緒反應的情感可供性為觀點，擴充框架效應的研究內涵。

情感可供性強調人們可透過臉書情緒反應表達情緒，同時，也會被他人情緒
影響，產生更多情緒。因此，本研究認為探討框架效應時，不僅要探討新聞
媒體對使用者的影響，也應該探討使用者間如何相互影響。事實上，過去
研究探討框架效應時，較常關注新聞媒體對閱聽人的框架效應（De Vreese, 
2005），忽略了閱聽人已不在是被動的新聞消費者（consumers），而是主動
創造資訊的產製消費者（prosumers）（Khang et al., 2012），應該要進一步探
討使用者如何主動建構框架，甚至使用者如何運用情緒─認知框架來進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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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前關注閱聽人主動建構框架的研究以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產製的文字
類型的訊息為主（如推文）（Siapera et al., 2018），忽略臉書情緒反應亦是意
見表達的一種形式（Pang et al., 2016）。本研究呼應一鍵回饋線索、策略性的
意見表達、影響捷思性思考的線索等概念（Carr et al., 2018; Masullo & Kim, 
2021; Sturm Wilkerson et al., 2021），將之應用於框架效應，強調透過本研究
所發展的情緒─認知框架概念，便可得知使用者間如何運用臉書情緒反應來
表達意見，並且進行框架競爭，拓展了以往對於框架效應的影響範疇。
最後，本研究應用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測量指標，發展出情緒─認知

框架的概念，在理論與方法上深化框架理論意涵，並填補當前研究缺口。事
實上，過去研究多採取量化內容分析來探討新聞媒體所建構的框架（Ianna-
rino et al., 2015; Wasike, 2013），但卻無法探知新聞框架對閱聽人的影響；另
一派則是使用實驗法來檢視強調不同面向或是引起特定情緒的新聞框架對閱
聽人的影響（Carfora et al., 2021; Kim & Cameron, 2011; Kühne et al., 2015），
但這類的研究多數缺乏真實世界的效度，而本研究則首度將框架者的框架建
構與被框架者的框架效應一起探討，以真實情境驗證 De Vreese（2005）提
出的框架整合過程模型，以第四次臺海危機作為研究背景，同時探討新聞
媒體的建構框架與使用者的框架效應，彌補過去研究缺口。不僅呼應 Jost et 
al.（2020）和Muraoka et al.（2021）將臉書情緒反應作為情緒評估指標，更
進一步將臉書情緒反應應用於框架理論，發展出情緒─認知框架的概念，深
化框架理論的意涵。
雖然本研究致力應用臉書情緒反應來深化框架理論，但本研究仍有以下

幾點限制。首先，本研究關注臉書的情緒反應符號，並非所有社群媒體都
有，導致本研究所發展情緒─認知框架在應用上會有所受限。其次，本研究
利用 LDA主題模型分析來判定的新聞框架屬於議題特定框架，雖然較能呼
應新聞事件，但 De Vreese（2005）指出通用框架能超越新聞主題、時間、
文化背景的限制，故建議未來研究探討通用框架與臉書情緒反應所形成的情
緒─認知框架，以利提高推論性。第三，每則貼文約有 931.79個使用者提
供不同的情緒反應，呼應近年研究臉書情緒反應的學者們（De León & Trill-
ing, 2021; Jost et al., 2020; Muraoka et al., 2021）強調臉書情緒反應在研究方
法上的優勢，也凸顯臉書情緒反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本研究呼應過去
研究，關注怒反應與大心反應，並將之對應於負面情緒與正面情緒（Eberl 
et al., 2020; Jost et al., 同上引 ; Muraoka et al., 同上引），但由於怒反應（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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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SD = 60.85，Range = 0-4141）與大心反應（M = 7.33，SD = 49.79，
Range = 0-2521）的數量遠低於讚反應（M = 717.72，SD = 2153.13，Range 
= 1-85573），因此，對本研究的結果仍應謹慎推論。

第四，本研究使用臉書後設資料，基於隱私規定，無法獲得使用臉書使
用者相關背景資料，因此，難以得知個人政治立場或先前態度對於其使用臉
書情緒反應的影響，然而，本研究仍可補捉使用者的整體概況。第五，本研
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所形塑的新聞框架時，關注的是其如何強化、弱化某
些面向，而較少關注臉書社群編輯所使用的語法架構、來源、例子、論述方
式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檢視修辭結構對於新聞框架的影響。最
後，基於臉書使用者的瀏覽習慣（Dvir-Gvirsman, 2019）、臉書社群編輯硬
新聞處理與內文一致性較高、臉書社群編輯比其他留言者更具有話語權（劉
慧雯，2020）等原因，本研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的新聞框架效應時，僅探
討臉書社群編輯的貼文內容對臉書使用者情緒反應的影響，未將新聞內文納
入考量，導致可能產生過於將因果關係簡化為臉書社群編輯對臉書使用者的
影響的偏誤，建議未來研究在探討臉書社群編輯對使用者的框架效應時，除
了臉書貼文外，亦可將新聞內文納入研究範疇，進一步探討臉書社群編輯貼
文與內文一致性的差異與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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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號 臉書新聞粉絲專頁名稱 粉絲數（單位：萬）

1 ETtoday 新聞雲 561

2 東森新聞 500

3 Yahoo! 奇摩新聞 399

4 蘋果新聞網 368

5 大紀元 epochtimes.com 294

6 udn.com 聯合新聞網 256

7 TVBS 新聞 249

8 壹週刊寶庫 247

9 三立新聞 236

10 即新聞 168

11 蘋果即時新聞 161

12 中時新聞網 151

13 天下雜誌 144

14 遠見雜誌 144

15 聯合報 128

16 商業周刊（商周 .com） 123

17 今周刊 107

18 BBC News 中文 ( 繁體 ) 100

註：臉書粉絲專頁粉絲數的查詢日期為 2022 年 9 月 8 日 
資料來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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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affective affordance and integrated process model of 

framing,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ed the Fourth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the associated framing effects. The study collected 6,145 related 
news postings on Facebook and used LDA topic modeling to identify news fram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even news frames were constructed by social media editors. 
The frames include “military exercises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ightened 
tensions,”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Taiwan Strait issues,” “economic impact of the visit,” and “responses to 
Pelosi’s visit.” Furthermore, the frames of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and “heightened 
tensions” elicit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love reactions and angry reactions, 
respectivel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frame of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elicited 
both a higher number of love reactions and angry reactions,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effects of framing contests. The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to framing theory 
by extending the concepts of frame builders and framing effects. Moreover, the study 
fills the research gap in framing theory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affective-
cognitive framing” developed from the analysis of real-world metadata from 
Facebook.

Keywords: social media editors, framing theory, affective affordance,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Facebook emotion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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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啦啦隊:	
中國媒體對俄烏戰爭的報導及角色

鄒瞻舒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洪貞玲*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摘要

俄烏戰爭引發全球關注，研究聚焦於與俄、烏兩國交好的中國，如何
報導這場戰爭？媒體如何透過戰爭新聞反映國家與市場利益？研究採用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探討中國網路媒體──《人
民網》、《澎湃新聞》如何再現俄烏戰爭。結果發現，分屬黨營與市場導向的
兩家媒體，在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內容框架上存在差異，但報
導中性、不偏袒任一方，符合官方立場。相關主題，則以「衝突框架」最常
使用；其餘框架則包括「責任歸屬」、「經濟影響」、及「道德」等類型。而
結合框架化、推理等裝置，以及潛在的文化背景現象，發現中國媒體藉由戰
爭新聞，強化反美、反西方論述，扮演民族主義啦啦隊的角色。

關鍵字：反美、民族主義、俄烏戰爭、框架包裹、戰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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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2年 2月 24日俄烏戰爭爆發，全球震驚，媒體也日夜報導。戰地實
況透過網路及各式媒體即時傳遞，不論遠近，閱聽人在各自的媒體空間中共
同見證、參與戰爭，並透過紛雜的資訊形成不同的觀點與解讀。
戰爭議題具備高度衝突性，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俄烏戰爭不只影響區域

和平、資源取得與經濟運作，更牽動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俄烏戰爭給予國
際強權何種啟示？相較於美國與民主國家譴責俄羅斯入侵行動，與俄羅斯長
期交好的中國則態度曖昧，而處在兩大強權夾縫中的臺灣也步步為營，處境
受到國際關注。戰爭議題的衝突性與影響力，具備高度新聞價值，因此戰爭
發生後，媒體如何報導及詮釋，受到國家利益及市場趨力影響，相當程度左
右閱聽人對於遠方事務的理解（Pan & Kosicki, 1993 ; Topoushian, 2002）。

本研究關注中國媒體如何再現俄烏戰爭。作為他者，中國並非參戰國，
但與俄、烏兩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加之媒體組成和言論管制等結
構性因素，使中國媒體再現俄烏戰爭的圖像，迥然不同於西方世界。首先，
從中俄兩國領導人交換意見的文章中，可看出中國官方表面抱持「中立」的
態度；再者，觀察中國官媒的網路言論，主要引用俄羅斯官方論述甚至普丁
的表態，例如以「特別軍事行動」取代「戰爭」或「侵略」的字眼，消息來
源不言而喻。
初步觀察中國媒體的報導，與官方立場一致，試圖維持中立，但也傾向

給予入侵的俄羅斯更多發言機會，似乎代表中國媒體的戰爭報導以國家利益
至上，也受到中國與俄羅斯、烏克蘭兩國的外交及經貿關係牽動。
回顧歷史，冷戰結束後，中美雙邊關係紛爭不斷，而中俄間則日益融洽。

2001年 7月，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調平等互利、不結盟和綜合安
全等意涵，成為兩國關係重要指標。該條約加強中俄關係穩定，從而對美國
形成地緣政治壓力，試圖平衡冷戰之後、美國獨大的國際局勢。
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擁有強大軍工複合工業技術卻又有經濟

危機，因此成為中國獲取技術產業外援的大好目標。對中國而言，軍事外交
合作轉向價格低廉的烏克蘭，同時可緩和對俄國的軍事依賴及戰略安全問
題，是有利作法。故俄烏關係越不和睦，漁翁得利的便是中國，而中國在
俄烏間的角色，以不損害自身利益下保持中立（林穎佑，2014；顏建發，
2015；Moore, 2014, May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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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複雜的國際政治外交動態中，媒體如何再現遠方的戰爭事件，
至關重要。本研究試圖探討，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中的報導方式與角色為何，
是否受到中國媒體管制及國家利益之影響？中國的媒體如何建構他者的戰
爭？以及中國的媒體結構，是否會使不同定位的媒體在報導框架及立場上有
所差異？

貳、	文獻回顧

為了解中國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有兩大領域需要進一步認識。一方
面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作為理解中國媒體報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
絡；另一方面則是戰爭新聞再現的研究，有助於形成本文的分析角度與架構。

一、	中國民族主義與媒體管制

李金銓（2004）指出，媒介政治經濟學的兩種取徑，包括民主國家的自
由多元模式與共產國家的激進馬克思主義。前者以市場取向為主，透過不同
媒體產權及競爭，形成多元資訊及觀點，但也導致娛樂化與商業偏差；後者
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至上，透過國有產權的安排及國家控制，致使媒體服膺
黨國利益與指導，並強化社會秩序。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世界新聞

自由度指數排名，在評比的 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向來與北韓、越南等亞
洲威權國家相當，2023年排名第 179名，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新聞媒體及
記者的自由空間日減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3）。誠然，中共威權政
體要求媒體高度服從黨國，不以新聞自由為優先價值。傳播媒介被定位是集
體的鼓勵者、宣傳者，以及建設共產主義的教育者。首先，媒體是為黨國服
務、為黨國擁有的宣傳工具（王毓莉，1999）；並在資本作用下，從洗腦工
具化身為「黨的公關公司」，媒體任務是宣揚黨國正面形象，淡化不協調的
聲音 （He, 2000）。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依據毛澤東思想打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

一方面以《新華社》、《人民日報》為主建立黨媒喉舌，一方面管控《文匯
報》、《大公報》等民主派媒體，使其必須遵從黨國指令。在意識形態建構
上，媒體一方面推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另方面則批判資本主義以及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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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1978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後，新聞管制經歷寬鬆時期，並逐步放寬
允許民間資本介入，但對新聞內容的管控仍透過法規、指導、處罰等方式恩
威並濟（何清漣，2006）。

改革開放後的媒體市場結構，產生了競爭的態勢。以市場層級而言，形
成全國性市場、區域性市場和地方性市場；以市場化程度而言，分成準市場
化報紙，如各級黨報，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如晚報和都市報（宋建武
等人，2015）。中國報業市場中的黨報，肩負社會效益目標，必須配合政策
宣導，內容偏向政治化與枯燥無味；至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則貼近群眾
生活，吸引民眾自費訂報（王毓莉，2010）。

然而，自由多元主義所預期的市場化與媒介多元的關係，並未在中國實
現（戴瑜慧，2019）。中國政府控制下發展市場機能，出現三種特色：新聞
自由仍居世界之末；商業化媒體在黨國與市場之間搖擺不定；放棄鼓吹政治
改革，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整體而言，黨國控制的市場化媒體面臨巨大限制，
為了爭取閱聽人而在新聞風格及市場策略上推陳出新，但在政治上則避免踩
到意識形態地雷（李金銓，2004）。

另一方面，網路科技帶來言論自由的許諾，在中國也是一大疑問。1990
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推動新聞業的發展、新聞媒體開始向網際網路進軍，傳
播內容和對象也隨之改變；新興網路媒體影響力日增，也促成民間思潮壯大，
形成與國家話語權相對獨立的個人言論空間。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仍不斷透
過強制性的國家權力，對媒體乃至網路空間進行管制，「政治正確」的限制
與需要，使官方話語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何清漣，2006）。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將管理傳統媒體的方式延續到網路空間。習近平「新

時代」下對傳播內容以防火長城、金盾工程、綠壩網路過濾軟體和網路員警
等措施進行治理和干預，建構出嚴密且有效的網路內容防火牆，形成科技威
權主義（王信賢，2018）。由於網路新聞和言論涉及中共政權穩定性，因此
經濟發展也未能阻擋政府的嚴密控制，如法輪功事件，官方對新聞報導採取
一致定調，並有高達三萬名網路警察在其中巡邏，即時刪除、屏蔽政治不正
確的言論及內容（何舟，2008；高頡，2014；Zhao, 2008）。

習近平任內強調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領導的雙軌並進，十八大以後積極
強化新聞輿論。2016年 2月 19日在北京主持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強調，黨
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
「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中國共產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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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2016年 2月 20日）；習近平要求新聞輿論工作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
要堅持正確導向。因此不管新舊媒體、各類型內容，「國內新聞報導要講導
向，國際新聞報導也要講導向」，以達成「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
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同上引）。
中國政府高度控管媒體，使得它主動、被動配合國家政策，對於攸關重

大國家利益的議題，不敢越雷池一步。共產黨建國以降，歷經冷戰以至於全
球化變局，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向外對抗、向內整合的主要意識形態，更是在
媒體的各式報導中表露無遺，並進一步動員人民加入民族主義的集體陣營。
李金銓（2002）指出，冷戰後的中國傳播媒介處於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的

拉扯之中，共存且競爭的關係不斷影響著中國的媒介生態和意識形態塑造。
他認為，民族主義多半是由國家政權所界定，而中國政府透過兜售民族主義，
聚焦「他者」以淡化國家內部的不滿情緒，利用與外來勢力（臺海關係、美
中關係）的對抗，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並經由媒體製造反美、反西方
的話語浪潮，以此展示中國強烈的民族自豪和國家認同，並從中迎合資本市
場需求，獲取利潤。因此，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反美思潮，雖始於國家的意識
形態建構，卻在市場化之後變本加厲。市場化媒體在利之所趨之下，主動成
為民族主義的啦啦隊。
汪宏倫（2014）從制度和情感結構、認識框架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歷

程，發現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認同，由於過去被西方侵凌的歷史悲情，
與國際秩序不公的現實悲情間相互作用，進而在當今轉化為「維護政體的民
族主義」，對外基本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政府，輸出反對帝國主義、
霸權主義的「戰爭之框」。中國的普通公民被廣泛地涉入、動員到此框架之
中，透過對外建立主體意識，對內鞏固政權來區分敵我，形成國民全體理解
和詮釋戰爭的統一認知框架；其間，傳播媒介至關重要。
習主政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為召喚，多使用歷史傷

痛來體現中國國家發展的得之不易，進而追求「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施
正鋒，2016）。並在此基礎上談及中國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
魂」、「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年 7月 17日）。可見，習近平執政方針仍以愛國
主義的民族精神和維護國家統一，作為對內維穩的基礎，對外形成統一戰線
的框架。
近年來中國崛起，帶動新一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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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南巡帶動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成長並成為世界工廠，2001年中國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高度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美國等西方世界抱持樂觀全
球化思維，與中國積極進行經貿往來，一方面獲取自身經濟利益，一方面也
認為中國經濟成長將帶來政治民主化。然而，中國成為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同
時，對內強化政治領導威權，與美國從合作轉化成軍事及經貿的競爭關係，
區域政治的風險不斷攀升。
習近平在 2012年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

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從貧窮走向富強的光明遠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後繼、頑強奮鬥，把貧

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年 9月 1
日）。

伴隨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即是動員中華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
在中美貿易戰白熱化之際，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壯大面臨的一個重
大威脅：美國」（Bradsher，2023年 3月 8日），因為：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

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上引 )

西方媒體認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喜聞樂見的。綜合上述，在美中戰略競
爭下，中國的新聞報導以黨國絕對領導為政策核心，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
權，並在處理對外關係，尤其是美中關係時，強化恐美、仇美的情緒，形成
意識形態分割（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二、	戰爭新聞報導與媒體角色

綜觀媒體與戰爭研究，主要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分析媒體與國家
的關係，是否存在官方消息來源依賴，並進一步分析媒體再現戰爭的主題和
框架。
首先，就媒體角色而言，媒體可能促成國際社會的交流和了解，使國與

國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Fortner, 1993）；但在戰爭之際，傳播也可能帶來
衝突和暴亂。胡光夏（2007）分析認為，戰爭爆發前，媒體角色多樣、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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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舟，媒體可能是和平談判的催化劑，也可能是和平的破壞者及戰爭的煽動
者，甚至是發動戰爭的輿論塑造工具。
對於衝突發生時的媒體角色，Thussu & Freedman（2003）分為主要三種：

批判戰爭的觀察者（critical observer）、宣傳者或公關人員（publicist）、戰場
（battleground）或決策執行的場域。他們認為，媒體本身便是現代衝突的手
段與工具，二者已密不可分。胡光夏（2007）綜合相關觀點，將媒體之角色
分為六種：戰爭的批評者、戰爭的啦啦隊、鼓勵他國參加戰爭、情報蒐集與
決策之參考來源、戰爭工具、戰爭平臺。
由於戰爭涉及國際間的武力衝突，攸關交戰雙方的國家利益及國際社會

秩序，因此探討媒體在戰爭中的角色，勢必涉及戰爭議題中的媒體與國家關
係。以 Chomsky（2002）為首的批判學者提出宣傳模式，認為新聞媒體是政
府的喉舌，即使高度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戰爭議題中所扮演的
角色均是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
德譯，2021；Chomsky, 同上引）。也有主張媒體在戰爭中是中立角色的理論，
認為新聞不全然會成為政府操縱民意的工具，媒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
府政策的引導，但不能作為政客的替罪羔羊（Berry, 1990）。

Nimmo & Combs（1980）指出，媒體不可能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如同 Lasswell（1927）所言，媒體是政府戰爭宣傳（propaganda）的工具，
透過操縱符號控制輿論，達成影響他人思想和態度的目的。Knight（2003）
也指出，有關戰爭的事實，會因政府的政治意志介入和干擾而被扭曲，記者
在獲得真實和全面資訊的過程變得困難重重，使得媒體在戰爭新聞中的角色
無法中立客觀。
國家利益進一步左右媒體的消息來源與報導框架。McChesney（2004／

羅世宏等人譯，2005）指出，美國專業新聞學中過度依賴官方或專家作為正
當新聞的消息來源，導致戰爭新聞會因官方消息來源的影響，而呈現較為符
合國家意識形態之報導框架。因專家也幾乎取自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和政府
官員、公眾人物一樣，其言論存在強烈的主流偏見，導致政府透過媒體設定
報導的議題及框架，尤其在涉及外交或軍事行動時格外頻繁。

Dimitrova（2001）研究 CNN對於科索沃戰爭的報導，指出 CNN主要
透過外交政策、軍事行動、難民災難、證據四種敘事框架，描述戰爭中的
暴行。報導內容傾向表明美國政府採取行為之正當性；其消息來源大都取
自美國國內的二手證據，而非來自戰爭所在地區的一手資料。Dimitro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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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ömbäck（2005）對比美國《紐約時報》與瑞典的 Dagens Nyheter，1發現
美國報紙大量依賴官方或軍方的消息來源，並較多採用軍事衝突的報導框
架，而瑞典報紙則較多使用責任擔當與反戰抗議的框架。
有關兩次波斯灣戰爭之相關研究，研究者比較不同國家之媒體在報導同

一衝突事件時所採取的框架，研究結果大同小異，不同國家會對相同事件採
取不同的報導框架。大眾媒體透過選擇和排除社會真實中的內容，進而建構
符合自身框架的故事（Pan & Kosicki, 1993）。Topoushian（2002）將兩家阿
拉伯報紙和兩家北美的報紙有關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報導進行框架分析，透
過微觀和宏觀層面比較，結果發現不同國家對於戰爭的詮釋有所不同，其政
治立場經由報導框架體現在報紙上，反映各國的歷史文化和戰爭中的政治利
益、外交策略等。
戰爭新聞的相關研究，更進一步檢視媒體如何再現戰爭與衝突。在報導

主題上，戰爭新聞傾向於戲劇化、情緒化與衝突化。Hallin & Gitlin（1993）
研究波灣戰爭的電視新聞報導中戲劇化的成分，發現戰爭新聞相較於其他
政治事件報導有更多的情感參與，其中有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參與性之政治活
動，戰爭已不再是簡單的新聞事件。Wolfsfeld（2004）同樣認為，媒體在報
導戰爭新聞時，慣用的運作模式是報導緊張、衝突和暴力，包含更多情緒化
甚至狹隘的內容，反而沒有發揮促進和平的角色。
諸多研究採取框架分析，探討戰爭新聞的再現，並關切衝突與和平框架

的使用。Neuman et al.（1992）稱戰爭的新聞框架為兩極化勢力的拉扯，是
全世界爭奪政治影響力的方式，同時也是吸引讀者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為
衝突事件對於新聞守門人而言是最具新聞價值之一的報導類型。他們分析美
國新聞報導中常用框架類型，如經濟框架、衝突框架、無能為力框架（pow-
erlessness frame）、人類影響框架（human impact frame）、道德框架等，並發
現美國媒體在報導個人、團體、組織間的分歧時，普遍優先使用衝突框架。
但也有反證指出，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美國媒體報導強調自我美化

（self-glorification）的框架，對於戰爭以團結、榮耀、驕傲的姿態進行報導，
儘可能避免有關傷亡、破壞等新聞，並對國內有異議的輿論或政客污名化及
指控 （Kelman, 1995）。An & Gower（2009）及Semetko & Valkenburg（2000）

1 本刊編者註 : 此為 1864 年 12 月 23 日發行於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報紙，一般中譯為《每日新聞報》；
其言論立場經歷人員變動與版權變更有多次更迭，在 20 世紀 60 年代，發行量為瑞典日報中首
位，21 世紀初發行量約為三十六萬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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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媒體報導危機新聞進行研究，發現媒體組織在報導危機議題時所採取的
框架類型，其優先順序為：責任歸屬、經濟後果、衝突、人類利益、道德。
整體而言，Galtung（2000, 2003）針對戰爭新聞提出和平新聞框架和戰

爭新聞框架，即指兩種相反的報導戰爭之模式，他將與戰爭相關的新聞分為
四種取向的框架：一、和平／衝突和戰爭／暴力，前者關注衝突的形成，
後者更聚焦在戰場上；二、真相和宣傳；三、人民和菁英；四、解決方案
（solution）和勝利（victory）。他認為戰爭新聞應更傾向於和平新聞的報導框
架，而不是過度報導暴力和利用戰爭作為政府宣傳的武器。
關於衝突與人道立場的報導趨勢，近年研究也得出不同的觀察。 

Schwalbe & Dougherty（2015）以戰爭視覺化報導為切入點，針對美國三本
雜誌有關黎巴嫩戰爭的報導進行視覺框架分析，發現大部分內容集中在軍事
衝突框架上，不過隨著衝突的發展，有關人類利益框架的報導逐漸增加。

Aday（2010）探討美國兩家媒體對伊拉克戰爭報導框架的轉變。研究發
現，因新聞內容過度反映參戰國的負面訊息而造成民眾的反彈，人們開始對
政府行為感到不滿，反戰菁英形成的反框架（counterframe）勢力，挑戰過去
白宮對戰爭議題的權威報導框架。Luther & Miller（2005）則聚焦於美伊戰爭
的示威運動，對比兩類黨派的報導框架，研究指出，美國媒體在支持或反戰
的兩類立場中，傾向於報導反戰團體的意見。上述研究，證明美伊戰爭中存
在所謂反框架之報導。
綜合前述文獻，媒體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多元，可能是中立的批判者，

也可能是鼓吹的啦啦隊，甚至是戰爭工具。多數情況下，媒體再現戰爭受到
國家利益的影響，也傾向於受官方消息來源左右。不論居於主動或是被動，
媒體扮演複製國家利益與政經啦啦隊的角色鮮明。細究戰爭報導的框架，在
衝突與和平的兩端，媒體經常重現衝突場景；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影
響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雜牽動下，可能也會出現人道與反戰的立場。

參、	研究方法

依據文獻回顧結果，本文認為中國媒體政策經歷不同時期的演變，形成
黨國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兩種類型，在報導取材與市場需求上，發展出不同風
格；但在意識形態及媒體角色上，則受到黨國控制並服膺社會主義與國家利
益。尤其戰爭與國際議題的報導，往往與國家利益高度相關，因此不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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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呈現的報導立場空間或許有限。探討兩種類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報導的
異同，有助於理解當前中國媒體的角色與樣貌。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動機起源於對於俄烏戰爭的關切，以及對中國媒體管制以及媒體
角色的好奇，回顧上述文獻之後，形成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一）黨營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如何報導俄烏戰爭？進一步的問題為：有關俄烏
戰爭之新聞的報導形式與報導主題為何？引用哪些消息來源？呈現哪些
報導框架？採取何種立場？兩家媒體間是否存在差異？

（二）兩類媒體所使用的框架包裹有何異同？進一步的問題為：所使用的框架
化裝置、推理裝置為何？反映了何種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整體而言，
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報導中所扮演的媒體角色為何？

二、	資料蒐集與取樣

本研究選取「人民網」（people.cn）、「澎湃網」（thepaper.cn）2兩家網路
媒體，分別代表黨營喉舌媒體、黨營商辦媒體。
《人民網》發源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民日報》，為傳統

媒體背景的衍生網站，並且作為八大國家級重點新聞網站，其影響力和權威
性不可小覷，許多特定議題都需要透過該網頁的報導，才獲得意識形態上的
合法性（曾繁旭，2009）。因此，他可作為中共官媒政治論述的重要研究指
標，其有關俄烏戰爭之相關報導，即反映中國政府對於這場戰爭的建構模式
與立場態度。
《澎湃新聞》（或稱《澎湃》）係官辦的國資新媒體項目（綜合新聞網

站），隸屬於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整合重組的上海報
業集團，其內部結構和人員組成已實現從傳統官方紙媒到媒體融合後的採
編、管理新模式之轉型（陳昌鳳，2015），因此可將《澎湃新聞》基本定義
為隸屬官方的商業媒體。分析指出，《澎湃》新聞傾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2 本刊編輯註 :《澎湃新聞》，是一家中國綜合新聞網站，以「澎湃新聞 -The Paper 簡」自我標示，
本處考量本研究案例兩個網站的一致性，故以填入網頁搜尋的小寫網址為主，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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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行政命令的報導形式，實現新聞產業化之特點，重視閱聽人需求（趙子
忠、崔卓宇，2014）。因此本文假設，《澎湃新聞》的媒體定位、報導風格和
取向均有別於純官媒性質的《人民網》，可以做為參照。
本研究以俄烏戰爭為特定事件，透過內容分析與新聞框架分析，根據報

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方向五個層面，結合任教於
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比利時學者 van Gorp（2007）框架包裹的方式，兼具質化、
量化過程，包含歸納和推理兩個階段，觀察中國官方媒體《人民網》，與隸
屬官方的商業媒體《澎湃新聞》如何建構他國的戰爭⸺俄烏衝突，並討論
背後的文化現象。
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2022）發布的《2021中國網絡媒體發展報告》，

網路媒體排行以官媒《人民網》居榜首，市場導向的《澎湃新聞》位居第五。
報告指出，中國的網路媒體以官媒佔據主流權威優勢，並引導商業媒體共同
打造以愛國情懷、家國一體及人文關懷為主的網路媒體氛圍。
本研究聚焦於網路上的新聞內容和言論，因此網路新聞網站選擇《人民

網》、《澎湃新聞》，其中後者為聚合平臺，有大量用戶生產之內容，本研究
僅針對媒體組織編採的原創內容進行分析。因此有關《澎湃新聞》的數據蒐
集，選取內文標注「來源：澎湃新聞」之報導。
由於俄烏戰爭相關新聞數量龐大，以及戰事仍在進行中，無法全面涵蓋，

研究者根據重要戰事發生時間，選擇 2022年 1月至 2022年 7月作為時間範
圍，使用《人民網》和《澎湃新聞》網站的內建搜尋引擎，以關鍵字「俄烏
衝突」進行搜索，對兩個網站之抽樣，排除重複樣本，並根據以下篩選標準
進行新聞樣本抽取：

（一）排除未將俄烏戰爭作為論述主體之相關新聞；
（二）排除影音新聞、多媒體新聞、查證類型的文章；
（三）排除週期性的新聞大事記。

根據上述篩選原則，本研究蒐集到《人民網》181則，《澎湃新聞》380則，
共計 561則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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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的類目建構必須要根據研究問題使用最適當的方法，最常用的
便是依據理論、過往研究結果進行類目建構，另一種則是由研究者自行建構
（楊國樞等編，1989）。研究者將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發展適用於本研究之
類目，分析單位為「則」，以一則新聞或一則文章作為基本的單位進行歸類，
新聞內容方面，主要根據報導形式、消息來源、報導主題、報導框架、立場
方向進行整理。
本研究類目建構，包括以下項目：

（一）報導形式

1. 純淨新聞：一般新聞報導，只陳述客觀事實，不加以任何評論成
分。

2. 專題、深度報導：新聞記者針對俄烏戰爭事件所撰寫的深度剖析之
報導、調查，較不受時效性限制。

3. 評論、社論：評論性報導或文章，針對俄烏戰事發表評論、看法，
存在一定立場或意見態度，通常由媒體工作者或專家學者撰寫。

4. 外電：來自國外的報導，通常為翻譯國際通訊社的內容。
5. 微信自媒體公眾號推文：多為代表作者個人立場的評述類文章。

（二）報導消息來源（選擇單一消息來源，以佔據較大篇幅的內容為主要依據）

1. 中國消息來源
（1）官方：政府機構、人士或新聞媒體；
（2）非官方之人士：學者、專家；
（3）一般民眾。

2. 國外消息來源
（1）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2）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3）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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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洲委
員會等；

（5）外國一般民眾。

3. 無消息來源（新聞媒體自身觀點、評論類報導，如人民日報的國際
評論欄目「鐘聲」、報內評論員等）

（三）新聞的報導主題

1. 戰事相關情況，如戰爭現場、戰爭行為等；
2. 俄烏兩國談判；
3. 戰爭造成的經濟影響；
4. 戰爭造成的人權問題；
5. 戰爭對世界格局造成的影響；
6.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行為；
7. 參戰國一般公民的態度、行為；
8. 其他。

（四）新聞的報導框架

參考 Neuman et al.（1992）、Galtung（2000, 2003）等研究，以及俄烏
戰爭的特性，本研究將報導框架區分為以下四種，並以每則新聞的主要內容
作為判斷依據：

1. 衝突框架：涉及到因戰爭引發的區域、國家、組織間的分歧、對
抗、軍事行動，雙邊或多邊關係的問題。

2. 責任歸屬框架：包含以下四個次框架
（1）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2）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3）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
（4）中國在戰爭中的自我美化。

3. 經濟影響框架：包含以下三個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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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
（2）對俄羅斯經濟影；
（3）對烏克蘭經濟影響。

4. 道德框架：反對戰爭的抗議行為，或涉及公平、正義、公共利益、
人權等問題。

（五）新聞報導的立場方向；

按照研究所需，將立場方向類目闡釋為兩家媒體的報導內容對參戰國所
呈現的立場，包括：

1.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2.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3. 中性，主要為對參戰國沒有明顯立場，或平衡報導的新聞。

建構完內容分析編碼表之後，抽取 10%-25%的樣本進行信度分析
（Wimmer & Dominick, 1991）。本研究在 586則樣本中隨機抽樣選取 63則進
行前測，由兩位新聞傳播研究生進行編碼，依照 Holsti（1969）的信度公式
計算：

1. 相互同意度=2M/(N1+N2)；
2. M=編碼員結果一致性的項目個數；
3. N1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4. N2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5. 信度係數=(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N為編碼員總數。

經計算，本研究前測結果總體信度為 93%，各項介於 0.89-0.95之間，
均高於 0.8信度係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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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框架包裹法

媒體對於事件的陳述可以左右公眾輿論，戰爭新聞的報導框架尤為重要
（Neuman et al., 1992），無論是符合政府或是挑戰權威的框架，都體現媒體對
於戰爭的詮釋和立場。而在實際對新聞文本進行框架分析時，應發現研究對
象明確且明顯的框架裝置，了解其講述事件的大致方向，在此基礎上再考察
其隱含框架，最後則是不同框架的分佈狀況（李子甜、徐美苓，2020）。

本研究依循過往對於框架包裹和框架矩陣的研究取徑（潘忠黨，2006；
van Gorp, 2007），透過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樣本進行拆解和分析，以框
架矩陣的表格化形式呈現，並針對部分報導進行潛在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
框架包裹主要有三個層面 : 首先觀察新聞文本中用字的選擇、譬喻、例

證等框架化裝置內容；其次根據問題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估、解決建議
四類取徑歸納新聞的推理裝置；最後分析新聞報導背後是否蘊含文化背景現
象，其反映的意識形態為何。
研究歸納出四大類俄烏戰爭的新聞框架：「衝突框架」、「責任歸屬框

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濟影響
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框架包裹的分析方法對篩選後的樣本進行剖析，
根據框架化裝置和推理裝置，推導新聞報導背後蘊含的社會文化現象，並檢
視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時，是否服膺政府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媒體角色。

肆、	研究發現

一、	內容分析

本節從量化的角度，呈現並分析兩類媒體在俄烏戰爭的新聞／文章之報
導形式、消息來源、內容主題、內容框架、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
表 1的結果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報導俄烏戰爭新聞時，

均以「純淨新聞」的報導方式為主（分別占 76.2%和 84.2%）。兩家媒體在
報導形式上存在顯著差異（X2=23.279, ***p  < .001）。

《澎湃新聞》相對《人民網》會採用「專題、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新
聞（分別占 4.7%和 0.0%），而《人民網》「評論」類的報導比例要遠高於《澎
湃新聞》（分別占 22.1%和 9.7%），二者採取外電的比例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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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報導形式分配
報導形式 人民網 澎湃新聞

純淨新聞 138（76.2%） 320（84.2%）

專題、深度報導 0（0.0%） 18（4.7%）

評論 40（22.1%） 37（9.7%）

外電 3（1.7%） 5（1.4%）

總和 181（100.0%） 380（100.0%）

X 2 =23.279, ***p  < .001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2可看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消息來源的引用上存在顯
著差異（X2=34.202, ***p  < .001）。前者有關俄烏戰爭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為
「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4.3%），其次為「他國政
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3.7%），兩者比例相去不遠；《澎
湃新聞》則高度引用「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30.0%），
其次才是「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21.6%）。若比
較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消息來源比例，《人民網》相對偏重俄羅斯消息來源，
卻只給烏克蘭消息來源不到 10%的比例；《澎湃新聞》給與俄羅斯和烏克蘭
的消息來源比重較為平衡（分別佔 21.6%和 18.2%）。以中國消息來源的使
用，《人民網》引用的比例高於《澎湃新聞》不少（分別佔 12.7%和 5.5%）。

表 2：《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消息來源分配
消息來源 人民網 澎湃新聞

中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或新聞媒體 23（12.7%） 21（5.5%）

中國非官方人士 4（2.2%） 9（2.4%）

中國一般民眾 1（0.6%） 0（0.0%）

俄羅斯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4（24.3%） 82（21.6%）

烏克蘭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17（9.4%） 69（18.2%）

他國政府機構及人士、新聞媒體、專家學者 43（23.7%） 114（30.0%）

國際組織 19（10.5%） 51（13.4%）

外國一般民眾 1（0.6%） 10（2.6%）

無消息來源 29（16.0%） 24（6.3%）

總和 181（100.0%） 380（100%）

X 2 =34.202, ***p  < .001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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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可看出《人民網》依循官方消息來源依賴、偏好俄羅斯消息
來源的傾向明顯；《澎湃新聞》取用交戰兩國雙方的消息來源則較為平衡，
且較少使用中國官方消息。一方面，數據顯示出官媒與商業化媒體在消息來
源使用上的差別；但兩者同時都極少以一般民眾作為消息來源。

表 3：《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報導主題分配
報導主題 人民網 澎湃新聞

戰爭情況 23（12.7%） 101（26.6%）

俄烏兩國談判 22（12.1%） 21（5.5%）

經濟影響 29（16.0%） 54（14.2%）

人權問題 1（0.6%） 10（2.6%）

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5（2.8%） 14（3.7%）

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 97（53.6%） 158（41.6%）

參戰國公民態度 0（0.0%） 10（2.6%）

其他 4（2.2%） 12（3.2%）

�和 181（100.0%） 380（100.0%）

X 2 =30.025, ***p  < .001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在表 3的報導主題分配上，結果顯示，《人民網》與《澎湃新聞》在
報導主題上仍存在顯著差異（X2=30.025, ***p  < .001）。與過往研究較為不同
的是，兩家媒體重視「非參戰國或國際組織對戰爭的態度及行為」，佔比最
高（分別為 53.6%、41.6%），前者主題排序分別為「經濟影響」（16.0%）和
「戰爭情況」（12.7%），其次是「俄烏兩國談判」（12.1%）；《澎湃新聞》主
題排序則為「戰爭情況」（26.6%）、「經濟影響」（14.2%）及「俄烏兩國談
判」（5.5%）。後者用少數篇幅呈現「參戰國公民態度」(2.6%)、「人權問題」
(2.6%），但《人民網》在此兩類主題上幾乎付之闕如。
表 4結果顯示，兩造有關俄烏戰爭的內容框架存在顯著差異（X2=55.388, 

***p  < .001）。兩家媒體均常使用「衝突框架」，而且商業化的《澎湃新聞》
使用比例 (59.5%）高出《人民網》甚多（40.9%）。採用「衝突框架」不僅強
調戰爭行為本身，同時含括國家／區域／組織的衝突、多邊問題等，因此在
戰爭新聞中屬於最常被使用的報導框架。
除「衝突框架」外，《人民網》也高度使用「責任歸屬框架」（32.0%），

尤其偏重「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26.0%），雖然《澎湃新聞》「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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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歸屬框架」的比例（9.7%）遠低於《人民網》，但其中「美國負戰爭的主
要責任」次框架仍在此主框架下占較高比例（7.6%）。二者均較少將戰爭責
任歸屬至參戰國任何一方，反而強調美國或北約在此衝突中的責任，如在報
導中直指美國是戰爭的始作俑者；或是在「責任歸屬框架」下，使用「中國
自我美化」次框架，呈現中國面對此戰爭時負責任、有擔當的態度。

表 4：《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內容框架分配
內容框架 人民網 澎湃新聞

衝突框架 74（40.9%） 226（59.5%）

責任歸屬框架 58（32.0%） 37（9.7%）

-- 俄羅斯負責 2（1.1%） 3（0.8%）

-- 烏克蘭負責 0（0.0%） 1（0.3%）

-- 美國 / 北約負責 47（26.0%） 29（7.6%）

-- 中國自我美化 9（5.0%） 4（1.0%）

經濟影響框架 33（18.2%） 78（20.5%）

-- 對國際、非參戰國 25（13.8%） 40（10.5%）

-- 對俄羅斯 8（4.4%） 26（6.8%）

-- 對烏克蘭 0（0.0%） 12（3.2%）

道德框架 16（8.8%） 39（10.3%）

�和 181（100.0%） 380（100.0%）

X 2 =55.388, ***p  < .001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相對於責任歸屬，市場化媒體更重視「經濟影響框架」，為佔比第二高
的主框架（20.5%），與《人民網》正好相反；在經濟影響主框架下，《人民網》
和《澎湃新聞》同樣以「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為主（分別
佔比 13.8%和 10.5%），內容以討論戰爭對各國經濟的影響為主。

《人民網》與《澎湃新聞》使用「道德框架」的比例差別不大（分別占
8.8%及 10.3%），主要強調戰爭背後所引發的公共利益、人權問題，如《澎
湃新聞》採訪戰爭爆發後各國難民們遭遇的不公平對待。
表 5為立場方向的分配情況，可看出《人民網》和《澎湃新聞》並無

顯著差異（X2=2.717, p > .05），均以中性的平衡報導為主（分別佔 92.8%及
95.3%），《人民網》較《澎湃新聞》對烏克蘭的同情態度更為積極（分別占
6.6%和 3.7%），但二者都較少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前述消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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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出，《人民網》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息，但是並未因此對於俄羅斯
採取同情立場。對參戰雙方維持中立立場，不論是商業媒體或官媒並無明顯
差異，符合中國媒體管制下對於重要新聞事件「定調」的型態。

表 5：《人民網》、《澎湃新聞》俄烏戰爭新聞／文章的立場方向分配
立場方向 人民網 澎湃新聞

對俄羅斯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0.6%） 4（1.0%）

對烏克蘭呈現積極、同情態度 12（6.6%） 14（3.7%）

中性、無立場 168（92.8%） 362（95.3%）

總和 181（100.0%） 380（100.0%）

X 2 =2.717, p > .05
資料來源 : 作者自行整理

二、	框架包裹

根據 van Gorp（2007）的「框架包裹」之研究取徑，本文利用框架矩陣
拆解和分析研究樣本，分別從框架化裝置、推理裝置對新聞文本進行質化歸
納。
根據上述的內容框架分析結果，歸納出四大類框架：「衝突框架」、「責

任歸屬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其中「責任歸屬框架」和「經
濟影響框架」包含若干個次框架。以下將依序對《人民網》和《澎湃新聞》
有關俄烏戰爭之新聞文本進行框架矩陣分析，舉例討論兩家媒體在此事件中
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與意識形態，以及媒體所扮
演之角色。

（一）衝突框架

前述量化分析結果可知，衝突框架是兩家媒體對於俄烏戰爭新聞中最常
使用的報導框架，符合過往戰爭新聞的主流研究結果。該框架內容主要針對
俄烏兩國相關議題而引發的區域或組織、國家之間的衝突，同時包括雙邊或
多邊問題，在樣本中常見的有：俄烏兩國戰爭的即時情況及戰爭行為、國與
國或組織之間因戰爭而變動的關係等。該框架最核心的內容及意涵為，因俄
烏兩國的衝突導致利害關係人間的意見分歧、對立，甚至衝突及戰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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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衝突背後常涵蓋歸責或對另一方的指責，但這屬於「責任歸屬框架」中，
透過報導內容對戰爭行為的責任進行歸屬的部分，不在「衝突框架」的討論
範疇之內。

「衝突框架」多出現在純淨新聞報導，其框架裝置分析，首先考量低層
次的用字，字彙選擇上通常都與衝突、軍事行為有關，用於描述戰爭情況，
常見的用字如下：「特別軍事行動」、「緊張」、「衝突」、「入侵」、「保衛」、
「襲擊」、「對峙」、「譴責」、「斡旋」等等。並且，《人民網》及《澎湃新
聞》都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將此戰爭行為稱為「特別軍事行動」，如「俄
羅斯總統普京 24日清晨發表電視講話說，決定在頓巴斯地區發起特別軍事
行動。」（黃河等人，2022年 2月 24日）。

其次，衝突框架中常聚焦於事件當事者之間的不同論述，如俄烏兩國在
聯合國安理會上針對布查事件各執一詞。《澎湃新聞》喜用此類議題，且在
遣詞用字上更加情緒與煽情：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表示，俄羅斯每天都在做出人道

主義努力，相反是烏克蘭方面蓄意阻撓。涅邊賈說，烏克蘭的極端

分子利用平民作為人盾，卻將他們的遇害歸咎於俄羅斯軍隊。

近日，烏克蘭媒體播出據稱是在基輔市西北部郊區布恰鎮拍攝

的視頻，稱俄軍在占領當地期間殺害了數百平民。俄羅斯駁斥烏克

蘭方面的指控，稱烏克蘭公布的所謂照片和視頻材料「都是演的」

（澎湃新聞，2022年 4月 6日）。

這篇報導同時引述俄、烏雙方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敘事方式，透過用字
選擇呈現俄烏互相指責對方所形成的對峙衝突，俄羅斯指出布查事件是烏克
蘭「極端分子」所為，並且烏方所提供之證據「都是假的」，俄方不斷為「人
道主義」努力，並未如烏方所言「殺害平民」。同時，報導也高度引用俄羅
斯駁斥訊息，似有為俄羅斯澄清的傾向。
包括在戰爭爆發初期，有關烏克蘭如何面對俄羅斯進攻的報導中，也可

透過用字看出對於戰事以及雙方衝突的敘述，直指烏克蘭與俄羅斯實力懸
殊，將烏軍譬喻為「無頭蒼蠅」，面對俄軍的突擊「無招架之力」，僅有「挨
打」的份。市場化媒體的敘述方式高度戲劇化，也不看好烏克蘭處境。

這次軍事衝突，俄羅斯發動的網絡戰和電子戰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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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戰同樣重要，干擾對方的雷達、通信，可以讓對方「聽不到、

看不見」，像無頭蒼蠅一樣。

對於俄軍的聯合火力突擊，烏軍看起來幾乎是無招架之力，大

部分重要軍事目標都被打了，這也正常，俄烏軍事實力差距太大

了⋯⋯加上烏軍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是蘇聯時期的產品，對於俄軍來

說再熟悉不過，性能怎麽樣，有什麽缺點，了如指掌，烏軍只有挨

打的份了（澎湃新聞，2022年 2月 25日 a）。

在框架推理上，「衝突框架」指因俄烏戰事使國際和不同地區的緊張局
勢升級（問題定義），主要涉及各方利益所引發的多邊問題、意見不合，甚
至衝突，不僅是俄烏兩國的關係，還包括參戰國與各國或國際組織間的關係、
中美關係、多邊關係等等（因果解釋）。並有相關報導指出衝突行為（軍援、
制裁等）並不利於緩解局勢（道德評估），應儘早停息戰火、和平談判（解
決建議）。
在報導模式上，首先是中、東歐國家與美國應對烏克蘭危機的方式實有

分歧，或由於制裁俄羅斯的行為，所引發歐洲內部乃至世界之危機，如：

〈歐洲人頻頻穿梭，美國人怒目相向〉

自 2021年 10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之間就出現
了顯著差異。美國總統拜登明確支持烏克蘭未來加入北約。隨著俄

羅斯愈加頻繁地向俄烏邊境調兵遣將，對烏克蘭虎視狼顧，拜登政

府和北約架構向烏克蘭提供了真真切切的物資與裝備援助，而不

像德國的朔爾茨政府那樣僅僅意思一下，象徵性地提供了幾千頂頭

盔⋯⋯雖然拜登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從未公開批評或貶低歐洲人，

但他們不僅堅持對俄羅斯怒目相向，而且對歐洲人的斡旋行動冷眼

旁觀，沒有做出任何明確或積極的回應（忻華，2022年 2月 25日）。

上述報導中便談及美國與歐洲在對俄採取制裁時行為的不一致，造成美
國對歐洲「斡旋」、「冷眼旁觀」態度的「怒目相向」。
其次是因戰事引發的中、美關係問題，兩造常就對參戰國的立場或行為，

產生分歧與對峙，公開指責對方的行為只會加劇危機升級，中方的媒體在此
推理裝置中，常描述美方捏造假新聞抹黑中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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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

科夫 14日已經否認俄羅斯曾請求中方提供軍事援助。美方不時製
造和傳播虛假信息，既不專業，也不道德，更不負責任。這樣做只

會使美國進一步失信於世界。」

美方應該做的，是深刻反思自身在烏克蘭危機發展演變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真正為推動烏克蘭局勢緩和做些實事⋯⋯（人民

網，2022年 3月 15日）。

上述報導為中國譴責美方相關報導中常見的起手式，以引述俄方消息來
源為論述依據，先對美方在俄烏問題中所採取之行為進行批判，並指出美國
在其報導中的抹黑，進而帶出中國的立場，體現兩國關係在此衝突中形成的
對峙與分歧。
最後是國際組織對俄羅斯的態度及行為，主要描述國際組織採取的措

施，形成與俄對峙的情形，如：

歐洲委員會表示，暫停俄方代表權的決定只是臨時措施，各

方仍可以通過溝通渠道解決俄烏衝突。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

人扎哈羅娃表示，「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已接近通往不歸路的臨界

線。」（澎湃新聞，2022年 2月 28日）。

上則新聞引述俄官方論述，俄羅斯對歐洲委員會的行為表示不滿，指出
歐洲委員會作為國際組織，不應成為西方制裁俄羅斯的工具，並以「通往不
歸路」形容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關係。
透過「衝突框架」呈現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最明顯之處便是兩

家媒體均引述俄羅斯說法，將此戰爭稱為「特別軍事行動」，顯見中俄兩國
的歷史互動及友好關係、加上中國政府對此戰爭的立場，影響中國媒體對於
俄羅斯行為的定調，並以官方說法作為新聞來源。
在此主框架下，常涉及多邊關係的議題，因此新聞常將議題延伸至中美

關係，呈現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報導模式，進而不斷提出中國呼籲
和平的立場。由此可見此框架背後的潛在價值觀，即使官方呈現中立的態度，
但仍在報導中引用俄羅斯對自身戰爭行為的定義，凸顯中國在兩邊不得罪的
原則上仍親俄的意識形態。
此外，透過此框架的報導模式可知，中國媒體在形塑「衝突框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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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強化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立之報導立場，如反對西方軍事援助將造
成俄烏衝突升級等角度，進而在國際衝突中形塑中國有擔當的大國形象。建
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社會認知框架，體現中國政府將此事件的闡述
與國家利益高度連結，透過兜售一致對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塑造中國社會一
致信仰和反美的刻板印象之文化現象。

（二）責任歸屬框架

兩類媒體在使用「責任歸屬框架」時有所差異，這是《人民網》第二常
使用的框架，《澎湃新聞》相對較少使用。此框架圍繞在討論此次戰爭，以
及戰爭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是由於哪個國家所導致的，或強調在此戰爭下國家
的行為承擔了何種責任。可再細分為四個次框架：「俄羅斯負戰爭的主要責
任」、「烏克蘭負戰爭的主要責任」、「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中
國自我美化」。特別的是，兩家媒體鮮少提出交戰兩國應負的責任，反而將
報導或評論重心放在美國與國際社會。因此，以下針對「美國／北約負戰爭
的主要責任」、「中國自我美化」分別進行討論。

1. 「美國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

「美國負責」次框架主要核心意涵為美國或北約是此次戰爭的始作俑
者，在「責任歸屬」主框架下，兩家媒體使用此框架的比例都較高，尤其是
《人民網》，使用「美國負責」次框架的比例明顯高於《澎湃新聞》。

在框架化裝置上，包含字彙、譬喻和敘事三個面向。字彙選擇常見的有：
「骯髒」、「大國欺負小國」、「危害世界」、「霸權霸凌」、「橫行霸道」、「不
擇手段」、「拱火澆油」、「煽風點火」等，在報導中以負面的詞彙指責美國
或北約激化俄烏矛盾，是戰爭的始作俑者，並且在戰爭爆發後仍不斷拱火。
譬喻方面常使用污名化的譬喻，如：「吸血鬼」、「偽道士」、「製毒師」、

「絕命毒師」、「黑客帝國」、「幕後黑手」、「毒瘤」，例如以下報導：

〈破壞國際秩序的唯我獨尊者—— 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

之二〉

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公道，不要霸道；要合作，不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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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這是國際社會共同願望，但有個別國家不這樣想。烏克蘭危機

步步升級直至俄烏衝突爆發，這個國家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推波助

瀾者。

分析人士指出，美國長期奉行唯我獨尊的霸權政策，四處煽風

點火、製造動亂。為維護霸權，美國不遺餘力拉幫結派搞對抗，一

系列做法破壞國際秩序，威脅人類和平，美國霸權成為人類社會最

大毒瘤（張遠，2022年 4月 7日）。

〈漫評美式霸權之三：全世界瘋狂斂財的「吸血鬼」〉

美國不斷挑起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

拉克戰爭⋯⋯所有人都為此付出了代價，只有控制著美國政客的軍

工複合體贏了——他們以他國生靈塗炭換來了自己的盆滿缽滿。美

國是名副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瘋狂斂財的「吸血鬼」（陳籽，2022年
4月 8日）。

吸血鬼、黑手、毒瘤等名詞都有其原先意涵，但在上述新聞中被挪用至
形容美國行為的污名化比喻，對其貼標籤，以黑手譬喻美國是戰爭乃至世界
亂局背後的操縱者，以吸血鬼譬喻美國透過發起戰爭斂財的行為，又如〈美
國是製造傳播生物病毒和精神病毒的「絕命毒師」〉（唐彥林、李蒙佐，
2022年 4月 13日），其中引用俄羅斯的消息來源說明美國在烏設立生物實驗
室，並以影視劇名稱譬喻美國為「絕命毒師」，稱其為「毒瘤」，指責美國在
全球製造瘟疫和民族分裂，形成意識形態對立而獲取霸權。並使用例證方式，
舉生物實驗室的影像資料、俄軍方公開的病毒檢測等資料作為美國進行軍事
生物活動的證據。
其次，兩家媒體均使用敘事、舉例的方式說明美國如何影響各國經濟，

攪亂世界格局。

美國大搞金融恐怖主義，肆無忌憚地在全球「薅羊毛」「割韭

菜」，加劇了全球貧困和不平等。歷史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日本經濟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等，背後都有美國金融霸權

在作祟⋯⋯如今，美國通過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等手段，再次野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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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國際金融正常運作的規則變成了其肆意掠奪的工具（人民網，

2022年 4月 6日）。

或是舉當下例子說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制裁俄羅斯系列行為之意涵，並
將戰爭責任歸責於美國，如〈海外網評：在美國眼裡，烏克蘭不過是拖垮俄
羅斯的炮灰〉（聶舒翼，2022年 5月 10日），其中指出美國與西方形成聯盟
共同反俄，並自克里米亞事件後便長期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以烏國苦難
換取戰爭。
在推理裝置上，「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次框架意指美國的一

系列行為催發了戰爭（問題定義），因美國在其間不僅能夠獲取利益，還能
穩定霸權地位（因果解釋），把世界經濟、國計民生武器化、工具化，終將
會擾亂世界秩序（道德評估），應該要做和平的穩定器而非衝突的鼓風機（解
決建議）。
在此報導框架下，常出現「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及此

類型的寫作模式，主要強調美國攪亂世界格局，推進北約東擴、同時策動烏
克蘭發起顏色革命，是這場戰爭的幕後黑手，以此為論點論述數篇有關美國
在此衝突背後的所作所為，指出美國應對戰爭負責，從以下一系列標題中便
可看出此範例的框架類型：〈挑動俄烏衝突的煽風點火者——亂局背後的美
國「黑手」之一〉（張遠，2022年4月7日）、〈破壞國際秩序的唯我獨尊者——
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二〉（劉健，2022年 4月 8日）、〈不擇手段斂財
的趁火打劫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三〉（吳寶澍，2022年 4月 8
日）、〈揮舞制裁大棒的橫行霸道者——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四〉（吳
寶澍，2022年 4月 10日）、〈秘密軍事生物活動的幕後操縱者——亂局背後
的美國「黑手」之五〉（朱瑞卿，2022年 4月 11日）、〈劣跡斑斑的人權「偽
道士」——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之六〉（朱瑞卿，2022年 4月 12日），
均是透過論述和列舉美國的行為，形成將戰爭責任歸屬於美國的報導框架。
換句話說，中國在面對俄烏戰爭議題時，若涉及美國或北約方面，必將

連結美中的對峙關係，媒體在其間透過報導構建意識形態對立，將現有的戰
爭歸責於美國，高度呈現抗美、仇美的情緒，甚至連帶舉證過往事件，如海
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將美國形塑為攪亂世界格局、「毒瘤」之形象，建
立中國國民對兩國關係的整體理解、詮釋俄烏戰爭的一致認知框架，達到媒
體報導和政府言論管控目的，高度符合大國對峙下，中國政府透過媒體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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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的話語浪潮，呈現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框架。
常見報導類型，如《人民網》亂局背後的美國「黑手」系列報導，以及

量化結果均可得知，無論是官方媒體論述，或是商業媒體的評論性文章，包
括過往文獻都指明，與反美情緒相關的報導架構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
媒體塑造的意識形態分割，已然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

2.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

「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主要意指中國官方在面對戰爭議題時，表現出
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形象，核心意涵在於中國面對戰爭、衝突或多邊關係
問題時呼籲和平，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形象。《人民網》作為官方媒體，相
較《澎湃新聞》更常使用此框架。
其間消息來源多以中國政府官方為主，因此在框架化裝置中的字彙選擇

上，多數使用褒義辭彙，如：「負責任大國」、「勸和促談」、「維護和平」、「平
等對話」、「客觀公正」、「光明磊落」、「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等，以表
示中國的大國擔當和自我美化，或回擊美國指控。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上負責任大國，中國將繼續發出

聲音、提出倡議、採取行動、付出努力。中方願與各方保持溝通、

止戰促和，切實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李志偉，2022年 3
月 16日）。

趙立堅表示，我們已經多次就烏克蘭問題闡述中方的立場。老

實說，中方的立場的確同少數國家的立場不一樣。中國的立場光明

磊落、公正客觀，無可非議。真正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些

自以為贏得冷戰，可以獨霸天下的國家；是那些無視他國關切、持

續五輪推進北約東擴的國家；是那些四處對外發動戰爭，卻又指責

別國好戰的國家；是那些我聽說對俄羅斯的貓、俄羅斯的狗、俄羅

斯的樹都要制裁的國家（于瀟清、劉棟，2022年 3月 17日）。

從上述新聞的報導字彙可以知道，中國不僅在責任歸屬方面美化自身國
際形象，表現中方在俄烏戰事上有責任、有擔當的態度，同時回應他國指控，
甚至將矛盾指向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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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推理部分，「中國自我美化」次框架意指中國面對烏克蘭問題時，
彰顯有責任、公正客觀的立場與態度（問題定義），與少數國家不同，中國
不會破壞國際秩序（道德評估），並且由於各國應休戚與共、相互關聯（因
果闡釋），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將會繼續採取行動，維護世界和平（解
決建議）。
此框架的潛在現象與上一框架存在雷同，中國政府在面對俄烏戰爭之中

方立場時，常將西方國家劃分為「他者」，以此「一捧一踩」地區分敵我，
透過反對霸權主義、宣揚愛國主義展示中國的大國擔當與強大民族自信，進
而塑造中國形象和話語權。媒體在其間作為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以黨的
領導作為傳播的核心價值，兜售民族主義以淡化中國內部不滿情緒，假借國
際事件、對外關係議題，在新聞報導中塑造一致對外的反美情緒，達到對內
維穩，對外形成統一戰線的目的。此為中國宣揚社會統一信仰，輸出中國價
值觀的常見方式。

（三）經濟影響框架

「經濟影響框架」是兩家媒體在報導俄烏戰事新聞時較常使用的框架之
一，其中《澎湃新聞》相較《人民網》在數量佔比上略高。此框架的主要描
述內容為俄烏戰爭導致的經濟影響，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對國際或其他國家
的經濟影響、對交戰雙方的經濟影響，並以此分為三個次框架：對國際或非
參戰國的、對俄羅斯的、對烏克蘭的經濟影響等。

1. 「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

首先是「對國際或非參戰國的經濟影響」次框架最為常見，因為影響層
面深遠，且互有關連，其框架化裝置主要為字彙和例證，字彙選擇上常涉及
金融相關詞彙，如：「跳水」、「跌幅」、「瘋漲」、「經濟制裁」、「滯脹」、「通
脹」、「物價飆升」等，主要以負面詞彙形容俄烏衝突對國際金融、全球市場
造成的影響，包括引發一系列能源、糧食等危機。

世界貿易組織 12日發布的全球貿易年度預測報告認為，俄烏
衝突危及本就脆弱的全球貿易復甦⋯⋯報告認為，2022年獨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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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不包括烏克蘭）的產出預計將大幅下降 7.9%，該地區的進
口將萎縮 12.0%（澎湃新聞，2022年 4月 12日）。

舉相關金融組織或股市的大盤數據，以實際報告及數字說明戰爭對國際
經濟造成的直接影響，其間明確點出俄烏衝突波及全球貿易，甚至導致全球
食品價格飛漲，如〈糧農組織：3月全球食品價格受烏克蘭危機影響創新高〉
（賀飛，2022年 4月 9日），標題便指出戰爭對於國際糧農的影響。

在推理裝置上，該框架指出俄烏衝突導致各國乃至全球的經濟受到波動
和影響（問題定義），由於俄烏兩國作為食品、能源等基本商品的主要供應
商（因果解釋），而停止貿易或制裁行為將會對低收入國家造成更大影響（道
德評估），因此各國政府和多邊組織應共同努力促進貿易（解決建議）。

2. 「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

其次為「對俄羅斯經濟影響」次框架，其核心意涵為戰爭對俄羅斯經濟
造成的影響。在此框架下的消息來源，以他國或國際組織和俄羅斯官方為主，
報導內容大多談及國際間對俄羅斯的制裁行為，同樣也有新聞引述俄羅斯對
於自身經濟波動的闡述。
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字彙和例證，字彙上多屬於經濟層面，如：「收入

減少」、「出口暴跌」、「通脹飆升」、「經濟制裁」、「盧布堅挺」、「西方團結」
等，但在報導處理上與上一個框架有所不同，如：

俄羅斯央行官網當天發表聲明說，俄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仍然

充滿挑戰，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金融穩定風險仍然存在，但在

俄政府採取控制資本流動等措施後，其上升態勢目前得到遏制⋯⋯

俄方隨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將基準利率從 9.5%大幅上調至
20%，以應對西方制裁、穩定金融市場、提振市場信心。俄羅斯莫
斯科交易所最新數據顯示，盧布匯率已回升至俄烏衝突前水平（黄

河，2022年 4月 8日）。

上述報導中的官方消息來源，指出俄羅斯雖受到戰爭和西方制裁影響，
但俄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已使盧布匯率回升，金融風險得到遏制，歐美國
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效果並不明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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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於俄羅斯有自給自足的能力，並不怕制裁⋯⋯因俄羅斯

對其他國家的制裁是有預判的，所以做了一些準備，抗壓能力較強

（澎湃新聞，2022年 2月 25日 b）。

以及引述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Josep Borrell）的發言，
指出「在面對西方制裁時，盧布展現出很強的穩定性。」（南博一，2022年
4月 6日），此框架主要圍繞國際制裁手段以及俄羅斯的反制手段展開，例證
則多引用俄國央行、財政部、莫斯科交易所等的數據佐證。
在推理裝置上，此框架針對國際制裁對俄羅斯造成的經濟影響，以及俄

羅斯的反制手段進行分析（問題定義），由於俄羅斯有一定的反制裁能力，
西方聯盟對其的制裁效果有限（因果解釋），短期內俄政府將天然氣與盧布
掛鉤，並與黃金脫鉤，使盧布與物價穩定（道德評估），但長期下去不是辦
法，俄羅斯必須刺激國內經濟（解決建議）。

3. 「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

最後是「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此框架報導數量較少，甚至《人
民網》樣本中沒有使用此框架的新聞，因此以下論述以《澎湃新聞》為主。
其核心意涵為俄烏衝突對烏克蘭經濟造成的影響，報導內容傾向於陳述烏克
蘭經濟損失，或國際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等。
框架化裝置層面，同樣使用字彙和例證，常見字彙有「萎縮」、「下降」、

「損失」、「國防援助」、「資金援助」、「極為嚴峻」、「重創」等形容經濟負
面的詞彙；例證方面多舉烏克蘭央行或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報告，
佐證烏國經濟受到戰爭之影響程度。此外，有報導針對美國對烏的援助進行
分析，在框架化裝置上使用了譬喻：

〈新聞分析丨美國送烏克蘭的到底是「救命錢」還是「送命

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很難說這

是「保命錢」，這就是「送命錢」或者是讓烏克蘭某些人的「賣命

錢」。其實這個背後和「租借法案」一樣，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利己

的算計⋯⋯美方事實上還是拱火、澆油這麽一個態勢，以便實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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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潤最大化，損害俄羅斯最大化這麽一個狀態（澎湃新聞，2022
年 5月 11日 a）。

上述報導將美國對烏克蘭的經濟援助譬喻為「送命錢」和「賣命錢」，
並將援助背後邏輯比作「租借法案」，稱其行為是「拱火澆油」。租借法案原
為美國國會在二戰初期通過的一項法案，以不捲入戰爭為前提，為盟國提供
戰爭物資，而拱火澆油原意應是烹飪時的動作，這則新聞將「租借法案」的
概念挪用至俄烏戰爭中的美國立場，並以「拱火澆油」形容美國行為將對烏
克蘭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有關推理裝置，「對烏克蘭經濟影響」次框架意指烏克蘭受到戰爭影響

而引發一系列國內乃至世界的經濟連鎖效應（問題定義），由於烏克蘭作為
糧食出口大國，將連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一步影響全世界（因果解
釋），但有報導指出軍事援助可能使戰爭更加激烈（道德評估），應以資金援
助支持烏政府提供基礎服務，並及時幫助烏克蘭重建（解決建議）。
綜合上述，「經濟影響框架」中使用數據作為事實依據，證明戰爭帶來

的經濟影響。在處理俄國及烏克蘭所受影響時，面對各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
裁，媒體傾向使用俄方數據以佐證戰爭並未撼動俄國經濟，並敘述俄羅斯的
反制手段，兩家媒體明顯站在親俄角度進行報導。但涉及國際經濟、美國議
題，兩家媒體則再次呈現打美、反美的一貫態度，批判美國對烏的援助行為，
凸顯在中美角力環境下，媒體見縫插針地顯現排外與反美的意識形態。

（四）道德框架

最後為「道德框架」，凸顯反戰、正義、公共利益或人權議題的報導，《澎
湃新聞》使用此框架的比例略高於《人民網》；後者的報導以中國呼籲和平
談話及中國的人道主義援助為主，但《澎湃新聞》除中方表態的報導外，更
多呈現戰爭背後人情味的故事，引述許多外國民眾的意見作為消息來源，包
括對各國難民的報導，透過對民眾的採訪回顧城市的歷史等。
框架化裝置上，首先使用字彙，常出現的字彙選擇有：「和平解決」、「全

力保護」、「苦難」、「背井離鄉」、「庇護」、「千瘡百孔」等，如：

2月 27日，俄烏戰事進入第四日，衝突不斷升級。平日裡安
靜美麗的烏克蘭城市，不得不面對呼嘯而過的導彈，面對不斷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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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襲警報，面對被炮擊後千瘡百孔的樓房。人們無助、哭喊、驚

恐⋯⋯（澎湃新聞，2022年 2月 27日）。

相對著重事件客觀報導的官方媒體《人民網》，《澎湃新聞》則以形容詞
描繪戰爭，尤其在「道德框架」下對戰爭環境進行渲染，並圍繞著戰爭下的
小人物進行報導。因此其使用的另一框架裝置為敘事，透過對小人物故事的
敘述，對身處衝突下的人們進行採訪，以小見大地還原戰爭樣貌。

那天回答老師問題時，我聽到窗外劇烈的「咣當」一聲。俄軍

襲擊了敖德薩當地一個軍用物資儲存地，發生爆炸。我看向窗外，

隔著冬日稀疏的樹枝，遠處一團灰霧呈擴散狀態，伴隨黑煙冒出

（澎湃新聞，2022年 2月 27日）。

這方式還使用例證，舉聯合國難民署、美國國務院、德國內政部、人道
主義走廊數量等數據作為有關難民接收、人道主義救援的論述依據。
「道德框架」主要有三種報導類型，首先是「呼籲和平」，這為《人民網》

經常使用的報導起手式，以純淨新聞方式，引用中國官方及國際社會呼籲和
平的宣言、各國的人道救援作為內容核心，如〈聯大主席呼籲俄烏通過對話
解決爭端〉（王建剛，2022年 2月 25日）、〈國際社會繼續呼籲通過對話和
平解決俄烏衝突〉（唐霽等人，2022年 2月 28日）。

其次是「何以為家」，報導內容除陳述難民情況的純淨新聞外，《澎湃新
聞》比《人民網》更多報導各國難民的遭遇，並且以深度報導形式呈現，如
〈全球城市策略｜為難民而規劃〉（澎湃新聞，2022年 3月 14日），從「何以
為家」、「何以為生」、「何以為民」三個角度，討論難民的安置、謀生、基
本權利保障等問題；抑或是討論邊緣國家難民的何去何從，如〈俄歐邊緣中
的摩爾多瓦：難民沼澤、戰爭疑雲與脆弱的平衡〉（喻曉璿、鄭江涵，2022
年 3月 14日）。《澎湃新聞》此類型範圍不僅限於俄烏兩國，更多地講述在
此戰爭中邊緣族群之人權議題。
較為不同的是，《人民網》有關難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報導角度以譴責

西方「雙重標準」為主，指出第三國公民在尋求援助時受到種族歧視。

基於種族、族裔、國籍或移民等身份而選擇性地給予人道主義

援助是不可接受的，它與人道主義精神格格不入。所以，西方國家

以帶有偏見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選擇性方式開展人道主義援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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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會削弱人道主義精神所蘊含的善良與力量，還會讓世人更加認

清西方國家對待人道主義和人權的「雙標」與偽善（毛俊響，2022
年 4月 8日）。

而《澎湃新聞》則是透過對人物的實際採訪，呈現在波蘭擔任難民志
願者的感受，如〈連線／志願者：在波蘭，烏難民受到最慷慨接待，非烏裔
或遭冷落〉（南博一、林宇軒，2022年 3月 17日），文中還引述《衛報》等
外國報導之內容，以此角度展現非烏克蘭裔難民遭遇的人道主義問題。
第三類則是「城市的悲鳴」，《澎湃新聞》有數則與俄烏兩國歷史、地緣

政治相關的專題報導，爬梳歷史脈絡，透過人物故事串起社會變遷痕跡，如
〈特稿／頓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鳴（上）、（下）〉（汪倫宇、喻曉璿，
2022年5月11日；澎湃新聞，2022年5月11日b），以頓涅茨克人的成長經歷、
國族認同等方面展開敘述，呈現兩國政治變動，影響、融入當地生活的種種
痕跡。
推理裝置的部分，「道德框架」意指因戰爭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或公共

利益之問題（問題定義），兩國地緣政治悲劇導致許多人道危機（因果解釋），
當事方應遵守國際人道法，保護平民、減少傷亡，確保人員撤離和人道通道
的安全順暢（道德評估），兩國應立即停火，透過對話和談判化解危機（解
決建議）。
「道德框架」潛在的意識形態與文化現象與前文分析一致，《人民網》

作為官方媒體，相比《澎湃新聞》較少以人情趣味、深度報導的形式呈現此
框架，更強調呼籲和平的純淨新聞，彰顯中國立場與大國擔當，甚至再次批
判西方「雙重標準」以劃分敵我，呼應官方的意識形態，完美充當政府喉舌；
而《澎湃新聞》因其商業媒體定位，則在遵從黨國對事件詮釋的領導權威下，
開拓深度報導的空間，講述災難背後的人物故事及人權議題等，迎合資本市
場需求。

伍、	結論

本研究透過量化及質化分析，呈現中國兩家網路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報
導。結果發現，黨營的《人民網》與商業化的《澎湃新聞》，在俄烏戰爭中
扮演的角色相近，與胡光夏（2007）、Thussu & Freedman（2003）的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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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幾點雷同。首先，中國媒體在俄烏戰爭新聞報導中充當了戰爭的批評者、
批判戰爭的觀察者之角色，雖然不公開譴責交戰兩國，但兩家媒體在報導內
偶有呼籲和平，反對戰爭的立場。
然而，不同於過往研究指出部分媒體介入戰爭，成為戰爭的工具或平臺，

中國媒體並未積極扮演此次戰爭的啦啦隊，或鼓勵他國參加戰爭之角色，反
而對交戰兩國的立場保持高度節制，為俄國說話同時，又同情烏克蘭。然而，
中國媒體卻成為另一場意識形態戰爭的平臺，透過遠方烏克蘭的實體戰爭，
為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增添火力，處處呈現中美兩國的角力。也就是說，
中國的媒介平臺上，透過俄烏戰爭的報導形塑反美情緒，強化其民族主義。
戰爭新聞的再現受到媒體與國家關係的高度影響。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 的宣傳模式指出，即使是標舉新聞自由的美國，媒
體報導戰爭新聞仍高度受到國家左右。威權國家的媒體更難脫離黨國力量的
指令，中國媒體長期以來作為複製領導者政經框架的啦啦隊，在有關俄烏戰
事、中美關係的議題上，不斷為中國的立場吶喊助威，加強民族自信、宣揚
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且見縫插針地將戰爭責任歸咎於美國、批判美國，與
其形成意識對立。回應過往相關研究理論，在中美角力的環境下，中國政府
利用「黨的公關公司」⸺新聞媒體，將其作為政府的宣傳工具，在戰爭的
責任歸屬聚焦於美國，進而在此議題中不斷塑造一致對外的民族情緒，彰顯
中國形象（李金銓，2002；汪宏倫，2014）。

細究戰爭報導框架，過往文獻指出，在衝突與和平兩端中，媒體經常重
現衝突場景；本文分析結果證實此論點，衝突框架是《人民網》和《澎湃新
聞》最常採取的報導框架。而在經濟框架、責任框架、道德框架等議題的複
雜牽動下，則出現人道、反戰的想法 。在責任框架下，雖然不輕易究責於俄
羅斯，卻反而主打反美牌，認為美國及北約要為戰爭負責，譴責民主盟國的
經濟制裁行動，並抨擊美國從俄烏衝突中牟利。
從媒體屬性來區分，《人民網》和《澎湃新聞》在報導主題與消息來源

上呈現差異。《人民網》傾向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高度使用俄羅斯官方訊
息，合理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淡化俄羅斯受到國際制裁的影響。《澎湃新
聞》作為商業媒體，其報導走向和立場雖然不能偏離國家利益，但也形塑與
官方媒體有所差異的報導風格，如以其他國家或人民作為消息來源，在道德
框架中展現更多人情趣味的深度報導，盡可能迎合資本市場的需求，從中獲
取利潤。此研究結果符合王毓莉（1999）、何清漣（2006）等人對於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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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分析方向。
綜合觀察，中國媒體在建構俄烏戰爭新聞時，依循與俄烏兩國外交關係

以及經濟利益的基礎，盡可能不得罪交戰兩國，但在新聞中仍頻繁引用俄羅
斯官方消息來源作為報導依據，對戰爭的定義採用俄羅斯的官方用法，稱其
為「特別軍事行動」。並且，兩家媒體在此事件的報導中，除使用過去研究
發現所指出戰爭新聞常見的衝突框架、經濟影響框架、道德框架外，頻繁使
用「美國應對戰爭負責」的責任歸屬框架，尤其是以《人民網》為例的官方
媒體，以對美國的戰爭咎責作為最主要的報導框架之一。
本文分析中國網路媒體所建構的俄烏戰爭，及其背後凸顯的民族主義。

研究結果顯示，傳播作為中國政府「維護政體的民族主義」之主要途徑，誠
如汪宏倫（2014）所言，中國媒體對外一致支持一個強大、維護世界和平的
政府，建立主體意識，對內自上而下地動員普通民眾，以仇美、反霸權的「戰
爭之框」劃分敵我，形成意識形態分割。從框架包裹分析結果可看出，此類
新聞建構方式，已然形成詮釋俄烏戰爭的主要認知框架，並不斷以自我美化
的方式塑造中國「除暴安良」的國際形象。
因此，不同於過往戰爭新聞研究，本文發現，中國媒體在實體戰爭的再

現之外，積極建構一場虛擬的戰爭，動員民族主義情緒，為中美兩大強權角
力增添柴火。亦即，中國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新聞報導，醉翁之意不在酒，
實則利用俄烏戰爭，建構反美、反西方、反霸權的言論戰場平臺，媒體成為
複製政府意識形態的啦啦隊，對內以「中國自我美化」宣揚民族主義，對外
以「美國／北約負戰爭的主要責任」形成批判美國的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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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ssia-Ukraine war has been attracting global media attention. In China, 

a country that has good relations with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how did Chinese 
media outlets report this war? How were did national and market interests of 
China reflected by Chinese media through war news? Using van Gorp's framework 
wrapping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wo Chinese online media 
outlets, People's Daily (Renmin ribao) and The Paper (Pengpai xinwen), represented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in their report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reports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one 
run by the party and the other market-oriente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forms of 
repor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reporting themes, and content frameworks. However, 
consisting with China's official position, their reporting stances were both neutral 
without biasing towards either Russia or Ukrain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mong the four commonly-seen thematic frameworks, the conflict framework wa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the two media outlets. The other frameworks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framework, the economic impact framework, and the 
ethical framework. After combined analysis of framing devices, reasoning devices, 
and underly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the war new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by reporting the news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the Chinese media out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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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anti-American and anti-Western discourses and played 
the role of nationalist cheer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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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	
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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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框架理論與敘事分析出發，探討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於官方推特（Twitter）公開推文的主題及其言說策略。資料蒐集時間為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11 月 13 日，總計 447 則推文。經隱含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簡稱 LDA）主題模型分析後發現，澤倫斯基
推文的主題框架可分為：1. 人道主義迫害、2. 援助與抵制、3. 與烏克蘭同一
陣線。進一步檢視其敘事架構後發現澤倫斯基在善惡歸納、道德評價和行動
方案等面向，彰顯戰爭歸因與烏克蘭國家／人民價值，並且表達烏國訴求和
利益，更藉由「口號」連結其目的與主題框架，進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關鍵字：社群媒體、俄烏戰爭、框架理論、敘事分析、隱含狄利克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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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與網路的普及，現代戰爭型態亦隨之轉變，除了過
往傳統熱戰外，也包括了認知戰、資訊戰等層面。其中最大的差別，即在
於如何透過媒體與資訊的傳遞，說服目標受眾支持其軍事行動，達成戰略
目標（方鵬程等人，2016）。2022年 2月 24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宣佈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去軍事化」及「去納粹化」
等原因，闡述其受到烏克蘭軍隊威脅，並表示在收到頓內次克（Donetsk）
及盧甘斯克（Lugansk）兩親俄地區領導人的請求後才開始以維和部隊名義
派遣俄軍穿越邊境，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及多個城市發起攻擊（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2022年 2月 24日）。此舉不僅代表著俄烏兩國在政治與軍事衝突對立
的全面升級，亦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所爆發的最大規模戰爭。
隨著兩國戰爭的爆發，戰爭中的傳播現象同時成為關注焦點。在《戰爭

傳播》（War Communication）一書中，國內學者方鵬程（2007）曾以「4CI」－
Command（指揮）、Control（控制）、Communication（通訊）、Computer（電
腦）、Intelligence（情報），以及宣傳戰與心理戰所處的「第二戰場」為基礎，
提出戰爭傳播是以宣傳和說服為手段，目的在於爭取國內外的民意支持、輿
論認同與行動參與，以期獲得友邦聯盟、打擊敵人民心士氣的政治行為。這
也表示，衝突期間的媒體使用與訊息傳遞常是有計劃的策略展現，在面對戰
爭威脅下，如何妥慎擬定並運用傳播策略便成為取得戰略優勢的重要一環。
而這樣的資訊戰之所以特別，除了是專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較量外，更是從
大眾媒體主導到社群媒體參與的一種轉變，從而影響了今日俄烏戰爭主流價
值觀的形塑。
以往的戰爭衡突中，政府在傳播與相關資訊處理常處於被動，但烏克蘭

這次面對俄軍的步步進逼卻積極地面對處理，務求對外、內能夠建立有效的
溝通及傳播，除利用政府統一發佈重要資訊，也透過各種渠道呼籲民眾跟隨
官方消息、快速回應各類謠言，以阻止虛假消息在民間散播。例如，有俄議
長宣稱烏總統在戰事進行期間早已逃出基輔，而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
ensky）及其幕僚則在當地知名歷史建築物前自拍，迅速上傳社交網路加以澄
清與反擊（楊駿宗，2022年 2月 26日）。此外，烏克蘭在戰爭中充分利用社
群媒體平臺－－推特（Twitter）推文的快速傳散特性，做為軟實力的延伸，
以框架及敘事手法有意圖、目的性的影響國際社會對於戰爭歸因及責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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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的看法，將烏克蘭的受苦形象配合人道主義救援，以「幫助烏克蘭」鏈
結社會期許，甚至藉由標籤「#StandWithUkraine」、「#StopRussia」進行支
持烏克蘭、阻止俄羅斯等行動，使得口號不再只是口號、標籤也不只是標籤，
而是能連結人們及改變認知的重要關鍵。
身處戰事之中，面對巨大威脅的烏克蘭，如何憑藉推特取得網路話語權、

爭取支持，使國際社會與烏克蘭站在譴責俄羅斯的同一陣線，其社群言說策
略值得深思與探究。因此，本研究以烏克蘭國家領導人推特社群作為主要研
究平臺，藉由框架與敘事之觀點，運用資料探勘方式蒐集與分析澤倫斯基在
俄烏戰爭中的推文架構，檢視其如何透過有意識的過濾、排除與強調所選擇
的訊息以及推文內容研訂，爭取國際支持，形成對己有利局面。

貳、	文獻探討

一、	俄烏戰爭與社群媒體

在俄烏戰爭進程中可觀察到，社群媒體的應用影響了民意與輿論走向，
也成為左右戰爭的關鍵，其中俄羅斯擅長使用「駭客戰／網路戰」之資訊作
戰手段進行攻擊，阻截烏克蘭地區網路，企圖使政治、經濟及社會運作網絡
失能，並搭配訊息操弄、假消息進行「心理戰」；而烏克蘭則利用社群媒體
及大眾輿論的影響力進行「心理戰」及「認知戰」（曾柏元，2021；詹祥威，
2022年 4月 14日）。俄羅斯是最早在軍事領域利用網路空間的國家之一，
長期重視研發以提高在該領域的網路攻擊能力（黃郁文，2022）。從莫斯科
2008年對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發動軍事打擊前，就遭指控對喬國發動
網路攻擊，造成該國網路癱瘓及重大損失；到 2014年烏克蘭東部地區戰爭，
俄羅斯支持的駭客組織多次對烏軍進行電子與網路攻擊，以癱瘓其系統。
2015年起，烏克蘭已多次遭遇駭客攻擊，導致上百萬居民斷電，甚至在冬天
導致首都基輔供電、供暖遭斷。

2022年俄烏戰爭前，亦利用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 1癱瘓烏國
外交、內政、國防及銀行金融等網站，造成內政停擺。在此次戰爭中，俄羅

1 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簡稱 DDoS）攻擊，為駭客在短時間內利用大
量發送網路封包或服務請求，使得受害系統主機因網路頻寬超出負荷或耗盡資源而癱瘓，無法提
供正常服務予一般使用者（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202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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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戰略仰賴具進攻性的「駭客戰」配合其軍事行動，在開始軍事攻擊前，
先行破壞對手的資訊基礎設施、民用及軍用通信，造成網路癱瘓、指揮管理
系統失效。除了利用駭客戰進行網路資訊的截斷與癱瘓之外，在心理戰方
面，俄羅斯則藉由網路攻擊竊取烏軍士兵個人資料及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簡稱 IP）資訊，發送「快離開，不然就等死！」的簡訊，或傳訊
息給士兵家屬「你的兒子（丈夫）已經死了」，等家屬急於回撥時，便打電
話到士兵手機佔線、或馬上砲擊手機訊號所在位置，企圖使軍、民心渙散（黃
郁文，2022）。
面臨俄羅斯以資訊作戰手段攻擊烏克蘭的挑戰時，烏國政府則善用社群

網路的擴散影響力，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認知戰」，呼籲世界一
同抵制侵略者俄羅斯，號召全球反制俄羅斯（張玲玲，2022年 10月 14日）。
例如烏克蘭副總理費德羅夫（Mykhailo Fedorov）身兼「數位轉型部長」招
募網路自願者協助組建「IT軍隊」，並以網路安全公司「Cyber Unit Tech-
nologies」為核心，組織國內外駭客一同反制俄羅斯的資訊作戰攻擊。不僅
保護國內基礎設施不再受駭客攻擊外，甚至針對俄羅斯軍隊進行情報搜集與
反擊，連全球最大駭客組織「匿名者（Anonymous）」都響應召集，在推特
上宣布正式對俄國展開網路攻擊。除了組織志願駭客反制俄軍，烏國總統澤
倫斯基及其政府也利用推特的平臺效應，拉攏民間企業投入修復烏克蘭軍、
民網路通訊，如「馬薩爾科技（Maxar Technologies）」出動商用衛星影像，
曝光俄國軍事動態。
再者，由於烏國網路設施屢遭破壞，造成民眾通訊受阻，「SpaceX」執

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即宣布旗下星鏈（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服務供
給烏克蘭，幫助當地因戰火而阻斷的網路仍能繼續提供資訊流通；影音平臺
YouTube也於 3月 1日宣布封鎖「今日俄羅斯」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
宣傳頻道；而 Facebook、Google、微軟亦跟進封鎖、下架及調整演算法，使
得俄羅斯對外宣傳不再被看見，進而失去效用。從上述烏克蘭反制俄羅斯資
訊作戰的手段中可以瞭解，烏國面對具有軍事優勢的俄羅斯，利用社群媒體
推特進行全球性的認知作戰回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贏得國際支持，多
次透過推文與他國領袖視訊和發布宣言影片，呼籲國際加強制裁俄羅斯，並
指責俄軍侵略下的各種「罪狀與暴行」，使俄軍儘管在網路戰及軍事武力層
面相較烏軍佔優勢，但在認知戰、輿論戰、心理戰或宣傳戰等廣義資訊作戰
領域上，其表現卻弱於烏國（黃郁文，2022；馮建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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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播媒介科技的進步，當前媒體外交已是一個國家布局國際戰略甚
至是戰爭行動的關鍵要素，在外交活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顏瑞宏、
傅文成，2022）。過去 Cohen（1986）將媒體、外交與公眾之間的關係與功
能區分為：（1）媒體為外交決策者和公眾獲得的資訊來源；（2）媒體可作
為國家之間外交溝通的平臺；（3）透過媒體可爭取到國內外對公共政策的
支持。而 Gilboa（1998）則將媒體外交定義為僅限於媒體與外交間所行構的
關係，意即決策者在特定情況下通過媒體訊息的傳播，與國家政府或非國家
行為主體建立信任關係，或施予壓力、動員公眾支援談判，從而推動協議簽
訂等。因此在當代的傳播環境下，國與國之間得以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互動，
推動此類平臺在資訊戰的背景下被廣泛運用，更具影響人們的意見與感知。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政府即運用推特進行該國的戰爭傳播，也因為社

群媒體的影響力與擴散力，使訊息能夠短時間內在全球傳散，從而使世界各
地的人們幾乎能夠同步地參與全球事件（Agarwal et al., 2022, August; Pohl et 
al., 2022）。由於此次戰爭利用網路空間進行輿論宣傳是過去前所未聞，也從
無現任總統如此依賴社群媒體進行國內外交流，甚至建立烏克蘭國家品牌，
使得戰爭傳播在新場域的應用提升到了另一種新興戰爭型態的層次（Chen 
et al., 2022; Serafin, 2022）。以政治外交的角度來看，現今媒體宣傳的時代，
運用網路媒體或社群進行的公共外交，可稱為基於網路的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Bjola & Holmes（2015）在其編著的《數位外交：理論與實踐》
（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書中，將數位外交作為國際政治管
理的一種革新形式，認為國家使用數位媒體（如社群）達到外交目的方式，
已經改變過去外交訊息管理議程、公共外交、戰略規劃及國際談判的做法，
這也同時代表對於新世代的戰爭傳播，可以運用含括更廣泛的社群媒體進行
說服溝通，使受眾與影響層面擴展至全球。
從 Alden & Chan（2021）的研究中亦可發現，國家為何、如何有目的

性的使用社群媒體平臺作為宣傳管道。研究中提及中國官方推特帳戶自新冠
肺炎 COVID-19流行爆發後，活動量直線升高，而中國積極選擇社交媒體
作為數位外交的原因包含了：（1）推特提供有針對性的外展能力，利用標
記與主題標籤能快速有效地接觸國際受眾；（2）可以監控與衡量國際輿論；
（3）透過推文的議題管理可以轉移公眾注意力，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利用美國社區種族構成聲明來轉移對新疆人權議題的批評。從這之中亦
可得知，國家在藉由選擇特定媒介進行公共外交的發言時，通常帶有宣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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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且具主題性與目的性。 
由於社群媒體的傳播特性與數位環境使然，烏克蘭在俄烏戰爭中能充分

利用社群媒體作為外交中的傳播角色，不僅資訊提供更即時、溝通管道更直
接，亦能避免媒體機構的干預，使組織本身所建構的框架避免被二次傳播的
媒體機構所破壞，更可藉由推文進行戰略溝通敘事，使主體組織策略的運用
與傳播能夠直接傳遞予受眾。本研究依此分析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推文，
欲瞭解面對戰爭威脅，烏克蘭領導人如何利用框架設定與敘事策略，塑造對
己有利的象徵，達到符合戰略目標的戰爭傳播。

二、	新媒體時代下的戰爭衝突框架

框架作為一種認知架構，其理論（framing theory）已被廣泛解釋及運
用於各種領域，以瞭解人們如何認知與理解世界，並依此進行訊息分類與解
釋（Goffman, 1974; Pan & Kosicki, 1993; Scheufele & Tewksbury, 2007）。根
據 Entman（1993）的說法，框架是個體選擇如何感知現實，使它們在文本
中更加突出，以促進特定問題的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行動建議。換
言之，框架是透過有意識的選擇、排除與強調建構者結構化地篩選、省略或
突出某些訊息的方式（de Vreese et al., 2001; Entman, 1993）。過往的框架理
論研究著重於分析主流媒體如何影響公眾對世界的看法，例如新聞框架如何
影響人們對事件解釋的方式（Neuman et al., 1992; Tuchman, 1978）。此外，
框架也被理解為一種試圖影響世界感知的權力象徵（Entman, 2004），亦有
學者針對權利菁英和新聞記者如何創造傳播框架進行探討（de Vreese, 2005; 
De Vreese et al., 2001; Yang, 2003; Zhou & Moy, 2007）。簡單來說，框架可以
被描述為一個動態過程，其涉及框架構建（框架如何創建）與框架設置（框
架與受眾的傾向或相互作用）等面向。
而政府作為權力精英的組織，利用框架的形式構建訊息，期望媒體以

積極、正向的態度向公眾展示政策，對於政府來說是常見的手段之一，在
外交政策和戰爭領域上的運用亦是屢見不鮮（Entman, 2004）。例如 Douai 
& Moussa（2013）的研究運用框架分析推特上有關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政治革命推文，發現民眾對於社會變革的訴求與理念能夠在社交媒
體中獲得共鳴與支持。透過社群媒體，人們不僅能夠尋找、關注實時資訊，
更能夠實際參與「公共對話」，形塑公眾價值。當社群媒體與現實能夠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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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線上的發言或傳播行為亦具備影響線下真實生活之潛力（Enjolras et 
al., 2013）。而Hemphill et al.（2013）針對美國政治範疇所作的相關研究中，
也可發現美國國會議員會積極的透過推文與標籤功能建構框架、引導公眾
討論其所選擇的政治議題，進而影響公眾的意見與行為。相似地，Dunning
（2018）的研究探討社群媒體運用於政治宣傳之效果，以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為例，檢視其如何運用推文應對媒體與大眾，進行傳播與
說服，並形塑政治框架與公共話語權，結果發現川普將推特作為其主要政治
宣傳管道之一，搭配極具個人特色的政治風格與框架敘事，能夠影響受眾對
於其發布議題（如發展盟友、宣傳議程、回應批評、定義自我等）的看法，
甚至信任推文者提出的政治敘事。
在戰事衝突領域中，Manor & Crilley（2018）的研究發現，在 2014年

加沙戰爭（2014 Gaza War）期間，以色列外交部於推特上制定出 14種框架
策略，如強調哈瑪斯（Hamas）綁架以色列青少年事件、對以色列城市發射
火箭、以色列軍隊行動合理性等，主要目的在使以色列的各項決策合法化，
當中甚至加入圖像以強化訊息，使推文中的框架與以色列的整體戰略敘事產
生共鳴，達到說服目的。相似地，Khan & Pratt（2022）的研究檢視巴基斯
坦軍方使用社交媒體（Facebook）所進行的傳播策略，除了促進軍民對話與
公眾參與，更隨著局勢變換 4種不同的訊息框架（即動機框架：為公眾提供
支持軍方打擊恐怖主義的理由與驅力；資訊框架：反恐戰爭的討論與倡議；
預測框架：提供大眾反恐的合理行動方案；診斷框架：打擊敵對陣營）發布
訊息，以維持公眾對反恐戰爭的支持。
檢視上述研究發現，在戰爭、衝突或政策宣傳中的訊息發布或傳播溝通，

軍隊、政府通常具有目的性的說服策略，而這些發布在媒體或社群的訊息多
隱含著符合戰略目標的說服框架，且隨著局勢變化，會以不同框架來達到最
佳說服目的，甚至影響現實局勢。然而各項衝突或戰爭均有其特殊且複雜的
歷史背景、糾葛與考量面向，其傳播框架策略研擬無法一概而論。以俄烏戰
爭來說，烏國總統澤倫斯基面對俄國的強勢進逼所採取的戰爭衝突框架為
何，為本研究關注重點之一。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1: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運用社群媒體平臺推特所傳
達的訊息框架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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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群媒體戰爭衝突敘事

承前所述，現今科技與網路的快速發展，政府或國家領導人在面對戰爭
衝突時發布相關訊息不再只能仰賴傳統媒體轉達，而是可以直接將社群媒體
作為渠道進行戰爭傳播（黃柏欽，2020）。其使用者廣泛、關係網路緊密、
成本低與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讓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遞仰賴社群媒體，也
讓社群媒體成為操縱戰爭衝突輿論走向的新場域（胡光夏，2019）。其中，
相當重要的關鍵與受到關注及討論的面向即為戰略溝通敘事（Roselle et al., 
2014）。因此，框架通常藉由敘事手法進行，而敘事常透過影響意圖的事件、
演員和行動表示。根據 Miskimmon et al.（2014）的說法，敘事具有 3個核
心要素，首先敘事不是自然出現的，而是由具有特定意圖的政治家精心製作
的；其次，敘事具有時間維度，它們援引過去來理解現在和預測未來；第三，
敘事提供了過去和現在的共同意義，因為它們定義了「我們」是誰以及「我
們」想要什麼樣的世界。敘事有助於創造共同身份，而其不同於框架的主要
特徵在於它們賦予過去、現在和未來實現政治目標的意義與方式（同上引）。

Dimitriu（2012）的研究指出，資訊時代下的戰爭相比於實際戰術行動
結果，更看重的是如何運用戰略溝通敘事，引導公眾輿論看待衝突。該研究
主要在分析阿富汗戰爭期間美（聯）軍的戰略溝通敘事，認為引人入勝的故
事情節若可以解釋事件並說服受眾時，便能獲得對於戰爭的合法性與支持，
也反映出戰略溝通敘事如何實質影響民意，以及民意、輿論對於戰事發展
的重要影響性。Entman（2004）則透過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 911事件後的評論，展示了其國家領導人如何構建符合戰略目標的
敘事框架；該研究發現，小布希總統在面向美國人民的演說時表示，此襲擊
對美國而言是種戰爭行為，美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進行善與惡的鬥爭（懲
惡揚善），並設定了框架、定義問題（攻擊）、解釋因果（戰爭）、評價道德（善
與惡）和行動方案（解決）。相似地，孫秀蕙（2005）亦以符號與敘事結構
分析方式，發現 911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國會演講稿的說服框架為要求美國人
民與世界各國支持美國政府，表明對阿富汗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其敘事結構
原則包括了指名受眾、定義事件（如自由受到攻擊）、說明歸（原）因、提
供行動方案等；並將此文本與十字軍東征時的教宗講話稿進行對比，發現兩
者皆利用將對立極致化的衝突論述方式，以修辭隱藏真實，說服受眾。
綜整上述政府、軍隊與政治領導者在戰爭衝突中發言的相關研究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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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了說服受眾，官方發布的訊息經常被包裝成符合該國的戰略目標，即
戰爭傳播框架；而其敘述架構亦會利用敘事手法隱藏部分訊息與事實，從而
強調、突顯對己有利的訊息和故事。儘管框架和敘事存在些許差異，但常被
使用於相似目的，即試圖通過刻板印象、歷史類比和通俗的文化框架來吸引
群眾透過共享感而進行傳播（Barthes, 1978）。此部分亦為本研究探討重點，
意即檢視烏克蘭總統在俄烏戰爭中對外的推文言說策略，以敘事角度分析烏
國總統如何試圖影響國際社會對戰爭的價值觀，創建共享身份感。據此，本
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RQ2: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推特傳達的訊息框架，其運用的敘事結構
為何？

參、	研究方法

一、	樣本取得與資料蒐集時間

本研究目的為檢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中推文的訊息框
架及其敘事策略。首先，本研究利用 Python程式語言撰寫的 Twint2對其
發布內容進行爬文，蒐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官方帳號：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ZelenskyyU（網址：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推文，
時間範圍選擇自 2022年 2月 24日開戰至 11月 13 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
赫爾松止，以此階段性的戰略成果作為觀察俄烏戰爭事態的蒐集區間，共計
903則推文。

二、	資料篩選與過濾

澤倫斯基總統推文態樣多以內容相同的烏克蘭語與英語並行，輔以立場
相似的國家語言（如法文、中文、西班牙文等）。本研究欲瞭解烏國領導人
對外社群言說框架及其敘事手法，故以能夠被廣泛傳散的國際主流語言－英
語推文為主，據此篩選條件下，過濾後總計 447篇推文作為研究分析樣本。

2 Twint 為 Python 程式語言編寫的 Twitter 抓取工具，可以擷取特定帳戶公開推文或主題標籤等相
關內容（Twint,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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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分析步驟與方法

資料蒐集及篩選完成後，本研究首先以 Twint搜集文本資料，利用
Twitter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API）與使
用者之個人資料金鑰（token）取得授權進行爬文，並參考過去探討推特主題
框架的相關研究方法（如 Khan & Pratt, 2022; Manor & Crilley, 2018），利用
工具包 Gensim進行 LDA主題模型資料分析。其分析架構為基於 mallet工
具包之吉布斯分佈（Gibbs）進行運算，參數設定為 alpha = 50、iterations = 
1000、topic_threshold = 0.0。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為主題建模演算法，可將文
本內容分類成不同主題，進行內容框架的探索（Barna & Knap, 2022; Heid-
enreich et al., 2019; Hubner, 2021; Yang et al, 2021）。該模型分析方法具有兩
個前提：（1）每篇文件都是由數個主題（topic）所形成；（2）每個主題都
可以使用數個重要的字詞（word）來描述，且相同用詞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
主題之間。

LDA的模型分析可以將資料依配適度高低分類調整為最適當的主題數
目，並利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 3方式，找出資料文件背後所隱含的主題框架結
構（Steyvers & Griffiths, 2007）。再者，LDA模型利用吉布斯分佈的分配方
式，將文本內經常出現的詞彙歸納成關鍵詞彙，依此快速標定文本內容，進
行分類，並運用字詞權重檢視文本之於主題的歸屬是否正確，故本研究採非
監督式文本分類，在開始運行程式前並無文本主題預設立場，而是視字詞與
文本形成的最適主題分類。
在 LDA主題模型分類完後，本研究依其分析結果，針對各主題所運用

的框架結構和敘事手法進行解析，檢視澤倫斯基總統在戰爭衝突期間的推文
態樣，及其如何透過社群言說展現烏國價值、需求與利益。

3 非監督式機器學習其概念為初始不設定主題，直接交由機器判別，計算出在一定範圍內的最適分
配；反之，監督式學習為初始即設立主題並標註主題內容，使機器在分類文本時依先前所設定的
主題進行分類，惟此一方式容易造成機器強制將所有文本分類，即便該文本不符合原先設立之主
題內容（Banerjee & Basu, 2007, April; Matern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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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	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的主題模型分析

在運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方式觀察 LDA一致性分數後的結果顯示，烏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上的推文框架建議分為 3群（如圖 1），再檢視
各主題關鍵字，依詞性進行分類與歸納後從中探索各主題意義，進而為後續
主題命名提供參考（如表 1）。

圖 1：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主題一致性分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1：主題�型�群�關鍵詞整理
主題分群 關鍵詞

主題 1
(158 則 )

主題詞：aggression（侵略）、security（安全）、situation（局勢）、humanitarian（人道主義）、
war（戰爭）、crimes（罪行）

行為詞：talks（會談）、dialogue（對話）、countering（反擊）、discussed（討論）、thanked（感
謝）、informed（知情）、held（舉行）

稱謂詞：UA（烏克蘭）、EU（歐盟）、 Russian（俄羅斯）、Russia（俄羅斯）、 president（總
統）、aggressor（侵略者）

主題 2
(149 則 )

主 題 詞：conversation（ 對 話 ）、financial（ 經 濟 ）、country（ 國 家 ）、common（ 共 同 ）、
coalition（聯合）、military（軍事）

行為詞：support（支持）、defense（防禦）、phone（電話）、sanctions（制裁）、assistance（援
助）、talked（交談）、joint（聯合）、discussed（討論）

稱謂詞：Ukraine（烏克蘭）、Prime（總理）、Minister（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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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3
(140 則 )

主題詞：people（人）、international（國際）、world（世界）、cooperation（合作）、peace
（和平）、pressure（壓力）、relations（關係）、security（安全）、missile（導彈）、
grateful（感激）、important（重要）、global（全球）、eve（前夕）

行為詞：decision（決定）、solidarity（團結）、strengthening（加強）、supporting（支持）
稱謂詞：UA（烏克蘭）、US（美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	推文主題框架

經由 LDA主題模型分析後，本研究將澤倫斯基對於戰爭衝突期間的推
文框架區分為 3個主題，分別為「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158則、「援助與抵制」
框架 149則，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140則：

（一）「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觀察澤倫斯基的社群媒體推文後可發現，澤倫斯基將俄烏戰爭的後果與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損失命名為「人道主義迫害」，從關鍵字如 aggression（侵
略）、humanitarian（人道主義）、war（戰爭）、crimes（罪行）可見端倪；而
在行為詞上的 talks（會談）、dialogue（對話）、countering（反擊）、discussed
（討論）、thanked（感謝）則可看出澤倫斯基積極地對外進行協商與討論、
尋求合作與援助，而將給予支持的國家或組織行動，上升到對「人道主義的
援助」，而非僅是單純的「幫助烏克蘭」。客觀來說，俄羅斯的入侵行動造成
許多後果，包含烏克蘭主權受到侵害、烏克蘭國土遭到入侵、經濟重創、民
主體制受到威脅等，人民的傷亡只是其中一個結果，然而，在如此多種類型
的傷害與損失之下，澤倫斯基在論述時卻選擇「人道主義」做為俄羅斯侵略
行動的結果，更以此作為主要訴求，將烏克蘭平民傷亡、人民必須逃離家園
列為人道主義受迫害的實證例子，藉此呼籲國際援助與支持。
此外，國際社會或組織提供的支持行動也以多元角度呈現。從其推文中

可發現，除了人道走廊設立、提供人民醫療援助等在事實上屬於人道主義幫
助外，其它對於俄羅斯的反擊、打壓與制裁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援助、討
論讓烏克蘭加入歐盟等，其實並非實質人道主義援助範疇。然而，這些合作
行為在澤倫斯基的推文中卻與「人道主義救助」進行了連結與強調。訴諸於
人道主義是樞紐、是象徵的重要性，它連結著「俄羅斯」與「惡」，亦連結
著「國際社會援助」與「善」。澤倫斯基以人道主義為烏克蘭現況下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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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烏克蘭所受到人道主義迫害，是弱勢、受害者的一方，並將矛頭直指：
加害者是誰？俄羅斯。俄羅斯不僅是發動戰爭的罪犯、是烏克蘭的侵略者，
更代表著邪惡方，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踐踏者」。
另一方面，澤倫斯基利用人道主義，將「援助烏克蘭」等同於「維護人

道主義」的行為進行串連，如其他國家與組織對於烏克蘭所提供的經濟、軍
事與聲援，甚至抵制俄羅斯的行為（包括停止進出口商品、服務），亦都被
納入「維護與捍衛人道主義」的旗幟下，是善的舉動。因人道主義作為世界
共同追求的人權保障，彰顯崇高與美好品德，也代表心向光明與善良。因此，
澤倫斯基將烏克蘭的受創以人道主義受迫害作為代表，使用「人道主義災
難」、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statements as genocide of UA people）等敘
述手法，將焦點放在人民的受難上，呈現俄羅斯入侵行動下最大的受害者就
是人民，進而塑造以人民為本的形象角色，為後續呼籲的國際支援合作，皆
是為了人民，而非為了國家利益與反擊（攻擊）行動作為奠基（框架推文範
例如圖 2）。

� 2�「人�主義��」框�推文�例

(作者翻譯：與BG總理 @KirilPetkov 進行了建設性對話。瞭解反擊RU侵略的
過程。討論了UA村鎮所發生的危急人道主義局勢。 我們必須共同制止人道主
義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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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翻譯：感謝今天有機會在 PACE 上發言。請求關注 UA。讚揚今天通過
的 PACE 決議，將 RF 的當前政權指定為恐怖分子。這向國際社會和俄羅斯發
出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即對犯罪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在「人道主義迫害」框架中，澤倫斯基在對戰爭的結果敘述中並非著重
在量化的損失，而是以善與惡的道德標準來進行歸因；並非計算失去多少國
土面積，重創幾億元的烏克蘭經濟，而是將人們對於戰爭的看法轉換到善惡
認知層面，並將其他戰爭結果省略，積極以人道主義為主軸進行連結，將烏
克蘭國家損失提升至世界共通的人道主義價值遭受迫害，將俄羅斯定義為俄
烏戰爭的「因」與「惡」。而在框架所連結的「援助烏克蘭」等同於「援助
人道主義」的行動上，則賦予解釋「烏克蘭為了因應俄羅斯的惡」所要求的
援助動機，推動世界共同抵制俄羅斯或尋求它國經濟與軍事武器援助等訴求
變得合理，並依此延伸到第 2、3的主題框架。

（二）「援助與抵制」框架

前述「人道主義」框架中，澤倫斯基將兩國做了強烈的對比，將俄羅斯
定義為「踐踏人道主義價值的惡」；烏克蘭則是「人道主義受迫害的象徵」。
為了對抗惡，世界應當選擇「善」，且給予支持。因此，在第二主題框架中
可以發現，澤倫斯基提供給選擇「善」的國家與組織有效的行動方案，也就
是期能與烏克蘭共同抵制對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的合作事務。此框架經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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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 conversation（對話）、support（支持）、defense（防禦）、security（安全）、
financial（金融）、military（軍事）等字詞，將澤倫斯基努力爭取外援或尋求
合作等行為，都列為基於人道主義考量，而受幫助的主體為 Ukraine（烏克
蘭），感謝的對象為它國 Prime（總理）和Minister（部長）。
其中經濟上的援助包含了善用難民安置、物資採購、設施修復和國防武

器添購等軍事項目，或是直接請求它國派送武器等軍事援助等。然而，值得
留意的是在此主題框架中，對於烏克蘭來說，即使同樣使用於戰爭的殺傷性
武器，其能立基於「抵禦入侵家園的外敵」與「收復家園」的立場產生自我
保護的傳播訴求，而不會落入它國在金援戰爭行為中的道德討論，產生負面
影響力。透過這樣傳播建構過程有助於它國對於烏克蘭的經濟支持是被「讚
賞」的作為，代表對「人道主義象徵烏克蘭」的感謝，也是維護「人道主義」
的舉動（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3）。
澤倫斯基藉由不斷宣揚前述「人道主義迫害」框架與善惡歸因的連結，

以揚善於世的價值觀刺激世界「他者」做出支持行動。此外，澤倫斯基在「援
助與抵制」框架中提供行動方案如（1）支持烏克蘭：對烏克蘭進行人道救
援與提供武器等；（2）終止與俄羅斯的合作：停止服務與經濟制裁等。而
當國家或組織按照這樣的方式行動時，澤倫斯基便會利用社群媒體告昭國際
「某國／某組織表示一同制裁俄羅斯－－代表善」，除了站在善的立場進行了
感謝，亦以樹立「善的榜樣」和高道德標準讓國際社會得以參考。因此在此
框架的行動建議上，除了呼籲抵制俄羅斯外，也提供了支持烏克蘭的實質選
項與參考，進而連結到後續第 3框架。

（三）「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除了前述與人道主義連結的善惡歸因、提出援助／抵制行動方案等框架
外，澤倫斯基在此主題框架中將推文範圍延伸至訴諸世界各國與烏克蘭站在
同一陣線、聯合抵制侵略者框架。即俄羅斯迫害烏克蘭人民，便是破壞人道
主義，是「惡」，因此若國際社會組織與俄羅斯的合作，或是提供服務予俄
羅斯，就是「同流合污」。藉由此論述，呼籲國際一同制裁俄羅斯，與烏克
蘭站在同一線，對於俄烏戰爭的「善惡」陣營做出選擇。從澤倫斯基的推
文內容中可發現，此框架主題詞聚焦於 war（戰爭）、cooperation（合作）、
peace（和平）、relations（關係）、security（安全）、solidarity（團結）。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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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援助��制」框�推文�例

（作者翻譯：與 NL 總理 @MinPres 進行了電話交談。討論了 UA 的安全性；
歐洲，對 RU 追加製裁，聯合打擊網絡攻擊。我們正在與合作夥伴一起建立聯
盟。感謝 NL 為 UA 提供的具體防禦援助！）

（作者翻譯：與歐盟委員會主席 @vonderleyen 進行了電話交談。盡快討論
了 #EU 宏觀金融援助的分配。強調需要準備第 8 套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
羅斯公民發放簽證。）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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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倫斯基訴求發動戰爭的俄羅斯為道德的惡，而烏克蘭為和平訴求的善；若
選擇支持俄羅斯，便是選擇惡；若要選擇善，便要支持烏克蘭。因此，支持
和平即代表「與烏克蘭同一線」。
在此類框架中，澤倫斯基藉由概念抽換的方式來解釋俄烏戰爭的支持問

題，並將此提升到道德選擇的層級，使得國際社會組織若要符合道德標準，
便不得與俄羅斯合作，或是與俄羅斯有所往來。此外，道德的善惡選擇亦影
響了俄烏戰爭的支持問題，若不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選擇一邊，即使旁觀不發
聲，也就代表著對惡的視而不見，便是支持殘暴入侵行為的兇手。在這樣嚴
重的指控下，國家、企業或組織為了不落入「支持戰爭」或「支持血腥暴力」
的道德期許範疇裡，便會選擇支持烏克蘭，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框架推
文範例如圖 4）。

� 4�「�烏克蘭同一陣線」框�推文�例

（作者翻譯：俄羅斯因為討厭自由而在 UA 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但這也讓世
界看到了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UA 捍衛了自由、尊重、與生活。這就是為什
麼 @ZelenskaUA 創建了這個基金會－ @Zelenska_FND。這是一項極其崇高
的事業；我鼓勵你們所有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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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翻譯：現在不能作「半」決定或「半調子」！只有黑與白，善與惡！
你要麼是為了和平，要麼是支持血腥的俄羅斯侵略者殺害烏克蘭兒童和婦女。
@Microsoft @Oracle @SAP，停止在俄羅斯供應您的產品，停止戰爭！）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總括來說，前述「人道主義迫
害」、「援助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
同一陣線」主題框架，顯示了澤倫斯
基如何利用推特在面對戰事相關問題
上進行歸因，並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善
惡立場的選擇，進而促使國際具體付
諸行動展現表態支持烏克蘭並抵制俄
羅斯。因此，此 3個主題框架之間並
非完全互斥，而是呈現互補延伸之關
係（如圖 5）。

三、	敘事架構

整體來說，透過檢視烏國總統推文的敘事架構可以發現，澤倫斯基利用
「人道主義」進行「俄羅斯＝惡」的歸納，而後再利用「善惡選擇」迫使國
際社會表態，將國際立場區分為二－－非黑即白／非善即惡，藉此選擇可靠
的盟友；而當盟友確立後，則透過多次「談話」努力，爭取到「對烏支持／

圖 5：框架互補關係圖

支持
方案

人道
主義

立場
選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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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制裁」之目的（推文範例如圖 6）。而在澤倫斯基推文架構上可發現他經
常使用的形式多為動詞在前，省略主詞，並藉由標記人物為第一部分表述，
句型結構為：「（我）已經與（＠人物名稱）完成談話」，代表身為國家領
導人能夠放下身段，積極尋求他國或外在可靠勢力協助烏國度過危機。同時，
他亦強力表述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放棄國家、也沒有放棄人民的信念，而是為
了尋求外援而積極的行動著，請公眾相信「我」（澤倫斯基）有能力帶領大
家度過戰事威脅。
推文第二部分則通常為敘事框架主體，句型結構為：「（我們）談論

了關於　　　（主題），（我）非常感謝（對方）所提供的支持（抵制）模
式　　　」。此處則依照上述主題框架主要區分為「人道主義迫害」、「援助
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類。此 3類主題是層層相遞的互補
概念，可以從敘事結構判斷出以下特徵：當談論戰爭下的人道主義相關議題
時，後續所尋求到的便是對於烏克蘭難民的支持；若是已經在支持烏克蘭／
抵制俄羅斯的主題框架下，則會更進一步對烏克蘭經濟及軍事上提供援助支
持或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當前述行動方案確立時，推文內容除了會感謝與烏
克蘭（善）站在同一陣營外，也告訴了世界何者為正確的選擇，進行善惡立
場的表態。
最後一部分為標記（#hashtag）功能的運用，在此次資料中，以 #Stand-

UpForUkraine、#StandWithUkraine和 #StopRussia等為主要的主題標籤，可
概分為「支持烏克蘭」與「阻止俄羅斯」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而這兩類標
籤除了加強語氣外，更藉由社群媒體平臺的特性，以口號方式將事件與主題
框架連結。因此，大眾或可藉由 Hashtag所表達的意思（多為祈使句，代表
簡潔有力的發願、疾呼），將現實世界的判斷標準套入社群網路標籤所形塑
出的善惡框架中，進而與俄烏戰爭的歸因進行聯想。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與貢獻

2022年 2月 24日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其發展與動向受到了全球關注，
雖然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強勢進逼，在硬體及武裝力量上趨於劣勢，但其總
統澤倫斯基在面對如此不利情勢下，仍設法藉由社群媒體推文框架建構與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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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敘事�構推文�例

（作者翻譯：感謝我的朋友TR @RTErdogan總統先生和TR人民的大力支持。
禁止RU軍艦進入黑海以及對UA重大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支持對UA極為重要。
UA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作者翻譯：剛剛與@POTUS完成了一個小時的對話。共同評估戰場上和談
判桌上的局勢。談到了具體的防禦性支持、加強制裁的新計畫、大量金融和
人道主義援助。）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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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手法，影響國際社會對於兩國的觀感與看法，積極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
本研究即以烏國總統官方推特推文作為分析對象，利用資料探勘方式、戰爭
衝突框架以及敘事視角檢視其言說策略，探究其如何利用社群與推文形塑對
己有利的輿論導向與國際情勢。
本研究發現烏克蘭國家領導人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情境下，運用社群媒體

特性及科技所賦予的屬性如即時性、互動性和擴散性等，將其直接運用於戰
事中，改變了現代新型態戰爭的態樣，這與現有胡光夏（2019）、黃柏欽等
人（2020）研究中所提及當今戰爭衝突中社群媒體的重要角色相呼應。面
對國土龐大且軍武力量強大的俄羅斯，澤倫斯基選擇使用更靈活的宣傳方式
應對這場戰爭，利用推文框架與敘事手法試圖扭轉國際社會大眾的認知與國
際輿論的傾向。更精準地來說，烏國總統藉由「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
抵制」、「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個主題框架相互扣連，並輔以平臺的標
註（@）與標籤（# hashtag）等功能，將事件與框架更加緊密連結，影響國
際社會對俄烏戰爭歸因，將站在烏克蘭一方的人道主義救助者形象化為符合
社會道德期許的模範，進而在這場傳播科技下的輿論戰中取得先機。此現象
與過往學者（如 Darley & Latané, 1968）提出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有異曲同工之妙，藉由「點名」（具體的指定）方式，使被點名的人
物或組織，在「受到委託」後有更高的機會做出利他的具體行動；而推文中
針對道德期許行為的設定，亦有較高的概率影響接收者執行符合其規範的樣
貌，例如產生援助（烏克蘭）／抵制（俄羅斯）之行為表現（Bryan & Test, 
1967; Eisenberg-Berg & Geisheker, 1979）

此外，本研究亦歸結出烏國總統推文主要的框架敘事意涵。首先，「人
道主義迫害」框架以人道主義作為普世的善惡價值，描述烏克蘭人權主義受
到威脅，進一步描述侵略者俄羅斯為踐踏人道主義的迫害者，連結戰爭中兩
國立場，強化國際社會的道德之分，而此框架策略亦符合過往策略溝通中強
調「認同化」的目標，意即透過貼文取得「連結」（connection），建立認同
關係（方鵬程等人，2015）。其次，「援助與抵制」框架則以爭取國際實質
援助為目的，提供他國／組織團體有效的行動方案－以經濟或軍事支持烏國
（善），並抵制俄國（惡）的行動。此框架則呼應了過往戰爭傳播文獻中所提
及的，面對戰事威脅，如何透過媒體進行資訊傳遞，並利用框架敘事說服目
標受眾以爭取支持力量／聲量，有助達成戰略目標（Dimitriu，2012；方鵬
程等人，2016；孫秀蕙，2005）；最後，「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則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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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應該與烏克蘭之善共同抵制俄羅斯之惡（侵略者），藉由發表聲明
譴責旁觀者或要求世界表態等方式，表明非善即惡的立場之分，此框架亦與
Entman（2004）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 911事件後發表的敘事架構相似，
例如界定善與惡的鬥爭，呼籲受眾團結懲惡揚善等。
承上，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期間運用推文所呈現的敘事架構，相比於完

整故事具起、承、轉、合之書寫，其發文主題明確且敘事架構淺顯，推文內
所隱含的對立意識形態較少，較常見的方式為直接攻擊俄羅斯與表態俄烏雙
方的善惡立場，而這樣淺白的傳播策略或許與平臺的字元數侷限有關。推特
以短文建構社群對話為主（Wang & Yang, 2020），讓即時訊息能夠簡潔且快
速地被傳散（Boyd et al., 2010, January），若能妥善運用此特性，則可將資訊
如同重點摘錄般強調與宣傳，反之則有可能落入發布資訊破碎或語意不明等
窘境（Coesemans & de Cock, 2017）。換言之，雖然字數限制有可能侷限發
文者在意義上的表達，卻也能夠將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利用簡短的模組化訊息
不斷地重複發送，如澤倫斯基在戰事期間發布的推文皆專注於打擊俄羅斯與
尋求國際援助，便是熟用媒介平臺特性所建構出的戰爭數位傳播策略。
總結來說，誠如 Goffman（1974）所述，框架為不同情境與訴求提供了

相對應的「特定期望」。同樣地，在面對戰事威脅，本研究中所提出 3個不
同主題框架的運用也各自搭配不同的目的。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國家領導
人運用社群媒體作為面對戰爭威脅的傳播工具之一，其框架的建構與敘事策
略不僅呼應過往文獻中提及單位／組織／團體在面對外在威脅或危機時，如
何妥慎運用「溝通」手段提升大眾對形象認知與建立支持的重要性（胡光夏，
2017；Ray, 1999；Sturges, 1994），也擴展在戰爭與宣傳研究領域之範疇。具
體來說，過往的文獻多以歷史戰爭為主體且以傳統媒體為主要研究面向（方
鵬程，2010；蔡綺，2008；鍾淑惠，2015），而本研究以俄烏戰爭中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官方推特為研究對象，除了印證學者曾提及的社群媒體在現代
衝突與戰爭中的重要角色（胡光夏，2019），也為現代戰爭與宣傳提供了實
際例證與重要參考。
最後，若反思社群媒體對於政治與戰爭傳播之影響，亦可從網路社群如

何將過去遙不可及的政治精英拉近到公眾「眼前」談起。國家、政府組織與
政客們藉由註冊社群帳號、定時發文、直接回覆留言、轉發與按讚等方式與
民眾進行互動與建立維繫關係，不僅拉近了與發文者的距離，亦透過網路凝
聚群眾力量（Moon & Yang, 2021），讓「事件」發生時，網路群眾產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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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與使命感，透過自發性的轉推、發表評論和情緒表態等多元方式，如同真
實地參與世界集會行動一般，形塑「這件事情很重要」的情境與共識（Emrich 
et al., 2001; Gustafsson & Weinryb, 2020; Tur et al., 2022）。因此，國家、政府
組織與政治家利用網路媒體、平臺將其欲推波的觀點傳散到全世界，促成事
件朝其所望之方向發展，此時，即便是推文的「隻字片語」，亦能煽動世界。

二、	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資料分析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
為主，雖然在資料蒐集階段時亦針對其國際性（英語）貼文內容進行篩選，
惟分析結果僅能呈現烏國領導人的社群框架及敘事策略，對於整體國家在面
對戰事威脅的戰略、傳播溝通策略的瞭解仍較為缺乏，未來若要更進一步檢
視烏克蘭國家整體的反應策略或政府如何應對此類危機，可以考慮納入該國
家對外新聞發言單位、副總理或國防部等相關官方言說資料，或許能夠更完
整的觀察烏克蘭國家的傳播應對策略，亦能更全面且多元的地探討國家面對
戰事威脅言說框架的規劃與應用。
再者，本研究雖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赫爾松，取得階段性戰略成果的

11月 13日作為資料蒐集區間，但實際上戰事仍未停歇，未來若能將資料蒐
集與分析範圍涵蓋至整場戰事，將有助於對戰爭前、中、後等事態狀況與發
展脈絡有更全面的瞭解與認識，也能較完整檢視和比較戰爭衝突各階段中的
傳播策略、主題框架與敘事架構，促使更加完整呈現整體描述與分析結果。
最後，本研究運用框架與敘事方法分析澤倫斯基之推特論述，結果發現

其敘事結構較為簡單且淺顯，這或與平臺字元數侷限了完整意涵的表達有
關。未來研究若能將烏國政府公開聲明稿、外交部記者會發布之內容或澤倫
斯基於國際會議上演講的講話稿等內容進行全面性比較與分析，將有益於更
完整的檢視與瞭解國家領導人面對戰爭威脅時對外傳遞的敘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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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產製與當代影視產業：	
LED幕虛擬製作室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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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9 年《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影集採用 LED 幕取代藍、
綠幕的製作方式，已為影視產業帶來新的變革。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 LED
幕虛擬製作室對當代影視產業、影視內容產製與視覺美學之影響。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研究結果首先得出採用 LED 幕虛擬製作室
時，後期製作必須在前期階段就展開，且要在拍攝前完成虛實景物預覽等工
作，此「後期前製化」改變了產製流程。其次，LED 幕虛擬製作室目前以製
作廣告、MV 類型為多，建議未來可以開發電影或影集來擴展製作內容與國
際競爭力。最後在視覺美學方面，多種數位科技的深度混合可讓演員進入虛
擬空間演出時，感知到周遭環境的真實性，進而創造擬真性的虛實影像，以
引發觀者沈浸在感知真實性之美學體驗。

關鍵字：LED幕虛擬製作室、視覺美學、當代影視產業、影視內容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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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自從 2006年瑞德數位電影攝影機公司（Red Digital Cinema Camera 
Company）在美國發表第一臺數位攝影機紅一（red one）1展現出豐富的動
態範圍、色階與顏色，引起了其它知名攝影機製造廠商：如德國阿諾萊德電
影技術公司（Arnold & Richter Cine Technik，公司名稱為「ARRI」，中文為
阿萊集團）、美國全景電影公司（Panavision）、源於日本的索尼（Sony）與
Panasonic控股株式會社（Panasonic Holdings Corporation，華人世界一般通
稱為松下電器）等廠商陸續投入數位攝影機的開發。
經過大家的努力，如今的數位電影攝影機，例如瑞德 red scarlet-x與阿

萊 alexa等在搭配電影鏡頭下所記錄的 raw或 log格式的影像，已具備與底片
相近的紀錄功能，並可運用伽瑪（gamma）曲線盡可能將所有的色階記錄下
來，且此格式可以再經由後期製作調整感光度（ISO）、白平衡（white bal-
ance）、色彩平衡（color balance）與伽瑪值來達到創作者心目中的視覺藝術
感（玄光社，2013／周明憲譯，2013）。
再者隨著攝影機運動追蹤技術、動作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機系統與電腦

圖像技術的發展，提升了 3D電腦軟體在虛擬景物與實景的合成技術，此技
術已漸漸能製作出更震撼與逼真的影像，來達到擬真性的視覺美學。因此，
一些大型電影公司紛紛透過這些技術進行影像創意的展現。例如，從早期的
《鐵達尼號》（Titanic）電影運用電腦視覺特效去創造逼真的沉船事件，到《阿
凡達》（Avatar）電影採用動作捕捉技術去記錄演員的演出神態與肢體動作，
再將其轉換為 3D虛擬角色的神態和肢體動作，讓動畫生成的 3D虛擬人物
就如同真人一樣的逼真演出。由此看出：科技不停研發除了帶動電影追求視
覺特效外，更讓電影影像帶給觀者真實性與存在感（楊錫彬，2020）。
近年來隨著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diode，簡稱 LED）科技的發

展，LED幕可以呈現的影像品質越來越高，讓長期只以藍、綠幕為背景的
虛擬製作有了新的選擇。因此，採取 LED幕來替代藍、綠幕的虛擬製作成
為影視產製的新方式，而此方式能使真實演員和虛擬場景完美融合（Shan 
& Chung, 2022），並可讓電影製作團隊，例如導演、攝影指導、製片人與演
員在拍攝現場觀看他們在實體與虛擬場景中所展開的拍攝，以及最終呈現結

1 紅一攝影機不用底片，因此可省略繁複的沖片程序，避免時間落差、保存年限與品質不穩定等，
且機身輕巧，可拍攝 2K、3K、4K 的高畫質影像。（維基百科，n.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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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幅度的改善傳統藍、綠幕虛擬製作的影片必須經由後期製作才能看到
最終結果的擔憂，大大減少拍攝的不確定感（Priadko & Sirenko, 2021）。
若以實踐而言，首先採用 LED幕虛擬製作技術是 2019年由迪士尼出品

的《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電視影集。2 此影片擁有大量虛擬的科幻
場景，以及身穿金屬服裝造型的演員，透過 LED幕播放的虛擬場景的光源
照射到金屬服裝上的效果，讓現場攝影機補捉到如同在真實環境下拍攝的真
實感，並且可將錄製的影片作為最終成果，在此影片推出後取得商業上的巨
大成功，讓當今的影視產業都為之興奮。因此，通過這種新的製作技術，可
以將實體與虛擬景物合而為一，並且立即呈現在實體攝影機的景框內，從此
改變攝影機與真實空間、景物的關係，再次說明科技對視覺美學的影響（李
想等人，2022；Kadner, 2021, April 6）。另外，根據 iDISPLAY（2022）官方
指出使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具有以下優勢：節省時間和成本、加快拍攝過
程、增強可見性、打破時間和地域限制等等。於是，採用 LED幕虛擬製作
室的方式，若能在節省製作成本下，又能達到震撼的影像效果與視覺逼真性，
或許可為臺灣影視產業帶來新的契機。
綜合以上論述，LED幕虛擬製作室不僅為當今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機會，

也改變了影視產製與視覺美學。有鑒於此，本文特別探討 LED幕虛擬製作
室所帶來新的產製方式，以及國內影視產業在此方面發展之情形與對電影的
美學形式有哪些影響？ 

貳、	文獻探討

一、	虛擬製作之發展

在影視製作中，場景設計一直是鏡頭組成的重要元素，然而選擇外景拍
攝時卻常常受限於現實環境的天氣、交通距離與時間等因素而影響製作進度
與品質。因此，為了突破這種種的限制，影視產業開發了色度鍵（chroma 
keying）技術讓人物在藍、綠幕前進行拍攝（此為前景），以與事先製作好的
實景場景或是虛擬場景（此為背景）進行後期製作合成。色度鍵技術是一種

2 《曼達洛人》（電視劇）是一部美國網路電視劇，取材自盧卡斯的《星際大戰》。故事發生時
間在電影《星際大戰六部曲：絕地大反攻》中的銀河帝國滅亡五年之後，名為丁．賈林（Din 
Djarin）曼達洛人是一名銀河系的賞金獵人，他在一次任務中巧遇古古（Groge），兩人在執行任
務中漸漸產生父子情的故事。（維基百科，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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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景與背景組合的技術，此技術可將前景中的綠色或藍色去除並與背景組
合成具有獨特效果的畫面，運用此技術讓原本不可能到達的場景，例如外太
空的星球或寬闊的太空背景，以及虛構場景變的可能性，增加了電影場景無
限的可能性（Raditya et al., 2021）。
根據 Zhi（2015）的揭示，最早使用藍幕技術是 1933年的電影《金剛》

（King Kong）所使用的「鄧寧藍幕技術」（Jewell, 1994）。此技術於 1925年
代被好萊塢特效師鄧寧．道奇（C. Dodge Dunning, 1907-1959）所發明，當
時的藍幕技術是運用彩色照明打在背景使其成為藍色，而前景呈現為黃色，
再通過特殊處理將前景與背景分離，不過此技術只能在黑白影片上起作用，
並不能運用在彩色電影。到了 1935年第一部真正的彩色電影誕生後，以及
對於視覺特效的要求越來越高等原因下，促使了藍幕技術的創新，例如 1940
年代出品的彩色電影《巴格達的小偷》（The Thief of Bagdad），則採用藍色布
幕，使其演員在藍幕前演出，雖然當時的技術還不是很純熟，但卻帶動藍幕
技術的發展（Zhi, 2015）。接著到了 1950年，影視特效大師彼得羅•弗拉
霍斯（Petro Vlahos）利用鈉光燈的光譜特性開發黃幕技術，此技術讓前景的
人物處於正常打光環境，再使用鈉光燈打在白色背景，再經過特殊處裡將前
景和背景分離，創造出令人驚歎的視覺效果。然而此黃幕仍有其侷限性，其
中最主要是拍攝現場使用黃幕需要高功率鈉光燈，這種燈光非常強烈，會使
演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感到不適。此外，黃幕技術需要非常精確的照明和拍攝
條件，否則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協調的問題，例如陰影和色彩失調等。因此，
藍幕技術仍然佔有主導之地位。直到 2000年數位時代來臨，許多數位感光
的器材對綠色更為敏感，站在綠幕前演出的人物更容易使用色度鍵技術讓前
景的綠色分離而與背景組合，再者綠色服裝不像藍色服裝那樣常見。因此，
人物站在綠幕前演出的拍攝方式更受到電影特效師的喜愛（桑尼，2015年 7
月 13日）。
另一方面，1970年代微處理器的發明，開啟了電腦圖像學的發展，

促使電腦 2D繪圖運用在影視產業，並帶來虛擬製作的發展。根據 Gibbs 
et al.（1998）指出 1980年代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ōsō Kyōkai，簡稱
NHK；英文則為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開發了一套平面（2D）合
成視覺（synthevision）3的虛擬製作系統，此系統包含攝影機感應器與電腦

3 合成視覺的虛擬製作系統首次出現在 1988 年的首爾奧運會上，當時 NHK 在每天新聞節目中使
用它。雖然當時背景圖像多是靜態圖像，但已初步看到虛擬攝影棚的模式（Gibbs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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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處理器，感應器安裝在攝影機上負責捕捉攝影機的運動資訊，再將感應
器所補捉的資料傳到電腦繪圖處理系統進行虛擬場景運算，虛擬場景運算後
可得到與前景匹配的運鏡與透視，然後再利用色度鍵技術將前景崁入虛擬場
景進行合成（同上引）。然而當時技術僅能將一張較大尺寸的高畫質 2D虛
擬場景之電腦繪圖進行平移、傾斜和縮放等運動。
全球第一臺數位控制攝影機運動系統的戴克斯特拉（dykstraflex），4在

1976年誕生，可以控制攝影機運動軌跡，如左右橫搖、上下直搖、鏡頭伸縮、
左右推動等運動，並可在多次拍攝時確保同樣的運動方式。最早運用此設備
首推 1977年是喬治•盧卡斯（George Walton Lucas Jr.）所執導的《星際大
戰》（Star Wars）5電影，此設備提供攝影人員透過攝影機運動控制系統可以
精確掌握攝影鏡頭的空間坐標與拍攝視角，並且重複地來回拍攝，提高了取
景、演員走位與攝影機運動的準確性（楊錫彬，2020；Bignell, 2010）。
經過數年後，隨著電腦 3D軟體的發展將 2D虛擬製作提升到 3D的製

作品質，運用此技術首推 1993年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所執
導的電影《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開始運用了 3D電腦圖像技術製作
了 3D恐龍動畫等角色，並且首次為影片中的特效鏡頭預先製作了動態分鏡，
以提供導演與攝影指導在拍攝現場時參考。此動態分鏡開創性的幫助創作者
在藍、綠幕前拍攝實景畫面時能先行想像在後期製作時經由視覺特效合成後
的結果，稍微改善以往在藍、綠幕背景前拍攝的實景或人物與後期動畫合成
的不確定性（胡峻曉等人，2021）。後來，隨著電腦視覺特效技術的提升，
有越來越多的拍攝計畫在藍、綠幕背景上完成，並且大量使用 3D電腦圖像
技術去添加許多的場景、煙火和人物等虛擬景物，再透過後期製作進行合成，
深深的影響電影的製作方式。然而，此種方式也存在一些挑戰，亦就是最後
結果也只能在後期視覺特效製作完成後再給導演審查是否符合需求，如此一
來常常需要往返修改到滿意為止，造成製作時間與成本的增加。因此，為了
改善這一個問題，一種新的「可即時交互預覽」的技術，亦就是新的虛擬製
作技術被用來解決此一問題（Plessiet et al., 2015, April）。
新的虛擬製作技術結合即時 3D電腦圖形運算引擎、虛擬攝影機系統

4 戴克斯特拉數位控制攝影機系統於 1976 年專門為《星球大戰》中的複雜特殊的效果鏡頭而開發。
這是電影史上最早開發的數位攝影機運動控制器（Motion Control），可以大大提升電腦特效與實
景合成的準確性和可重複性（楊錫彬，2020）。

5 《星際大戰》（star war）是盧卡斯一系列科幻電影中最早拍攝的影片，故事講述的是銀河帝國與
各地反抗軍互相對抗的故事，其中曼達洛人則是銀河帝國所顧用的傭兵，用來對抗反抗軍與絕地
武士。本文中提及的《曼達洛人》電視影集中的主角則為曼達洛人。（維基百科，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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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動作捕捉技術等對創意進行視覺探索、定義和交流（Bennett & Carter, 
2014），此技術「能夠即時的提供電腦合成圖像為電影製作人的創意決定
提供資訊」（Ilmaranta, 2020, p. 326）。詹姆斯•卡麥隆（James Cameron）
2009年所執導的《阿凡達》電影是最先使用此方式的團隊，此團隊為了創造
《阿凡達》劇中虛擬人物能以更接近真人的演出開發了「可即時交互預覽」
的技術，此技術創造性的結合動作捕捉技術與虛擬攝影機系統，動作捕捉技
術則是用於補捉真實演員在藍、綠幕前演出的肢體動作與臉部表情資料，並
將其轉換為數字模型的動作，並生成虛擬人物的電腦動畫，此方式可讓虛擬
人物演出的肢體動作和表情更接近於真人；另外在現場攝影機上裝上紅外線
感應器，讓安裝在攝影棚頂部的紅外線攝影機，可以即時獲得現場攝影機所
拍攝的空間座標，並將訊息同步傳至虛擬場景中的虛擬攝影機，讓導演通過
現場攝影機操控電腦圖像中的虛擬攝影機來拍攝虛擬人物，如此一來增加了
導演對虛擬人物與虛擬場景空間的掌控力，最後透過即時 3D圖形去背合成，
再將合成的畫面送至監看螢幕，讓電影主要創作人員，例如導演與演員能立
即看到合成結果，雖然此時畫面仍然只能以低畫質呈現，但對於導演與演員
已經具備重要的參考價值（胡峻曉等人，2021；Thacker, 2012 May 10）。
隨著卡麥隆採用新的虛擬製作技術成功的運用在電影科幻片的創作上，

帶動了電影虛擬製作技術不斷的更新，接著在其後的 10幾年當中，陸續出
現更好的製作系統以及效率更高的虛幻引擎（Unity、Unreal Engine）6的加
入，提升了「可即時交互預覽」的畫面品質，並可將此高品質畫面傳輸到
LED幕當成演員的背景解決了傳統藍、綠幕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演員
面對傳統藍、綠幕演出的沉浸感問題，以及藍、綠幕顏色容易反射到演員
身上，讓演員毛髮不易處理，為了產生光影的真實性必須與虛擬景物不斷
的反覆運算處理等問題（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 Shan & Chung, 
2022）。因此，LED幕虛擬製作室（LED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正式被
運用在影視產業。

根據 Kavakli & Cremona（2022, March）作的研究揭示 LED幕虛擬製作
室整合以下關鍵要素：虛幻引擎、LED幕、攝影機追蹤系統、動作捕捉系
統、同步攝影機、數位元影像校準系統、運算農場和運算平臺。此新的製作

6 Kavakli & Cremona（2022, March）指出虛幻引擎（Unreal Engine）是一款由 Epic Games 公司所
開發的遊戲引擎，運用在影視產製的轉折點是發生在 SIGGRAPH 2019 在洛杉磯舉辦的組織的
計算機圖形學頂級年度會議上，Epic Games 公司展示第一個集成 LED 虛擬製作室和虛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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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用虛幻引擎，可以即時運算高品質的虛擬場景並傳到 LED幕中，讓
演員在其中表演，由此產生的圖像（演員與背景），可以直接成為最終的合
成圖像。因此，虛擬製作允許電影創作者通過即時遊戲引擎技術，如 Unreal
和 Unity，以及周圍的 LED幕，可運用實體攝影機捕捉大量複雜的視覺特效
鏡頭。而要做到這一點，LED幕虛擬製作室必須與攝影機追蹤系統結合起
來一起工作，該系統將攝影機的運鏡行為（如橫搖、上下直搖、推拉、升降、
橫移等）與鏡頭參數（如焦點、焦距、鏡頭畸變等）透過追蹤設備軟體即時
傳輸給虛幻引擎中的虛擬攝影機，再透過現場的同步攝影機（如紅外線攝影
機）將現場實體攝影機座標與虛幻引擎中的虛擬攝影機座標互相匹配，最後
運算出位置、透視、視野等讓虛擬場景隨著虛擬攝影機的運動被即時呈現在
LED幕上，並隨著現場攝影機的角度而變化，避免了視差問題，以達到如
同真實環境拍攝下的運鏡效果。
另外，動作捕捉系統可以補捉演員的表演資料來讓動畫人物栩栩如生。

這些系統直接進入遊戲引擎，以盡可能低的延遲提供動作捕捉資料。再者場
景中任何有標記的物體，如道具、互動設備或場景佈景，也可以透過此系統
在虛擬空間中被追蹤。因此，動作捕捉系統將現場表演與動畫角色、物理和
遊戲物件整合在一個混合視覺連續體 7中是不可少的。為了提升虛擬製作系統
的靈活性，採用運算農場和運算平臺，此技術集成了不同的軟體與圖形處理
器來加速圖形運算，以獲得更流暢及有效的運算。最後，透過 LED幕虛擬
製作室系統的整合，現場攝影機拍攝的畫面即是最終畫面，這與使用藍、綠
幕拍攝的電影過程相比，極佳的提升了導演、工作人員和演員在現場拍攝時
能準確的看到畫面所有組成部分（Priadko & Sirenko, 2021）。
然而 LED幕虛擬製作室系統發展至今只有短短幾年，尚有一些技術問

題需要產業與工作人員繼續克服的地方，例如 Southern（2022）研究 LED
幕虛擬製作室時發現以下幾項要注意的問題：（1）攝影鏡頭不能對焦於
LED幕所投放的畫面以防產生摩爾紋現象（moire pattern）8；（2）攝影機

7 連續體首先出現在 Milgram & Kishino（1994）提出虛擬與真實連續體的概念中，此連續體分為
三個維度，左端為真實環境，右端為虛擬環境，兩端之間即是混合真實。然而根據 Skarbez et 
al.（2021）的研究認為除了左右兩端外，很難將此三個維度的界線區分清楚。因此提出應該要更
強調使用者在 3D 空間的臨場感與沈浸感，而這也是經過 20 多年來混合現實技術的成熟而產生
的新的視覺體驗。換句話說，此處混合視覺連續體意旨 LED 幕虛擬製作技術將虛擬與真實融合
在同一個 3D 空間，已具有讓真實演員置身在虛擬與真實混合的視覺連續體中能產生臨場感與沈
浸感，而這正符合 Skarbez 等學者所提出的新概念。

8 攝影機拍攝 LED 顯示屏的時候，經常可以看到拍攝的畫面出現水波紋的形狀，大大影響呈現品
質，這種現 象稱之為「摩爾紋現象」。（維基百科，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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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門速度若與 LED幕顯示頻率不同步，或者在拍攝牆壁時快速移動，則
拍攝的畫面可能會出現明顯的掃描線閃爍的偽影（scanline artefacts）；（3）
攝影棚的燈光照明和 LED幕之間的相互作用，容易讓 LED幕呈現的畫面出
現褪色；（4）表演者若在較小範圍的 LED幕的環境下演出容易讓表演者的
聲音產生顯著的聲音回音；（5）當攝影機角度旋轉到與牆面對齊時，色彩
再現會變差等。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LED幕虛擬製作室為當代影視產業帶來新的商機，

並為影視產製帶來新的突破，然而在產製過程中也與傳統製作有顯著差異。

二、	數位科技對視覺美學的影響

在誕生至今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電影經歷多次技術變革，其中以數
位科技，帶給電影隨意創造各種影像的表現能力最為震撼，也產生獨特的視
覺美學。而根據電影理論學者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與克莉絲
汀．湯普遜（Kristin Thompson）在他們出版的《電影與藝術：形式與風格》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一書中指出電影的視覺美學概念是指如何運用
攝影技巧、運鏡、構圖、色彩等元素來創造出有力的視覺效果，以及如何運
用這些元素來傳達情感、表達主題和引起觀眾共鳴。此外，鮑德威爾也強調
如果一部電影或影像作品的視覺元素與現實世界的相似度較高，可能會更容
易讓觀眾產生共鳴和接受它的視覺美學效果（Bordwell & Thompson, 2008／
曾偉禎譯，2008)。因此，從上述學者所述的觀點，電影所創造的影像世界
必須能喚起觀者在現實世界中的知覺才能引起共鳴。例如，從 1895年盧米
埃兄弟（Lumiére Brothers）拍攝了全球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the arrival 
of a train at the station）於戲院播放而言，觀眾被銀幕中直衝他們而來的列
車嚇得驚慌失措而逃到放映室的後面。這種帶給觀眾如同與現實世界中真實
火車身處同一空間的感知確立了電影提供一種全新的「客觀真實再現」的視
覺體驗（Bazin, 1971），而這也說明了攝影是作為「電影真實」再現引起觀
眾感知共鳴的最早表現形式，如同安德列•巴贊（Andre Bazin）提出攝影
的美學特性在於揭示真實，這種揭示強調攝影應以純真的原貌來還原世界，
以擺脫人為的主觀介入（Bazin, 1985／崔君衍譯，1995）。
巴贊的真實感不僅強調了攝影對象的真實、時間與空間的真實以及敘事

結構的真實，同時也強調了社會和心理情感上的真實。然而，隨著攝影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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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與電腦圖像技術的發展且被廣泛運用於電影創作，電影攝製已經可以
不用完全依靠實景拍攝，而是可以藉由數位科技的技術來呈現現實與非現實
世界的景觀，進而完成電影虛擬實境的夢想，如尚•布希亞（Jean Baudril-
lard）所言「模擬不再是有關領域、指涉性存有或實體，而是沒有原初或真
實的真正模型的產出：超真實」（Baudrillard, 1994, p. 1）。亦即沒有實體原物
出現，通過電腦圖像技術也可以創造再現現實或者創造出一種人們想像出來
的世界景象，並且以一種「想像的真實」來塑造人物心理感知的真實感。而
從攝影製作方式和程序而言，雖然「想像的真實」與巴贊所提的真實感與美
學存在不同，但都存在著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例如，數位科技追求影像上的
擬真也來自真實的現實生活，而且可將豐富的想像力轉化成逼真性的影像，
促使觀眾的精神與情感投入其中，並形成人們所期待的視聽藝術（劉晗、王
桂亭，2005）。因此，這開啟電影追求更趨近於心理感知的擬真性之影像，
於是各種數位技術不斷地被創新。
首先數位攝影機的誕生除了傳承傳統底片攝影機的質感外，其數位化的

紀錄模式擺脫了傳統底片錄製長度的限制，以及更容易創造長鏡頭的效果，
以致帶給觀者感受到空間不間斷的真實感得以實現，例如《1917》9電影採
用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來呈現劇中主角帶領觀者與其一起經歷戰爭現場的殘
酷與緊張的真實感（Liu，2020年 1月 11日）。此外藍、綠幕技術的出現與
電腦圖像技術越加成熟下，讓電影對空間的創造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
運用電腦繪製的場景之美學風格（如光影、色彩、紋理等）與藍、綠幕合成
的擬真程度，使得原本分屬於虛擬與實體兩個不同的空間能夠結合成電影中
單一的空間或地點形式，這種無縫合成的鏡頭創造了空間與造型的擬真性，
提供觀者更真實的沉浸感，而這種同時包含真實與非真實的影像，如同普林
斯（Prince, 1996）對數位元影像提出的「知覺真實論」（perceptual realism）
的看法，亦就是非真實的影像在指示性上是虛構的，但在知覺上卻讓觀者感
受到真實性。
隨著 3D電腦圖形即時運算與虛幻引擎的虛擬攝影機系統再次打破了攝

影真實性與空間的界定。此時實體攝影機不僅僅掌控實體空間的景物，以及
可操控虛擬攝影機在虛擬環境與造型之間運鏡，突破了傳統實體攝影機只能
穿梭於實景或模型的運鏡限制，表現出更自由與靈活的在 3D虛擬場景之間

9 《1917》電影主要描述兩名年輕的英國陸軍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傳令兵，並冒著槍林
彈雨，傳達重要情報，從而阻止友軍落入德軍圈套。（維基百科，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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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或以高角度進行拍攝，進而表現出不同視點的空間感與知覺真實性的感
受，再度激發電影視覺美學上的變化。例如 2009年《阿凡達》電影中大量
的飛行鏡頭，即是運用虛擬攝影機帶領觀者穿梭在夢幻如真的虛擬世界，虛
擬攝影機系統為電影在 3D場景與各種造型之間的運鏡增加了靈活度與豐富
性，並為電影的視覺空間帶來無限的可能性（Allen, 2002）。

因此，數位科技的發展儼然改變了電影藝術發展之初，由俄國導演迪嘉．
維多夫（Dziga Vertov）提出的所謂真實是透過攝影機所呈現的真實概念，
而是轉為一種異質性的不同媒材混合而成的圖像與美學形式，如將實景鏡
頭、繪圖、2D與 3D等多元媒材進行重組、融合。換句話說，數位科技對
電影帶來的變革不再依賴於攝影機捕捉的真實素材，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
運用電腦數位技術讓電影呈現出新型態的視覺經驗，來拓寬電影的向度與形
式的創新。然而，數位科技變化不但改變了電影製作的模式，也讓我們重新
思考電影理論對影像本質的思考。依據列佛•曼諾維奇（Manovich, 2016）
指出真實鏡頭已經不是製作電影中唯一的素材，而是將真實素材與電腦軟體
產生的影像素材進行再製、組合成新的素材。於是曼諾維奇將數位電影定
義為「實景拍攝＋繪畫＋影像處理＋合成＋ 2D電腦動畫＋ 3D電腦動畫」
（Qian, 2022, June）。換言之，數位科技模糊了真實與虛擬的界線，可以呈現
出與人們所處的生活世界相仿的空間，甚至可以超越物理世界的想像景觀，
以及顛覆了對物質真實的概念，創造出一種混合真實與虛擬的擬真影像。
緊接著近年來 LED幕虛擬製作室除了具備前述的功能外，更將虛擬與

實體合成為一呈現在實體攝影機的景框內，此時攝影師與現場工作人員都能
在當下感受到虛實整合的視覺震撼性。因此，電影隨著科技的發展不斷的突
破虛擬與實體的疆界，也改變攝影對象的真實、時間與空間的真實。這期間
不只改變電影「真實再現」的視覺表現，也對電影呈現空間的方式產生影響。
然而電影為了提供觀眾更強的感知，電影自身就要不斷地創造知覺真實的影
像感，如此才讓觀者忽略電影銀幕空間的存在，讓觀者有如身歷其境的沉浸
在電影所創造的空間結構去感知電影文本所創造的知覺真實性。
綜合以上論述，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對電影的視覺美學所帶來的

影響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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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首先，梳理 LED幕虛擬製作
室帶來新的產製方式，此目的著重於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流程與關鍵
的核心技術，以期作為國內影視產業在發展 LED幕虛擬製作室之參考。其
次，探究目前國內影視產業在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情形，以期作為當
代影視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策略。最後，分析 LED幕虛擬製作室對電影
視覺美學的影響，作為影視創作者在開創新作品時視覺美學的參考。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深度訪談法為輔。研究過程之重點說明如下。

其一，為了確認研究對象的適合性，本研究界定受訪者（如導演、美術與動
畫師等）必須曾經採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來完成影視作品之經驗，另外採
訪擁有這類虛擬製作室的經營、管理階層、藝術總監、藝術指導與系統技術
等經驗之人員。因此，藉由多次聯繫，最後願意接受訪談意願的有世新大學
智能攝影棚、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 LED
幕虛擬製作室團隊，以及影視導演、美術、與動畫師等產製人員。訪談對象
資料可參閱附錄一。
其二，本文研究目的包含影視內容產製、影視產業與視覺美學，因此擬

定的問題朝此方面設計訪問綱要。例如在影視內容產製方面擬定的訪綱如
（1）LED幕虛擬製作室與藍、綠幕虛擬製作上有何差異性？（2）何種類型
的影視內容適合運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其原因為何？接著在影視產業方
面擬定的訪綱如（1）目前在臺灣的影視內容上，已經運用 LED幕虛擬製作
室的影視內容有哪些？（2）目前國內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人力、資源與產
業結構的發展情形如何？（3）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幕虛擬製作室需要的資
源有哪些？最後在視覺美學方面擬定的訪綱為 LED幕虛擬製作室在電影視
覺美學上有哪方面的突破？
由於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運作與經營涉及多面向條件，上述每項問題

可能跨越不同部門與人員，而為了增加研究的信實度，只要研究問題與之有
關的人士皆接受訪談，且在研究過程中亦同時蒐集國內、外 LED幕虛擬製
作室相關之專書、報章雜誌資料與學術研究之論文等資料來源與訪談內容，
進行對照及相互驗證。訪談問題與對應的受訪人員的資料可參閱附錄二。
本研究期待透過深度訪談與文獻分析法，來探討 LED幕虛擬製作室對

當代影視產業之影響，提供產業界未來發展與內容產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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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

自從電影誕生以來，科技的進步一直帶動電影的發展，例如從無聲片到
有聲片、黑白片到彩色片，再到寬銀幕、數位、大銀幕、3D、虛擬製作與如
今的 LED幕虛擬製作室等都跟科技有密切的關聯。然而，科技不僅提升電
影的藝術創作力與表現力，也改變電影的製程與製作觀念。例如數位攝影機
取代了膠捲攝影機，提高了電影製作的速度、效率和靈活性，以及電腦圖像
技術與虛擬技術的發展為電影提供視覺藝術的延伸（Fang & Xiong, 2020）。
如今，LED幕虛擬製作室之技術及其執行已成現今電影創作的新方法，然
而此新方法涉及高度專業分工的產製過程，唯有在拍攝之前有完善的企劃內
容與前製作的詳細規劃與設計才能降低產製過程中的風險，以及避免產製過
程中的不必要浪費，讓此新方法在製作上達到最大的效益。如以下受訪的導
演描述自身選擇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想法：

選擇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思考有兩種，一種是時間。第二就
是看劇本上拍攝的內容是什麼？比如說我們要拍一個喜馬拉雅山，

但是山就是很難去的地方，那在 LED幕虛擬製作室拍攝時可以省
去旅途的時間，第二是適合一些天馬行空比較科幻的影片！例如像

國外一系列的漫威電影，因為這些電影若不是用虛擬場景就是搭

景，而如果有好幾個場景都要用搭景，不僅增加製作時間也增加製

作成本，這時候選擇虛擬製作就比較有利。（受訪者 E）

因此，選擇以 LED幕虛擬製作室來製作電影或影視作品，必須評估如
果選擇此方法來製作影片是否能提高製作的效率與降低成本，以及是否可讓
題材得到很大的擴充，讓視覺景觀更為豐富。再者此方式可讓電影製作人需
要在真實環境拍攝的需求減少，可以免除攝影製作組的差旅費和住宿費，減
少氣候條件的因素影響與特殊許可之需求，這些優點有機會讓低預算的小製
作得以被拍攝與上映（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然而，劇組進到
了 LED幕虛擬製作室拍攝即完成最後圖像的結果，這與傳統電影製作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如導演通常習慣性在現場修改拍攝計畫或是在後期製作時習
慣修改，如以下受訪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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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後製現在變成前製，各種的觀念都是必須改變，所以就

要看劇組他們能不能接受，目前有些劇組還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

形式，因為有些導演覺得說我拍完了有些東西想要改，但是 LED
幕虛擬製作這種形式可能顛覆一些傳統技術的方式，例如在這個

LED棚裡面拍完的東西它不能改，你要改就要再進來再拍一次，
但要看導演能不能接受這些事情，這樣子工作的流程，製作人員必

須更清楚一點。（受訪者 F）

由此可知，LED幕虛擬製作室改變了傳統電影行業從前期製作、製作
和後期製作的線性生產線的遊戲規則，但相對的也增加工作流程的複雜性，
特別是對傳統影視製作的觀念衝擊更大了（Iseli et al., 2022; Kavakli & Cre-
mona, 2022, March）。因此，LED幕虛擬製作室對於習慣傳統製作方式的團
隊或工作人員，仍然是一大挑戰，尤其是現今電影或電視對視覺特效的需求
越來越頻繁下，如果仍舊採取線性製作觀念來使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將會
增加不必要的預算支出與拍攝時間，而無法將此製作方式的特色發揮出來。
相反的，如果能掌握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優點，將會給製作團隊帶來新的
視覺效果。如以下受訪者描述：

LED幕虛擬製作室有很多設備，它就是把以前在現場劇組的
燈光助理、攝影助理人員轉換成現場虛擬製作室的人，以及演員的

光影特效在以前是一個一個在後期製作打出來的，現在可以在拍攝

現場由 LED幕來補光。這跟以前都是現場歸現場的，後期作後期，
兩者是分開來做是很不同的，另外導演在現場可以完全看到演員與

虛擬場景合成後的效果，並且可以完全控制攝影機來呈現演員在虛

擬場景前的表演。（訪問者 B）

由此可見，虛擬製作的出現可以解決線性生產方式的不確定因素，以更
好的方式整合傳統電影製作的導演、攝影師、燈光師與特效師等專業人員，
讓導演在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拍攝現場對虛擬場景中單擊、拖動、更改佈
景、燈光等來掌握拍攝成果，並快速反覆運算後立即重新呈現拍攝的內容。
這種方式對工作人員產生新的協同方式，並為電影製作中節省成本、時間和
創造了新的視覺效果（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
綜合以上所述，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與傳統影視製程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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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是將「後期前製化」。因此，國內的影視產業在面對這樣的情況，必須
加強影視產業人員對此趨勢的瞭解與培訓來提升他們的影視製作能力。然
而為了充分運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技術來產出具有觀眾票房的電影，並
不是單純的將後期製作提前在前期製作階段完成即可達到。根據 Jwa & Lee
（2006）研究好萊塢電影成功要素指出在電影製程中以企劃發展階段與前期
製作階段為電影成敗的關鍵要素。事實上以好萊塢商業電影而言，企劃發展
階段首重任務是要正確的找出目標觀眾群喜好的電影口味，再依此來決定電
影題材，而這也是近十多年來韓國電影崛起的原因之一（林有慶，2007）。
反觀國內產製的電影大部分不受國人青睞，究其原因是題材類型不夠多元，
且偏離大眾市場，以及欠缺專業企劃人才等（劉瑋婷，2010）。如今 LED幕
虛擬製作室具備擴展電影題材的能力，以及豐富影視的表現力，例如動漫、
恐怕片、懸疑片、超級英雄、動作片以及科幻片等在融入了新的 LED幕虛
擬製作技術後都表現出巨大的潛力，也廣受大眾的喜愛（賈婧，2019）。因
此，要發揮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功能必須從企劃發展階段開始尋求合適與
符合大眾市場的題材，再精確的規劃產製流程，以及提升製作團隊的 LED
幕虛擬製作室之觀念與能力，或許能為我國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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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ED幕虛擬製作室在我國影視產業發展之現況

LED幕虛擬製作室自 2019年出現以來，已經帶給影視產業逐年增加的
商業價值，根據美國環球電訊社（GlobeNewswire）分析報導指出由於 LED
幕技術的日益普及引領虛擬製作在媒體、電影與娛樂產業的運用增強，預計
全球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生產規模到了 2026年將達到 31億美元，並且在
預測期內將以 14.3%的年複合增長率上升。面對這一個近年來最偉大的進步
技術之一，擁有這個技術關鍵將可以提升產業持續性的發展（GlobeNews-
wire, 2021, February 25）。因此，這一個新的技術目前已成為好萊塢電影關注
的產製方式。然而 LED幕虛擬製作室不只是一個攝影棚的簡易概念，它是
高度整合相關科技（如研發、資訊與硬體系統整合等）、產業鏈的製作方式，
並注重營運、服務品質等要素。換言之，發展 LED幕虛擬製作室若要成功，
它的關鍵在於整合軟體、硬體、營運以及上、中、下游的產業鏈等等。10 

依據本研究截至目前調查，國內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數量在這三年間，
產業界部分共完成四個 LED幕虛擬製作室和一個正在建置中。四個完成者
有夢想動畫虛擬製作棚、桃竹文化科技數位元基地「LED次世代虛擬攝影
棚」、工研院攜聚積、米斯合作的「電影級 XR虛擬影棚」、友達光電與再現
影像共同成立 LED虛擬製作智慧攝影棚，以及由「元宇宙合作聯盟」新創
投資團隊正在打造的「臺北市北投製片廠」。另外學界部分則有世新大學與
駐美國洛杉磯新創團隊（Glassbox Technologies）合作所成立的「智能攝影
棚」。然而，國內這些 LED幕虛擬製作室經營團隊大多採取跨域組合或以合
作方式進行，其原因是此製作室涉及多方領域的專業知識與人力資源等。如
以下「智慧攝影棚」的受訪者描述：

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幕虛擬製作室有三件事情我覺得是有必
要的，一個是硬體部分。比如說 LED、電腦主機運算、攝影軌跡
追蹤、動作補捉設備、現場燈光等等。另一個是演算法、資訊流與

AI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等等。第三個是圖像組合，這部分涉及影
像美學與繪圖技術部分。（受訪者 A）

10 羅桑（2022 年 2 月 7 日）。〈阿凡達續集用他的技術，攜手世新打造智能攝影棚，想帶臺灣
進軍好萊塢〉，《遠見雜誌》。上網日期：2022 年 3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gvm.com.tw/
article/8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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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內容揭示 LED幕虛擬製作室必須結合傳播、設計、數位動畫、
AI與資訊程式設計等不同專業領域與人力資源的投入才能發揮此新的產製
效果。因此，人才的需求是目前 LED幕虛擬製作室經營者首先需要解決的
問題。然而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歷年公佈的「影視產業趨勢研
究專題研究報告」統計，我國電影拍攝成本雖然年年逐步增加，但遠低於好
萊塢動輒上億元美金的預算（董澤平、廖志峰，2017）。因此，以我國的電
影預算很難吸引擁有專業動畫與視覺特效的人才投入電影產業。另外國內優
秀的資訊工程系所畢業的學生，也常以面板、半導體等高科技明星產業為就
業首選，導致影視產業資訊工程人才嚴重不足。在面對以上這些問題時，依
據本研究調查目前有廠商自行開設課程來培育人才，例如夢想動畫在臺北開
設「實習課程」與高雄開設「夢想方舟」學院來培育自家人才。

我們每年會開一個就 60人的這個實習生啊，每班 20人都是一
年開三次，目的是要引領這些學生，因為我們需要人才，希望年輕

的新血可以在這個業界一起工作，那大家的想法就會有越來越多共

同點，那我們就可以有更多機會讓大家知道這個技術，這樣他們將

來要拍片時就知道怎麼樣做才有效率來節省資源。（受訪者 B）

由上所述，產業自行辦理人才培訓是積極的做法，這是可以改善國內產
業長期以短視獲利為目的之習慣，並以此培養新生代影視人員認識此新的產
製方式，以利這些人員未來進行影視創作時能有效利用 LED幕虛擬製作室
之優勢。然而除了培育實習生外，對於在職員工的訓練也是不容忽視，因此，
企業應可與國外相關廠商進行人才交流與培訓等合作事宜，以鼓勵優秀職員
到海外培訓，或參加國際性展覽與參訪，並建立人才培訓技術回饋機制來提
升企業全面的競爭力（洪雅玲，2007）。另外身為全臺唯一擁有 LED幕虛擬
製作室的世新大學於 2019年成立全媒體中心，校方在相關學系開設 11門課
程，致力培育 LED幕虛擬製作室之人才，以因應國內人才需求與競爭。以
下為世新大學教務單位受訪內容：

我們整個棚動起來的時候，大概幾個系的人都跑不掉，如廣

電、圖文傳播做平面設計，還有數位多媒體做那個動畫遊戲，另外

有一個是程式設計，所以資管、資工系的都要進來。這個棚不簡單

就在這裡，他不是要像我們廣電做一個氣象報告而已那麼簡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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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動作都是要軟件，每一個動作都有感覺，軟體包括我們實習

的工具軟體，還有一個腦袋瓜的軟體。這個部分啊，我們已在相關

學系開設相關課程來培育學生這些能力，所以這個棚是他們的實作

場合。（受訪者 A）

由訪談內容得知學界如果要培養 LED幕虛擬製作室所需要的人才必須
要進行跨系與跨領域的人才培育計畫，例如將廣電系、圖文傳播系、數位媒
體系與資工、資管等系所一起納入此計畫中。然而 LED幕虛擬製作室屬於
新興產製模式，需要投入龐大資金購買新興設備，其他大專院校有關影視或
數位內容之科系投入的產製設備是很難跟上產業的腳步。因此，若能建立資
源共用，鼓勵擁有相關科系的學校進行校際合作選課、共認學分方式來開課，
將有助於更多人才之養成，以及在這些學生畢業之外，能盡速投入 LED幕
虛擬製作室之產業來彌補人才不足之問題（洪雅玲，2007）。接下來，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另一個問題是營運問題，也是經營者重要的挑戰。接受訪問
的夢想動畫虛擬製作棚經營者描述如下：

我覺得最核心的部分其實是營運。營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假如你今天蓋 LED棚，設備我買了、蓋了、交貨就可以結案！但
營運不是，你看我們大概做了 30幾個案例，我們要跟客戶說什麼
可以、什麼不行。然後我們幫客戶完成後，客戶忽然問說：我這邊

想要一條龍飛出來，這時候你就必須跟客戶說明必須重做，而且會

增加成本。換言之，這個新的製作方式必須從企劃、製作公司到後

製都能瞭解才能達到普遍的被運用。（受訪者 B）

由上述受訪者內容可知，國內一些影視創作者對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
產製流程還未全部瞭解。因此，經營者必須透過多方之溝通機會以及舉辦說
明會來推廣此新的產製方式。除此之外，我國影視產製環境長期接受政府的
輔助與資金支持，且經費有限，難以支撐大量的虛擬製作，再加上歷年來只
有少數作品能獲得國外資金投入（賴以瑄，2018）。在此種情況下，LED幕
虛擬製作室經營者目前大多只能先以廣告與MV製作為業務來源以維持營
運。如以下受訪者所描述：

我覺得預算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啊,臺灣一般的影視內容如戲劇
或電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預算啊,那一開始我們只能先做取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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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製作需要很大的人力,而我們要養團隊,所以就是先努力做廣
告與MV項目�（受訪者 B）

然而，經營者若只能承接廣告或MV為營運項目時，產業人士很難累積
戲劇或電影等較大規模的製作經驗，勢必不利於爭取國際合作。例如在天下
雜誌「探索與創造」論壇中李安導演提到臺灣目前在個別領域有很強的技術，
但沒有將其整合在一起，臺灣環境就是差一點（天下雜誌 video，2016年 10
月 1日）。因此，營運者除了推廣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產製方式外，還必須
整合影視相關企業的力量來爭取國際上戲劇或電影的合製機會，以此累積國
際製作經驗，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有鑒於此，LED幕虛擬製作室經營者
正朝向以合作或併購方式來進行專業領域的整合，以備未來能有機會爭取國
際市場合作的機會，如以下描述：

現在我們以合作夥伴的方式來進行 LED幕虛擬製作室，例如
與 3D動畫公司合作。然後我們同時還去併購另外一家，大概有 20
個人的左右的動畫公司來做特效、3D。因為我們這個棚要蓋二到
三年，我們希望做的是一家世界級好萊塢片場的感覺，除了提供硬

體與技術的服務外，我們會將化妝間、更衣室跟休息區都規劃得很

好，讓來拍攝的劇組能有完善的休息環境與服務。（受訪者 E）

然而，除了上述受訪者所言：進行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公司外，另一個
要正視的問題是國內產業目前仍然沒有一個優質的片場環境與服務，提供給
來此的劇組或工作團隊進行上、中、下流一氣呵成的產製環境。反觀鄰近韓
國於 1997年耗資韓幣 400億元興建南揚州綜合製片場（Namyangju Cinema 
Studio），提供從劇本到後期製作完整的產業鏈來滿足影視內容的製作需求。
因此，韓國電影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近年來創造出亮麗的成績（臺
中市政府新聞局，2012）。由此可知，建立一個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產
製環境是提升影視作品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因此，LED幕虛擬製作
室經營業者若能以片場形式來經營，將影片製作各個環節，如企劃發展、前
期製作、製作與後製作滙聚成一個 LED幕虛擬製作室園區來提供各項技術
與服務，或許能有機會去承接具挑戰性高的影音內容。
總體而言，雖然我國的影視市場量體規模不大，然而現階段國內 LED

幕虛擬製作室的發展是與全球同步。因此，只要有完整的軟、硬體設備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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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人才，再將企劃發展、前製作、製作與後期製作串聯成一個完整的產業
鏈，接著增強營運管理能力，例如招收具有國際化、前瞻性、整合能力與專
案管理能力等人才來擔任製作人與專案經理，並且吸引國際行銷等人才一起
共組經營團隊，如此一來應可強化企業競爭力，創造國際合作機會，以擺脫
國內有限的經濟規模，開創新的商機。

三、	LED幕虛擬製作室對視覺美學的影響

當我們看到的電影是一種如同曼諾維奇所提出的混合多種媒材而成的影
像時，電影已經不同於巴贊所指的電影是對真實所進行的完美複製（Bazin, 
1967）。據此，現今的電影並不能只從傳統真實再現的美學脈絡下去思考，
因為真實再現意味著真實事物與影像之間存在重現或代表的關係。正因為如
今的電影已是運用多種軟體與科技來重塑主體與真實之間的文化關係，並且
傳統攝影的影像已被數位科技轉變成資訊化進行重組或變造，已經逐漸遠離
原本的影像本質（Harbord, 2002）。

以 LED幕虛擬製作室所產製的影像而言，它是以電腦為中心的硬體設
備和軟體技術之搭配而形塑了當代數位影像樣態，此時影像已經不是機械
「再現」真實影像的美學形式，而是一種「呈現」與真實符應的虛擬語彙，
亦即將原本想像中不可見的世界變成當下映入眼簾的可見世界，企圖編織一
種感知真實性的擬真世界。然而虛擬製作技術所產製的影像要帶給觀者體驗
感知的真實性，也必然要依據人類真實世界的情感經驗、社會經驗和視覺經
驗來設計，讓觀者能有所體驗，如同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指出虛擬
實境除了技術之外，更多的是體驗：

所有體驗所有效果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創作要靠設計編
織經驗，利用電腦工具參照真實的世界，裡面有模擬真實世界的圖
像擬真，還有利用幾何與透視建構的幻境（Dicks, 2004 ／馮悅譯，
2012，頁 182）。

如上述所言，LED幕虛擬製作室為了呈現虛擬影像的擬真性，也必然
要參照真實世界的生活經驗來設計，讓觀眾在認知過程中獲得認同而產生感
知的真實性。例如呈現在 LED幕中的畫面光影，雖然不是物理世界的自然
光，而是虛幻引擎計算出來的明暗，然而這個光透過 LED幕照射到物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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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演員時，卻能讓演員感知到身體如同在真實環境所經驗的光影照射，使
其演出更貼近真實情境（Kavakli & Cremona, 2022, March）。如同以下受訪
者所描述的「賽博龐克」（cyberpunk）情境：

如果說我要拍攝像「賽博龐克」的環境感覺，我們可以搭配虛

幻引擎的智慧燈光，那它透過 LED幕發出來的光源照射在演員身
上就會很像是演員置身在滿是霓虹燈的城市中，如果說虛擬背景在

動，那智慧燈光（霓虹燈）也會跟著動，所以演員身上就會有霓虹

燈的照射，非常真實。（受訪者 E）

簡言之，LED幕虛擬製作室的電腦軟體所產生的智能燈光能讓「賽博
龐克」電影中的元素，如金屬、龐克，得以透過電腦資料運算所產生的光影
映照其上，進而產生如同真實環境的氛圍。因此，這種將真實景物、虛擬燈
光、虛擬場景重新合製成一個擬真性的虛實混合的空間，改變了過去我們對
電影「真實空間」的認知。換言之，此方式瓦解了空間的物理距離，創造了
一種數位式虛擬空間，讓演員在虛擬空間進行沉浸式體感的表演，這種消除
虛構／真實界線，不僅改變了影像的呈現方式，也改變影像的本質。這也與
現今好萊塢科幻電影透過數位科技的資訊結構擬仿出超現實的樣態相似，而
這些都是拜電腦科技與軟體才能將不同的種類的媒體融合，以再現形式出現
（Manovich, 2013）。如以下受訪者所言：

虛擬製作就是指實拍的人再加上 LED幕即時的景，廣義看來
這些都是突破我們過去實人實景的拍攝類型，我可以透過實人虛景

或實景虛人的這些 AR技術、VR和 LED技術，透過電腦科技在
現場將這些組合起來重現新的影像，這在過去是各自獨立的媒體技

術，如今都可以在 LED幕虛擬製作技術中整合在一起。（受訪者
H）

因此，虛擬製作的特色能以全新的方式結合了動畫、繪圖、攝影、錄像、
AR、VR和 LED幕等不同技術，成為數位電影在影像創作過程中提供非常
好的預覽式體驗，另一方面原本互相獨立的科技與工具，全都在虛擬製作的
環境中交會，這個交會便混合成一種新的動態圖像之美學，如同Manovich
（2013）所提出的「深度混合性」（deep remixability）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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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體產製環境，讓設計者不僅可以將不同媒體種類的內容予

以混合，更能將他們的基礎技術、運作方法、再現與表現方法也

加以混合而成的動態圖像美學的核心（轉引自邱誌勇，2021，頁
209-210）。

於此，將不同軟體與科技混合的過程裡，其創作出的影像已經不是它原
本的樣子；反之，混合後的影像已經是一種新的語言，一種結合多種科技而
成的新影像語言，以及造就一種虛擬空間的電影屬性（Manovich, 2013）。亦
即當代電影的影像特性便是虛擬與真實混雜的特性，以及模擬人類世界中可
見的、可觸摸的、可感覺的事物，並且愈來愈貼近人類感知的真實世界，能
提供不同於傳統電影的美學體驗，這也是當今好萊塢科幻、動畫電影與巨型
銀幕電影製作和放映發展所追求的觀影體驗（邱誌勇，2012）。
總體而言，當談論 LED幕虛擬製作室對視覺美學的影響時，可借用曼

諾維奇提出的「後媒介」概念，亦即數位科技廢除了攝影的概念，同時消除
了所有媒體之間的界線（Manovich, 2003）。LED幕虛擬製作室藉由各種數
位科技的也成功消除了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界線，將擬真性建立在軟體與科技
上，並將焦點轉向觀者想像真實的感知體驗。亦即觀者明確知道這是經由電
腦虛構出來的，卻能以一種非身體直接接觸的真實感知進入敘事的擬真性空
間裡，正如普林斯所提倡的當今電影理論所強調的重點已經從真實的寫實主
義，轉變成感知真實性的美學路徑（Prince, 1996）。

伍、	結論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技術革新，對國內影視產業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
首先，此新的製作方式顛覆傳統影視從企劃、前製、製作與後製的產製流
程。面對此變化，國內的影視產業雖然已經意識到此方法所帶來的衝擊，但
是國內的影視市場一直無法形成足夠的經濟規模，在此情形下必然影響影視
業者繼續投資新的技術與設備。而這也是國內目前僅有少數新創公司投資興
建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LED幕虛擬製作室迫切需要
各種新科技人才投入和改變產業營運方式才能創造新的商機，而目前國內影
視產業人員對此新技術還未完全熟悉，以及產業缺乏資訊科技與熟悉國際市
場的行銷人才。因此人才的培育、新的商業模式與尋求產業、國際資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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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極為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以目前國內大專院校的影視教育而言，大部分還是教導傳統影視產製

內容，只有少數學校導入 LED幕虛擬製作室的新方式來教育年輕學子。再
者影視相關的職業教育機構，一向重視影片拍攝技巧，缺乏導入完整的商業
運作模式之課程來教育有興趣投入影視產業的年輕學子。例如，若國內影視
作品要行銷到海外、國際串流影音平臺，就必須要具備財務會計、法律事務、
智慧財產、管理等專業能力才能在企劃階段就能以國際商業市場進行規畫，
而這正是好萊塢影視公司的管理與製作策略。因此，影視教育單位與機構必
須與產業建立長期的產學交流，並邀請職場專業技術人員與熟悉國際行銷人
員來協助人才培訓，如此才能改善學用落差與職場人才短缺之問題。另外，
國內影視產業須以華人或是國際市場的視野來建構全新的影視產業聚落，並
且導入國際最新的影視產製技術來提升技術人才，以及學習好萊塢影視公司
的管理與經營方式，如此才有機會將臺灣優質的影視內容進軍國際市場。
另外，LED幕虛擬製作室已經為創作者帶來更大的創作空間，特別是

攝影已能透過鏡頭將虛擬與真實合而為一呈現在景框內，讓擬真性的空間展
現感知真實再現的視覺美學。再者此技術已突破傳統藍、綠幕的限制，賦予
演員在虛擬空間感受到如同置身真實環境下的身體沉浸、知覺沉浸，空間沉
浸，這種身歷其境的感覺正鼓舞了演員的表演。亦即透過 LED幕虛擬製作
室能增進演員、真實景物與虛擬景物合成的逼真性，建構出如同真實存在的
主體與感知的視覺美學。因此，若是能了解此新方式的視覺特色來開發具有
國際市場的電影文本，如奇幻、科幻等類型，或許能將國內的影片類型升級。
緊接著，近年來網路影音平臺的崛起，提供各國影視內容打通世界舞臺

的機會。因此，影視產業已無地域限制，正邁向全球化競爭與合作的模式，
國內業者必須要正視此課題，努力尋求國內外資金與技術合作，或許才能有
機會產出優質影音內容來進軍國際市場或是串流影音（over-the-top media, 
OTT）平臺。如韓國電影公司在獲得 OTT業者的資金合作下，運用足夠的
資源產出優質影音內容「魷魚遊戲」，再將其內容在串流平臺播出後，即獲
得全球數億人觀看，這正是一個走出國內市場迎向「全球化」成功的案例。
據此，發行、電影製作與 LED幕虛擬製作室等企業應可以積極尋求合作來
形成新的商業模式，並爭取與國內外 OTT業者合資來製作其所需之內容，
共同朝向一起開發、製作和發行，或許有機會能突破國內有限市場的困境。
最後，本研究亦有侷限之處，首先：探究 LED幕虛擬製作室僅以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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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為對象，並未將電玩動畫產業納入探究，以致未能完整勾勒出 LED幕
虛擬製作室之全貌。這個主要原因是在訪談電玩動畫專家與學者時，知悉影
視產業與電玩動畫產業在技術、美學表現形式、敘事與觀者有其相似與相異
之處，需要更多文獻來進行討論，例如以擬真性視覺美學而言，電玩動畫的
人物擬真性與電影中虛擬與實景的擬真性存在著不同的觀看視角等差異性，
這些是本研究未觸及深入討論面向的原因。其次：LED幕虛擬製作室發展
時間不長，相對的國內相關業者目前也正處於發展期或者是規劃中。再者具
有此經驗的專業人員有限，以致可以約訪的對象有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以針對電玩動畫的擬真性與電影的擬真性等視覺美學表現形式的差異性
進行相關研究，以及約談更多的國內外業者與專業人員，以提供更多元、更
代表性的探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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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名單
代號 訪問對� 類別／�� 受訪�間／��

A 世�大學��單位 �理�層 2022 年 7 月 1 日／世�大學

B �想動畫���限�司 經�者／動畫師 2022 年 7 月 13 日／�想動畫�司

C 堅��訊實����限�司 經�者／�工師 2022 年 7 月 26 日／堅��司

D �金�視�製作單位 ���� 2022 年 8 月 2 日／視訊

E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經�者／�演 2022 年 8 月 4 日／�度影��司

F 世�大學智��影棚 ���� 2022 年 8 月 9 日／視訊

G 世�大學智��影棚 ���� 2022 年 8 月 23 日／世�大學

H 中國科技大學�位��� ��動畫師 2022 年 11 月 20 日／臺北

I �力��位科技�限�司 經�者／動畫師 2022 年 11 月 10 日／視訊

附錄二
訪�題目 LED ���製作室在�影視覺�學上�哪方面的�破�

受訪者 �想動畫���限�司經�者／動畫師 
�金�視�製作單位����
�度影�國����限�司經�者／�演
世�大學智��影棚����
世�大學智��影棚����
中國科技大學�位�����動畫師
�力��位科技�限�司經�者／動畫師

訪�題目 建構一個完整的 LED ���製作室��的�源�哪��

受訪者 世�大學��單位�理�層
�想動畫���限�司經�者／動畫師
堅��訊實����限�司經�者／�訊工�師
�度影�國����限�司經�者／�演
�力��位科技�限�司經�者／動畫師

訪�題目 在影視�容產製上,LED ���製作室�������製作上�哪��異�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茶金電視劇製作單位美術指導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堅達資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資訊工程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遊戲動畫師
�力��位科技�限�司經�者／動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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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題目 何種類型的影視�容�合�用 LED ���製作室�其原因為何�

受訪者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中國科技大學數位媒體系遊戲動畫師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訪�題目 目�在臺灣的影視�容上,已經�用 LED ���製作室的影視�容�哪��

受訪者 �想動畫���限�司經�者／動畫師
�度影�國����限�司經�者／�演
世�大學智��影棚����
�力��位科技�限�司經�者／動畫師

訪�題目 目�國� LED ���製作室的人力��源�產�結構的發展�形�何�

受訪者 世新大學教務單位管理階層
夢想動畫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風度影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者／導演
世新大學智能攝影棚藝術總監
藝力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經營者／動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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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LED screens instead of blue and green screens for production in 

The Mandalorian television series since 2019 has brought about a revolution in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on th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content production, and visual aesthetics. The study employ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 adoption of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requires the post-production 
process to be initiated during the pre-production stage, and the preview of virtual 
and real scenery must be completed before shooting, resulting in a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econdly, LED screen virtual production studios are currently 
primarily used for producing advertisements and music video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studio can be employed for creating films or television ser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range of content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inall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visual 
aesthetics allows performers to perceive the realism of their surroundings while 
performing in the virtual space, thereby creating a realistic virtual image to immerse 
viewers in an aesthetically pleasing experience of perceptual r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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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levision industry, film and television content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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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料理：互動性敘事中	
迷因再製之研究*

賴玉釵**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摘要

跨媒介敘事研究視迷因文本為衛星支線，輔助核心體系；過往，虛構文
學勾勒想像料理之「美食書寫」多所發展，近年則轉為「跨媒介料理」，著
重身體感知與敘事設計。論文由此出發，試圖藉原著《冰與火之歌Ⅰ：權力
遊戲》的案例，與220則網路圖文的多模態分析，說明迷因再製者的轉化（菜
色）成品及再現（文本）策略。研究發現，互動性敘事涉及迷因再製者融入
文學體認，連動食材與身體感知的聯想。其次，轉化歷程需對應較易尋得的
食材／媒材，符合日常技藝等情境。其三，創作者融入跨媒介記憶，拼盤「共
時系統」或小說時空「歷時系統」，復刻奇幻美食。其四，創作者運用多模
態資源再現迷因文本，彰顯個人創意、引發詮釋社群迴響，鞏固跨媒介料理
創作動力。

關鍵字：互動性敘事、身體感知轉向、迷因再製、虛構文學美食書寫、跨媒
介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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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動機與問題

一、	研究動機

敘事學隨著數位匯流趨勢，興起「跨媒介轉向」（a trans-media turn）
觀點（Gibbons, 2017）。跨媒介敘事是以「媒介」為核心（media-conscious 
transmedia narratology），闡釋不同類型之說故事形態（Thon, 2014）；運用
者以相異載具之多模態資源，透過「一源多用」供閱聽人賞析不同類型文本
（Painter et al., 2013; Park et al., 2019）。

近年如漫威影業（Marvel Studio）超級英雄、《哈利波特》（Harry Pot-
ter）及《星際大戰》（Star Wars）均為顯例，或如本土電玩《返校》等也改
編為影視文本，顯見數位匯流帶動跨媒介產業與創作蓬勃發展（李政忠，
2021；Duret, 2019； Flanagan et al., 2016；Pearson, 2018）。

（一）跨媒介敘事與迷因再製

與傳統敘事學相較，因數位匯流而醞釀的互動性「跨媒介敘事」更具流
動及傳散特質，也因而產生更大影響；這些閱聽人主動參與的變化造就了
跨平�敘事、跨媒介網絡、迷因文化等現象（Johnston & Battis, 2015）。其
中，跨媒介敘事研究之網路迷因屬衛星輔助支線（transtext），協助共構故事
體系，故該領域之迷因元素備受關注（Danesi, 2019; Kitchens & Hawk, 2019; 
Resuloğlu, 2019;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
迷因與希臘語mimeme同源，即敘事者模仿文化元素，如再製音樂旋律、

概念、服裝、音樂旋律及食材等，並藉跨平�傳散資訊（Cannizzaro, 2016; 
Wang & Wang, 2015）。「迷因」語出 Richard Dawkins著作《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說明文化傳播宛如基因選擇遞嬗，且相似概念如同基因
複製般傳輸至另一個體心智（Dawkins, 1989; Sharma, 2018）。
以跨媒介敘事研究為例，閱聽人萃取印象深刻之概念、文字、影音、圖

像等形態後，即接受迷因種子（seed），繼而模仿、複製及再創作既有迷因
形態，構成「跨媒介網絡」分支（Kitchens & Hawk, 2019; Wilson & Unruh, 
2011）。本研究以「迷因創製」（meme creation）概念，說明閱聽人萃取既有
迷因元素而「再」創造（recreation）歷程，重新形塑為新版迷因，故通用「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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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再製」（meme recreation）。迷因元素與再創作淵源甚深，如網友依循互文
概念，不斷複製梗圖或文字傳散；另如網路迷因與網友集體智慧相繫，通常
涉及多次再製（Johann & Bülow, 2019;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自 2011年以來，該領域研究肯定迷因具跨媒介導航（transmedia navi-
gation）效力，協助閱聽人跳接跨平�文本（Danesi, 2019; Johnston & Bat-
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Skains, 2023; Wilson & Unruh, 2011）。跨媒介敘事研究視凸顯
更多互動的迷因為易重製及記誦故事元素，閱聽人之迷因再製實展現「互文
性」（Sánchez-Olmos & Viñuela, 同上引 ; Skains, 同上引）。跨媒介敘事之迷
因研究範疇，如圖 1所示。

圖 1：跨媒介敘事之迷因研究範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事討論，探索迷因如何成為衛星輔助支線，並為原
作助攻；常見跨媒介分支如閱聽人的迷因再製，即模仿經典文本符碼之形音
義等外顯特徵，變造文本後成「再創作」成品，這也凸顯出不同的互動性面
向（Johnston & Bat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Özbölük, 2019;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Skains, 2023; Wilson & Un-
ruh, 2011）。整體言之，回顧跨媒介敘事研究領域探索迷因「衛星文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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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深耕迷因傳散如何輔助核心文本，共構跨媒介網絡。1

綜上所述，迷因涉及文化概念傳遞，如同基因般跨世代散佈特定價值
觀，並植基於特定文史脈絡（Sharma, 2018; Shifman, 2014; Wang & Wang, 
2015）。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事學理系譜，探索迷因文本之輔助支線功能。

（二）跨媒介敘事與生活美食

1.美食文學與跨媒介料理

經典文學描繪飲食段落、搭配特定角色及對話等，推展情節發展，此讓
「美食文學」（food and literature）成為研究領域（Shahani, 2018）。本研究盼
鎖定主題，故由此延伸至跨媒介料理（transmedia food）。
近年跨媒介學理倡議「食物中介」的媒材與轉化，呼應閱聽人仿製經典

文學之美食書寫而衍生跨媒介料理，即指閱聽人轉化文學的想像食物描寫為
「真實料理」而共構跨媒介網絡（Kérchy, 2016）。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萃取美食
書寫之迷因元素時，不能僅複製既有影劇符徵，而需考量文學典故、美食於
原作出現脈絡及敘事功能（同上引 ; Solomon, 2017）。創作者並未在現實世
界親眼目睹、品嚐想像料理，故需動用「身體感知」聯想，賦予迷因再製者
更多想像空間（Kérchy, 同上引 ; 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
sel, 2015）。
相較於小說及影視等跨媒介改編，虛構文學之飲食書寫未必有具體表徵

參照，難全然等同「互文」或「媒介形式相互模仿」。本研究承襲跨媒介敘
事領域觀點，迷因再製者需從文學飲食書寫萃取迷因種子，再轉為跨媒介料
理。故閱聽人如何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實為目前跨媒介敘事研究趨
勢。

2.跨媒介料理與身體感知

迷因再製者面對作家想像美食，更需藉身體感知及文學詮釋，方能轉

1 著名如小說《哈利波特》發行二十周年新封面設計，此即迷因與品牌傳散顯例。J. K. Rowling 要
求各國繪者再設計新版封面應結合各國文化元素（不可與電影影像重複），且新封面需經 J. K. 
Rowling 同意方能發行；�版封面即以阿里山火車頭代言「霍格華茲特快車」，此舉帶動臉書討
論度，展現迷因與在地文化傳散關聯（LEE，2020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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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抽象書寫為跨媒介料理（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sel, 
2015）。「身體感知」強調閱聽人「身體」等物理條件，感官體驗連動外在
環境、敘事設計（余舜德，2008，2016；Roberts, 2022）。迷因再製者萃取若
干可辨識食材及作工描寫，並整合身體感聯想，方能「畫」出虛構文學飲食
的可能味道。
閱聽人萃取若干迷因種子後，也需搭配可行食材與烹調器具，形塑合宜

烹調環境／系統，方能「轉化」為真實菜餚。最後，閱聽人需回味文學沉浸
體驗、美食設計經歷，方能「再現」自身經驗為「跨媒介料理」及部落格圖
（影）文敘事。整體言之，跨媒介料理強調身體感等轉化歷程，目前較少跨
媒介敘事研究論及。本研究盼承襲跨媒介敘事之迷因再製議題，探索文學美
食書寫「轉化」及「再現」歷程：首先提及閱聽人萃取何種文學美食書寫典故；
次再說明閱聽人轉化文學為真實菜色歷程，最後論及跨媒介料理再現為網路
圖文等機制。

二、	探索問題

閱聽人補白活動不限於劇作映演期間，惟電視劇等長年映演之分季結
構，常引發閱聽人靜候新劇集之懸念、激發再製活動（Mikos, 2016; Resuloğ-
lu, 2019）。目前甚少研究細緻說明劇集以「季」為單元之敘事結構，如何引
導美食迷因再製者靜候下一季區間之補白歷程。本研究擬鎖定（系列劇集）
追劇區間，探索業餘創作者觀劇長年懸念與美食迷因再製等議題。
研究問題涵蓋「轉化」及「再現」兩者，即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

跨媒介料理，並「再現」箇中歷程為跨媒介圖文。若以「轉化」言之，閱聽
人選取美食書寫迷因元素，再據此選擇日常食材、可行烹調工具，方能轉化
為跨媒介料理。或以「再現」言之，閱聽人需選用特定科技載具之敘事資源，
方能再現美食迷因再製之圖（影）文。

（一）迷因再製者轉化抽象文學為現實料理之起點為何？

本研究盼探索閱聽人萃取及轉化迷因元素，如模仿迷因外顯特徵，並整
合多元媒材以再創作（Cannizzaro, 2016）。迷因再製者體察文學描寫之形、
音、義，再連動日常食材等感官聯想，進一步「轉化」抽象文學美食描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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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菜餚。易言之，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時，連動文學迷
因等閱讀體驗與身體感。閱聽人萃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後，如何轉為
具體菜餚？

（二）迷因再製者「賦形」等補白活動

跨媒介敘事研究甚少論及迷因再製者「長期」追劇之補白活動，若閱聽
人靜候新劇集時，引發懸念能否轉為「視覺化」等補白動力？閱聽人「身體
感知」如何協助轉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為「跨媒介料理」？
文學美食書寫多屬文字表述，此時更需閱聽人「視覺化」等補白歷

程，方能提供辨識度高「可見符徵」並為抽象書寫「賦形」（Kérchy, 2016, 
2018）。本研究擬探索，閱聽人形塑文學美食迷因再製之補白及革新歷程為
何？轉化歷程參照之歷時體系（如文學典故）、共時體系（擺盤呈設）為何？
身體感在上述「轉化」具體菜色時，扮演何種角色？

（三）跨媒介料理文本與社群傳散

閱聽人如何再現「跨媒介料理」創作文本？如何整合網路圖文及影音等
敘事資源，以利網路迷因傳散？
閱聽人可模仿／轉化圖像、慣用語及主題標籤（#hashtag），轉述迷因

為創作素材，促成迷因形變而體現參與文化（Grundlingh, 2018; Woodworth, 
2018）。本研究結合迷因傳散及多模態再現機制，細緻說明跨媒介料理之衛
星輔助支線效力。
整體言之，迷因形態雖含括食物等媒材，但目前跨媒介學理較少論及文

學如何轉為飲食及圖文敘事，而非僅複製既有符碼、拼貼至美食（Solomon, 
2017）。若回顧跨媒介敘事研究圖譜，甚少敘明迷因再製者如何選擇文學美
食描寫、連動身體感，影響後續選用食材以精準詮釋感官體驗。易言之，閱
聽人轉化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為跨媒介料理，屬跨媒介敘事研究可延伸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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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概念與文獻

一、	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

本研究以虛構文學勾勒想像料理之飲食書寫為例，如閱聽人依循《愛麗
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之下午茶書寫，出版食譜復
刻奇幻「原味」菜餚，並參照原典維多利亞時期設定以轉化「愛麗絲奇幻仙
境美食」（food of Wonderland）（Kérchy, 2016）。下文擬說明飲食書寫案例，
並說明迷因學系譜、跨媒介敘事與迷因關聯，次闡述跨媒介料理潛藏迷因元
素。

（一）迷因的辨明與類型

1. 迷因源起與特色

當代迷因學常關切網路迷因與文化議題，並應用傳散機制至通俗文化、
宗教與行銷等領域，如Web 2.0情境提供迷因極佳的文化傳散情境，讓閱聽
人得以整合通俗文化，形塑、重製與操弄既有迷因文本（Cannizzaro, 2016; 
Wang & Wang, 2015; Xu et al, 2016）。迷因研究也受跨媒介敘事領域重視，
跨媒介研究者曾分析影音迷因文本，探索故事元素、組合形態、美學觀及流
佈時間（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一九九○年後，「當代迷因學」
包括文化迷因等主題：

（1）文化迷因
跨媒介領域關切文化迷因議題，如探索閱聽人如何依迷因而定錨，川流

於跨平�故事圖譜（Danesi, 2019）。迷因產製者運用知識、圖像及影音等，
引發閱聽人共鳴及詮釋而散佈迷因種子；經由閱聽人複製、記憶、再創作，
持續構成文化迷因現象（Kitchens & Hawk, 2019; Skains, 2023; Wilson & Un-
ruh, 2011）。
經典文學之食材描寫或揉合古時語言，或有製作工時、食品外顯特徵等

陳述，此即迷因再製者轉化文學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之重要來源（Kérchy, 
2016）。若閱聽人好奇跨媒介料理出處，或可翻閱文學典籍而查找美食與原
作關聯，體現跨媒介導航功能。閱聽人曾轉化《愛麗絲夢遊仙境》下午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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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為具體食材，參照維多利亞時期食譜而還原糕點樣貌；或依《愛麗絲鏡中
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描寫，對照
典故而出版雞尾酒食譜等（同上引）。易言之，迷因再製者「體物入微」及
跨媒介轉化料理時，乃傳承文學美食迷因、參與文化基因輸出。

（2）其他領域
網路迷因研究重視再製文本同異，研究領域如對照迷因原圖、迷因再

製圖示、社群媒體展演及數位策展，融入迷因再製者分享案例及細節說明
（Woodworth, 2018）。相關取向含多種媒材的共時分析，探索一般網友如何
基於相同典故／模板／曲調／梗圖等迷因，融入不同混搭及譬喻而促進迷因
形變（Jenkins et al., 2013; Sánchez-Olmos & Viñuela, 2017）。
迷因研究亦與政治、廣告及品牌形象相繫，如探索希拉蕊及梅克爾之迷

因圖像、政治議題建構；此領域研究歸類貼文標籤、關鍵字、影像內容，並
輔以資訊視覺化及數據分析（Nee & Maio, 2019; Xu et al., 2016）。
迷因研究也結合整合行銷，探索策略應用及說服訊息推播，理解消費者

體認之產品意涵；常見如探索迷因文本與閱聽人品牌喜好，理解迷因文本
「正向」或「負面」表述對消費者態度影響（Meer et al., 2022; Nee & Maio, 
2019; Ngo, 2021; Sharma, 2018; Wilson & Unruh, 2011）。

2. 迷因與分析階層

（1）迷因層次
迷因文本分析結合論述分析，聚焦系列創作之相關性、變異性及連續

性（Cannizzaro, 2016）。迷因研究著重系列文本異同：部份研究關切共同層
次，融入互文線索等分析，或融入符號學觀察，強調迷因映射「語言系統」
（langue）恆常結構；部份研究則關切表象「言語」（parole）變異形態，致
意迷因文本之基本單位、共時關係及歷時關係（同上引 ; Johann & Bülow, 
2019）。本取徑可結合多種媒材的分析形態，說明符號資源與迷因建構
（Grundlingh, 2018; Johann & Bülow, 同上引）。分析階層包括：迷因圖像及影
音文本內容、關鍵詞等主題標籤，再進一步探索產製者立場及評述（Dwyer 
& Fraser, 2016）。

（2）個人特質

迷因學關切使用者特質，如採用消息來源、梗圖改編與傳播；並關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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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享個人見聞，激起閱聽人情感等（Johann & Bülow, 2019）。另有研究
結合深度訪談法，探索閱聽人社群參與、創造網路迷因形態（Hapsoro, 2018; 
Sharma, 2018; Shifman, 2014）。

（3）社會網絡層次
迷因學關注社會網絡，此取徑關切社群網絡與意見領袖，發掘迷因文本

之社群表現顯著度；研究範疇包括圖文改編、梗圖傳散、主題標籤註記、轉
貼分享等，探索網友社會關係、追隨者多寡等社群位階（Johann & Bülow, 
2019; Xu et al., 2016）。
本研究致意文學美食書寫之迷因再製，故循既有取徑採多模態文本分

析。

3. 迷因與跨媒介敘事

跨媒介敘事研究常關注迷因領域，迷因文本宛若種子，協助閱聽人易
於重誦、記憶及參與故事體系（Wilson & Unruh, 2011）；部份專書聚焦
互文層次等現象，探索迷因副文本（paratext）、跨文本支線（transtext or 
transmedia franchise）與跨媒介改編關聯（Johnston & Battis, 2015; Kitchens 
& Hawk, 2019; Kurtz & Bourdaa, 2016; Skains, 2023）。創作者提取原作文字
及圖像迷因元素，再改編迷因為副文本發佈，拓展《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
戲》（A Song of Ice and Fire I: Game of Thrones）原著的跨媒介網絡（Johnston 
& Battis, 同上引）。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研究致意迷因再製議題，創作者
可從印象深刻之視覺及文本元素起始，參與共構跨媒介網絡（Kitchens & 
Hawk, 同上引）。

（二）創作參與中的跨媒介記憶

閱聽人跨媒介記憶涵蓋「類型（typological）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
（referential inter-texuality），前者如閱聽人對類型公式等體認，後者如相似
符碼引動跨文本指涉，激發閱聽人互文聯想（Harvey, 2015; Holthuis, 2010; 
Lamerichs, 2012）。
以類型互文為例，閱聽人跨媒介記憶含角色、情節及主題等「知識庫」，

引用熟悉類型表現而臆測後續情節（Harvey, 2015; Picado & Jacob de S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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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以相互指涉為例，閱聽人依循互文知識而聯想特定用語及典故，擴充故

事意涵（Harvey, 2015; Holthuis, 2010）。閱聽人亦可參照特定圖／影像，混
搭其他元素而再創作（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如 NBC電視劇
《雙面人魔》（Hannibal）為《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前傳，
改編自《人魔》（Hannibal）等小說系列；主角 Hannibal酷愛美食常有烹
調食物，故重製美食也為劇組拍攝重心（Harris, 2000; McLean, 2015; Poon, 
2016）。電視劇美食造型師 Janice Poon將餐飲設計寫於部落格《美國眾神餐
桌：餵食漢尼拔》（America Gods table: Feeding Hannibal），並出版食譜《餵
食漢尼拔》（Feeding Hannibal: A Connoisseur’s Cookbook）（Poon, 同上引）。
本劇集也引發網友討論，閱聽人在 PTT及知乎等討論電視料理食譜；

網友逐一截圖、說明烹調步驟及所需食材。2以類型互文言之，網友梳理劇集
映演烹調食物流程，並以食譜工具書等類型傳散；以相互指涉互文言之，網
友轉述劇情為美食製作流程，參照劇集短影音及圖像而傳散網路迷因。
閱聽人亦可從感官知覺激發其他體驗，如視覺感知引發嗅覺及觸覺想像

（Lippitz, 2019）。如 NBC劇集《雙面人魔》改編同名系列小說，主角 Han-
nibal擅長中式料理，劇情提及枸杞、紅棗、人蔘及銀耳熬煮「烏骨雞湯」，
融入食補概念（Poon, 2016）。閱聽人可從日常熟知素材起始，依個人生命經
歷解讀（如銀耳是否屬甜湯食材）；或因想像力而聯結不同概念（如中藥食
補文化、可添加哪些藥膳），重製／變造既有迷因文本。上述轉化歷程涉及
熟悉食材，閱聽人需憑藉真實世界之可行食材、烹調器具，對應文學描寫至
日常歷時及共時出菜系統。

二、	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再創作歷程與補白及否定性（negativity）相繫，補白意為閱聽人增補既
有文本典故；否定性意謂推翻既有設定、促成文本革新（Harvey, 2015; Lip-
pitz, 2019）。

閱聽人可參照外部互文，引述既有符號元素再創作迷因文本（Cannizza-
ro, 2016; Grundlingh, 2018）。如前所述，閱聽人需將抽象文學「視覺化」為

2 相關討論串可參見：知乎用戶（2016 年 1 月 17 日）。〈《漢尼拔》裡面的菜都怎麼做？〉。取自「知
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1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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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設計，即為文學意象「賦形」。閱聽人欲復刻《愛麗絲夢遊仙境》下午
茶糕點，實可參照「英國文化遺產」（English heritage）YouTube頻道，內有
專題「維多利亞時代生活方式」（The Victorian way）介紹該時期泡茶方式、
牛油製作及蛋糕烹調步驟，引介廚娘穿著等民俗（English heritage, 2016, 
September 23）。閱聽人可將此作為外部互文基礎，即參考影片為「視覺化」
文學書寫依據，轉化維多利亞時期文學為具體食品。
閱聽人「否定性」可展現於思辨能力，如改作圖片、影音及經典名句等，

或混搭其他元素引發迷因變異（Cannizzaro, 2016; Szczepanik, 2002）。閱聽人
可參考其他網友研發食譜，融合文學迷因、飲食偏好與跨文化脈絡，發揮「否
定性」改變迷因文本。如西班牙讀者提供《唐吉訶德》（Don Quixote）「什
錦菜肉燉煮」（olla podrida）食譜，後有網友參考原作對話、17至 18世紀飲
食習慣，融入「西班牙蛋餅」（tortilla）等豐富菜色，並以木碗呈裝符合彼時
風土民情（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May 10）。迷因再製者依特定文化
脈絡設計料理、裝飾及擺盤，「視覺化」共時出菜系統。閱聽人反思現有文
本及組成要素，展現「否定性」推動迷因變異及革新，繼而賦加新義而再造
迷因文本。

三、	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製

科技載具提供多模態敘事資源，如討論方法取徑時論及媒介之敘事潛力
及限制（Painter et al., 2013）。閱聽人可運用梗圖、網路流行語／慣用語、主
題標籤等慣例形式，結合社群媒體流佈／轉載迷因再製文本，引發網路聲量
及討論熱度（Dwyer & Fraser, 2016; Grundlingh, 2018）。
迷因文本之多模態結構可包括「靜態圖像」或「混搭圖像」（remixed 

images），前者如單一圖片、照片、多幅漫畫／劇照集錦等；後者多半附有註
釋、經典語句、引言等說明（Grundlingh, 2018）。網路迷因文本多伴隨關鍵
詞等「主題標籤」，表明創作者評述及立場，鼓吹特定觀點（Dwyer & Fraser, 
2016）。
迷因類型如語言迷因、視覺迷因、音樂迷因（短影音／重複旋律）、混

合迷因（composite memes）；如語言迷因含括經典名句、視覺迷因含括「靜
態圖像」或「混搭圖像」（含附註照片）、音樂迷因包括重複旋律之短影音（陳
家幸，2010；Grundlingh, 2018）。創作者亦可增補主題標籤，運用關鍵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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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故事重點，另結合網路熱點而增加迷因傳散（Dwyer & Fraser, 2016）。

四、	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

迷因再製屬「閱聽人導向改編」（audience-driven adaptations），引動跨
媒介產業及粉絲社群對話（Fehrle, 2019）。迷因再製多具共享／模仿形式，
持續於數位匯流情境流佈、仿效及變形（Johann & Bülow, 2019; Shifman, 
2014）。如迷因行銷（meme marketing）植基參與文化，探索網路迷因擴散、
市場效益與消費者行為（Meer et al., 2022; Ngo, 2021）。
閱聽人依個人知識起始，融入創見並製作粉絲文本；另可參照社群討論

等集體智能，經社群互動、多人創作共構故事體系（Bourdaa, 2016）。閱聽
人參與文化之改編基礎含「集體智能」及「個人知識」，前者如閱聽人參照
文化知識庫、融合社群構思而集體創作；後者如閱聽人以個人創意製播影音
文本，細緻呈現跨媒介故事世界（同上引）。閱聽人若據知識社群（knowledge 
communities）資訊衍生跨文本支線，此即集體智能開端（Özbölük, 2019）。
由於跨媒介網絡屬彈性發展狀態，官方產製者可隨系列文本發展而不斷增設
角色及場景；故閱聽人再製迷因文本時亦可參照知識社群共識，建構個人創
見、集體智能及官方設定等並存體系（Schober, 2019）。
以迷因文本言之，該領域盼探索迷因文本如何具繁殖力（fecundity）、持

續力（longevity）、保真力（fidelity），隨不同議題而形變（Johann & Bülow, 
2019; Wang & Wang, 2015）。電視劇《雙面人魔》閱聽人轉述劇集為網路圖
文等迷因創作，並於 PTT、知乎及彈幕影音等加註；如嗶哩嗶哩（bilibili）
短影音名稱《舌尖上的漢尼拔》即與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互文，結合在
地文本、促成迷因形變。3互文體系融合在地美食紀錄片及電視迷因，鞏固
《雙面人魔》與美食意象關聯，連動在地情境協助迷因傳散。

以迷因流佈為例，微觀層次（個人決策）、宏觀層次（社群傳散）均可
探索：以個人層次言之，該領域盼探索閱聽人創意如何影響迷因再製革新及
傳散；以社會網絡言之，該領域關切社群媒體之意見領袖／權力位階高者如
何引導輿論方向（Johann & Bülow, 2019; Poore, 2019）。以社群之迷因傳佈為
例，閱聽人賞析電視劇《雙面人魔》後傳抄網路食譜，並討論食物隱喻及相

3 影片可參見：阿楚阿離（2019年 11月 18日）。《舌尖上的漢尼拔》。取自「bilibili」https://m.bilibili.
com/video/av7618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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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情節，重新回顧官方美食設計概念（McLean, 2015; Poon, 2016）。網友轉
述電視劇為食譜後，貼文獲取同意數、瀏覽數及回應數，彰顯社群權力位階
及迷因傳散情況。4易言之，閱聽人接觸電視劇美食迷因圖文，可再重溫原作
及官方美食圖譜。閱聽人賞析美食迷因之食譜書與網路迷因文本，均鞏固跨
媒介支線，引動社群討論熱度。
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乃參照跨媒介記憶，或參照「身體感聯想」轉化迷

因元素。閱聽人亦可於社群媒體傳散迷因再製，經再創作引發文本革新，此
與補白及否定性相繫。以迷因再製「視覺化」等補白活動言之，閱聽人可依
外部互文連結其他知識庫，傳遞個體感知之故事旨趣；或依多模態敘事資源，
形塑迷因文本圖文／影音互涉效果，推播相關資訊至社群媒體（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故以迷因再製「否定性」言之，閱聽人可挑戰迷
因元素再現形式，如顛覆慣例符碼及公式、翻轉官方設定。

參、	方法與案例

本研究盼鎖定閱聽人靜候新劇集（新季）區間，貼近彼時迷因再製生成
情境。跨媒介故事體系長期發展，或有若干劇情矛盾，更激發閱聽人再創作
動機。如近年研究探索閱聽人跨媒介蒐集資訊歷程，滿足閱聽人預知後續想
望（Mikos, 2016; Resuloğlu, 2019）。易言之，閱聽人在劇集空檔或更能積極
構連細節、弭合文本未言明處，透過自製文本而再涉入故事。閱聽人靜候下
一季劇集時，更易充份發揮補白活動；如融合虛構故事於日常生活，填補等
候新一季播映「空窗期」。本研究考量閱聽人靜候新劇集區間之補白活動等
特殊性（如急欲消弭懸念），故擬專論閱聽人追劇期間之跨媒介料理的迷因
再製。

一、	案例選擇：HBO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迷因再製

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簡稱《權力遊戲》）熱播讓 HBO
串流平�下載率破百萬，如最終季的《權力遊戲》即吸引美國近 1800萬人
觀看，並成為諸多跨媒介產業書籍之分析個案（紀沈廷，2019年 4月 16日；

4 相關討論串可參見：知乎用戶（2016 年 1 月 17 日）。〈《漢尼拔》裡面的菜都怎麼做？〉。取自「知
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431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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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2018）。此電視劇集改編自喬治馬汀（George Raymond Richard Mar-
tin）小說《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整合原作設定維斯特洛
大陸（lands of Westeros）等故事線（Klastrup & Tosca, 2016; Smith, 同上引）。
小說為橫跨七國之宏偉史詩，HBO跨媒介轉述則簡化故事形態，試圖讓閱
聽人更易理解奇幻世界；電視劇的拍攝則依關鍵場景分派不同故事線，地點
包括克羅埃西亞、西班牙、冰島、摩洛哥及北愛爾蘭，眾多場景已成影像旅
行之著名景點（Resuloğlu, 2019; Smith, 同上引）。
電視劇《權力遊戲》衍生電玩及桌遊等官方授權商品，另有粉絲社群及

維基百科等非官方之跨媒介支線（Resuloğlu, 2019）。本劇花費近九年才播畢
（共推出八季），各季時距平均約一年推出一季，第七季及第八季時距近兩年；
另每季可能僅有十集劇作，甚至低於此集數。5小說作者喬治馬汀僅參與前幾
季劇集編寫，此讓電視劇結尾未必忠於原作，故閱聽人僅能多方臆測走向。
另則喬治馬汀迄今仍未出版小說系列之最終二集，故無「原作」後續發展及
結局確定版，註定讓閱聽人翹首久候最終結果（蘇詠智，2017年 9月 8日；
Jennings, 2014, June 11）。本劇並無原作結尾供對照，且各季播映間距長、每
季播映劇集不多，加上原作者喬治馬汀之小說版長年拖稿，均留給閱聽人眾
多劇情補白空間。上述外部環境、文本結構等因素，徒增閱聽人追劇焦慮，
此皆彰顯《權力遊戲》個案特殊性。故在本劇熱播八年期間，閱聽人靜候新
季劇集時紛紛再創作，提出粉絲理論彌補原作及電視劇間隙，或推出粉絲自
製文本（尋夢園，2018年 11月 20日），或為紓緩久候心情之策。

本研究考量 HBO電視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網路聲量、迷群靜
候劇集之補白活動，故以迷因再製為分析案例。下文依既有分析方式探索迷
因再製歷程，如何轉化虛構小說食品為跨媒介料理，並再現為網路圖（影）
文。

二、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

下文擬先說明分析個案選擇標準，次再說明多模態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MDA）指標，探索迷因文本結構及表述旨趣（Cannizzaro, 
2016; Grundlingh, 2018）。

5 數據資料出自 Catchplay+（n.d.）網頁紀錄：https://www.catchplay.com/tw/video/021f65f2-1c7d-
4ad2-9f7a-9a978e1ac1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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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媒介料理文本及個案選擇

本文慮及跨媒介研究待開發方向，也盼對應美食書寫轉化為實體物事，
闡釋閱聽人如何還原想像食材。小說《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作者盼
讀者宛若活在奇幻場景，故大幅描寫美食以喚起閱聽人感官體驗；作者細
緻描寫食物、烹飪方式、香味及味道等，盼閱聽人具體感受各區美食文化
（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作者喬治馬汀認為「閱讀」如同旅行般，
鼓勵閱聽人放下書本後，仍感知小說裡描述的美食氣味；他認為，感官是引
導體驗的關鍵，食物的五感體驗讓場景更鮮活，故致力於角色們的吃食描寫
（同上引）。

小說《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29章〈珊莎〉描寫：

菜餚一道道送上端下，有濃稠的大麥鹿肉湯、灑上堅果碎片的

涼拌甜菜、菠菜和李子沙拉，還有蜂蜜大蒜煮蝸牛。⋯⋯接著是

剛從河中捕來、封在粘土裡的烤鱒魚。⋯⋯之後又上了甜麵包、鴿

肉餡餅、散發肉桂香氣的烤蘋果、灑滿糖霜的檸檬蛋糕（Martin, 
1997／譚光磊譯，2011，頁 402）。

此皆可見作者著重飲食書寫，並提供業餘創作者詮釋素材。本研究選擇
分析案例標準如下：
其一，個案需敘明典故出處，指出飲食圖文敘事、原作及電視劇關聯，

彰顯文本淵源及迷因傳散。
其二，創作者轉化迷因為具體餐飲及部落格書寫，若其後有 HBO等官

方異業合作、或有小說原作者背書尤佳。若迷因再製者轉化迷因時僅複製符
徵，則不在分析之列。
其三，迷因再製者必須於一至八季播映時追劇（如敘明發文時間、或於

網頁紓發追劇心情等），展現部落格飲食圖文與追劇期間「補白」關聯。若
部落格只張貼單篇《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復刻美食，則無以展現閱聽
人長年靜候劇集之補白活動，故僅有單篇飲食圖文亦非分析範疇。
網站「十字路口小棧」（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The starving chef、

Feast of starlight、Live in kitchen與 In literature等再現奇幻小說美食，體現
閱聽人多感官涉入、沉浸故事世界歷程。如網站「十字路口小棧」名稱出自
小說原作之同名餐館，部落客依小說描寫轉述為網頁食譜圖文，並出版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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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開餐館販賣美食，且獲小說作者寫序推薦（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6。本研究共以五個《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書寫之迷因再
製部落格為例，分析逾 220則發表篇章，分析文本如表 1所示。

表 1：《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分析文本
部落格�稱 則� 《冰��之歌Ⅰ��力��》⻝譜�站�色

Game of Thrones, foods 
by region –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150 � 創作者以分區之形式，圖像導向呈現。作者從維斯特洛大陸「北境」到極南「多
恩」，分從不同地理環境，對應可行食材。
創作者引用原作文學典故，說明食物設計、靈感來源。
創作者於部落格貼文後，擴寫出版二本食譜，部份美食迷因再製並獲小說原作
者背書。

Feast of starlight 33 � 創作者選取網路熱點，搭配電視劇《權力遊戲》新聞、Emmy award 頒獎典禮
前夕等時效。
創作者引用文學典故，展現角色及情節等詮釋。
創作者重視常民實踐。網站敘明製作時間，搭配「資料視覺化」，推出網路食
譜等說明製作流程。

In literature 5 � 作者引述小說原作之美食書寫典故。
作者為還原古早風味，貼近小說原作設定時間，選以 1894 年食譜以製作菜餚。
網站特別敘明，創作者乃因紓發等候新劇集焦慮，故製作跨媒介料理以緩和心
境。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31 � 創作者書寫追劇心情（靜候最後一季），另外也會搭配影集視訊。
創作者曾以家族歷史視角說明設計食物緣由。

Live in kitchen 5 � 創作者等候及觀看第八季時（從2019年1月起始），以追劇歷程、電視劇描寫，
製作食譜。
創作者以角色為切入點，試以人物特質為題，迷因再製素食食譜。
創作者搭配跨媒介料理之短影音，簡單展現食材分配、製作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多模態分析範疇包括：

1.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圖（影）文樣貌

隨著 HBO電視劇《權力遊戲》熱播，創作者也依電視影集呈現食物
樣貌，並開設餐館販售美食迷因再製成品（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Monroe-Cassel, 2015）。本研究擬先分析部落格圖像（如視覺符碼、物件並
列關係、構圖形式），其次分析文字（如引用小說原典、參照歷史素材等描
寫），再對應部落格主敘明再創作考量。

6 網站「十字路口小棧」網址為：http://innatthecrossroads.com



235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2. 跨媒介料理文本之網友討論

本研究逐一分析網友於上述五個部落格之討論貼文，如部落格讀者依復
刻食譜下廚、親赴特定餐廳品嚐迷因再製美食等。部落格讀者親至餐廳享用
餐點、或依循網路食譜製作虛構食品；故網路評述或夾雜個人品嚐美食心得，
有別於原作及改編劇集之美食設定。易言之，部落格讀者參與也促成迷因流
佈，間接引導小說及劇集網路聲量。

3.跨媒介料理文本再現為食譜圖文書

本研究分析範疇如下：其一，本文擬分析食譜圖文書補述資訊，探索迷
因再製與原作互文關聯。其二，本文擬對照食譜圖文及原作典故，探索創作
者轉化跨媒介料理考量。其三，本文參照食譜圖文書補述，探索創作者對照
何種中世紀讀本「具體化」奇幻美食，並將抽象物事臨現於世。其四，本文
擬理解創作者如何以現代元素置換中世紀食材，融入現實食物至虛構小說之
美食系統。

（二）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指標

本研究以多模態文本分析探索迷因再製案例，理解迷因文本再現、詮釋
歷程及意義產製（Grundlingh, 2018）。下文擬先說明本研究關切「轉化（食
材）」及「再現（文本）」面向，次對應至跨媒介料理文本之多模態分析指標。
以轉化言之，涉及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之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再論及

閱聽人轉化跨媒介料理之交流歷程。以再現言之，涉及閱聽人以多模態資源
「再現」迷因再製，網路貼文流佈則論及「跨媒介料理文本與社群傳散」。本
研究分析架構圖如圖 2所示，全圖可略分為「轉化」及「再現」兩者，前者
為閱聽人萃取文學美食迷因，再「轉化」抽象文字描寫為具體菜色；後者為
閱聽人選取合宜圖文影音媒材，「再現」飲食圖文等迷因再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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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文學美食書寫」迷因再製之轉化及再現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轉化言之，分析指標包括「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補白與否定性的
創作策略」。以再現言之，分析指標涵蓋迷因再製之「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
製」，最後論及「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多模態分析指標如下：

表 2：閱聽人轉化美食書寫為「跨媒介料理」之多模態分析類目
一、迷因元素及參與文化

（一）跨媒介記憶
1. 類型互文�

(1) �作者轉�文��因�,是否參照�定類型表現�
(2) �作者轉�原作�構⻝材�,是否�仿常見之�⻝書寫形式�

2. 相互�涉互文�
(1) �作者轉�文��因�,�何�擇（�製）重�元素�
(2) �作者為何想�擇�定⻝物�對應原作����理��寫為何�

（二）身體感知與聯想
1. 日常素材��作者轉�文學�⻝�因,�何�用日常⻝材,�涉奇幻故事的�⻝�譜�轉�

／��理由為何�
2. 五��想��作者是否提�原�之�⻝�寫,激發何種五��想��種�想�何引��因轉

為⻝材設計�

二、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一）迷因與補白活動
1. �作者轉�文學為具�⻝物�,補白歷�是否��絲理論��融���人對⻆色設定�想

�,再現�構⻝材�
2. �作者�何�擇文史知識��部�訊而補白�

（二）迷因與否定性
1. �作者再製�因文本�,是否�轉原作設定�
2. �作者是否評��變�其��作,促使�因文本革��



237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13 卷 第 2 期．2023 年 7 月

三、多模態資源與迷因再製

1. �作者再製�因�文�,�用何種視覺��覺�因�視覺構��何�涉奇幻�⻝��（�何
����裝���光�形��⻝��）��覺元素�何輔助視覺�現�

2. �作者再製文��因�,動用哪�關鍵詞�����記�容�評論�����

四、跨媒介文本與社群傳散

（一）個人創意與再創作
1. �因�作者展現何種獨����
2. �作者�何增加社群注意力�

（二）集體智能與再創作
1. 部落格�文若引發原作者��友互動,是否影響�續�因�作�部落格是否引用其�社群�

��容�超�結�
2. 部落格�文曾在��社群�泛轉貼�討論嗎�
3. �作者再製�因文本,是否曾�意見�袖�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分析與討論

一、	創作者的轉化基礎

（一）跨媒介記憶

1. 類型互文

迷因再製者多循故事典故，再塑可對應真實世界之奇幻食品；另模仿食
譜書寫慣例公式，敘明配方、份量、作法及貼心叮嚀，並循小說原作「中世
紀」設定而指涉歷時系譜（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3）。再如迷因再製者以短文扼要說明作法、
烘焙溫度及時間，產製圖像導向、文字簡要之「網路食譜」類型（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

2.相互指涉互文

迷因再製者選擇食物代言地理環境，發掘小說與現實相似處，另查對
特定地域之動植物、歷史、食材分佈，再轉化奇幻文學美食書寫為烹調食
譜及餐飲商品（Monroe-Cassel, 2015; Pearson, 2018）。迷因再製者可發掘文
學飲食對應小說環境，再尋訪現實世界之相似氣候及地理環境（The In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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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roads, 2014, May 8）。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6, April 
21）考量維斯特洛大陸各區飲食習慣（如北方常用百里香、南方多用辣椒），
形塑地理空間及虛構美食關聯，參見圖 3及部落格主分享：

我選擇香料時，考量臨冬城與君臨城地理差異，以鼠尾草及百

里香代表寒冷北境，再以辣椒粉及紅辣椒片代表溫暖海境王國。

迷因再製也考量工具／技藝易得性，植基於日常脈絡以具體實踐。迷因
再製者引述小說原作再製菜色「粘土烤鱒魚」，小說記述土塊包覆鱒魚；部
落客考據烤泥魚是古老技藝，或如美國西南部族群曾以陶土包覆魚類烘烤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June 7）。迷因再製者考量「土塊」取得可能
性（工具便利性），故選擇赤陶土盼貼近原作設定（同上引）。若將日常烹調
視為共時情境，迷因再製者需考量「工具／技藝易得性」，發揮個人創意突
破系統限制、展現能動性。
另外，迷因再製者承接歷時系譜，再現中世紀風味。電視系列劇集鋪

陳「分季」時間軸，系列作品之情節、角色設定、歷史脈絡等（Pearson, 
2018）。部份迷因再製者配合系列情節變革，選擇創作素材。如部落客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9, April 5）分析，洋蔥易長期保存於黑
城堡地窖，應屬人們對抗異鬼的重要守城糧食，故選擇再製「肉汁烤洋蔥」
再創作。易言之，迷因再製者可慮及劇集演變，選出代言奇幻地理空間及關
鍵情節之象徵食材，「肉汁烤洋蔥」成品如圖 3所示。
迷因再製者沉浸追劇，故願開發虛構文本之小說／電視美食食譜，結合

「食材」談論劇情發展（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如美食迷因
創作者配合角色對話、維斯特洛地理環境，故設計適合北境守夜人攜帶糜鹿
肉丸；另則青蔥及大蒜都常見於寒冷北境，也成調製香料首選（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7, July 13）。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原作小說指涉
之歷史脈絡，還原文學美食指涉歷時關係。

（二）身體感知與聯想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曾使用日常素材，代稱奇幻美食。「十字路口小棧」
部落格讀者 Basel Gill回覆菜色「蜂蜜烤雞」討論串，並以日常脈絡、文史
知識為互文線索，進一步質難論辯（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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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羅馬極少產製葡萄，然而部落格創作者以葡萄乾代替部份物料，或許難
以呼應地理及食材關係；網友也依日常情境，建議以櫻桃乾等入菜，較貼近
小說描寫寒冷北境。易言之，部落格讀者也調整網路迷因文本，並參照文史
知識等線索，找尋服膺共時／歷時系統之食材。另外，迷因再製者選擇親民
物料，或採納常民熟悉之短影音類型，均助連結「小說虛構美食」與日常生
活。部落格讀者也考量日常實踐可能性，重新思辨迷因再製設計。閱聽人提
供更便捷可行版本，有助迷因再創、轉傳其他社群，此為迷因長久保存、持
續形變等關鍵。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運用「身體感知」等想像，方能轉化奇幻文學飲食書

寫為具體食品。迷因再製者引述小說《劍刃風暴》（Storm of Swords）典故，
主角於多斯尼克平原帶回山羊及蔬果，並塗上蜂蜜以甘草烤肉；迷因再製者
推出菜色「山羊與火莢、甜草和蜂蜜」，聯想多斯尼克族（游牧民族）飲食
習慣、參照小說設定游牧原型，感知宛若聞到馬汗味、微風吹拂帳篷等氛圍
（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7）。易
言之，迷因再製者參照知識體系（如游牧民族之生活起居、飲食習慣），形
塑迷因文本引發身體感聯想，成為持續沉浸虛構世界之再創作動力。

圖 3：迷因再製者考量區域屬性以轉化成品例圖

資料來源：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6, Apri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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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白與否定性的創作策略

（一）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視覺化」的努力

迷因再製者考量角色之地理環境、社經地位及飲食偏好，作為「視覺化」
等補白基礎。美食迷因再製者引自小說《與龍共舞》（Dances with Dragon）
對話，推出「與瓊恩史諾共進早餐」主題；具體菜色承自原典，包括黑布
丁、香腸、培根、鴨蛋和黑啤酒（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October 
11）。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考量角色位居寒冷「北境」需更多熱量，故以酒類
適時補充體力，參照長城及北方風味之美食體系（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對應角色生命歷程、所處地區及關鍵故
事，挑選對應媒材呈現。迷因再製者賦予奇幻食品「視覺」及「觸覺」等身
體感聯想，運用食材展現文史詮釋。
以角色社經地位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奇幻國度首都君臨城宴

席，熱門菜色如鴿肉餡餅、肉桂烤蘋果、撒滿糖霜的檸檬蛋糕，故設計甜
點「莎珊的檸檬蛋糕」（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跨媒介料理創作者
烘焙檸檬蛋糕時，參考 1591年及 1615年食譜，貼近小說「中世紀」飲食設
定；迷因再製者也參照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甜
點，點心狀如中世紀圓盾，呼應「古風甜點」基調（同上引 ;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11），復刻版料理如圖 4。

我參考伊麗莎白時期的食譜，烹製濃郁檸檬罌粟籽蛋糕⋯⋯

食譜出自 1951 年 A. W. 烹飪書籍，另也參考 1615 年 Gervase 
Markham撰述的英國烹飪資訊。圓形蛋糕樣貌如同喬叟《坎特伯
里故事集》所述，如同中世紀圓形盾牌。

閱聽人同理虛構角色際遇，逐步建構特定角色「知識庫」（Freeman, 
2016; Tosca & Klastrup, 2018）。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用《劍刃風暴》典故，
說明龍后品嚐菜色「羊肉佐葡萄乾」，並搭配浸在酒裡的沙拉，她同時追憶：
坦格里安家族、維斯特洛「征服者」伊耿、兄長雷加參與戰爭後，是否感覺
疲倦（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17）。美食迷因再製者以特定食物
聯結角色回憶，如參照小說典故、古羅馬食譜原稿，放置葡萄乾、歐洲配菜
及配料（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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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建構古味飲食及角色記憶等關聯，形塑角色
與迷因再製等衛星支線。
本研究亦發現，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參照文史知識而「視覺化」成品，展

現補白活動。迷因再製者可參酌故事設定原型，整合既有知識體系而再造
迷因；如「十字路口小棧」食譜創作者肯定小說《權力遊戲》以中世紀原
型，故飲食基調多參考彼時風味（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Rutledge, 
2019）。跨媒介料理創作者盼貼近小說原作設定，故重塑歷史美食以服膺故
事旨趣；如找尋十四及十五世紀食譜，重製中世紀糕點麵糰（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2, 2011, June 30）。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設計「熊
老的燙酒」及「酒烹梨」，引用小說典故、十四世紀食譜配方，故在燙酒加
入葡萄乾、蔓越莓與杏仁，再現中世紀作法（Monroe-Cassel & Lehrer, 同上
引）。易言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結合文史知識、原典基調，找尋貼近小
說時空之現實食材。

圖 4：迷因再製者仿造中世紀食譜「復刻」成品例圖

資料來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2011, Apr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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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革新文本

1. 創作者翻轉原作設定

迷因再製者行動需鑲嵌於符合食材易得性等「系統條件」，方能轉化虛
構文學勾勒想像料理至日常烹調情境。跨媒介料理創作者考量「鴿肉」為君
臨城慶典之代表食物（如國王婚宴有鴿肉派），再如鴿子也是維斯特洛大陸
重要肉品來源，故推出菜色「君臨城鴿肉派」（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6, April 19）。由於現實生活難尋獲鴿肉，故迷因再製者以雞肉代替
「鴿肉派」食材（同上引）。此為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混搭原作設定，考量系統
條件限制（食材易得性），彰顯個人創意等能動性。

2.創作者評述及變造其他創作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用小說典故，說明侍從為龍后帶來「血派」等糕點；
如發掘蒙古餡餅（khuushuur）內餡為馬肉與羊肉，推出傳統蒙古血派食譜
（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June 28）。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融入蒙古飲
食想像及評述，如搭配蒙古奶茶以品嚐餡餅，彰顯個人想像、文化脈絡與迷
因變造等可能性（同上引）。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依文史脈絡、當代飲食習慣，力求貼近小說指涉時

空脈絡，也變造舊有迷因。部落客引用小說原典，說明蜂蜜蛋糕口感濃郁；
另參考「伊麗莎白時期」蜂蜜蛋糕食譜，但製作成品更像薄餅（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2, May 31）。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雖用蜂蜜浸泡成品，但難
以突出濃郁風味；故創作者改造中世紀版本，先填裝蜂蜜於蛋糕，盼成品貼
近現代風味（同上引）。易言之，閱聽人以身體感為基礎，聯想奇幻文學之
美食滋味，並考量食材及烹調器具等可行度，方能成功轉化文學描寫為真實
菜色。

三、	創作者使用「多模態資源」再現文本

閱聽人需再現菜餚製作歷程為部落格圖文、食譜類型，下文擬分析跨媒
介料理貼文之多模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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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幅結構為例，創作者結合網路熱點，構連小說、劇集及迷因再製之
故事體系（Feast of starlight, 2016, April 23）。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藉「飲食
配件及佈景」指涉故事體系，安排各地美食與道具風格；如首都君臨城食
物常搭配金箔製品，長城守夜人飲食佈景常搭配粗麻布（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
以文本並存多幅敘事言之，敘事者可藉多幅圖像表意，鋪陳故事發展時

序及因果關係（Freeman, 2016; Rutledge, 2019）。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引述系列
小說《列王的紛爭》（A Clash of Kings）典故，要角布蘭妮盯著培根鱒魚捲
等晚餐並思索要事；迷因再製者說明追劇心境，並引用文學典故闡述菜色設
計之靈感來源（Feast of starlight, 2017, August 25）：

布蘭妮看著晚餐，培根鱒魚捲、青菜甜草沙拉、豌豆、洋蔥與

熱麵包。她一一吃著，如同晚餐為待完成之困難任務。」（語出小

說）⋯⋯我等不及周日上映了，很興奮但也憂心，不知本季最終結

局為何。如果結局與上周日播映相似，我們處在極端高低落差的心

境（譯文括號為本研究所加）。

若單以影像部份為例，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以「光之神」紅衣女郎為發想
起點，推出菜色「紅衣女郎的瑣事」；另有短影音呈現料理素材為紅色餅皮，
並以紅布襯托糕點代言角色屬性（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6, 
April 27）。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以短影音呈現料理製作步驟，並以字幕說明配
方份量，再輔以旁白及配樂烘托氣氛（The starving chef, 2016, April 18）。易
言之，閱聽人整合不同圖文設計、系列小說及影集元素，再創作文本而成參
與者（Wolf, 2018）。

四、	迷因再製動力及網路迴響

（一）跨媒介文本與敘事者創意

1. 閱聽人「身體感知導向」與再現美食意象

跨媒介敘事者「視覺化」及「聽覺化」文學描寫，具體化為圖文／影音
等感官細節；另藉「互動化」設計，讓閱聽人接觸配件及道具，增加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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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故事權限（Wolf, 2018）。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之食譜專書，提供閱聽人
互動模板、手作參與契機；美食迷因創作者引用小說《列王的紛爭》奶油天
鵝典故，並「視覺化」天鵝形貌模板，方便閱聽人描繪天鵝底座、翅膀和長
頸（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故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多顧及網友能操
作之家常層次，增加迷因網路傳散潛力。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可與正式組織合作而共構商品，形塑衛星支線以拓展

跨媒介網絡（Barrett, 2019; Woodworth, 2018）。飲食部落客觀賞 HBO第四
季電視劇，發現劇組復刻「皇家婚禮」杏仁蛋糕；部落客並請益組內家庭經
濟學家 Karyn Booth，進一步研發相關產品（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4, 
April 22）：

我在第四季劇集看到這些小甜點，便想動手製作。我聯繫劇集

「家庭經濟學家」Karyn Booth，她提到甜點是磨碎杏仁製成，材質
如同杏仁軟糖。

圖 5：迷因再製者轉化美食迷因「迷你杏仁蛋糕」例圖

資料來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2014, Apri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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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迷因再製者增加互動導向，且考量常民易操作等形態。

2. 個人抓取「網路熱點」及「跨媒介料理創作」傳散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配合艾美獎等網路熱點，增加貼文社群平�之流佈
度。如飲食部落客搭配「艾美獎」熱潮，預測 HBO劇集得獎趨勢、主角獲
獎人選（Feast of starlight, 2016, September 18）。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於
各季劇集「空窗期」，推出美食設計。飲食部落客若有懸念，或以撰寫食譜
及作菜紓解焦急情緒。迷因再製者掛念主角冒險歷程、去向及能否存活，故
於第六季首播前十天密集製作跨媒介食品「艾莉亞的水果起司塔」，並搭配
原作描述以紓緩懸念（Feast of starlight, 2015, June 4）：

主角艾莉亞從廚房偷走剛烤好甜點，點心填滿堅果、水果和乳

酪且猶有餘溫；艾莉亞赤腳輕聲走路、低聲歌唱，感覺自己宛如幽

靈。

易言之，電視劇集分季呈現，提供迷群參與空間，回味先前劇集以填補
故事間隙。迷因再製者盼於首映前夕多發佈《權力的遊戲》食譜，並願重
返原作、逐步搜尋原典刻劃跨媒介料理（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3）。迷因再製者藉美食設計以安撫懸念，動員身體感想像及實
踐，緩解靜候劇集焦急感。
本研究亦發現，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配合最終季播映與熱門片段，展現個

人創意及身體感詮釋。飲食部落客參照電視劇集迷因，女王瑟曦利用君臨城
地底野火炸毀若干建築，並對照 HBO電視劇第八季首映會線索，選以野火
主題製作「野火鱷梨醬」；跨媒介料理創作者剪輯劇集若干野火片段，並
提及野火與青椒均綠色、「火辣」意象相連，故以青椒代言野火象徵（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14）。

HBO劇集第七季大反派「夜王」率領異鬼攻破長城，揮兵臨冬城。電
視迷因成迷因再製者補白及再詮釋素材，飲食部落客好奇夜王南下動機、異
鬼回歸之謎；跨媒介料理創作者也分析「長城守夜人」抵抗異鬼南下之重要，
並想像北境經典菜色「奶油蘿蔔」與長期抗戰關係（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9, April 3）。如蘿蔔等根莖類較易保存，燉煮後如同奶油般
柔軟，故為北境常用食材（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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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面對多季電視劇集「故事間隙」，或將懸念及補白歷程轉為創造跨媒
介料理文本動力。或如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根植於日常經驗，配合各季電視劇
集情節演進，萃取文化迷因成創作動力。故跨媒介料理再現及具體化，實為
閱聽人追劇及補白之日常實踐，塑造迷因展演舞�。

（二）跨媒介文本與集體智能

1. 社群轉載與網路討論

網路迷因多為集體共構，歷經多重轉述／改作，故難確認「誰」是原作
者（Cannizzaro, 2016）。飲食部落客引述小說《與龍共舞》典故，推出菜色
「母雞佐以栗子、胡蘿蔔及李子」（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June 20）。
網友 studno5對照個人生命經驗，回覆菜色「母雞佐以栗子、胡蘿蔔及李子」
討論串，指出部落客乃以「烏骨雞」重新詮釋食材；並提供更貼合中國語境、
補品脈絡，如加入枸杞、甘草等配料等亞洲吃法（同上引）。閱聽人融入不
同文化及族群詮釋，展現迷因再製革新。
再如網友 John針對迷因再製菜色「白豆培根」，對應食物流傳史而提出

菜色選用見解；若《權力的遊戲》小說原型乃再現玫瑰戰爭，對照當時食物
傳佈史，迷因再製者應選鷹嘴豆或青豆；或從歐洲飲食史推算，混煮豌豆與
培根具長遠歷史，呼應小說原典旨趣（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2）。易言之，閱聽人可加入文史知識，並思辨及討論網路迷因再製文本，
賦予新概念及詮釋。
再如迷因再製者引述小說《列王的紛爭》情節，描述女王瑟曦擺設宴席，

享用奶油栗子湯、鰻派、烤天鵝；迷因再製者考量小說雖屬虛構時空，但評
述原典設定趨於「中世紀」，故調整 1894年栗子湯食譜而形塑新版飲食圖文
迷因（In literature, 2017, August 10）：

「瑟曦眼前擺放滿桌佳餚，前菜是奶油栗子湯、硬皮麵包、蔬

菜佐蘋果及松子蔬菜，再來有鰻魚派、蜂蜜火腿、奶油蘿蔔、白

豆培根，還有烤天鵝填滿蘑菇和牡蠣。」（語出文學典故）⋯⋯總

有書籍能助我理解食物描寫⋯⋯因為《權力遊戲》設定於另一世

界⋯⋯有人建議可參考中世紀料理為基礎，因此我盡力找到最古早

的 1894年栗子湯食譜，希望此食譜近似瑟曦世界的料理（譯文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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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本研究所加）。

圖 6：迷因再製者「復刻」古時湯品例圖

資料來源：In literature（2017, August 10）

若干跨媒介料理創作者沉浸劇集甚深，故製作食物弭補內心等候焦慮及
不確定感（In literature, 2017, August 10）。飲食部落客提及君臨城貧民窟燉
菜「棕大碗」，並簡述原典設定，如菜餚常混雜首府常見鴿肉及根莖蔬菜；
迷因再製者也想像化身首都攤販等故事角色，盼讓更多首府居民享用新菜式
（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 2017, July 16）：

「我們會假裝『棕大碗』裝著雞肉，但我們心知肚明並非雞

肉。」（本段出自文學典故）⋯⋯君臨城的窮人吃的「棕大碗」呈

裝為貓肉與鴿肉，少有雞肉或牛肉。它是長時間燉肉的稀湯。⋯⋯

我們在現實世界當然不需抓貓或鴿子來做「棕大碗」⋯⋯我燉一小

時的菜餚，確認大麥鬆軟，裝入木碗後搭配硬麵包上菜。我相信，

若在君臨城販賣這道菜，人們會湧向我的小攤來品嚐美味燉菜（譯

文括號為本研究所加）。

再如網友回覆迷因再製食譜討論串（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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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 April 15），提出多種食材替代可能性，展現個人近用日常素材與集
體創作潛力。若以小說、劇集及跨媒介料理言之，詮釋社群藉日常物事貼近
／沉浸奇幻體系，運用食材銜接虛實相合之跨媒介體系。

圖 7：迷因再製者轉化美食迷因「棕大碗」例圖

資料來源：The starving chef will write for food（2017, July 16）

2. 文本創作與意見領袖

參與者個人特質及社會網絡影響後續迷因傳散，如追隨者多少等即為社
會網絡評估標準（Johann & Bülow, 2019）。若小說原作者肯定跨媒介料理成
品，可增加迷因傳散、建立意見領袖位階。網友 Nuchtchas及 Professor等人
於「十字路口小棧」部落格討論串表示，他們在原作者喬治馬汀網頁點選推
薦連結，故瀏覽迷因再製之食譜圖文並留言肯定（The Inn at the crossroads, 
2011, April 21）。本研究認為，意見領袖等高度社群能見度者背書，增強訊
息可信度、小說讀者關注，加速迷因再製成品／品牌知名度。「十字路口小
棧」推出《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餐點後，隨喬治馬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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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增加社群曝光率，此皆可彰顯意見領袖與社群認同效力。易言之，虛構小
說原作者可為迷因再製之意見領袖，並為網路社群／粉絲族群之位階高者。
若有原作者背書可引導網路迷因傳散，連動影響迷因再製者之社群地位、迷
因流佈速度。

圖 8：文學美食迷因再製轉化「跨媒介料理」及再現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	結論

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一則致意跨媒介敘事「迷因再製」等衛星支線功能，二則致意新
興跨媒介料理領域，三則致意身體感。本研究闡釋《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
戲》文學美食迷因再製之轉化及再現策略，論及文學美食迷因先過渡為食材，
其後再現為跨媒介料理之網路圖（影）文。本文以多模態分析闡釋「十字路
口小棧」等部落格圖文，探索迷因再製者如何轉化虛構物事為具體食材，並
梳理迷因再製者參照之歷時與共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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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化層次

研究發現，文學美食迷因再製需經「轉化」及「再現」層次。「轉化（食
材）歷程」涉及兩層次：其一，閱聽人轉化文學典故「美食書寫」為具體食品，
可依身體感等聯想，轉化虛構描寫為真實菜色。迷因再製者融合原作小說、
電視劇奇幻地景，並吸納通俗文化為跨媒介記憶；閱聽人並結合身體感聯想，
萃取「文學美食書寫」迷因元素並加以轉化。
閱聽人轉化跨媒介料理之交流歷程，即以食材／媒介中介展現想像成

品，銜接虛構文學與日常體系。由於原作者從未品嚐虛構美食，故迷因再製
者需從身體感及文學詮釋，勾勒想像物事以貼近原作書寫。跨媒介料理創作
者挑選對應食材時，可參酌互文線索以補白，或融入個人評述／思辨展現「否
定性」。以視覺化等「補白」言之，閱聽人製作迷因再製需「互文參照」史
地元素（Johann & Bülow, 2019）。如《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原作曾描
寫君臨城美食「檸檬蛋糕」，此為該書要角珊莎喜愛甜點；部落格「十字路
口小棧」創作群考量原著範型來自中世紀，故參閱彼時食譜而製作「伊麗莎
白時代」檸檬蛋糕（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易言之，跨媒介料理
可溯及原典描寫「共時系統」，也可溯及小說指涉時空原型等「歷時系統」。
以文本革新言之，閱聽人可翻轉官方設定而變造／革新既有文化迷因。

如美食迷因再製者雖以中世紀食譜為軸，但若發現中世紀香料等難尋覓素
材，故以日常熟知材料替代（Monroe-Cassel & Lehrer, 2012）。此即迷因再
製者考量食材／媒介限制，翻轉官方文本設定，讓迷因再製文本貼近日常生
活實踐。

（二）再現層次

跨媒介料理創作者需選用網路圖（影）文等結構，再現迷因再製成品。
以個人創意言之，跨媒介料理具文化傳遞基因，但也允許閱聽人融入創見與
變更。即便如網友個人點閱《冰與火之歌Ⅰ：權力遊戲》美食迷因再製貼文，
或參照食材易得性、在地飲食習慣等，發揮個人創見以革新迷因文本。
以集體智能言之，閱聽人亦可整合社群之力共構跨媒介地景（Özbölük, 

2019）。閱聽人若貼出跨媒介料理之網路圖文，或引來留言討論（網友建議
應增補或置換食材），此屬集體智能展現。跨媒介料理者供網友釘選迷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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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筆記，供追隨者訂閱、或在 flickr等社群媒體流傳。再如跨媒介料理部落
格及食譜專書等，獲得小說作者推薦及社群轉載，促成業餘創作協力迷因傳
散。迷因再製者融入網路熱點、增高詮釋社群位階，均有助於閱聽人留意跨
媒介料理而願參與跨媒介網絡。

二、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建議：迷因行銷趨動之故事產業

近年如迷因趨動之社群媒體宣傳，擴大故事品牌之討論熱度，也為大數
據後�分析與跨媒介研究之發展重心（賴玉釵，出版中）。迷因行銷在數位
匯流時期更顯興盛，產製者散播梗圖等文本，供閱聽人擬仿或再創造相關特
徵（Meer et al., 2022; Ngo, 2021）。易言之，迷因行銷引動網路聲量、閱聽人
消費行為，益於故事品牌經營。本研究建議，日後可闡釋迷因再製、迷因行
銷及故事品牌關聯。

（二）反思：身體感與跨媒介素養實踐

身體感學理闡釋媒介生態提供特殊機緣（affordances），引發閱聽人感知
及後續行動（Varela et al, 2017）。本研究略述「眼耳鼻舌身」等閱聽人根器，
另轉化歷程涉及「色聲香味觸」等想像，致意身體感轉向研究（余舜德，
2008，2016）。後續研究可反思跨媒介素養實與多模態技藝，如何結合身體
感、媒介載體及多模態資源（媒材），塑造更貼近人性之敘事設計（Ellingson, 
2017; Tárci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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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research, meme literature is considered a form 

of transtext that supports the core text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once highly-
developed trend of fictional “gourmet writing” about imaginary food has shifted to 
the emergence of “transmedia food,” which emphasizes body senses and narrative 
desig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 Game of Thrones: A Song of 
Ice and Fire and 220 blog posts with images as samples for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food) produc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f text) employed by creators of derivative mem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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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with food ingredients and the sensorial associations. Secondl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ust correspond to easily available food/media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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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transmedia memories to construct a “synchronic system” for the food they t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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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
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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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試圖理解臺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家
庭認同之溝通取徑與傾向。研究者與五個女同志、三個男同志家庭家長進行
長期、數次深度訪談後發現，受訪同志家庭嘗試以「堅定自信」、「非堅定自
信」與「挑釁」等溝通取徑，預期達到「順應」與「同化」等家庭認同的協
商結果。論文指出共文化理論化框架需結合弱勢群體「交織性」及「非典型
弱勢身份原型」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內涵。研究結果同時反映受
訪同志家長的「厚交織」與「交織階序隱形」身份，對於家庭認同協商過程
的具體影響。

關鍵字：交織性、共文化理論、同志家庭、家庭認同、認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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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無單一化定義、亦非本質性地存在，而是一種認識、理解

的框架和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實踐的過程（謝文宜、曾秀雲，

2015，頁 4）。

壹、	前言

臺灣針對中、老年男、女同志的研究顯示，部分同志在進入穩定或自訂
婚姻關係後，與多數異性戀伴侶一樣，都會完成繁衍子嗣的人生任務（王增
勇，2011；黃靖雯，2011）。亦有同志在離開異性婚姻後，與同性伴侶組成
繼親家庭，共同養育之前在異性戀婚姻中所生之子女（曾嬿融，2013；趙彥
寧，2008）。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1（簡稱同家會）已接觸超過 100個透
過人工生殖生育子女的同志家庭；截至 2020年底，臺灣來自同志家庭的孩
子，大約有四百多位（王晴怡，2017；吳少喬，2021）。而國內同性婚姻專
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2中，原規定同志婚後僅可收養「伴
侶具血緣」的子女，不過 2023年 5月 16日立法院三讀修法通過，同性婚姻
關係當事人之一方，可收養他方的子女或「共同收養無血緣」的子女（謝君
臨，2023年 5月 16日）。伴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日新月異，同志族群不需仰
賴先進入異性戀婚姻來完成其生兒育女的人生目標（何思瑩，2014；曾嬿融，
同上引），未來國內預計會有更多同志伴侶加入養兒育女的行列    。
個人好奇，臺灣的社會文化在法治規定開展同時，是否也能跟進肯認同

志家庭成為社會組成的現實，保障同志家庭免於污名與壓迫，繼而朝向「去
異性戀中心」的家庭實踐發展呢？在檢視相關文獻後，發現國外學者們仍少
關注學校、職場、教會、政府機構等外界機構，對於同志家庭生活可能造成
的權力壓迫（Kuvalanka et al., 2014），諸如對這些非異性戀個人視而不見、
對其身分產生歧視，或是不斷強調異性戀家庭才是唯一的正常等，而國內的
情況也極類似。
西方的研究指陳，家庭需要透過內在與外在的溝通（internal and exter-

nal communication）來協商其家庭認同（Galvin, 2006）。家庭認同並非恆固

1 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或「童家慧」，創設於 2005 年。該會致力於提供同志
家庭服務，包括爭取同志家庭的各種權益與親職教育資源。

2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簡稱《748 施行法》，為國內的同性婚姻專法。該法由立
法院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三讀通過，同年 5 月 24 日生效，使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承認
同性婚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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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而是關乎於每一位家庭成員之間共同適應與創造的家庭敘事；家庭認
同不僅是一個內部的關係界定，它同時也是家庭成員與外部的社會脈絡及文
化期待互動過後，所協商出位處該社會文化下的認同歷程。因此，家庭認
同應該是產生與維繫一個群體共享之文化意義的恆動性溝通過程（Huisman, 
2014）。換言之，家庭認同的形成不會僅限於成員之間的符號互動與辨識，
它更是全體家庭成員與外部社會文化系統（如：學校、職場）交流過後所形
塑出之意義總和；在這背景下，研究者對同志家庭與外界社會如何透過溝通
協商出其非典型的家庭認同產生好奇，並著手探知國內同志伴侶與子女共組
的家庭生活樣貌。

貳、	文獻探討

一、不夠格家庭？國內同志家庭研究

國內探討同志家庭圖像的學術實證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謝文宜（2006； 
Shieh, 2010）的一系列同志伴侶研究發現，臺灣的文化過分注重集體價值的
家庭主義，同志伴侶間往往因為缺乏社會的肯認，只能依靠兩人不斷在親密
關係中彼此承諾，很難進一步論述非傳統「家庭」的概念。劉安真（2017）
針對國內外同性伴侶關係的研究強調，同志伴侶的關係品質與穩定度，和異
性戀伴侶的相關情況並無差異，甚至在家務分工上，同志伴侶較不受性別角
色刻板化的影響，且在工作分配與生活對待上，相較起來也更為平權。王慧
琦等人（2017）的研究亦證實，同志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與異性戀家庭下
成長的子女並無實質上的差異。但上述對於同志伴侶與家庭的調查結果及論
述，尚未明顯改變同志伴侶與家庭在社會上相對邊緣化的處境。
同志伴侶經常得面對性少數族群的壓力、內化恐同、出櫃、與原生家庭

關係的不確定、缺乏性別角色指引等問題。�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簡稱女
權會）3（余秋恩等人，2007）的調查指出，不願生養小孩的女同志有 26.7%
的原因是不願讓孩子承受外在社會壓力，而 Giammattei & Green（2012）
的研究也指出，欠缺社會支持是同志伴侶遭遇最困難的議題之一，因為伴侶

3 女權會創立於 1994 年 2 月 5 日，當時正值臺灣婦運興起，許多婦女組織紛紛成立。女權會強調
婦女權益要根植本土，婦女若遭遇到任何困難，一定要能夠在當地找到支援。因此，女權會從過
去到現在，不斷致力於擴大婦女的社區參與，並於 2001 年大力鼓吹在地婦女競選里長（請參見

「臺灣女人」網站：https://women.nm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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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難免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不同挑戰，少了社會支持將使得伴侶關係更加困
難，甚至導致關係結束。Rostosky & Riggle（2017）致力於概念化少數群體
壓力的來源，他們建議學者在討論同志所面臨的少數族群壓力時，不應該只
關注個人層面的議題，而需要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
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的外部影響。
同志伴侶與家庭缺乏社會支持多半涉及大眾的同性戀恐懼（恐同，ho-

mophobia）、性傾向歧視（heterosexism）、與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
等心態與價值體系。此三組概念雖然彼此關聯，卻不盡相同。同性戀恐懼，
意指對同性戀者非理性的恐懼與敵意，學者認為「同性戀恐懼」這個語詞僅
將社會對同性戀的敵意縮小至個人層次，卻忽略恐同的態度其實是社會文化
層次上的壓迫。因此後來學術界開始沿用「性傾向歧視」一詞，以指同性戀
所遭遇的制度、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層面的壓迫。「異性戀正典」則是指一
套鞏固異性戀以及傳統家庭價值的性別規範，並認定此價值體系是人類唯一
正確的生活方式（劉安真，2017）。Oswald et al.（2005）認為異性戀正典乃
是通過社會建構而成，其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干預可分為三個向度：第一，
性別角色二分；第二，獨尊異性戀，病理化非異性戀親密關係，反對兒童接
受同志教育以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推崇有血緣關係的一父一母家
庭為正常家庭，其他的家庭型態都被貶抑為「不正常」或「偏差」。恐同、
性傾向歧視、與異性戀正典都可能造成同志伴侶及其家庭與外部社會連結時
的困難，其堆疊而成的意識形態讓社會上不同樣貌的多元家庭，為避免遭受
攻擊與傷害，必須隱而不見。
回顧國內同志家庭主題論文，幾乎都聚焦於女同志家庭的生活經驗。近

幾年婚姻平權運動獲得社會的熱烈討論及關注，同志伴侶對於家庭的想像與
實踐愈顯清晰。長期研究同志親密關係的謝文宜、曾秀雲（2015）訪談了長
期交往的男女同志伴侶後揭示，有些受訪者以異性戀「一對一」、「愛情、婚
姻、家庭」接續的關係發展為目標，要求與異性戀一般平等的家庭論述；有
些同志家庭的建構在乎的是伴侶雙方是否能落實日常生活實踐伴隨而來的責
任與義務。如潘琴葳（2016）的研究所示，當同性婚姻在國內尚未法制化之
前，其研究參與者生兒育女需投入的大量資源與心力的歷程，往往等同於他
們「成家」的實踐。
進一步探究女同志家庭的親職實作，長期關注同婚議題的研究者曾嬿融

（2013）發現，異性戀父權體制仍真實深刻地影響著女同志家庭中的生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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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行動，尤其是血緣、親屬、親職三位一體的觀念。曾嬿融（同上引）諷
刺的以「不夠格家庭」、「不適任家長」來描述臺灣社會眼中的同志家庭；她
發現在女同志的家庭中，親職並不像異性戀家庭依照血緣直接給定，同志家
庭依靠的是親子間的雙向互動，靠其互動對象的肯認（confirm）來加以確認。
女同志媽媽也會策略性地呈現自己為單親家庭，足見該研究發表當時，國內
對於同志家庭的汙名，比單親家庭還嚴重。女同志家庭只好以「更好的親職」
為職志，企圖證明自己是夠格的家庭。
獲悉女同志家庭處在不利的社會處境，潘琴葳（2019）從心理諮商的角

度探問女同志家長如何透過親職實作來協助子女理解家庭組成、建立家庭認
同。結果發現，受訪女同志家長相信堅定的自我認同是關鍵；繼親家長在家
庭中的定位也應清楚明確，家長之間的伴侶關係也應言明；對外揭露同志家
庭身份時需要考量環境的安全友善程度、子女的年紀及家庭成員的組成，同
時充分對孩子說明在某些情況下，家長留在「櫃內」是為了保護家人；最後
女同志線上社群扮演了重要的人際支持網絡，不僅提供主流社會不易獲得的
醫療與教養資訊，也可提早為孩子建立友伴關係。
從上述國內女同志家庭研究結果可知，社會上崇尚異性戀家庭常規的意

識形態，令同志家庭難以自由而平等地發展其多元的家庭想像。為了擺脫社
會汙名，同志家庭必須努力達到社會上所謂正常、夠格家庭的標準；而在面
對外在強大的異性戀中心結構時，同志家庭是否嘗試以不同的策略與社會外
界進行認同協商？國外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可借鑑之處？

二、「安內」與「攘外」：國外同志家庭認同研究

美國有多達 370萬以上的兒童或青少年，其家長之一為 LGBT的族群；
大約 20萬的兒童是由同性的雙親所扶養長大（Gates, 2015）。西方探討同
志家庭認同協商與溝通歷程的文獻顯示，「出櫃」是同志家庭中所有成員都
必須經歷的過程（Baker, 2019; Breshears & DiVerniero, 2015）。西方同志家
庭收養的孩子向同儕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似有不一致的做法（Gianino et al., 
2009）。根據早期 Goldberg（2007）同志家庭子女揭露動機的研究，成年子
女對於同性家長的性傾向認同會進行隱私界線管理（boundary control），如：
要求家長不要在公開場合有親密行為；只選擇跟幾個親近好朋友訴說家中的
情況（selective disclosure）；自己擬定告知身邊朋友自身家庭認同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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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以提供教育類資訊的方式來試探對方能否接受同性戀。同樣從同志家庭
子女的視角出發，Breshears & DiVerniero（同上引）的研究以「溝通隱私管
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的觀點檢視同志家庭
與外界的互動。該研究受訪的異性戀婚生子女成年之後並不認為同志家長的
性傾向為自己的家庭認同，反倒認為這是家長自己個人的性傾向認同，與自
己無太大關聯。受訪者年幼時可能還覺得自己會受到同志家庭認同的影響，
但長大有了自己的生活經驗之後，反而把這部分資訊的所有權歸給其同志家
長，所以對成年後的受訪者來說，這份由異性戀家庭轉為同志家庭的認同是
隨著時間不斷流變的（rules and boundaries fluctuate）。該研究中的成年子女
不會輕易將同志家庭的資訊透露給家長的交友圈，但對於自己親近的朋友，
反而不會過度保密。
儘管美國同志家庭的子女有自己揭露、管理非傳統家庭認同的策略，這

些孩子在學校仍可能遭遇結構性的性汙名對待。Kuvalanka et al.（2014）指
出，同志家庭的子女在校園學習過程中，容易被無視（invisibility），學校也
很少提及同志家庭正面或中性的資訊，因此同志家庭的孩童在校園經常感覺
到自己遭排除在外。這些青少年在學校遭到汙名時的應對策略包括：試圖融
入（blend in）主流環境、隱藏同志家庭的秘密、忽略（ignore, detach）其他
人的汙名行為等。作者們建議，提高同志家庭的能見度、多與其他同類家庭
聚會，也許能減低這類非典型家庭被邊緣化的情況。
同志家庭在教育與訓練環境、醫療院所及職場評鑑中可能遭遇不同類型

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s），其與一般的歧視行為同樣能造成強大與潛在
有害的影響（Sue et al., 2007）。Haines et al.（2018）發現，同志家庭成員（家
長或子女）遭遇的微歧視涉及：（1）家庭的正當性，指同志親密關係不是「真
的」關係，只是跟室友或朋友發展出來的關係，因此同志家庭被認為不是真
的婚姻；（2）違反異性戀主流或宗教家庭價值，因爲同志往往被過度性化、
指涉為淫亂與刻板化，所以同志家庭成員間在公開場合的情感與肢體表達較
容易受限縮；（3）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指同志家庭缺少一男一女的傳統性
別角色成員，所以不被認可為真正的家庭。上述微歧視皆以異性戀正典為審
視的標準而衍伸出眾多恐同行為，而同志家庭也因為不符合傳統的性別角
色、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家庭成員組成而易被外界妖魔化。
因為同志家庭認同經常遭受不具正當性的挑戰，西方學者認為同志家

庭內的意義協商與論述的建立對於穩定家庭關係具有其重要性（G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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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aker（2019）發現，當男同志家長向孩子說明自己的家庭現狀與家
庭的意義時，必須面對「傳統家庭結構論述」與「非傳統家庭結構論述」之
間的反覆辯證（dialectics）。男同志家長表示，自己的家庭內互動免不了會受
到傳統家庭結構論述所干擾與影響。為了協商此辯證，家長傾向以娛樂或輕
鬆的策略（entertaining）來論述非傳統家庭結構的功能性和價值，為孩子打
造一種「新正常」（new normal）的觀念，經常性地灌輸不一樣的家庭或非
傳統的家庭並沒有不好的觀念；或是否定（negating）、遠離以傳統異性戀核
心家庭結構為主流的論述趨勢。Breshears（2010）研究女同志家長如何藉由
重要的家庭轉捩點（turning points）來為孩子強化自身的家庭認同，結果發
掘：第一次跟孩子出櫃、共同面對外界對家庭正當性的挑戰、以及紀念性的
婚禮或關係儀式都是成為家庭論述的重要素材經驗。此研究的受訪者也指出
每天的家庭對話（everyday conversations）對家庭認同的建立頗有助益。
上述文獻揭示，同志父母意識到他們的性傾向可能對孩子產生潛在的負

面影響，亦即身在同志家庭中的孩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思考「如何」以及能
夠「向誰」揭露自身家庭型態。為了排解同志家庭子女可能對自身家庭感到
的羞恥與尷尬，同志家長所面臨的挑戰是為孩子們打造一種穩定、安全的家
庭認同論述。與此同時，Breshears & Beer（2016）指出同志家長在日常生
活中面對社會外界流傳的負面論述時，所必須協商的少數族群認同與社會位
階，亦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在南非的研究中採納「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視角，嘗試向同志家庭成員（包括 17位同志母親、4位
同志父親、8位青少年子女、及 4位成年子女）提問：同志家庭是如何協商
外界社會看待他們的態度，以維繫或創造一種正面的家庭認同？研究結果發
現，同志家庭成員經常藉由「忽略」（ignoring）負面的社會觀感；多與認同
自身家庭的親人朋友們相處，為孩子「創造安全空間」（creating safe spac-
es），以減少直接遭遇歧視的機會；及「在公眾場合改變自身行為」（altering 
behavior while in public），避免與伴侶過度親密，引人側目等策略來協商社
會態度。
不論是在學校或職場，來自同志非典型家庭的成員，或被視而不見，

或 被 高 度 注 視（hypervisibility）、 妖 魔 化（Dixon & Dougherty, 2014）。
Breshears & Beer（2016）提道，身具「雙重」或「三重」（double or triple 
minority status）弱勢身份的同志家庭成員在與外部社會互動時，甚至必須經
歷多重困難（multiple difficulties）。而臺灣的同婚合法化之後，同志家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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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如國外研究所述，對外協商家庭認同與社會位置時感到步步為艱？

三、溝通理論視角：
MarkOrbe 之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theory）

臺灣同志家庭與主流社會系統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溝通樣態，可採用
Orbe（1998a）的「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來理解。根據 Orbe的
定義，共文化溝通指的是在社會上處境不利、不被看見的弱勢群體與掌握主
要權力、優勢群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行為。當弱勢群體使用特定的溝通策略，
並且有一特定的目標，希望能被強勢群體所接納時（如同志家庭認同），該
過程中弱勢群體所使用的策略為何（what）及其如何被使用（how），正是共
文化理論所企圖看見的溝通歷程（Bie & Tang, 2016）。
植基於性別研究中的「消音群體理論」（muted group theory）與「立場

理論」（standpoint theory），Orbe（1998a）系統性地歸納出一系列實際的互
動行為（如表 1所示），其用意不在於定義這些不同的實踐與行為，而是「看
見」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溝通的整個過程究竟如何進行，期間他們可能遭遇
的不平等對待又是如何。

Orbe（1998b）早期的研究結果，指出了六種可能影響弱勢群體與掌握
社會主要權力的組織或群體間溝通進行的主要因素，包括（Orbe & Roberts, 
2012）：（1）預期結果（preferred outcome）：三種預期結果的形式較常發生。
「同化」（assimilation），遵循強勢群體的生活規則；「順應」（accommodation），
試著去反映弱勢群體的生活經驗，能在社會上被接受和取得適當的空間，並
達到文化多元性的結果；「疏離」（separation），在跨文化互動中與其他共
文化群體合作，創造出反映弱勢群體文化規範與價值，維持自我獨特的文化
認同。（2）過去經驗（field of experience）：溝通者過去的生活經驗將會影
響其如何抉擇共文化溝通實踐。這些經驗包含家庭的影響、社會化歷程、正
式與非正式教育、關鍵事件等。（3）能力（abilities）：共文化溝通實踐的
發生端賴弱勢群體溝通者是否具備相符的能力，在合適的個人特質與情節環
境下，才能予以實踐。（4）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思考詳細的脈
絡與環境因素，以選擇適合的溝通實踐。（5）預知損失與回報（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從過去的經驗累積，共文化溝通者可預先判斷某些溝通
實踐可能帶來的損失或效益。（6）溝通取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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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共文化理論取徑與傾向
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

Separation 疏離 Accommodation 順應 Assimilation 同化

溝
通
取
徑

C
om

m
unication A

pproach

非
堅
定
自
信

N
onassertive

Avoiding
迴避

Maintaining Barriers
保持困難障礙 

Increasing Visibility 
提高能見度

Dispelling Stereotypes
驅散刻板印象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強調共通性

Developing Positive Face
培養正面價值

Censoring Self
自我審查

Averting Controversy
避免爭議

堅
定
自
信

A
ssertive

Exemplifying Strengths
證明優勢

Embracing Stereotypes
接納刻板印象

Communicating Self 
溝通展現自我

Intragroup Networking
內群體網絡連結

Utilizing Liaisons
運用中間人

Educating Others
教育他人

Extensive Preparation
全面性準備

Overcompensating
過度回報

Manipulating Stereotypes
操控刻板印象

Bargaining
討價還價

挑
釁

A
ggressive

Attacking
攻擊

Sabotaging Others
蓄意破壞他人

Confronting
直接面對

Gaining Advantage
獲取好處

Dissociating
解除關聯

Mirroring
模仿

Strategic Distancing
策略性疏遠

Ridiculing Self
自我嘲諷

資料來源：Orbe & Robert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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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可透過三種溝通取徑來表達自己的意見：（1）非堅定自信的取徑
（nonassertiveness），指的是個體受制約，不直接面對挑戰，以他人的需求為
主以迴避衝突；（2）堅定自信的取徑（assertiveness），意指個體願意表達感
受、想法、主張自我的權利，以雙方的利益導向為出發點考量的意見表達；）
（3）挑釁的取徑（aggressiveness），以強勢、攻擊的手段要求對造考量我方的
需求與利益，並忽視對方的需求。
上述的六項因素之間彼此互相影響（interdependent），全面整合成一個

理解共文化溝通策略選擇的理論架構：

共文化群體成員以其過去經驗（field of experience）中對
於行為後可能產生損失與回報（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的
認知為基礎，搭配他們對自我運用的能力（abilities）與溝通實
踐行為的瞭解，他們會選擇採用某些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搭配他們所傾向的預期結果（preferred outcomes）
及溝通取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es）—以適合該特定情境事實
（specific situation）的策略與其他強勢群體成員溝通（研究者翻譯，
Orbe, 1998b, p. 19）。

這六項要素都是共文化群體成員進行跨文化溝通時的重要準則。其溝
通取徑搭配想要的預期結果，可構成九種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
tions）（Orbe & Roberts, 2012）。請見表 1中的說明與解釋。

過去以共文化理論做為研究框架的實證研究，通常是針對一共文化在某
種特定結構、組織情境下所進行的探討，例如：在美國的穆斯林群體（Bashir 
& Rohani, 2009）、在組織中的非裔美人領導階層（Hopson & Orbe, 2007）、
以及亞裔女性教師在白人為主大學的教學處境（Lee, 2006）。與本研究尤其
相關的是 Camara et al.（2012）針對同志群體在美國社會面對性傾向歧視的
溝通因應策略。該研究特別著眼於同志群體所遭遇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與人際偏見（interpersonal prejudice）如何影響性傾向歧視互動的因
應策略進行探究。作者們強調，西方社會的異性戀中心主義嚴重的邊緣化各
種非異性戀的種族、族群、階級，同志群體最容易遭受歧視的情況通常是在
公共領域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作者建議，同志群體或可先偵測公共場域的
性別友善程度，以免遭遇不平等的對待。另外，Bie & Tang（2016）的共文
化溝通研究指出，中國已（異性）婚男同志向身旁的家人親友的出櫃經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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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庭、婚姻與責任感影響至深，因此在中國重視群體主義與
華人文化習俗的脈絡下，他們分析的出櫃故事除了與權力階級有關之外，亦
傾向符合文化適切性的社會關係維繫模式（culturally appropriate manner），
因此該研究的已婚男同志多以堅定自信的同化（assertive assimilation）、堅定
自信的順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及非堅定自信的順應（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為主要溝通取徑，亦即他們嘗試主動或被動地遵循主流異
性戀正典，不論出櫃的對象是父母或異婚的妻子，男同志都以「繼續維持正
常異婚」為前提，以確保家人接納其同志身份。

Orbe & Roberts（2012）指出，共文化理論應該被視為一個非固定
（non-definitive）、動態（dynamic, adaptable, stretchable）與進行中（work-in-
progress）的理論架構。因此，Orbe & Roberts（同上引）傾向以「理論化」
（theorizing）的說法來強調共文化理論所凸顯的非恆定特質，並主張該理論
化的過程，能夠讓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得以不斷擴大自身對共文化群體策略性
協商的複雜性理解。換言之，共文化理論發展至今，其核心精神與對學術界
的貢獻乃是 Orbe與共同研究者結合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成果，持續擴展不
同的共文化脈絡化溝通協商與實踐洞察。本研究選擇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期
望研究結果能協助其他研究者，深入理解尚為少數的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
商其家庭認同的跨群體溝通過程。
綜觀上述，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只一種家庭型態：例如從

傳統核心家庭轉變成單親家庭，又轉變成繼親家庭。個人可能因為不同的生
命歷程而進入不同的家庭型態，但是多元型態的家庭卻很少在體制內受到討
論。家庭認同的協商需要內部家庭成員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外部社會的雙
向溝通。同志伴侶面臨少數族群組成家庭之壓力，學者不僅應關注其個人層
面的議題，同時也需要探討來自人際、組織機構、文化規範與政策等社會結
構層面對其非傳統家庭之形塑。Yep（2002）曾透過「內部—外部／個人—集
體」（interior-exterior / individual-collective）構面所形成的四個象限，概括
分類既有研究所探知的同志相關議題。臺灣的同志研究大多聚焦探討個人如
何面對內化恐同與外界仇恨犯罪等主題（individual / interior-exterior），有關
同志作為一個集體（例如：同志伴侶）對內面對各種媒體論述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或外部機構（例如：社會系統、教育單位、組織機構）（collective 
/ interior-exterior）所強化的異性戀正典體制則較少被關注。故，本研究藉
Orbe（1998a, 1998b）之共文化理論為研究框架，試圖理解�灣同志家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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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社會（如：學校、組織、教會、醫療院所）溝通以協商家庭認同之過程：
�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如何協商其非典型家庭認同？其過程是否可見共文
化溝通取徑？其確切採用的溝通傾向為何？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歷時兩年的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本研究初期曾針對同家會過去
所出版之訪談及田野資料內容（例如：刊載在《彩虹家庭電子報》的文章與
報導）進行資料檢索，以協助研究者進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本研究
最後透過同家會及臉書上的人際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全�各地八個
同志家庭（表 2）。在初步建立關係之後，邀請各家庭其中一位同志家長參與
本研究。雖然國外文獻不乏出現以子女經驗為主的家庭認同研究，但本研究
考量受訪家庭中的子女多為幼年兒童，因此未將各家庭中的子女納為本研究
的訪談對象。
本研究定義「同志家長」為性傾向認同是同性戀或非異性戀的拉媽與

gay爸，包括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關係生兒育女者，同時已向外部社會群體
表明其同志家庭認同或無特別欺瞞者。這五個女同志家庭與三個男同志家庭
的居住地分別位在�北、�中、�南、宜蘭，筆者每隔幾個月的時間便與參
與研究之同志家庭家長會面訪談，不過研究後期（第三次訪談）因為遭遇
Covid-19疫情，所以部分訪談是以線上語音進行。第一次深度訪談為「家庭
史訪談」（2019年 1月到 3月之間），目的在聽取同志家庭的組成歷程，包含
同志家長的相遇及其決定共組家庭之細節種種，每個家庭平均花費一小時。
第二次深度訪談為「家庭與外界互動經驗訪談」（2019年 4月到 6月），

重點在開放性地探知同志家庭在生活中與外界群體互動之正面與負面經驗，
並聚焦於同志家長在這些經驗中如何協商其家庭認同，每回訪談平均花費兩
小時。在第二輪訪談中，首先根據理論文獻提出可能出現日常互動的外部機
構，比方孩子的學校、自身職場、教會、醫療院所等互動提問（Rostosky & 
Riggle, 2017; Sue et al., 2007），而後再鼓勵受訪者更開放性地回溯其他環境
脈絡下的經驗，擴增如：街坊鄰居、社群媒體、線上社團、政府機關等外界
群體互動情形。受訪家長幾乎沒有提到在宗教聚會場所，如教會，出現的外
界互動經驗。訪談綱要大致如下：（1）如何定義自己的家庭類型？（2）目
前有哪些外界人士（子女學校、職場、教會或其他）知道你的同志家庭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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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初讓外界知道自身的家庭認同是基於何種理由？（4）如何（how）向
外界透露你的同志家庭身份？（5）外界的反應為何（what）？（6）你如何
依外界反應繼續與其互動溝通（how）？（7）是否聽聞過其他同志家庭與外
界的互動故事？情況為何？
第三次深度訪談為「更新現況訪談」（2019年 12月到 2020年 2月），當

受訪同志家長在前兩次訪談中理解本研究目的後，筆者邀請其於生活中加強
留意並記錄後續與外部社會互動之經歷，並於第三次訪談中分享，平均花費
一個半小時。受訪家長在第二輪訪談中擴充探討的「外部組織」環境脈絡，
個人也在第三輪訪談中請所有受訪家長補充說明是否也有此類外部情境經
驗。特別的是，第二次訪談與第三次訪談之間，正逢�灣通過釋字第 748號
施行法，因此亦針對同婚專法通過後，受訪家長所遭遇之社會反饋進行討論。
本研究採行的資料分析方法為：（1）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將龐大的資料依據其組成歸納為不同類別的過程，目的是從資料中找出類
型、規律性或是主題；（2）理論性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則是進一步解
釋資料中類型如何組成，或是解釋研究者所理解到的規律性與特殊主題性。
本研究結合上述兩種分析方法，確切的資料分析步驟包括：資料整理（data 
management）、閱讀資料與筆記（overview reading）、釐清主題類型（clarifi-
cation of categories）、與呈現資料（presentation of data）（Angrosino, 2008）。

表 2：受訪同志家長資訊
代�／年� 性傾向／��狀� 居住� �� 子�

y/41 女同志／固定伴侶 �南 自由業 男孩 4 歲（於前異婚所生）

a/38 女同志／已婚 宜蘭 餐飲業 男孩 4 歲（a 所生）、女孩 1 歲（太太所生） 
（人工生殖）

m/37 女同志／已婚 �南 醫生 4 歲男孩（太太所生）、2 歲男孩（m 所生） 
（人工生殖）

h/42 女同志／固定伴侶 �中 政治工作者 18 歲男孩、12 歲女孩（皆為前異婚所生）

c/37 i/46 女同志、酷兒／已婚 新竹 作家、心靈療癒師 2 個國中生女兒（i 於前異婚所生，c 已收養）
L/43 男同志／固定伴侶 �北 金融業 3 歲男孩、1 歲女孩（兩位不同代理孕母）
T/45 男同志／已婚 �北 醫生 3 歲男孩（代理孕母）

D/46 男同志／固定伴侶
（目�已�） �北 �生 4 歲男孩（代理孕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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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男女同志及其生、收養子女家庭的家庭認同內涵不盡相同，本研究將八
組家庭依其成員組成，劃分為「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女同志家
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及「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等三組，
企圖更細緻地展現八個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的過程。以此結構呈現訪談結
果，並非表示各組家庭的溝通傾向僅有下述可能，或各組間傾向彼此互相排
除。相反地，同一個溝通傾向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只一組家庭類型中，例如：
「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不過各組家庭實
踐的情境脈絡與結果各不相同。本研究僅召募到八組受訪家庭，確為其限制，
研究結果亦無法推論至所有同志家庭。

一、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

（一）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庭認同

兩位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受訪者在歷經不同的生命階段轉換之後，選
擇在社群媒體上發文，以一次性的方式，公開自己新的身份與家庭認同，近
似共文化理論中的「溝通展現自我」（communicating self）。y選擇在自己某
一年生日的時候在臉書上貼文公開自己是「拉媽」，她認為如此一來自己就
無需向同事親友一一解釋。h同樣利用臉書公開自己家中的新成員，並且從
此享受在臉書上發送與伴侶「放閃」照片的樂趣：

我現在在做的就是，爭取權益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我們沒有不

同」。所以「放閃」也是一種倡議！我現在的立場其實踩的很硬啦，

然後我的心理素質也比較強（h）。

其實 h提到，自己當初揭露與前夫離婚的消息時相當恐懼，擔心他人會
批評離婚後的自己。結果證明她在公開自己離婚的身份後，反而贏得更多友
情。同樣地，y和 h都指出，在臉書上揭露自己是女同志家長的身份，獲得
多數臉友正向的支持，她們猜測可能持負面觀感的臉友，也因為整個社會的
氛圍和性別平等的趨勢而不願輕易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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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上群組

西方研究指出，性少數在社會上遭遇的歧視多數來自陌生人或公共領域
的互動，建議同志家長善用圈內（in-group）社群資源，為孩子尋找人際網
絡，維持家庭認同的發展（Breshears & Beer, 2014; Camara et al., 2012），如
共文化理論所歸納的「內群體網絡連結」（intragroup networking）傾向。乍
看「女同志家長線上群組」應該為不需要特別協商同志家庭認同的網路組織，
但是細聽受訪者們的故事之後，研究者發現曾進入異婚的女同志家長與其子
女，幾乎被女同志家長社團的某些成員視為「圈外份子」（out-group）。

y在離開異性戀婚姻後嘗試透過女同志線上群組（Line和 PTT）建立人
際網絡，可惜當她向群組內的成員表明自己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之後，遭受
不少冷嘲熱諷與負面的回應。

很多人會覺得，妳是不是〔異性戀〕婚姻不幸才會想要來找女

生？妳是不是因為離婚，所以才找女生？就覺得男生造成妳很多傷

害。我覺得拉媽背負很多這種刻板印象跟罪名（y）。

y加入女同志社群後經常被詆毀，在 PTT的拉版上也被質疑是上線來找
陽剛女同志來幫忙養育小孩。種種酸言酸語導致 y一再懷疑自己「不夠格」
建立同志家庭或是擁有同性伴侶。為了平反，y創設一個「拉媽版」，試圖創
造屬於自己的社群，鞏固自己的內在家庭認同，號召與自己處境相似的拉媽
加入。雖然截至訪談為止，參與的拉媽人數並不多，但 y還是在線上為自己
找到了一些拉媽同伴。

我去拉版，就發了一個文，我說我是一個拉媽，就是我曾經有

跟異性戀結婚過，那現在我自己帶孩子，我離婚了。我要找跟我一

樣，也許妳還在異性戀婚姻裡面，妳很痛苦，也許妳正準備要離婚，

妳不知道找誰講。我覺得不管妳是哪一個處境，我希望我們可以集

結起來。在這個群組，妳潛水沒有關係，妳半年不講話我都不會踢

妳走，可是如果有一天妳真的覺得很痛苦了，很想講這件事，我們

會在這邊（y）。

女同志社群中有些人認為像 y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又育有年幼小孩的
女同志「不純」、「不配尋找伴」，甚至反對單身的女同志與拉媽養育前異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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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下的小孩。y不滿女同志圈將她的小孩歸為「血統不純正」，訪談間透露
出內心卡在那個「真的」女同志家庭的定義、「怕被嫌髒」等外界說法。
研究指出，對於像 y一般較為年長的同志來說，家人的價值、對自己原

生父母的尊敬與愛（filial values and love and respect for her parents），都是他
們過去決定進入異性戀婚姻的重要原因。有不少人為了實踐親屬角色（Kam, 
2013）不得不進入異性戀家庭，但也同時發展同性戀關係（Brainer, 2021）。
被女同志社群質疑為「非典型中的非典型」家庭的還有 c。她和曾經進

入異婚的太太 i經常被女同志社群挑戰「不是真的女同志家庭」，因為她們的
處境「不夠可憐」、「不夠辛苦」、「沒有太多被欺負的經驗」。i和 c沒有經
歷過人工生殖的苦，等同於彼此「撿到便宜」。所以她們在女同志家庭私密
社團被問到「那妳們有去登記嗎？」彷彿堅定的女同志關係完全取決於有無
婚姻關係（Lannutti, 2018）。c與 i無奈地表示，他們很期待受圈內人所支持，
但這些質疑使她們有一種「被自己人推開」的感覺。
上述發現與潘琴葳（2019）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潘琴葳發現社群為女

同志家長提供了訊息傳遞、情感支持，同時肯認同志與家長雙重身分，給予
孩子同儕的重要功能。究其因可能是潘琴葳的研究調查的幾乎是伴侶共同計
劃生育的女同志家庭（planned lesbian families），同質性高，其所遭遇的困
難與組成家庭的過程也類似，其與本研究中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女同志
家長處境不同。即便國內女同志家庭型態以繼親家庭（lesbian stepfamilies）
居多，然而這類家庭的境遇卻鮮為人知（洪于珊，2012）。
筆者詢問 a與 m（與其太太皆為人工生殖）加入同志媽媽社團的過程，

a表示自己參與時並未特別遭遇困難，她強調「〔社團成員〕很怕被打擾，
所以篩選機制嚴格，一定要真的拿到媽媽手冊，而且一定需要推薦人」。因
此，曾經進入異性戀家庭的女同志家長，在申請入會時就會備受討論。社團
會評估她們交往的時間長度、是否已登記結婚。m直接說道：

每次有曾經進入過異婚的媽媽要加入時，我都覺得這社團內有

好多〔元老級人物〕，說些荒謬的言論，彷彿只有自己是女同志媽

媽的正宗血統傳人。社團內偶也有火氣，幾個〔元老〕都說出：「如

果新人加入，我就退社」。然後大家都還要哄她們（m）。

a指出，在女同志圈，如果從未與異性交往過者，尤其是婆，評價會比
較高。針對此事 a後來悟出了另外一番道理：倘若是雙性戀但是卻選擇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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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共組家庭，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決定，「因為她不是選擇一條好走的路」。

（三）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c和太太 i認為自然地與大眾互動，有助於「撕標籤」，近似於共文化
理論中的「提高能見度」與「驅散刻板印象」（increasing visibility and dis-
pelling stereotypes）傾向。住家附近菜市場裡雖然有很多閒言閒語，但 i覺
得大家都是鄰居沒有必要交惡，所以繼續如常般互動。c和 i手勾著手一起
去買菜時發現，有些攤家雖然會以異樣眼光看他們，但也有不少小販會透過
行動來表達善意，例如菜市場賣花枝羹的阿伯，對她們一家人噓寒問暖，態
度親切，有些菜販甚至會親自送菜到她們家。i自認「沒有櫃子」，因此不必
要一直懷疑其他人是不是對自己有敵意，強調自己願意給對方時間去理解、
調整心態，也會教孩子如何剔除自己身上的標籤，她稱之為「家庭內功」。

一剛開始，應該是小一小二的時候，女兒們就會介紹說，c是
「我阿姨」這樣。然後等到二年級、三年級搬去花蓮的時候，同學

就會問她們，因為就是換了一批新的同學，她們又要再解釋一遍，

所以她們就會說，她是 c，她是我的家人，那你們就跟我一起叫她
c就好了（i）。

女兒們在花蓮學校的同學、老師、校長因為這一家人不掩飾、不迴避，
所以對她們一家人自然地表現出支持。連學生家長看到 c和 i在校園散步，
或是一起參加家長會，也都能跟她們直接談教育、聊親子關係，不會對她們
的關係多做評斷。i不斷強調一定要先修復自己，清楚自己的內在信念想法
與自我認知，她說：「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我們所共振出去然後收到的外
界回應與社會，就會是什麼樣子」（i）。

h與女友分住兩地，雖然女友經常出入她�中的家，但是基督教鄰居遇
到 h的家人會迴避談論女友，就算在社區遇見 h和女友一起出現，也會刻意
忽略女友的存在。h認為源於異性戀霸權，鄰居對同志家庭流露出來的「假
尊重」才是日常生活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如Moreira（2018）提出的「慢性
暴力」（slow violence）。所幸同婚通過之後，h信心大增，有了法律的保障，
她也能更有自信、更自然地面對社區的鄰里與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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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前幾年 h參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時，出現很多可以面對面跟一般人對
話、教育社會大眾有關同志家庭認同的機會（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h發現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有特別的反應，在街頭少數前來踢
館的人多半顯現對於性平教育內容存在許多誤解，幾乎都是道聽塗說之後就
想以其非傳統的家庭型態來刁難 h。另外，h也透露或許因為她的社經地位
（政治工作者）的關係，所以一般大眾不敢明目張膽地挑戰她的家庭背景。
而她自己也很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那種無懼讓外界沒有可以恐嚇或施
力之處。舉例來說，h女兒的學校老師在臉書上得知 h是女同志之後，私底
下跟女兒說：「妳媽媽的事情盡量不要告訴別人，這樣子比較好」。h知情後
把女兒向外界協商自己身在同志家庭的權利留給女兒，她相信與其躲藏，同
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給孩子建立的自信，會影響孩子如何去面對外界眼光。

孩子的人際關係，還有他父母的社經背景，他自己對他自己的

自信這個東西，都有關係。比方說當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有問題，你

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情覺得羞恥，如果有人因為這樣那你就跟我說，

我們做一件事情是坦然的時候，他對這件事情他就沒有那個壓抑、

擔心、害怕。所以他在人際之間的互動，他展現的不會那麼畏縮，

他被霸凌的機會也會小。然後還有因為我從小一到小四，我都有去

他們班上說故事，所以我會讓他們班上的同學認識我，然後他們對

我有一個認識跟理解跟喜歡我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會讓我們比較有

機會跟他們班上的同學親近、理解，那個也會讓小孩比較安全（h）。

後來 h的女兒選擇跟比較要好的同學分享自己的家庭認同，結果不但沒
有造成同儕反感，還意外發現班上其實也有其他女同志家庭。同志家庭權益
倡議者吳少喬（2021）感嘆同志家庭普遍不被學校看見，家長們只好藉晨光
時間，以「真實存在」的出現，讓孩子們看見不一樣的家。知名 Gay爸陳子
良根據其在美國的親職經驗，呼籲�灣能將同志家庭元素循序漸進加入學校
的家庭教育單元（孫子靖、陳振豪，2019）。

曾經將自己親身的同志家庭故事出版成一本書的 c認為，一般人也許是
因為不理解同志家庭議題，不認識任何同志家庭，因此不懂得如何去溝通。
因此當她自己在面對他人的好奇時，並不吝於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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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家庭認同的問題〕，那基本上，你的提問

對我來講都也只是好奇而已。那我能夠回應給你的，我一定會全部

回應，可是那要不要接受，我們會交給對方（c）。

受訪者 c並不怯於與外界談論、交流其同志家庭認同，只是互動對象的
反應與回饋各有不同，有時很難在當下看見明確改變。

二、女同志家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一）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面對不知情的外界，a和m的家庭皆傾向先不表明同志家庭認同的身份，
而是從日常往來或工作服務的過程中讓職場上的他人看見自己（increasing 
visibility ）（ Orbe & Roberts, 2012）、接觸與相處，然後自然地發現他們原來
是同志家庭（the process of making you see）（Friedman & Chen, 2021）。筆
者認為此與華人傳統社會關係中的含蓄政治（politics of reticence）與默言寬
容的文化思維有關，其並非意圖隱藏同志家庭認同，而是以關係互動維繫為
前提，試圖撐出同志家庭被看見的可能性（李佩雯，2018；胡郁盈，2017；
Liu & Ding, 2005）。
開餐廳的 a和太太待人和善，她們遭遇的外部經驗大多算正面。一開始

a和太太也不多介紹自己，而是讓鄰里、顧客慢慢認識她們是怎樣的家庭，
以提高自我的能見度來消除一般人對同志的刻板印象。a不去強調自己的家
庭很特別，傾向自然地與店裡的顧客互動，因此其他人對 a一家人的態度也
很自然，順理成章地接受。

我們的經驗是，我們不是很直接，在大家不認識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很高調地說我們是同志，或我們是同性家庭什麼的。都

是先有接觸，因為店家嘛，那我們通常是採比較中立的，我們不是

很直接表示我們是彩虹店家，那大家來了可能會有各個立場的人，

他們會從餐飲的接觸、服務的接觸，對我們是好的印象，之後知道

了會覺得，欸？其實也不錯啊，也沒什麼不一樣（a）。

m參加太太的員工旅行時，自覺不需要透過言語出櫃，而是直接以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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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示人，如異性戀家庭般，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tacit subject）（Acosta, 
2011; Decena, 2008）。m太太的上司，雖然看著m說不出口「女朋友」或「太
太」的字眼，但是卻讓 m比照公司的其他眷屬，一起參與尾牙抽獎。

（二）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受訪者 m、a都曾經接受全國性與地方性新聞報導，談論自己的同志家
庭。她們與自己的伴侶都有心藉溝通自我與教育他人的傾向（communicating 
self and 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增加同志家庭在媒體上
的能見度，盡己之力進行社會運動。雖然必須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是透過電
視節目的深度報導，觀眾得以更深層地理解同志家庭型態。受訪者在回應外
界的提問或質疑時，皆嘗試達到觀念釐清的教育功能，例如性傾向、性別角
色、親職角色等概念說明。從他們揭露的經驗中不難發現，一般人經常受「性
別二分」與「異性戀正典」的意識形態所綁架。
社會過度刻板的性別二分與性別表現想像，出現在 a的伴侶親職角色經

驗上。a的太太外型中性，因此有任何粗重活，鄰居都認爲應該是 a的太太
負責。面對其他性別刻板所延伸出的疑問，受訪者們坦言必須耐心說明。

鄰居就說：「妳們以後會教妳兒子就是譬如說跟男生交往，還

是跟女生交往這樣？」我就說這個我們不會特別去教，因為那就是

很自然的性向，像我爸媽他們也不是兩個媽媽，他們也沒有教我說

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然後他們突然好像喘一口氣這樣，他們就說：

「喔，那這樣子就好」（a）。

如 h、m提到自己的高社經地位，致使職場同事不至於挑戰自己的同志
身份。作為醫生，m發現他身邊的病患、護理師對其同志家庭身份似乎欣然
接受，甚至當她帶小孩到醫院時，護理師們還會主動幫忙照顧。

我有一個病人，他顯然本來對同性婚姻不以為然，他大概六十

歲左右，一個男性。他進來就拿著他的手機，然後翻到我跟我太太

五月二十四號去登記有一個新聞稿，他就說：「欸，恭喜妳喔！很

幸福喔！妳有沒有覺得立法太快了，公投明明就不同意同性結婚

啊。」然後我就好好跟他講，而且他還很認真聽。所以我覺得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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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是醫生，他不會願意花這十分鐘聽我們之前修法的過程。所以

對外溝通我是非常受益於我是醫生的這個身分（m）。

但 m坦白當初也是等自己升上主治醫師後，才願意直接揭露自己的家庭
認同。她發現醫院裡的的基督徒長官對於其家庭認同的回應運用「階段性」
循序漸進的方式，一開始不願回應，採“don’t ask don’t tell”的策略，後來
才慢慢接受。m遭遇的挫敗主要來自陌生人對她外在性別表現（gender pre-
sentation）的挑戰。外型中性的她曾帶著孩子參與選舉造勢場合時遭陌生人
「微歧視」（Haines et al., 2018; Sue et al., 2007）：「妳們是同志家庭喔？」「妳
是公的還是母的？啊，妳推娃娃車，妳是母的。」m當下盡量表現溫和，並
試圖機會教育，邀請對方認識自己現場的家人。遺憾的是對方不願對話，撂
下此言後立刻走閃。曾嬿融（2019）指出，不受社會肯認所造成的焦慮迫使
女同志家長只能依靠強化親職照顧，以確保自身家庭的正當性。甚至不斷挹
注資源來創造孩子在學業和教育上的優勢，以防孩子受外界不友善的對待。
m在受訪時揭露，她的太太因為上述的微歧視經驗，要求兩人必須對親職實
踐投注加倍心力，以免兩個兒子對自我的家庭認同有所懷疑。

（三）「挑戰」異性戀中心家庭體制

同婚通過前，m和太太便已登記為法定伴侶，當時適逢調換醫院單位，
新單位的院長在他剛到職為全家申請宿舍時勸戒她要「低調」，院長的說法
是「小地方不要張揚這種事」。宿舍申請的承辦人甚至指明宿舍還是要跟「家
人」同住最好。m當下並未理會，照樣填寫當時的伴侶為家人來申請宿舍。

我不知道「低調」是怎樣。因為單身宿舍就有點像學生宿舍一

個房間，那我要申請的是公寓型，他就說那妳跟妳的家人？誰跟妳

同住？然後我就寫了「同志伴侶」。那個承辦的人就很困擾，他不

知道這算不算家人。因為理論上我跟我太太還有當時的大兒子，我

們法律上就是沒有關係嘛。他就跟我說最好是家人，然後我就管

他，我就寫了，寫了他也就沒有再退回來，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過了（m）。

a認為自己與家人出入醫院或公家機關的經驗相對正面，她帶小孩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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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時，主動將表格上的「先生」或「爸爸」一欄劃掉，更改成「伴侶」或「家
長」，態度也很友善與自然。

小兒科其實也很清楚，我們甚至有時候都會想說，欸？他剛剛

是叫〔我太太〕「媽媽」嗎？啊他怎麼知道？就是我們都一起去，

正常都是叫我媽媽，有時候是甚至出來才想說他們怎麼都沒有疑

問？然後就想說啊，可能我填表格，我都會很自然地在「先生」那

邊劃一撇，就寫「伴侶」，所以他們可能自己就會拼拼湊湊。後來

我就發現他們其實很容易記住我們，然後對我們也蠻關心的、也蠻

友善的（a）。

母親節時，a女兒的學校要求交一張母親的照片，a和伴侶會自動繳交
兩張照片，作為提醒校方與老師多元家庭存在的方法。a認為學校的回應算
是友善，還會請小孩帶回兩束母親節花朵送給媽媽們。
研究指出，女同志對於臺灣同婚通過能夠為同志家庭帶來的保障存疑，

她們認為法律制度也無法自動根除同志生活所要經歷的歧視與不便（Chen 
& Wang, 2010; Friedman & Chen, 2021）。即使在法律上是家人，但生活實踐
上仍可能在某些情境因為主事者性別觀念跟不上，而需要受訪者們積極主動
發聲來為自己爭取權益（confronting and gaining advantage）（Orbe & Rob-
erts, 2012）。如 Ching（2010）所言，性少數必須在常規（normativity）的兩
個層次上游移，一方面是評估或挑戰本身就存在多重意義與矛盾的「正常」
作為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時改造「正常」成為一種可能（assessing ‘normal’ 
as a possibility and transforming ‘normal’ into ‘possible’）。換言之，性少數在日
常生活中必須一方面檢驗以異性戀為準則的正典是否合理，一方面改變、創
造出適合性少數的常規。

三、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一）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態

前文提及，外界對於本研究同志家庭認同接納，有些採階段性進行。其
實受訪家長在協商自己的家庭認同時，也可能採漸進式策略，強調與主流
異性戀群體的共同點，以避免爭議（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and av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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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Orbe & Roberts, 2012）。男同志受訪者不願意在情況不明的狀
態下向小孩的學校表明自己是同志代孕家庭，一來是因為自己當下可能沒有
親密關係伴侶，二來是還不確定學校對同志家庭是否會產生惡意。如曾嬿融
（2013）與潘琴葳（2019）研究中的女同志家長所言，如果家長評估現實環
境的友善程度將會造成出櫃後的不利後果，則家長們通常會在確認職場和幼
小子女學校的狀況後，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同志家庭。但是這樣的抉擇亦可能
造成家庭認同建構上的兩難，因為家長也會擔憂孩子誤以為自己不正常，才
會需要被隱瞞。
受訪男同志家長起初選擇以「單親代孕家庭」的說法來測試校方的反應。

D提到，「這個社會就是比較能接受女女組成家庭」（D），他在幫兒子找學
校時會語帶保留地強調自己是單親，藉以試探校方會如何回應與照顧單親的
小孩。D曾經跟三家幼兒園談過，其中兩個比較保守傳統的幼稚園園長回應：
「小孩成長不能沒有媽媽」，甚至質疑D「你怎麼可以跟媽媽沒有聯繫？」「你
應該要跟小孩說媽媽在美國啊，在工作啊？」。

社群裡的其他爸爸問我怎麼處理這件事，我就直接開門見山跟

學校說，我們家沒有媽媽這件事。然後那些爸爸就說，可是他們家

那邊的學校很保守。我說，保守更要講啊，如果遇到那些不是很友

善的，你就想辦法換一家。你覺得沒有怎樣對不對？然後要創造一

個虛擬的媽媽出來給你小孩，然後呢？那我說，哪一年你小孩七歲

的時候發現，這根本是虛擬的，他會恨你一輩子（D）。

D不認同對孩子編造謊言以符合異性戀雙親家庭組成形態，但是 D尚
不願向學校協商其同志家庭身份。有部分原因是訪談當時他還是單身（目前
已婚），他認為並沒有向學校主動揭露的迫切必要性。而校方在面試時通常
會向家長保證單親家庭與一般家庭並無不同，其子女在學校中亦不會遭差別
待遇。只不過有些師長還是會理所當然地表露其異性戀中心的父母雙親思
維，追問孩子母親的相關資訊，問句中不經意流露其無法想像一個家庭中缺
少母親的角色。

（二）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志家庭認同

L則是選擇先向兒子的幼稚園坦誠，看校方如何因應同志家庭，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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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直被問「媽媽呢？」。L發現大部分校方會回應單親家庭不是問題，
但卻避而不談男同志家庭認同。入學後，L主動向兒子的老師建議，如果上
課內容提到媽媽的時候請以「主要照顧者」的說法取代，希望孩子對於家庭
成員的想像不會困在主流家庭的性別角色窠臼。
而 T和兒子學校老師一開始也採漸進式、心照不宣的方式互動，過了一

段時間 T主動找學校老師說明同志家庭的身份，並與老師們展開來回討論，
「共同建構」他們的同志家庭認同，近似共文化理論中「借助友善中介」的
溝通傾向（utilizing liaisons）（Orbe & Roberts, 2012）。

老師有跟我們談論之後可以怎麼樣去跟孩子說他身世的狀況。

老師有提醒我們在家裡跟在外面，面對外人的態度要一致。我們在

家裡的稱謂是「爸爸」跟「爹地」，那帶著孩子在有外人的狀況，

我們也必須是爸爸跟爹地，不是變成爸爸跟「叔叔」之類的。那一

天回家之後，老師也有傳訊息給我，她訊息裡面有一些他們在學校

的繪本，就把它拍下來給我們看。其中就有一本叫做「家庭大不

同」，就是他們在學校會給小朋友看的繪本，裡面有提到有些家庭，

會是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有些家庭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兩個爸爸、兩個媽媽，會有這樣子的繪本。讓我知道他們在學校會

怎樣處理這個部分（T）。

T認為老師們尚在摸索如何教育同志家庭的孩子，但老師們懂得跳脫性
別二分，在特殊節日的時候（例如母親節）告知學生和家長，兩個爸爸也同
時可以是兩個媽媽。老師們也鼓勵 T和伴侶自然地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與
其他家長互動，無需躲藏。

D發現同婚通過之後，學校或其他行業（例如婚禮相關產業、婚紗、蜜
月旅行）開始看到商機，較有性別意識的幼兒園認知到多元家庭是必然得迎
接與學習的趨勢。尤其是營利幼兒園，他們傾向直接邀請同志家庭到園內分
享（D就曾經受邀），進行多元家庭的教育訓練。

（三）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L生了小孩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直接牽著兒子走進公司，結果女同事
們非常驚訝，但是紛紛表達「有小孩是好事」。L坦言有家庭責任感的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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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很容易被「加分」。如過去的研究所示，子女的出現成功地減輕同志家庭
缺乏正當性的質疑（曾嬿融，2013，2019；Lannutti, 2014）。不過 L的上司
在正面支持之餘還是提出了她的擔憂：

同事比較意外是有小孩子這一段，因為臺灣對 surrogate這個
概念其實是很陌生的。上司當然就是說我很勇敢啦，她覺得我很有

責任感，就是為了家庭的傳承去做了這件事情這樣子。但她也會擔

心這個孩子沒有娘這件事情，然後第二個擔心他是混血兒，然後又

是來自於一個這樣子的爸爸，未來會被歧視的問題。她其實也都有

點到，就是她的 concern這樣，那她就問我說我有沒有想好這些事
情，那我就會把我的想法跟她溝通這樣（L）。

L指出很多同志爸爸在找卵子時同樣有上述的擔憂，甚至因此特別找亞
洲女性提供卵子。L在訪談中提到他如何回應他人這方面的質疑：

他們覺得說你是一個同志爸爸已經可能被人家歧視了，又是個

混血兒，你就更容易被人家歧視。我一開始也曾經擔心過，但是我

後來自己覺得這不是一個主要的考量點。我覺得他會被歧視，其實

各種各樣的理由都會被歧視，我認為不可能讓他一輩子在一個無菌

的環境。我覺得「陪伴者」這個角色反而是比較重要的，不要分它

是來自於爸爸還是媽媽。我覺得這個核心就是抽離性別，陪伴不是

一定來自於母親或父親這樣子（L）。

L的上司聽完他上述的回應，也只能點點頭，無法反駁。又有一回，家
裡有客人造訪，L的兒子一直在哭，他們便斷言是因為沒有媽媽的氣味和心
跳來穩定孩子。Goldberg（2010）與 Goldberg & Smith（2011）指出，女同
志家庭的家長也經常被質疑「沒有父親」或是「缺乏男性角色典範」來反對
其養育孩子。所幸 L很願意與外界對話（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他對自己花時間投注在親職實踐與陪伴深具信心，並未因他人的干
擾與評斷阻礙其家庭認同的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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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與同志家長長期、數次深度訪談，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欲
理解同志家庭面對外部社會的溝通過程。研究問題聚焦探討前述三組家庭使
用哪些家庭認同協商的溝通傾向？其使用該溝通傾向的結果為何？這些溝通
傾向對照出共文化理論中的哪些取徑？相關的研究成果，請參見「表 3：同
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的具體整理。

表 3：同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
家庭類型 女同志家長與

前異婚子女家庭
女同志家長

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男同志家長

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1. 常見溝通情境 職場、女同志家長線上社團、
社群媒體、鄰里、學校、公
共場合

職場、鄰里、醫院、公共場
合 學校、職場

2. 溝通傾向 （1）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
庭認同

（2）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
上群組

（3）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
庭常態

（4）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1）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
庭常態

（2）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挑戰」異性戀中心家

庭體制

（1）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
態

（2）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
志家庭認同

（3）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 上述溝通傾向所得
之家庭認同協商
結果

（1, 3, 4）有助於家庭認同協
商；（2） 較不順利

（1, 3）有助於家庭認同協
商；（2）端看對方是否願意
對話

（1, 3）逐步階段性地協商家
庭認同；（2）有助於家庭認
同協商

4. 上述溝通傾向對應
共文化理論「溝通
取徑」與「預期結
果」

（1, 2, 4）堅定自信地順應、
（3）非堅定自信地順應

（1）非堅定自信地順應、
（2）堅定自信地順應、（3）
挑釁地順應

（1）非堅定自信地同化、 
（2, 3）堅定自信地順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該表第 4 點是指本研究歸納出之第 2 點溝通傾向與共文化
理論比較後，對應表 1 所得之溝通取徑與預期結果。

如同其他採取共文化理論的實證研究，本研究致力於將該理論化框架應
用於不同的社會文化實體脈絡，企圖提升研究者們對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理
解，解釋跨群體間（如：同志家庭與非同志群體）的微妙互動與溝通傾向
（Razzante et al., 2021）。本研究發現，三組家庭在對外協商同志家庭認同時，
多數嘗試「堅定自信」與「非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極少數使用「挑釁」
的溝通取徑，期望達到「順應」或「同化」的協商結果。根據受訪者的經驗
之談，上述協商之溝通傾向並無法總是達到穩固同志家庭認同的結果，比方
使用「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溝通傾向的結果，仍取決於溝通對象是否具備
對話動機與意願，倘若缺乏此意願，則該對話傾向可能反向動搖同志家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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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認同基礎（如 m）。此外，同志家長如果預期到溝通情境存在的風險越
高，例如可能影響子女在校的處遇、職場晉升壓力，則越容易選擇持續觀察
學校與職場的友善程度變化，再漸進式地使用不同溝通傾向來協商其同志家
庭認同（如 D）。
過往的共文化理論化相關實證研究，多側重於理解不同文化情境下的

溝通取徑實踐，試圖擴展共文化理論框架中多元的溝通傾向認知，以及跨
群體（intergroup）間的動態交流與互動關係詮釋。直到近期 Razzante et 
al.（2021）指出，結合一個「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視角，將
能為跨文化溝通學者們提供一個更全面的立基與角度來思考文化、溝通與權
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換言之，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在同一脈絡
下，不該被簡單地化約為二選一：不是優勢的一方，即為弱勢的一方（Orbe 
& Razzante, 2020）。學者們應該擁抱交織性的視角來理解人們可能同時擁有
的邊緣與優越處境。舉例而言，Jun et al.（2021）採納共文化理論探討亞裔
美國人在 COVID-19疫情期間受到的仇亞歧視經驗。該研究結論指出，男
性受迫者相較於女性更傾向採取「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然而分析中卻僅
只說明女性受歧視的機率為男性的三倍，致使女性較不願採取積極主動的手
段來回應歧視者。可惜的是，作者們並未深入討論「性別」在此種族衝突情
境中扮演的厚交織因素，而僅將性別視為一種造成溝通傾向差異的「生理變
項」。事實上，女性亞裔美人相較於男性，在種族與性別交織的權力階序上
位置更低，遂只能採迴避的手段來回應強勢群體。亞裔男性在仇亞的研究脈
絡下，雖為弱勢群體卻也不可忽視其性別及身材體型上的權力優勢。
呼應 Razzante et al.（2021）的提醒，本文認為以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檢

視研究結果時，需結合弱勢群體的「交織性」及「非典型弱勢身份原型」
（non-prototypical minority）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化內涵。茲分述
如下：

一、受訪同志家長與外界群體互動時，同時存在強勢與弱勢的厚交
織認同

受訪者 m、h、D與 T指出，社會地位（positionality）與階級（class）
深深影響其同志家庭認同協商過程與被外界接納的程度。m提到在職場中
「向下」協商家庭認同，比「向上」協商家庭認同的挑戰性來得低。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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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階級與社會位置較高的受訪者，如醫生與政治工作者，因具有較高
的發聲位置與權力，故較能在職場上運用其優勢與賦權，在同時具備強勢群
體身份（domination group identity）與弱勢群體身份的情況下，直接面對位
階較低的護理師或同事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然而，同樣在醫院的場域脈絡，
面對資深的醫師或長官，身為醫生的受訪者則失去強勢群體的優勢，在階級
和非典型家庭認同上顯現為弱勢群體，於是出現向上協商的困難。
受訪家長優勢與弱勢身份在同一互動時刻交織出現的複雜生命經驗，可

藉由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厚交織」（thick intersectionalities）概念進一步分析。
早期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用於理解個人身份的多重組合，如性
別、性傾向、種族、階級等同時對個人造成的賦權與壓迫，致使個人可能在
生活中的不同時刻具備優勢與劣勢處境（Crenshaw, 1991）。而後 Yep（2010）
批評，Crenshaw所提出的交織性理解僅凸顯刻板印象中的弱勢認同分類（如
女性、性少數、有色人種、非白領），流於「條列與平板」（roster-like），
容易忽略個人因不同情境脈絡，在互動行為當下所受彰顯的交織身份認
同（salient identities），及其如何彼此作用後影響溝通行為（the“how”and 
“now”）。Yep（2013）提出「厚交織」的概念，敦促研究者更細緻地檢視
個體的交織身份背景與複雜的生活經驗，在不同脈絡與時空下（the time and 
space）對身份認同展現與協商造成之影響。換言之，過往有關交織性的文獻
多單方面聚焦在顯見的弱勢群體（oppressed groups, marked identities）之受
壓迫經驗，而較少檢視弱勢群體在某些情境時空下也同時是強勢群體（dom-
inant groups, unmarked identities）的厚交織經驗（Yep, 2016）。

厚交織的概念可協助溝通研究者深入理解特殊脈絡下，複雜的權力消長
與時空運作。本研究中單一受訪者的交織身份，在目前同婚已經通過的時空
氛圍下，可能在同一互動時刻，存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認同，其對外協
商同志家庭認同的溝通過程，也不能一律被視為是共文化溝通，而可參照「強
勢群體理論」（dominant group theory）（Razzante & Orbe, 2018）來雙向對照
檢視（Razzante et al., 2021）。不過，共文化理論與強勢群體理論目前仍僅是
二分地去理解弱勢與強勢群體如何與對造溝通，未來研究者應致力於挖掘個
人同時具備強勢與弱勢身份認同時刻的溝通互動理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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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女同志家庭的內群體交織階序現象

本研究發現受訪女同志家庭可分為已婚、未婚，以及家長過去是否曾進
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家庭。筆者從 y, a, m, c, i, 及 h的長期伴侶口中得知，僅交
往過同性、未曾進入過異婚的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被認為「最純」，較
能順利在內群體中協商其家庭認同。相對地，尚未與伴侶結婚並曾經進入過
異婚、育有子女的女同志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較難順利獲得同儕間的網
絡支持與資源分享。由此可知，不同背景的家庭成員所組成的女同志家庭互
動，交織出女同志內群體中幽微的權力落差。
當我們思考同志家長的處境時，心中的原型（prototype）樣貌往往都是

「順」同志性傾向，亦即未經過性傾向認同流動的兩人所組成的同志家庭，
或是成長過程中從未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個體所組成的家庭。卻忽視了如厚
交織概念所指出的時空背景、流動的身份認同影響之下，同志家長的生命經
驗與認同樣貌可能相當變動與多元。因此有一些非典型（non-prototypical）
同志家長所遭遇的困境遂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
西方學者提出的「交織隱形」概念（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Pur-

die-Vaughns & Eibach, 2008）指的是非典型弱勢群體成員因自己的非原型弱
勢交織身份而在社會中隱身、不被看見（unseen）。此概念挑戰了人們普遍
認知弱勢群體的成員應該是全面性、均質地受到壓迫。Coles & Pasek（2020）
主張：

黑人女性所遭遇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特殊經驗在人權運動中

受到忽略⋯⋯實情是，大型的社會正義與平權運動（例如，女性

主義運動與反種族歧視運動）聚焦的往往是單一的身份認同框架

（single specific axis）所造成的壓迫。黑人女性的交織隱形身份妨礙
了她們在這些運動中，被明確看見自身的需求。交織隱形之所以會

發生是因為在美國，女人（弱勢性別）的原型指的是白人女性，而

黑人的原型（弱勢種族）指的是黑人男性。因此著名的黑人女性

主義者（Hull et al., 1982）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所有的女人都
是白女人，所有的黑人都是黑男人。」（筆者翻譯，Coles & Pasek, 
2020, p. 2）。

換句話說，非原型的弱勢群體成員（如黑人女性）所遭遇的壓迫，容易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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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被排除（exclusion）與消失（erasure）在女性主義性別運動與反種族歧
視運動的核心關懷之外（同上引）。
在這些概念啟發下，本研究嘗試提出「交織階序隱形」的概念，亦即非

原型的弱勢交織群體成員，如前述「不純」的女同志家庭，因其層層細膩、
複雜、流動、非原型的交織身份，在該女同志家庭的弱勢群體中可能遭遇群
體內自己人所排擠，同時群體外的人也想像不到、看不見其在內群體階層化
下的「厚弱勢」處遇：亦即同樣身為女同志（家長）家庭，還有不同的階序
之分，某種類型的家庭才能被稱之為「正統」，未符合正統標準的家庭則必
須在某些內群體脈絡中承受被邊緣化的處境。本文並非想刻意強調哪一種女
同志家庭組成最為弱勢，而是想提醒研究者們持續探究可能被隱形與忽視的
非典型女同志家庭處境。
最後，回顧共文化理論化框架，強勢群體的回應與溝通過程往往能凸顯

弱勢群體所遭遇的歧視現狀。本研究的三組同志家庭在受訪時不斷提及因異
性戀正典所造成的汙名與溝通困境，包括前異婚汙名、性別角色混亂汙名、
家庭不完整汙名。這類嚴重缺乏性別意識的錯誤觀念，使得受訪的同志家庭
在協商其家庭認同時遭遇「不正當」、「不正常」的汙名與挫敗。尤其是以「小
孩不能沒有媽媽」的論述，質疑受訪男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凸顯了社會上普
遍認定生理女性才適任母職的刻板觀念。此外，受訪男同志家長也強調，他
們所面臨的異性戀正典挑戰，顯現在「代孕子女入籍」的程序上。T、L、D
分別指出，除了�北市大安區以外，其他地區的戶政單位通常都會以�灣目
前不承認代孕，來婉拒處理男同志子女入籍事宜，引來男同志圈「一國多制」
的不滿。目前中南部的男同志家庭若要申請代孕子女入籍，必須花一整天時
間到大安區，依照前人所流傳的「教戰守則」，才有可能順利完成所有的入
籍程序：先做親子鑑定，再到移民署入�灣籍，最後回到戶政機關辦健保卡。
過去不少同志爸爸曾在移民署那一關被移民官挑戰：「我怎麼知道孩子是你
的？」後來才發展出先驗 DNA的流程。
陳嘉妤、余振民（2021）整理相關報導後發現，�灣同志家庭申請收、

認養的標準與異性戀家庭不同，曾有女同志家長的申請以「婚齡過短」為由
被駁回，男同志家長也被要求做親子鑑定，繁瑣的程序不但耗損生父認養的
時間與精神，也反映出法律對於同志家庭的保障不足。T指出�灣的「媽媽
手冊」（寶寶手冊），亦即填寫孩子疫苗施打紀錄的文件，因為目前國內尚未
通過代孕，故只能輸入「媽媽」的名字和身分證字號。這個規則忽視了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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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為主要照顧者的家庭，是 T認為極需要改革的體制規定。
現代多元家庭強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的家庭成員組合，創造人

與人間互相照顧的情感與物質生存組合（陳薏如、楊幸真，2010；彭懷真，
2003）。本研究因召募到的同類型男女同志家庭較少，致使蒐集到的溝通經
驗與結果較為發散，實為其限制。不過，也因為多類型的同志家庭受訪者而
協助筆者聽見過去同志家庭研究未曾揭露與觀照的面向。建議未來研究可聚
焦於同類家庭成員的同志家庭生命故事，並結合強勢群體理論與共文化群體
理論，更加雙向地檢視性別跨群體溝通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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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adopts Mark Orbe’s co-cultural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used by Taiwanese same-sex families to negotiate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long-ter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in two years with five lesbian and three gay parents of same-sex familie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same-sex families tended to us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such as “assertive,” “non-assertive,” and “aggressive.”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results of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negoti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cepts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typical prototype" of minority groups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solid and 
comprehensive.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ick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rsectional hierarchy invisibility” of the interviewed same-
sex parents in shap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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